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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传承与变革：跨越持续成长的鸿沟

对于一位曾经服务惠普25年的老兵，阅读《七次转型：硅谷巨人惠普的战略领导力》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心中充满着难以言喻的情感，即使已经离开惠普公司10年有余，书中呈现的变革场景及人物仍然历历在目，不断勾起我当初参与这些过程的种种回忆。

1977年，我以本科实习生的身份在惠普中国台湾分公司服务两年；1982年以正式员工身份再度加入惠普中国台湾分公司，成为计算机系统部的一名工程师，之后转任销售代表，后担任分公司副总经理。我于1991年调任中国惠普计算机系统事业部总经理，2000年继任中国惠普总裁，2002年惠普及康柏合并后，成为惠普中国区总裁及惠普全球副总裁，直至2007年以退休方式离开惠普公司。这期间，我经历了惠普公司5位CEO的领导，以及七次转型中的第四阶段到第六阶段，参与了惠普公司从一家电子测量仪器公司转型为计算机公司的变革过程，也见证了这本书所记载的重大变革事件。离开惠普公司之后，我担任过4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CEO及董事，创立了两家公司，并担任多家企业的咨询顾问，因此我得以从多个视角来解读这本书。

本书的命题是“战略领导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作者采用了一种罕见的方式来印证自己的观点，那就是选择一家在高科技行业历经77年风雨，而且还在持续变革的惠普公司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与惠普公司同期的高科技公司，大多数已经成为历史，因此从企业长青的角度，惠普公司称得上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书中记载的内容跨越了惠普公司77年的发展史及七任CEO，然后作者以其独特的战略领导力模型，结合这些内容，客观地评价历任CEO的战略领导力，以及他们对推动惠普公司变革的贡献和遗留的问题。因此，它不是一本纯学术性的管理著作，也不是一本纯传记性质的企业史，也因为这个特点，读者得以真实感受到CEO的战略领导力对企业发展的重大影响。

本书从四个维度记载了每一任CEO的作为，一是初始条件（继任时的内外部环境）；二是任期内如何开展与CEO战略领导力相关的三个关键任务（定义公司的战略、发展与战略对应的独特能力、推动战略行动）以及遗留的问题；三是CEO如何从四个维度发展企业的战略领导能力（发展战略领导力体制、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适当配置企业的战略资源、管理与董事会的关系）；四是任期内的成果。这种记载及总结的方式，让读者真实感受到企业传承及变革的挑战。

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有如接力赛跑，重大的战略变革通常需要经历多任CEO才得以完成，每一任CEO都要在前任CEO遗留的有形及无形资产上，解决当下及未来的挑战。当然，每一任CEO也都会遗留一些难解的问题给下一任CEO。这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创始人、职业经理人，以及咨询顾问等角色来说，当有不同启发。

对创始人的启发：中国民营企业经历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发展，目前也逐步进入企业传承的阶段，加上经商环境的变化，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越发重要。本书记载了惠普创始人、历届董事会与七任CEO的互动关系，并分析其中5位CEO非自愿卸任的原因，很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家借鉴。为了基业长青和传承，创始人应该尽早搭建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董事会。惠普公司在早期变革的过程中，由于董事会成员的家族背景，以及董事会运作失调等因素，惠普公司从电子测量仪器公司转型为计算机公司的过程发生了拖延，也错失过多次商机。

对职业经理人的启发：如前所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外企及发展较早的民企，已经培养出很多职业经理人，我也相信他们将在中国民营企业未来的演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职业经理人，我曾经以外来CEO的角色进入多家企业，特别能够理解惠普公司继创始人之后接任CEO的职业经理人所经历的困难及挑战。作者对每一任CEO的评价，以及第10章“公司成长：为什么战略领导力重要”的总结，都值得每一位职业经理人反复研读，深入思考。

对咨询顾问的启发：本书记载了惠普公司采用外部咨询顾问的历史，也强调了传承的作用，其内容可供咨询顾问借鉴。一位外部咨询顾问在提供建议方案时，需要理解企业的发展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过程。企业的基因与企业战略的适配性，永远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因果循环关系，如惠普的第七任CEO梅格·惠特曼所言：“如果你让人们做的事情是根植于企业基因的，那么它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咨询顾问不能只以自己的知识及认知为中心，必须将企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基础，以及自带的基因纳入考虑之中，才能给出恰当得体、具体可行的建议方案。

我加入惠普公司时，它还是一家营收规模只有10多亿美元的公司；离开惠普公司时，它的营收规模已逾千亿美元。我从中得以深入学习并充分历练经营及管理的能力，也因此将“如何协助民营企业跨越持续成长的鸿沟”作为我创业的命题及公司的使命。

虽然惠普公司在变革过程中有诸多不顺，在IT行业的影响力不如从前，流在我血液中的惠普之道也已产生不少变化，但惠普仍是一家值得我尊敬及怀念的企业。因为成为一家高估值企业是有时间性及偶然性的，只有经过时间证明成为长青企业才能说明它的伟大，特别是为了持续发展，而勇于自我变革的企业。这在当今崇尚短期创业成功，以及追求资本估值的环境中，更显可贵。

我愿引用书中记载的惠普公司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所提出的引导公司持续发展的三原则，作为总结：

第一，惠普致力于创造根本性的改变，而不是模仿性的产品。

第二，惠普的团队应该专注外部的竞争者，而不是内部的斗争。

第三，惠普应该持续发现并进入新的科技领域。

孙振耀

前惠普中国区总裁、惠普全球副总裁及优教育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推荐序二 战略领导力是企业转型的DNA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伯格曼教授是国际战略与创新管理领域的大师，大约10年前，他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报告，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英特尔长期研究形成的一本名著《战略就是命运》，让我对英特尔的CEO格鲁夫和战略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一次，在《七次转型：硅谷巨人惠普的战略领导力》一书中，伯格曼教授对于惠普公司近80年发展史的深入研究则更进了一步。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改革开放40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很多企业都面临从创始人到第二代CEO的交班和转型，这是很多企业难以逾越的天堑！

我在2017年为《企业生命周期》这本书撰写推荐序的时候，再次深入研究了企业的生命周期，本书所描述的惠普转型又让我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以下三点。

第一，战略领导力这个重要概念对CEO的选拔和培养来说非常有指导意义。伯格曼教授将战略领导力与企业持续成长紧密联系起来，开发出CEO的关键战略领导力任务，以及CEO如何开发战略领导力的四个关键方面：战略领导力体制、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战略资源分配和与董事会的互动。他用这个框架很好地解释了惠普的7任CEO和七次转型，其中每一次转型，CEO都展现出了极强的企业家精神，而不仅仅是职业精神，这对我国企业转型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惠普的成长演化是内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关键的外部力量，特别是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以及与战略制定和CEO战略领导力的内部生态相关的关键内部力量共同塑造的。英特尔的前CEO格鲁夫提出了“战略拐点”的重要概念，战略拐点通常表现为战略分歧，CEO必须做出选择，带着公司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可行的路径，穿越与战略拐点相关的“死亡谷”。同时，不同寻常的自下而上的创新过程始终是惠普内部创新生态战略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挑战和转型是企业成长的常态，CEO需要有长远的大局观和全局观。惠普的每一任CEO在自己的任期内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领导力挑战，他们在接任的时候，并没有路径依赖，而是顺应现实和未来趋势，打开新的局面；同时，也不仅仅考虑自己任期的业绩增长，还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布局公司战略，为继任者留下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使得公司能够持续增长。

今天，技术和商业环境呈指数级变化，企业的竞争已经从比“登山”到比“航海”，工业化时代诞生的伟大企业家，他们的心智模式（mindsets）能否转型为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心智模式，他们的思维和行动能否像青年人一样，更加敏捷、更加勇于试错和迭代，将在很大程度决定他们能够走多远。

青春不是年龄，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人生态度！

祝愿80岁的惠普青春永驻！

徐中　博士

学堂在线中国创业学院院长

北京创一教育总裁




        

推荐序三 成长的结果

本书是一部反映美国最具标志性的公司之一的惠普的战略演变的力作。惠普诞生于硅谷，距斯坦福大学几个街区，它的诞生象征着硅谷和卓越大学的兴起。斯坦福大学罗伯特·伯格曼教授和他的合著者引导我们了解了惠普成长与发展中的多个阶段。

对商学院学者来说，他们会发现战略选择在惠普传奇历史中的关键作用是贯穿始终的。对学习领导力的学生来说，他们会发现本书对惠普历史上七大主要角色的核心作用也进行了动态分析。

伯格曼在这本惠普观察者和分析师必读的公司传记中集成了新的和传统的战略分析工具，使我们能够理解和深刻分析惠普复杂的历史。

例如，新任首席执行官面临的初始情况会影响他们对未来的选择。伯格曼是否打算强调这一点尚不清楚，但是“初始条件”的概念对于支持惠普产品的电子电路功能的分析至关重要。这一点对工程师，特别是电气工程师来说将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会欣赏这个隐喻。在这方面，前惠普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提醒我们，首席执行官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做出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出其任期。离职首席执行官留下的初始条件是新任首席执行官遇到的战略选择集合的关键因素。

诸如收购电子数据系统和康柏等重要的选择对惠普来说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跨越了多位首席执行官的任期。在惠普近80年的历史中，它已经经历了7个阶段的演变和7位首席执行官的领导，尽管这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

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主导了三次这样的转变，他们留下了一份持久的遗产。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战略的定期转变对于企业生存至关重要。这里要强调的是，公司的成功并不是天生的。相反，它们是演化而来的，或者用伯格曼的话来说，它们是成长的结果（built to become）。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对“成长”过程的描写与分析比这本书更加精彩和清晰了。

对我个人而言，惠普的伟大故事也具有不同的意义。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新生电子实验室时，我第一次遇到了惠普，在实验台上我发现了一台HP-200C音频振荡器和一台Tektronix 503示波器。这两件工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可靠的同伴。惠普很快就在我的生活中重现，最值得注意的是惠普成为后来我与他人共同创立的公司（Analog Devices Semiconductor）的主要客户，并且我们成为惠普的波形发生器和示波器的客户。

作为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我将戴维·帕卡德的《惠普之道》（The HP Way）和惠普的案例整合到我的课程中。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年轻教授，资历较浅，还曾鼓起勇气直接打电话给戴维·帕卡德询问一些问题。他不但欢迎我询问，而且同意在我的“高科技企业管理”课堂上发言，回答学生的问题。我常回想起与戴维·帕卡德一起上课的场景，当时我经常从我的办公室走过几个街区去上课。然而我必须说，与身高1.95米的戴维·帕卡德一起走路更像跑步。我会永远记住在戴维·帕卡德1982年的一次演讲中一位听众提出的极为棘手的问题：“帕卡德先生，惠普为何如此成功呢？”

戴维·帕卡德没有丝毫犹豫地说：“我想我们只是找到了一种做更好的产品的方式。”

本书探讨了惠普是如何找到一种方式去做出帕卡德先生所描述的“更好的产品”的，这个过程中既有卓越的战略选择，又有磕磕绊绊。

最后，我很高兴并荣幸地通过我的朋友兼同事罗伯特·伯格曼和他的合著者所撰写的这一优秀著作，重新审视了这家公司，这家伴随我从一名学生，到电气工程师、教授一路成长的标志性公司。相信，本书会成为研究惠普公司这一独特的美国技术巨头战略演进的巨著。

莫德斯托A. 梅迪克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退休校长




        

前言 揭示企业成长的过程：一次智力的奥德赛（冒险之旅）

半个世纪前，主流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出版了《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一书1，其中他描述了发达经济体——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的。他观察到，一部分经济发展仍是由市场控制的传统小型创业企业所驱动的（当时受到主流经济教科书的青睐），而另一部分经济发展则日益由数量相对较少（数百家）的大型企业形成的一个新的“工业体系”所驱动，这些企业能够摆脱市场的控制（因此，这类企业受到大多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忽视），主要通过制订长期计划，强烈依靠技术创新，通过营销专长控制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自筹资金进行大规模资本和研发（R&D）投入，并通过自我积累进行增长。

伴随着这些大型公司的兴起，加尔布雷思看到了一种“技术结构”（technostructure）的发展，它能“接受所有把专业知识、人才或经验带入团队决策的人。这不是管理，而是企业的指导智慧——大脑”。技术结构的兴起表明，管理的作用基本上从实质性决策转变为批准。与此相关的是，加尔布雷思指出，19世纪末期伟大的创业家和产业奠基者——洛克菲勒、摩根、杜克、哈里曼、古根海姆（Guggenheim）、杜兰特、杜邦、克莱斯勒、哈特福德（Hartford）、希尔顿等，都能够在企业中把对资本的控制和不容置疑的权威统一起来。然而，到20世纪中叶，“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声可以跟那些先驱者相提并论，那些继任者的名字逐渐被历史遗忘，或者从未被大家知道过”。伴随着这些发展，加尔布雷思还指出，这些庞大、复杂和技术领先公司的股东力量急剧下降。

虽然对工业化世界发展演化的各种碎片化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综合，但《新工业国家》中的观点后来被证明并不完全正确。

首先，正如安迪·格鲁夫和我所认为的2，1965年的美国百强企业，到2005年只有19家仍然在这个名单上。换句话说，“创造性破坏之风”，以及近年来流行的“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y）3的力量并没有挽救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公司，这些大公司早在《新工业国家》被撰写时（20世纪60年代）就存在。另外一个人们始料未及的导致了一些公司生死存亡的力量，便是相对强有力的股东维权运动（shareholder activism）的代理人出现。用加尔布雷思的另一句名言来说，这些都使得在处理错综复杂的企业管理关系时，被引入的“制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达到了新水平。4

此外，加尔布雷思的分析非常受熊彼特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5的影响，这种做法已经将创新的引擎从个体企业家转移到大型公司，因此后者需要尽可能控制市场的不确定性，继续承担与创新相关的风险，并在创造性破坏的风潮中生存下去。然而，加尔布雷思并没有想到，熊彼特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1911，1934）6中强调了个体企业家在创立新公司中的核心作用，这一观点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相反，这些观点随着电子产品（晶体管、集成电路、半导体存储器、微处理器）、计算机科学（硬件和软件）、分子生物学（基因拼接、基因组测序）和其他领域（如移动通信）等新浪潮的发展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自《新工业国家》一书出版数十年后，新一代创业公司CEO的名字已经为公众所熟悉：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安迪·格鲁夫、迈克尔·戴尔、杰夫·贝佐斯、拉里·佩奇、马克·贝尼奥夫和马克·扎克伯格，他们只是信息技术行业近年来的一些著名代表性人物。然而，正如早期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思所预言的那样，这些新一代企业家通过建立在广泛的技术结构之上的显著的市场力量创造了非常庞大、复杂，并且大多数是自筹资金的企业。而且，与上一代的产业领袖一样，那些担任CEO职位的知名企业家的继任者通常不会有同样的名声和关注度。

我相信这些历史回顾有助于更加透彻地了解本书所要表达的内容。一方面，虽然今天的商业媒体（和商学院）对硅谷式的初创企业精神非常满意，但真正只有那些能够成长为大型复杂企业（如2016年的惠普）的新兴企业（如1939年的惠普），才会对全球工业体系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这本书中记录的惠普公司的演变和成长，进一步证明了加尔布雷思的理论对工业系统发展的延续。另一方面，通过使用战略管理的研究镜头，本书还能够阐明并重申高层管理人员和首席执行官在惠普发展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惠普成长的研究成果清楚地表明，加尔布雷思过分地放低了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战略领导地位。

简单来说，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属于硅谷（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硅谷都是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郊区，其中有一个小镇叫帕洛阿尔托，与斯坦福大学接壤，而斯坦福大学本身也是当时美国参议员利兰·斯坦福的一个农场的原址）最早创业的一批企业家，惠普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20世纪60年代初仍然相对较小，并没有出现在加尔布雷思的研究范围中，作为他撰写《新工业国家》时的一系列产业巨头之一。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惠普快速成长壮大，并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技术结构（相当非层级化），技术驱动力强，能够管理其产品需求，这种结构大部分情况下靠自我积累成长。因此，这项为了阐明惠普77年长期整合过程的动态研究工作，有潜力加深人们对影响当今高度发达经济体系中大型、复杂企业的长久性和作用的力量的认识。此外，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硅谷之父，并很可能永远被视作高科技行业的标志性创始CEO。战略管理研究的视角，可以揭示创始人之后的历任首席执行官在促进公司成长和长盛不衰的整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书其实是由两本书合二为一的。第一本介绍指导数据分析的框架（第一部分），以及战略领导力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第三部分）。第二本介绍了使用这些框架来阐明惠普公司差异化的战略领导方式及历任首席执行官对公司整体成长过程的贡献（第二部分）。

本前言的其余部分简要概述了本书的长期酝酿过程，包括从成因到完成。

撰写关于惠普的书的想法始于2004年。在完成了几次案例研究和访问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及其他惠普主要高管后，当时我的研究助理菲利普·梅扎和我试着计划将书中的这些材料放在一起，初步称为“重塑惠普”（Reinventing HP）。在我们考虑如何推动该项目的同时，2005年年初，首席执行官菲奥莉娜被马克·赫德取而代之。在2005～2010年，赫德在我当时任项目主任的一年一度为期六周的斯坦福高级经理人培训项目中担任特邀嘉宾，提供了关于惠普面临的战略挑战以及新首席执行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大量数据。但与此同时，菲利普已经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当时我和斯坦福大学的合作教师安迪·格鲁夫一起参与了几项新的研究项目。因此，本书写作计划暂时被搁置了。

在2010年马克·赫德被李艾科取代的时候，菲利普和我再次开始考虑恢复关于惠普的写作工作，但是将重点放在从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到之后的每一位惠普CEO是如何应对迅速发展的信息处理行业的战略领导力挑战的。为了更好地接触许多退休的前高层管理人员，并进一步了解惠普在过去的首席执行官任职期间所面临的战略挑战，我们邀请了曾长期担任惠普高级主管的韦伯·麦金尼加入了研究工作，他是惠普-康柏合并等重大事件的当事人以及关于惠普案例研究的合著者之一。随着韦伯的加盟，2010～2013年我们得以对许多在戴维·帕卡德、比尔·休利特、约翰·杨和继任者卢·普拉特手下工作的高管进行访谈，我们还对约翰·杨、卡莉·菲奥莉娜进行了访谈。我也能够与马克·赫德和李艾科进行面谈，并于2015年年初与梅格·惠特曼接洽，她已于2011年9月接替李艾科成为惠普首席执行官，并于2014年在斯坦福高级经理人培训项目中担任演讲嘉宾。

韦伯、菲利普和我在2010年至2012年年初收集了大量丰富有趣的采访数据。我们尝试了用几个隐喻去创造一个初步的概念框架，但不幸的是，这个过程很快就无法继续推进。因此，到2012年年初，我仍然在努力地想要想清楚这本书的内容将会是什么，将通过什么方式与其他关于惠普的优秀书籍区别开来，特别是查尔斯H. 豪斯和雷蒙德L. 普莱斯所著的《惠普现象：创新与业务转型》（2009）。研读豪斯和普莱斯的书实际上帮助我发现了戴维·帕卡德在职业生涯晚期向公司高管发表的三个重要的“惠普成功原则”。7

韦伯·麦金尼提到了另一个演讲，那是戴维·帕卡德在他去世之前最后一次向公司高管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背诵了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一首叫作《执事的杰作：奇妙的单马马车》（The Deacon's Masterpiece：Or The Wonderful One-Hoss-Shay）8的诗。霍姆斯的这首诗描述了一个虚构的执事（助祭），想以“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制作一辆马车，它可以刚好用100年。在它的100周年之际，马车果然不出意料地坏了。当时很多听众没有明白帕卡德选择背诵的这首诗的意义和凄凉感情。然而，这个故事帮助我将它与以前的研究联系起来，这个研究揭示了一个公司如何束缚在一个特定的产品市场环境中，因为其伟大的战略使其成功地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使得冲破这个枷锁充满困难。9我意识到惠普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虽然帕卡德的三大成功原则和一个一体化的幽默隐喻对于评估惠普的每一位首席执行官的差异贡献都是有用的，但这些要素尚未明确界定出一种新颖的概念。

之后一场意外帮了忙。2012年年初我从一场疾病中康复，我突然发现，我们收集的有关惠普演化的数据可以在“自我成长”（built to become）类型的公司的概念中被利用，并且对历任首席执行官的研究可以用于说明战略领导力在“公司成长”10现象中的作用。这一见解受到伊利亚·普里高津[1]（Ilya Prigogine）在物理科学方面的研究的启发，该研究提出将焦点从“存在”（being）现象转变为“成长”（becoming）现象。普里高津的研究对我早期将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与战略管理相结合的概念框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12我也在2009年作为客座教授在剑桥大学短暂停留期间开始重新审视和研究普里高津的工作。13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他学者也开始使用普里高津的理论来探索组织演变。14

在2013～2014年，我开发了将CEO的战略领导力与企业成长现象联系起来的概念框架。这涉及使用一些以前开发的框架来定义CEO的关键战略领导力任务15，以及开发了几个新的框架来研究CEO如何开发公司战略领导力的四个关键方面。第一部分（第1章和第2章）介绍了我为创建这本书的概念基础所做的努力。

这些概念框架被用于重组本书的章节。凭借新的章节架构，韦伯、菲利普和我使用我们的数据来记录惠普的每位首席执行官，他们如何履行关键的战略领导力任务，以及他们如何在公司任职期间开发公司的战略领导力。编写时这些章节修订了多次。最终版本在本书第二部分（第3～8章）中得以介绍。

之后在2014年10月，当CEO梅格·惠特曼宣布她和董事会决定将惠普分成两部分时，潜在的问题出现了：公司的规模如此大幅度减小如何与公司成长联系起来？这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

幸运的是，机缘巧合再次起了作用。纠结于不相关的潜在威胁驱使我意识到，这个理论难题可以通过回到近半个世纪前我在我的本科论文“最佳企业规模”16这个话题上构建的初步关键理念来解决。受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家》一书的启发，我偶然发现了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分析美国各大企业如何调整其组织架构来实施其外部机会驱动的多元化战略，艾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对企业内部创业动力的分析，以及伊戈尔·安索夫（Igor Ansoff）的企业战略分析框架。17综合这些新颖的观点，我意识到，在任何特定时间，公司的规模都可以被看作其增长轨迹的副产品，即使企业的最优规模可以在特定时刻确定，也很可能是由于外部和内部条件不断变化，这是一个短暂的最佳状态。这使得我提出，考虑最优公司规模的一个更好的方法是，高层管理人员要关注沿着公司发展轨迹的每一点的最佳匹配战略和结构，然后产生最佳规模作为副产品。这是我1969年时的研究想法。

40多年后，这一见解证明与惠普成长的理论框架很相关。更深入地思考惠特曼将惠普分成两部分的战略决策，使我意识到公司的成长轨迹不一定必须得向上移动。事实上，改变公司的企业战略和结构，以减小其规模，可能在增长轨迹的某些时候有战略意义，从而将其置于新的更适合的增长轨迹上。在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阐述这一洞察力的含义使我产生了一个新框架，帮助解释高层管理人员可能决定将某些业务从公司组合中分拆出来，从而减少企业规模的条件。新框架强调两个关键驱动因素：①业务互补性的变化；②企业内部复杂性的变化。这使我重写了本书第1章和第2章的部分内容，并在第9章中使用新框架来解释为什么惠特曼将惠普分成两部分的决定与惠普持续的成长过程是一致的，为什么大多数投资者喜欢2014年的这个举动，而不喜欢惠普在2011年时的这种打算。18

本书最后一章总结了以下内容：①企业成长过程的悖论和管理条件的关键发现；②历任CEO在维持公司成长过程中的不同战略领导力作用；③用一种具有同理心（empathic）的方式来反映公司历任首席执行官面临的现实情况；④这些继任CEO在利用公司过去资源以及在任职期间推动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发现可以结合起来，提出战略领导力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的演化概念框架。

此外，本书解决了将惠普分为两部分的战略决策所产生的理论难题，本书第三部分（第9章和第10章）介绍了这些整合概念及其对战略领导力地位的影响。

需要指出和感谢的是，本书提出的对企业战略领导力作用的见解都只是斯图尔特·法尔斯坦（Stuart Firestein）在考察科学进步中“失败”的作用时所说的：“一系列临时性发现，不断使我们接近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实现的真理。”19像法尔斯坦一样，我希望这些见解可能是进一步研究的宝贵垫脚石，即使它们最终被证明不是正确的。

罗伯特·伯格曼



[1] 伊利亚·普里高津是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曾获诺贝尔化学奖。——编者注




        

致谢

罗伯特A. 伯格曼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完成了关于英特尔公司从半导体存储器公司转型为微处理器公司的研究后，安迪·格鲁夫和我对在动荡环境下公司的长期发展深感兴趣。我们很快意识到，就在斯坦福大学的后院，惠普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已经能够多次成功转型。当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1999年被聘为该公司第一位外聘首席执行官时，安迪与她联系，表明我们希望跟踪她的任期案例，她答应了。我曾有幸与安迪·格鲁夫一起合作写作，并且我在斯坦福商学院教学约24年，这种运气与机会无法用更多的话来表达。

我这17年的研究工作是从研究关于菲奥莉娜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案例开始的，研究战略领导力在惠普演化中的作用，这也是撰写本书的起因。多年来，许多忙碌的惠普高管和外部管理专家都参与了研究。我想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帮助的人。特别是，我要感谢约翰·杨（John Young）、琼·普拉特（Joan Platt，卢·普拉特的遗孀，她对卢·普拉特的首席执行官生涯提供了有趣和深刻的见解）、卡莉·菲奥莉娜、马克·赫德（Mark Hurd）、李艾科（Léo Apotheker）和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他们愿意花时间接受采访并提供他们作为CEO的观点，这构成本书各章节的基础。

斯坦福商学院为进行纵向定性研究提供激励和支持已持续了35年。我很感激学院领导层对这类研究的支持：对于这种研究领导通常会问“你做的是什么”，而很可能得到“我不知道（除非完成之后）”的回答。本书的完成证明了这一信任与支持的重要性。我也很感谢在2012～2013年和2015～2016年期间被学院评为全球管理（Global Management）的学院最佳教师（School's BP Faculty Fellow），那时我正忙于这本书的概念框架及最后完成。另外，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斯坦福商学院的组织行为组中成为一个单人的战略管理小组，我要感谢组织行为组的同事让我有归属感。

我也要感谢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Judge Business School）邀请我在2009年年初作为客座教授短暂访问，以及剑桥大学悉尼苏塞克斯学院（Sydney Sussex College）邀请我担任客座研究员。正如我在一个星期五晚上的高桌晚宴上天真地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想了解学院（college）在剑桥大学800年历史中的作用，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师以略带讽刺的语调回答说：“先生，你一定是剑桥唯一一个这么想的。”尽管略带羞辱，但我意识到在这个答复中暗含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可以完美解释机构的长寿。因此，虽然本书采用战略领导力的研究视角，但还有其他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研究组织的长期发展。

本书的战略领导力框架和研究成果在斯坦福商学院的校友活动，如中国香港（2013年）、哥本哈根（2014年）、苏黎世（2015年）、伦敦（2015年）、斯坦福大学（2013年斯坦福高级经理人项目1998级团聚和2015年）和斯德哥尔摩（2016年）相继分享过，我感谢当地的校友代表提供了这一机会。我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北京）的王毅教授、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克里斯多夫·米德乐（Christophe Midler）教授和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Said Business School）的理查德·惠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教授邀请我分别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举办研讨会，这让我有机会与学术同仁一起测试我所做的研究。

作为主要作者，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合著者在这本书上给予我的卓越合作。菲利普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7年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研究人员，他帮助我撰写了几个案例，记录了卡莉·菲奥莉娜的首席执行官任期、惠普-康柏合并、惠普个人系统集团的创新计划办事处以及惠普网络业务的历史发展。他还为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初稿草拟了材料，并帮助最终编辑。韦伯·麦金尼是惠普-康柏合并案例的主要当事人，与他人合作撰写了基于合并战略整合的学术文章，并共同合作了惠普网络案例。韦伯帮助我们说服了他在惠普的许多高管朋友参与访谈，并为各章提供了重要数据和投入大量精力，这些如果没有他是无法完成的。他也为这些章节进行了有益的编辑整理。然而，研究团队的学术成员仍然需要制定本书的概念框架，所以我应该对本书所有剩余的理论和概念上的不足负责。

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这本书，我很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大卫·米松（David Musson），他在2015年年初招募了四名匿名评论者，并为大部分章节提供了编辑。大卫在2015年秋季退休后，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办公室的编辑斯科特·帕里斯（Scott Parris）接手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指导。谢谢斯科特的耐心和温柔的鼓励使我最后完成手稿。并且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凯瑟琳·瓦尔曼（Cathryn Vaulman）帮助准备手稿付印前的管理和细节问题。在斯科特退休后，安妮·德林杰（Anne Dellinger）接任本书编辑，后来戴维·普文（David Pervin）担任高级编辑，我也要感谢安妮和戴维在这本书的制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特别感谢我的长期行政助理南茜·摩尔（Nanci Moore），她协助我用电子表格呈现数据，并获得相关材料的版权许可。她也做了本书出版前整本手稿的准备工作。

最后，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孤独且耗费很大精力的活动。像以往那样，我十分感激我的妻子丽塔（Rita），特别是过去3年，她给了我时间和空间，去进行另外一项学术研究。不过，她也不允许我完全忘记生活中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成为两个孩子的祖父并参与早期“成长”（becoming）的美好喜悦，这些都是四岁的贾斯珀（Jasper）和一岁半的雷米（Remy）带给我的，我个人对这本书的贡献都献给他们。

韦伯·麦金尼

谢谢罗伯特和菲利普，邀请我加入你们的团队来创作这本关于惠普的书。我在惠普度过了整整34年的职业生涯，协助写这本书也使我有机会回顾一下为什么惠普如此伟大，以及为什么它近年来开始面临一些困境。

我还要感谢惠普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他们同意接受本书的采访。他们坦率，充满信任，愿意公开分享他们的观点——典型的我们在惠普合作的方式——使本书的内容如此准确和深入。

虽然比尔和戴维已离开我们，但我必须感谢他们创造了一个如此伟大的强悍的价值驱动型公司。当比尔和戴维还健在并积极参与公司工作时，我幸运地开始了我在惠普的职业生涯，并在比尔和戴维直接或间接培养出的许多伟大的领导人手下工作。还要感谢惠普所有与我共事并教授我很多知识的人们。对于在公司度过大量时间的所有人来说，惠普之道是真实存在的。它成为一种领导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我们离开惠普后一直陪伴着我们，无论我们去到哪里。因此，惠普之道在硅谷的许多公司仍然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克里斯（Chris）在这本书研究和完成的多年中，一直耐心地和我讨论这本书的各个方面。她的影响和支持成就了我，这些方面的体现也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还要感谢我的女儿梅根（Megan）和莎拉（Sarah），她们通过我而经历了惠普的工作，而我也高度重视她们的意见。我也希望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孙子瑞安（Ryann）、卢卡（Luca）和查理（Charlie，未出生），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很好地为优秀的公司工作。

菲利普E. 梅扎

本书是学术研究与鲜活战略和商业实践的产物。我的合著者都是这些方面的专家。对于编写这本书，罗伯特和韦伯的加入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与罗伯特的合作开始于多年前，当时我加入了他和安迪·格鲁夫长期以来在斯坦福大学广受欢迎的战略课程。安迪教了我不少关于战略的知识，使我获益匪浅，同时他的慈善行为也深深影响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及在我的咨询工作中，安迪低沉的声音时常回响在我的脑海，促使我更加深思熟虑，并不断质疑假设。

硅谷似乎是一个巨人之地，因为人才、资金和渴望改变世界的愿景的结合在这里是如此强大。有时，巨人真的只是踩着高跷的普通人，他们很快就会跌倒。而有时，巨人是真实存在的，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e Packard）就是这样的巨人。当然，他们并不完美，但他们建立了一个存在长达数十年的基业长青公司，并激励了其他人，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尤其是，比尔和戴维指导并激励了许多参与本书研究的惠普高管。我感谢他们愿意与罗伯特、韦伯和我分享他们的见解。

作家塑造了书籍，但家庭塑造了作者，至少我的家庭塑造了我。我感激我的妻子玛乔丽（Marjorie），她让我变得更好。我感激我的父母爱德华（Edward）和格雷斯（Grace），他们是我最初的灵感来源，还有罗伯特、萨拉、罗比、朱莉安娜、凯特琳、克里斯汀、思嘉丽、塔拉和里德，他们的影响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在我的作品中。




        

第一部分 公司成长：一个整合性战略领导力过程

成长是把早期阶段整合到后期阶段的过程，或者尽管不太可能，但尽可能地去应对早期和后期阶段的冲突的过程。

——戈登W. 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Becoming，1955（28））




        

第1章 公司成长与战略领导力

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今天从天堂回来，参观了带有他们名字的两家新公司——惠普公司（HP Inc.）和惠普企业（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他们会怎么看待自己离开之后惠普的发展？

他们很可能已经认不出这两家新公司了。一方面，惠普最早的核心业务——测试测量（test and measurement，T&M）早已不复存在，而这是两位工程师背景的企业家在车库里创造出的产品成果。这些资产早在1999年就从惠普剥离出去，卖给了上市公司安捷伦（Agilent），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当时两位创始人研发的测试测量设备）又在2014年被安捷伦再次售出。休利特和帕卡德也许会好奇，为什么惠普的管理团队不再继续运营技术领先的测试测量仪器，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该业务的投资回报远大于当时其他领域的业务。1

这两位创始人一定会惊讶于惠普将曾经（2015年之前）庞大的组织分拆成两家新公司的决定。尽管当他们看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新惠普公司（HP Inc.）主要定位于科技商品化业务（commodity-type businesses），但是他们会为惠普新领导们重新激发组织创新活力的努力而感到鼓舞。此外，他们或许也会对惠普企业（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在努力成为“云”计算新范式下领导者的努力留下深刻印象。

可以想象，休利特和帕卡德一定会“到处转转”，感受公司当下的新文化，正如当时他们奔波于惠普全球工厂和机构时的景象。他们可能会对现在交易导向（transaction-oriented）的价值观有些失望，这些来自并购或从外部引入的领导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曾经以亲密关系和创新为价值导向的旧“惠普之道”。他们通过数十年建立的团结文化和精英管理也逐渐让步于机会主义和名利主义。如果他们还在的话，一定会想方设法保留最初创立时的价值观。在浏览公司年报和剪报之后，他们也许会思考董事会的类型及其对公司发展和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可能会做点什么，使惠普不至于接连4次聘任外部人才担任CEO。

与此同时，作为务实可靠的工程师与企业家，他们应该不曾料想到，这么多年后惠普依旧以两个独立的实体存在着。他们也会欣喜地发现新的惠普公司在重新出发的转型中依旧能够保持盈利，吸引优秀人才，拥有扎实的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源基础，从而明白他们有能力在这片创造奇迹的硅谷中心继续书写“神话”。

如此看来，两位创始人不得不承认，他们怎么看待和理解惠普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关键是曾经的“巨人”惠普以两家新公司的方式延续着，为雇员提供有价值的工作机会，成为为国家和世界做出贡献的创新源头。正如创办惠普时休利特和帕卡德所设想的那样，公司至今仍坚持扎根于科学与工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带着一个好奇的问题回到天堂：是什么力量驱动了一家长青（longevity）公司以创始人不曾预料的方式演化，以及使惠普成为卓越（greatness）企业的方法。

受到休利特和帕卡德重返惠普的启发，本书试图解决几个他们可能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企业比其他企业存活得更久？是什么让这些长青企业变得卓越，而卓越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战略和文化对于企业经历数位继任CEO的任期和数十年的发展历史起到什么作用？对于利用现有商业机会和发现新机会，长寿企业的高管人员是如何分配战略资源的？董事会如何帮助高管团队把握公司未来？此外，回顾惠普近年来的发展，是在何时产生了有预见性的战略认知，决定分拆成两家企业以缩小规模、保持公司延续性？

企业长青与卓越

很少有企业能够在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独立的运营实体。1983年，惠普首次进入《财富》杂志选出的美国上市公司前100位，而到了2013年，那100家公司里仅剩21家公司仍在榜单上，其余的或者被收购，或者跌出榜单，甚至破产。然而惠普依旧在成长，如图1-1所示。

这种巨大的变动反映了许多大公司所处环境的高度动态性，尤其对技术型公司来说竞争更是残酷。这些动态性有时来自在位企业，但更多时候是因为新进入者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被挑战，为领先企业创造了足够的空间进行定位，进行战略准备，直到颠覆发生。2



图1-1　惠普在《财富》100强榜单的提升路径（1983～2013年）

资料来源：Created by R.A. Burgelman and P.E. Meza.

《财富》榜单的快速变换还揭示了即使再大的公司也可能很快谢幕。它们与宗教、政治和教育机构不同，这类机构通常拥有超越时间的价值，出于理性和情感的原因，成员的信念支撑是其代代延续的关键。许多家族企业公司也是如此。3很多上市公司常常要把股东价值最大化放在首位，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维持公司运作。尤其是在全球动态竞争的时代，市场中充斥着各种短暂的组织间关系，以任务为导向的雇用关系，大大地损害了忠诚的价值。4［需要注意的是，金融专家已经开始研究“忠诚股”（loyalty shares）以奖励那些长期导向的投资者，反对那些导致公司投资不足的短期绩效压力。5］

如果企业基业长青难以实现，那么维持企业的卓越是否容易？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中定义了11家“卓越”的公司，即在重大转型之后的15年里，能够实现平均累计股票收益率比市场总体水平高出至少3倍。6书中提到，要持续这种卓越需要依靠某种领导风格。实际上，公司的卓越甚至比长青更加易逝。到2007年，书中提到的11家公司中只剩3家仍保持卓越的业绩，其他8家企业或者不再作为独立的实体运营，或者不满足“卓越”的条件。7这似乎也验证了某些公司只在某些时候比较幸运。8但即使是那些绩效看来更加优异的公司，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它们的成功来自出众的能力还是优势积累的过程（例如，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创造非线性的赢者通吃的战略动态性）。9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卓越”到底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卓越”是主观的，因为用于反映它的客观指标实际上与决策和选择有关。卓越的公司应该总是和其密切相关的公司进行绩效对标，包括股价绩效、市场份额、利润、用户和员工满意度等。只有能持续满足用户并创造必要的资源维持运转，且在不违背股东利益的情况下保持相对独立，一家公司才可能长期存活并走向“卓越”。

卓越的公司也与最佳企业规模有关。也就是说，“卓越”基本上是某个时刻静态、短暂的评价，因为下一秒任何公司都可能不再满足这个指标。因此，将公司的“卓越”视为动态过程的副产品似乎更加有用。10类似地，也可以将“卓越”看作企业持续战略努力的副产品，按照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的话说，就是与用户和投资者“密切相关”。11保持相关性是企业基业长青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所以，在本书中，“卓越”的主观定义是企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转型以保持相关性（relevant）的能力，相关性具体指为用户做出有价值的重大贡献，以及为股东创造足够的价值以维持相对独立的运作。本章后面将讨论戴维·帕卡德如何抓住这一战略要求，坚持不懈地与其他高管灌输这一理念。

公司创立的类型

创立公司所做的努力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维度是创始人的动机：是短期作为（short-term instrumental）的意图（主要服务于创始人和早期团队的财务目标），还是长期机构性（long-term institutional）的意图（主要围绕如何让企业长期存活下去）。当然，创始人的动机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很多时候创业者们都怀着很高的期许，希望开创一个长久的事业，但是事实却不是他们所料想的那样，最后只是套现了事。12第二个维度是适应能力：新创公司是很快就对外部环境缴械投降，还是能顶住压力（保持相关性）、长期延续下去。图1-2展示了这一框架。

图1-2中展示了四种不同形式的公司创立类型。失败的公司（failing companies）是指那些出于（或终结于）工具性目的且适应能力很低的公司。许多新创企业都属于这一类。短命的公司（short-lived companies）是那些服务于工具性目的但适应能力很高的公司，因此能够存活足够的时间，以保证创始人和投资人成功退出。Instagram就是近几年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司在2011年被Facebook公司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而当时全公司只有13个员工。13



图1-2　公司创立的类型

资料来源：Created by R.A. Burgelman.

为被并购而生的公司（live-to-be-acquired companies）创立时是出于建立机构的目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却失去了不断适应的能力，因而难以长期独立地经营，最终面临被收购（或失败、解散）的命运。惠普2002年并购的康柏（Compaq）公司就是如此。长寿的公司（long-lived companies）在创立之初就本着建立机构的动机，并且能够持续开发其适应能力，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生存发展，甚至成就百年企业。14换言之，长寿的公司能够通过多次转型平安度过动荡的环境变化，有时会整合或并购其他公司以增加多样性和成长机会，提高生存能力。这些长寿的公司及其延续的过程是本书重点关注的内容。

本书着重于惠普的成长过程。到2016年，惠普已经是一家拥有77年历史的独立公司，成功并购了康柏和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这样的大公司［前者之前并购了天腾（Tandem）计算机公司、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等其他大型公司］。此外，至2015年，惠普前后共经历了6次重大转型15，而2016年开始正在进行第7次真正分水岭式的转型。

环境动态性与公司成长

回顾一家公司的发展史包括理解它每个阶段的连续性（continuities）、偶然性（contingencies）和内外部环境（context）变化。连续性是长期存在的模式，而偶然性则是无法构成模式的事件。16外部连续性（例如技术因素、政策法规）以及内部连续性（例如创始人价值观对企业的深远影响，或是前一任CEO尚未解决的组织挑战）都可能跨多个CEO任期影响组织成长。偶然性（难以预料或和运气有关的事件）是每位CEO在位期间都需要应对的。

环境是由一系列影响战略领导力实施的内外部力量所组成。环境并不会引发事件，但是决定其结果。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在一个平缓的地面上滑倒可能会摔伤膝盖或腿，但是在一个100米高的悬崖边摔倒就可能导致死亡。17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历史学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说：

领导人无法创造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所做的独特贡献在于，在既定的条件下尽可能开展活动。一旦超出了这些约束，他们就可能会溃败；但如果一直落后于必要的水平，他们所推动的政策就会停滞。如果他们行事稳健，也许能创造新的关系并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平缓了各方利益。18

基辛格的观点相当于强调领导人必须恪守这些既定的环境条件，但实际上这种理解较为局限。19领导人应同时考虑和应对内外部环境。一旦领导人通过某些战略行动改变了环境，随之产生的结果也将变得难以预测。20

环境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战略领导力必须能够在非结构化的，或者是结构不清的条件下运用。21企业所处环境是混乱的：管理者之间的战略行动经常无法协调；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不会提前出现；任何行业的组织都可能使组织的战略行动发生很大改变；竞争者之间的博弈结果难以预见。因此，在大型、复杂的组织中，战略领导力的作用可能较为凌乱，很难捕捉到简单的分析模型。

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对研究不同发展阶段战略领导力的作用十分有益。这些变化可以小到难以捕捉，也可以大到显而易见。它们通常是由于治理环境的游戏规则改变了。随着时间变化，不同类型的规则都可能对环境动态性产生影响。

规范规则（normative rules）的基础是法律条文、文化标准、道德规范和行政法规。例如，“合理使用”的规则约束了消费者复制和共享受版权保护的音乐。技术规则（technological rules）是现有的可行技术方案。思考一下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初创公司纳普斯特（Napster）就能够电子化地共享音乐文件，从而使许多消费者打破了“合理使用”的规则。经济规则（economic rules）形成了行业参与者所采用的商业模式基础。例如，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的发展就改变了甲骨文、SAP等许多企业软件公司的商业模式。经济规则也反映了不同组织的相对议价能力（通常在契约中体现）。认知规则（cognitive rules）是关于关键成功要素的判断，受到行业现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的普遍认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汽车公司的高管们对成功要素的理解，直到丰田的出现，它带来了全新的制造模式和供应关系战略。22创新是环境动态演化的重要驱动力，可能会带来一种或多种规则的改变，因此对行业企业的战略定位和竞争力有重大影响（正面或负面的）。

环境的改变会给CEO带来战略挑战：面对正向的影响（例如机会）就要抓紧行动去追随，对于负面的影响（例如威胁）则需要努力去中和。为了了解过去的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者需要追溯到环境发生明显改变的时点，找到哪些规则的变化导致了这种转变。如果要预测未来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就要利用“关键事件期”——预计某事件通常发生和结束的时期（例如，新产品开发和商业化所需的时间）以预估产生预期变化的时间。23

本书的成果来自多年来对60多位前任或现任惠普高管（包括仍健在的所有CEO）的研究、经验归纳和访谈，并运用扎根理论法（grounded theorizing）——一种将丰富的实地数据与相关的理论概念或框架相结合的归纳方法，用以解释惠普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众多环境巨变中仍能生存和繁荣（见本章附录一）。

本书的新颖和独特之处在于，解释了惠普历任CEO如何运用战略领导力使组织处于动态环境之上，在动荡的环境中持续引领惠普生存和获利。领先于内外部环境动态性、保持与股东相关性的能力决定了组织实现的能力：一个开放的演化过程，没有预先的目的和远景，能够创造出一系列新的篇章和企业转型。研究公司成长需要了解影响企业转型的战略领导力在不同阶段如何发展，及其如何解决公司演化初期和后期之间的潜在冲突。24

公司成长与战略领导力

本书试图向读者说明，惠普的持续成长取决于公司战略领导力的有效性。有效的战略领导力使组织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25即为用户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利润，从而实现公司长期、独立的经营。

战略领导力涉及整个组织的管理者

尽管本书重在揭示惠普创始人和CEO对组织成长的贡献，但是在像惠普这样的大型组织中，战略领导力往往涉及整个组织的关键管理者。26豪斯（House）和普莱斯（Price）在《惠普现象》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惠普从创始之初到2009年的发展史，并在其中列出了数百位对企业成长做出杰出贡献的高级管理者。27

全球最大的啤酒酿造商百威英博集团CEO薄睿拓（Carlos Brito）指出，在任何时候组织都要保持约65%的核心成员，视其为维持企业生存的“火炬手”，而这些成员则由15%的关键领导者带领，帮助组织与动态环境保持相关性。28

同时，如果关键领导者认为他们是永恒的品牌守护者，那么保持组织相关性、持久性和荣耀的动机也会增强。正如奢侈品公司LVMH的管理总监安东尼奥·贝里尼（Antonio Belloni）所说，“我们是这个弱小而又短暂的品牌殿堂的守护者。”29

也许从惠普的战略领导力研究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动机，保持惠普的相关性和持久性，打造卓越的品牌。30惠普前首席战略官比尔·布劳内尔（Bill Brownell）曾说起他观察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关键战略领导者团队未必是按公司层级来划分的。他们常常是一群拥有共同热情的高级管理人员，可能成长于一个队伍中，彼此之间有凝聚力，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并为CEO打前站，带领公司发展。”31

战略领导力利用现有机会并创造新机会

为了保持长期有效性，战略领导力必须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抓住和利用现有机会。因此，高层管理者通常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战略过程，将组织深层的战略行动（能够显著投入关键资源的人）和公司战略联结起来，追求路径清晰的成长机会。这一过程称为诱导性战略过程（induced strategy process），将行动和战略相结合以把握机会。诱导性战略过程中战略领导力的另一种作用是与当前的产品市场紧密匹配，英特尔公司的安迪·格鲁夫将这种战略领导力称为给组织“定向”（“vectoring”the organization）。但是，这种战略引航者也有使发展的动力变为惯性的风险，并经常被现有环境锁定。32尤其是当公司取得杰出成就时，更容易被禁锢于特定环境中，就像英特尔和微软在PC行业的例子一样。此外，这些重大的成长机会最终往往减少（例如PC受到平板电脑的冲击），甚至不复存在（例如小型计算机、化学成像和传真机）。

公司往往幸运地拥有一些具有创业精神的员工，他们尝试在新兴环境中发现新的商业机会，由下至上地开展。这被称为自主性战略过程（autonomous strategy process）。33通过自主性战略过程，企业能够探索现有战略之外的新机会，这往往来自那些创业型员工依据新的环境要素将组织竞争力拓展到其他领域。此外，自主性战略过程中战略领导力的作用还体现在保持企业的演化能力。这些自主性战略行动往往对公司现有战略起到补充作用，能够在面对替代风险的早期阶段发出信号，例如颠覆性技术。34为了维持这种自主性战略过程，打破现有环境的局限，许多大型公司都采用了促进多样性的方法，比如3M公司的“15%规则”和谷歌的“20%时间”。惠普首席战略官比尔·布劳内尔表示，惠普实验室（公司研发部门）的“臭鼬工厂”计划就是因这个目的而设计的。35

自主性战略过程时常带来不同的战略领导力挑战，这与诱导性战略过程有所不同。因为自主性战略活动很可能分散在组织的多个部分，需要进行整合以创造出全新的、能够推动公司发展的力量（后面我们将提供惠普公司的三个例子）。36这种集聚力和规模效应需要高管的支持，因为他们能够勾画出一个新业务领域的战略，来说服其他主管“交出”那些看似孤立的自主性战略项目。此外，这些高管需要得到高层的支持，以便必要时获取互补资产扩大新业务。37

推动自主性战略活动的高管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劝说高层调整企业战略，将自主性战略举措整合到诱导性过程中，共同推动公司进步。前IBM公司CEO郭士纳回忆起一个有力的例子。时任IBM集成系统服务公司主管的丹尼·威尔士（Dennie Welsh）曾向郭士纳建议，全球化服务未来是IBM的一个巨大的机遇，尽管当时服务环节只是销售部下面的一个子部门。郭士纳说道：

我的大脑一下子被点燃了。不仅是因为他说出了我曾作为客户时所想要的东西，还因为他懂得客户在什么时候愿意掏腰包——这不只是IBM未来的商业机会，也意味着整个行业即将重构，围绕解决方案而不是零散的碎片。38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自上而下”的苹果公司为iPad开发多点触控技术（multi-touch）。尽管史蒂夫·乔布斯在自传中提到是他要求团队在屏幕上实现多点触控，但是团队领导者乔纳森·伊夫（Jonathan Ive）却有不同的回忆：

他说他和团队在MacBook Pro的触控板上开发多点触控技术的同时，尝试将其拓展到屏幕上。他们用投影仪展示了设想的结果。“这将改变一切。”伊夫告诉他的团队。但是他没有马上向乔布斯报告，因为这是团队成员在空闲时间进行的研究，他不想打消他们的积极性。“因为乔布斯有的时候很武断，我不想在别人面前向他展示这个，”伊夫回忆道，“他可能会说，‘这东西根本没用，别扯了’。”39

利用这些自主性战略举措取决于公司高级主管的战略认知能力（strategic recognition capacity）。战略认知意味着有的管理者（一开始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从潜在的活动中察觉到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细微变化，这些变化常常意味着未来即将出现的机会或威胁。此外，这些管理者愿意并且能够将他们的洞察传递给其他同事或者更高级的管理人员，为后续变革的开展打下基础。40一位惠普实验室的科学家提到了一个有力的例证：“迪克·哈克本（Dick Hackborn）在喷墨打印机的项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说这是惠普应该做的事。”后文通过三个惠普新业务开发的例子（详见本章“适应性与可演化性”部分），尝试阐述管理人员如何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开展关键的领导活动。

像惠普这样拥有较高战略领导力的公司往往清楚，诱导性活动和自主活动对于企业决策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才会允许放权和松散的组织设计以保持一定比例的自主活动。也正因为如此，高管能够选择合适的时机（当自主活动表现出可行性时）将其整合到诱导性过程中，应对环境动态性。由于自主性战略活动很可能失败，因此需要合适的战略领导力原则来决定终止哪一些活动以及何时终止。如果没有这样的原则，那些没有前景的自主性战略活动将会造成资源浪费，破坏创业型员工的职业发展。

战略环境确定（strategic context determination）是自主性战略决策过程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战略领导力才得以发挥作用。战略环境确定有助于解决新涌现的自主性战略举措与现有企业战略之间的紧张关系。41（本章附录二展示了诱导／自主性战略过程的示意图，并讨论了诱导／自主性战略过程如何与复杂性理论中的“成长”联系起来。）

战略领导力：CEO的关键作用

如前所述，公司的关键领导力涉及整个组织的管理者。不同于那些权力分散、目标众多的多元化组织42，商业组织通常采用“多加一”（peer-plus-one）的机制以便驱动组织变革43，这里的“一”指的就是CEO。借助战略钻石模型（strategy diamond framework），本书关注惠普历任CEO的战略领导力在维持公司持续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在该模型中，战略领导力能够有效整合五种动态力量，共同驱动组织演化：①企业战略；②产品市场定位；③独特竞争力；④战略行动；⑤内部选择环境。44

这一理论框架既联系了产品市场定位和竞争力，也联系了战略（制定）与战略行动（执行）。公司战略领导力的有效性取决于CEO在动态的内外部环境下保持组织活力的能力。（本章附录三展示了战略钻石模型的概念框架。）

CEO的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本书关注惠普历任CEO对公司持续成长中的贡献，并将记录他们是如何履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的。这涉及CEO对公司战略是否有清晰的认识，即在哪些业务上想要实现领先，如何实现，以及在其任期内使公司保持领先的竞争优势来源。清晰的战略认知能够指导公司进行市场定位，同时勾勒出组织在非市场和资本市场环境中的路线图。对此，CEO必须真正了解目标市场的竞争优势基础。同时，清晰的战略也是组织独特竞争力的基础，有助于占领、防守和撬动目标市场。通过制定公司战略、确定潜在产品市场和竞争力，惠普CEO们也表达了塑造公司未来的规划。

CEO的战略设想通过战略行动得以实现，如果没有行动执行，那么这些说辞只能停留在表面。战略行动将公司带向特定的市场地位，并通过配置和开发能力维持这一水平。这些行动（或者是缺少环境变化时所需的行动）常常是不可逆的。CEO通过其他管理者的战略执行过程决定了公司的未来，但对于继任者而言，他们的影响则是一种历史的路径依赖。后续章节将检验在多大程度上新任CEO的战略行动将会受到前任领导者的影响。

CEO在发展公司战略领导能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战略钻石模型定义了内部选择环境的作用，帮助高管应对内外部动态环境，履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①定义和重新定义公司要发展的优势业务及相应的公司战略；②不断把公司战略定位和独特的能力结合起来；③不断把战略行动与公司战略结合起来（见本章附录三）。在后续的论述中，内部选择环境主要体现在战略领导能力（strategic leadership capability）上，这种能力的开发是CEO的重要职责。

后续章节将重点讨论惠普创始人及历任CEO如何发展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①开发战略领导力体制（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战略过程）；②管理公司战略与公司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③平衡“适应性”（fit，利用现有产品市场中的机会）与“可演化性”（evolvability，开发新的产品市场机会）所需的战略资源配置；④管理董事会成员间的动态互动。这四个要素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开发战略领导力体制

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战略过程

战略领导力体制的特点取决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过程的不同组合，主要有四种类型。只有在CEO持续鼓励和支持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时，这种战略过程才会较强劲。并且，公司很少会完全匹配某一种特定的类型。

但是，考虑到内外部环境的动态性，这一分类可以帮助CEO诊断和评价战略领导力体制的演化方向，更好地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过程，从而保持战略领导力的有效性。四种类型如图1-3所示。



图1-3　四种领导力体制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Robert A. Burgelman，Strategy is Destiny：How Strategy-Making Shapes a Company's Future，Free Press，2002；386.

当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过程都较弱时，公司的战略领导力体制表现出“布朗运动”的特点：员工就像液体中的微粒一样随机地运动。此时，诱导性战略过程缺少方向，而自主性战略则是随意地尝试新想法却没有规模化的能力，因此这种体制很难有效维持组织的成长过程。

如果自上而下（诱导性战略过程）的过程较弱但自下而上（自主性战略过程）的过程较强，战略领导力体制则具有“随波逐流”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许多业务组合和商业模式都未经验证，致使公司面对的复杂性增加；或者原本有潜力的突破式创新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因为各业务层面的领导们往往都追逐自己部门的短期利益，并为了获得更多公司资源而相互竞争。不论是哪种情形，缺少清晰的整体战略方向都可能造成公司以一种比较曲折的方式发展，可以料想这种体制也很难维持公司的持续成长过程。45

当自上而下过程较强但自下而上过程较弱时，战略领导力体制的特点是“步调一致”。自上而下的诱导性战略过程明确了战略方向，但是自下而上的自主性战略过程却因为得不到公司的支持而逐渐暗淡。冲突依旧存在或者被抑制，每个人都被期待朝着共同的战略方向全力以赴，此时目标的正确性直接决定了企业未来。这种体制与战略领导力中“伟大的领导者”理论有关（我能想到的近期的一个例子就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这些魅力非凡的领导者往往是那些亲历公司辉煌阶段的人。有时，公司董事会会尝试将这种“崇拜”惯例化，即记录和传播这些战略领导力的直觉与独特方法，帮助继任者从中获益。46

当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战略过程旗鼓相当时，就创造了“建设性冲突”（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的领导力体制。CEO鼓励下属利用从内外部环境信号中获得的专业知识和信息向上谏言，让公司认清关键演化阶段的战略情形。这种体制能够促进组织更快、更好地应对内外部环境，尤其是当自上而下的诱导性过程为核心业务提供方向的同时，也为自下而上的自主性战略提供了空间，扩大探索性举措的影响力，并最终整合到公司战略中。

“建设性冲突”一词来自英特尔公司，三位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安迪·格鲁夫——坚持不能让“职位权力”（position power，通常是资深的、年长的管理者）取代“知识力量”（knowledge power，通常是资历浅的、年轻的员工）。47由于“冲突”往往意味着意见不一，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负面印象，此时要谨记印孚瑟斯（Infosys）咨询公司主管拉杰·乔希（Raj Joshi）的建议：心平气和地表示不同意见（disagree without being disagreeable）。48具体用什么术语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战略领导力描述的体制。不同组织可能会选择不同术语，从而更加贴切地捕捉和形容现有的信息。49

此外，考虑到一些跨国企业兼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战略领导者需要采用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建设性冲突。例如，建设性冲突就不太被日本文化兼容，因而领导者最好采用其他的术语实现沟通的本意——不加修饰地、真实地表达公司在某一时刻所面对的战略情形。50

要想在组织演化过程中始终保持建设性冲突并非易事，这是因为随着CEO的更替，他们的不同个性和举措都会影响战略领导力的类型。例如，随着时间流逝，新任CEO可能发出明确的信号，认为这种辩论式的战略决策模式不再有特别价值，并使战略领导力朝着“步调一致”的方向调整。或者，新CEO总是优柔寡断，很多战略议题长时间议而不决，也可能驱动战略领导力体制朝着“随波逐流”甚至“布朗运动”的方向发展。

环境动态性与战略领导力体制

环境动态性（context dynamics）常常带来战略转折点，表现出“战略分歧”（strategic dissonance）：公司高管对公司当前所处的战略环境无法达成共识，并对一些要采取的重要行动产生分歧。战略分歧必须在公司转型前解决，因为这个阶段公司既要探索可行的路径，又要穿越战略转折点的“死亡之谷”，而最终的转型形式也难以预知。51

基于建设性冲突的战略领导力体制是应对战略分歧的最好方法，因为它重视不同的意见，鼓励开放式讨论。建设性冲突充分利用决策层和高管的战略认知能力，即快速感知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决定采取战略行动所需的时间，并说服他人共同适应和利用变化。这也促使讨论逐渐达成一致的结果：接受新的战略方向，并使行动与战略目标匹配。

管理企业战略与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

公司的成长过程同样取决于这一过程中战略与文化能否互相支撑。尽管有的管理学者认为企业成功只需在战略和文化中选择其一，且往往轻视战略的重要性（“文化拿战略当早餐吃”）52，但是更加进步的观点是把战略与文化视为互补关系。我在斯坦福商学院讲授战略领导力课程时总喜欢提到这句话：“没有文化的战略是无能为力的，而没有战略的文化是漫无目的的。”在公司顺风顺水的阶段，文化和战略互相支撑，但这样的日子不会永远持续，所以管理者必须根据环境变化调整文化与战略之间的各种动态互动方式。

公司战略

最近的一项关于“好”战略和“坏”战略的研究指出，好的战略通常包括三个要素53：①能够简化环境复杂性、识别CEO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的诊断能力；②能够克服阻碍、应对挑战的指导政策；③执行指导战略的一套连贯一致的行动。这三点对于帮助企业预判战略的潜在有效性非常有价值，而公司战略则是战略钻石模型的五大方面之一（在后续章节有讨论）。

但是，为了获得足够大比例高级主管（比如关键领导层）的认可实施，战略必须既理性又感性，让他们感到需要抓紧实施。这一点作为第四个要素也十分重要。例如，在英特尔高管决定从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转型为电脑微处理器公司后，公司前CEO安迪·格鲁夫和我分享了以下想法。他说：

“格鲁夫的领导方法”主要是关于如何说服或向管理团队推销新的战略方法……过一段时间之后，新战略对部分管理者产生了牵引力，但对另一部分人却无能为力。对于后者，他们往往就是做做嘴上功夫，并不会付出什么实际行动。我们能采取的办法就是不再让他们待在这些位子上……因此作为一名高层管理者，你不得不对战略有更深的理解和远见，并让下属去实施。他们做或者不做……并不是他们不理解或者不同意战略，而是他们对这件事提不起兴趣。54

格鲁夫成功干预的关键在于他对战略的认识非常清晰。换言之，如果战略不清或者无法明确地向关键领导团队沟通，CEO就无法判断战略实施与否，以及效果如何。

由此看来，如果高管能够清楚地表达和沟通战略（满足战略的其他三个要素），并且关键下属在理智和感情上都能接受这种战略变革并坚定地执行，那么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企业战略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如果高级主管不清楚这种战略的意图，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之采取行动，因此战略就不那么令人信服。

公司文化

为了更好地了解惠普成长过程中战略和文化的动态互动，有必要区分公司文化的“两面性”：硬的一面——运作模式（员工所理解的“我们公司如何执行战略”），以及软的一面——核心价值观（员工理解的“在执行战略时应如何对待员工，以及员工之间如何相处”）。这项研究也意味着，随着外部环境动态变化促使企业有必要进行战略变革，运作模式与核心价值观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55

此外，对于像惠普这样基业长青的公司来说，文化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如何应对那些已有文化基础的被并购公司。比尔·布劳内尔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积淀”，是员工能够感知和观察到的。例如，惠普实验室、打印机事业部和部分企业硬件业务部等仍遵循着传统的惠普文化模式；而PC业务与行业标准服务器业务则体现出更多康柏电脑公司的商业文化；一些软件、云计算等新领域则充斥着硅谷的创业文化。这些长期积淀的多元文化使得CEO需要考虑更多方面（比如符号象征的来源和实例），如何推动公司前进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布劳内尔表示，文化积淀还受到创始人的影响，尤其渗透于文化的软性一面，它也成为一个聚集点。56

从这些观点来看，某一CEO任期内的组织文化与当时的公司战略之间可能是兼容的，即下属主管认为运作模式和核心价值观之间基本吻合；也可能是非兼容的，即许多高级主管不再有把握在现有运作模式下实施战略。此外，他们很可能会发觉当前价值观背后的重大冲突。57

管理动态互动

结合企业战略（令人信服与不令人信服）和企业文化（兼容与非兼容）各自的两个维度，本书定义了CEO在应对环境变化时可能面临的四种动态互动类型（见图1-4）。管理这些互动关系是战略领导能力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影响着组织的成长过程。



图1-4　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作用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Lecture Materials，2013.

令人信服的战略与兼容的文化相组合就会产生承诺，此时不难让员工们贯彻执行战略。这种互动在建设性冲突的条件下最为匹配，兼具较强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过程（见图1-3）。另一方面，如果令人信服的战略与非兼容的文化相组合则可能产生冲突。CEO可能会发现一些重要员工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资历老的员工满足于过去的文化，消极、激进地置之不理58，而新人则提出各种战略执行的最佳方法。这种情况与“步调一致”的战略领导力最为契合，在较强的自上而下的领导力作用下，组织实施新的战略方向并抑制冲突，但是自下而上的领导力较弱（见图1-3）。

不令人信服的战略与兼容型文化的组合有可能带来“争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中的小派系可能追求着不同的战略方向，并且他们都声称自己的方向更符合组织文化。这种类型的互动符合“随波逐流”的战略领导力，自上而下的过程较弱而自下而上的过程较强。最后，不令人信服的公司战略与非兼容的文化会导致“困惑”。CEO可能十分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而变化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互动与“布朗运动”较相符，此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领导力都较弱。

平衡战略资源分配：适应性与可演化性

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适应性与可演化性

像惠普这种大公司常常被视为生态系统，其中产生的战略举措通过诱导性和自主性战略过程竞争有限资源。59如前述，战略领导力能够全面协调战略制定过程，主要通过：①对诱导性战略提供方向（例如定期开展战略规划），促进与现有产品市场环境的“适应性”；②激发战略环境的决定性作用以选出能够应对新兴环境的自主性战略举措（计划外的），保持组织的演化能力（见本章附录二）。

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能够界定、保护和重塑企业与外部生态之间的差异，对于塑造企业的成功十分重要。第一，诱导性和自主性战略所需的资源分配问题往往涉及一些高级主管的利益，因此他们会极力参与和劝说高层关于“如何定义公司”的战略决策（例如惠普是要成为仪器公司还是计算机公司）。第二，自主性战略的一些举措可能与诱导性战略存在冲突。对此，CEO要么聚焦现有战略的适应过程，抵制自主性战略并强调公司在当前生态系统中的身份；要么整合自主性战略，开发演化能力，向前迈进，重新定义组织身份。在这种方式中，诱导性战略和自主性战略之间“互相促进互相作用”，从而使公司成为“不断演化和延续的生态系统”。60

尽管很难预测在这种战略制定过程下企业会如何演化，但是这对企业在外部动态环境中保持适应性也是一个好机会，对于成就企业意义重大。

惠普公司演化性的三个例子

有三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惠普如何利用自主性战略过程抓住新的业务机会，揭示了管理者战略认知和战略整合的重要性：将分散在组织中的自主性战略举措有机结合，促进新业务的开发和壮大。

惠普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惠普计算机业务的重点是仪器控制和科学计算（戴维·帕卡德更愿意称之为仪器控制器，以避免与当时惠普的大客户IBM树敌）。去中心化的组织设计使得惠普的计算机业务分散于多个地区和部门中。当时主要有三条16位小型计算机的产品线，其架构、操作系统和开发目标（技术导向或业务导向）都有所差异。然而，这些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和网络架构多为本地开发，且当时公司还没有引进经验丰富的计算机科学家。随着计算机向32位系统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CEO约翰·杨认识到，以公司现有能力已无法对架构进行升级换代，因此他当机立断，引进IBM实验系统的部门主管乔尔·伯恩鲍姆（Joel Birnbaum），由其率领惠普实验室进行开发工作。伯恩鲍姆和他的团队由此展开了简称“Spectrum”的精简指令集计算（RISC）架构开发工作。

有趣的是，在此期间惠普内部的三个计算机系统之一也开发出了被称作“Vision”的32位操作系统，而且这个团队中有很多约翰·杨熟悉的资深员工，他便自掏腰包对Vision项目进行投资。但他也鼓励伯恩鲍姆团队继续推进Spectrum的发展。按伯恩鲍姆的话来说，谁会预想到Vision后来面临了致命的决策失误（对行动的战略认知），Vision最终死于自己之手，别无选择。61

然而，已更名为HP-PA（精密架构）的Spectrum项目仍面临着技术功能的战略整合问题。一位高管曾表示，要将这些系统运用到多个计算机产品线依旧任重道远。在长达近10年时间里，在几位高管、首席科学家乔尔·伯恩鲍姆的努力下，他们最终见证了Spectrum与其他惠普计算机产品的成功整合。

惠普喷墨打印机的出现和发展

自主性战略活动及其战略整合对于惠普喷墨打印机的成功功不可没。一位惠普实验室的高级科学家表示：

“机会主义与企业战略之间存在潜在的矛盾。我认为惠普进入喷墨打印领域的很多决策可能都是机会主义驱使，而非战略性的。因为当时并没有客户提出喷墨打印机的需求……约翰·沃特（John Vought）就这样突发奇想地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想法。其中的机会主义在于，当时弗兰克·克鲁全（Frank Cluture）在美国科瓦利斯建立了一个人员和设备充裕的实验室研发液晶显示器。事实上他本可以直接从日本购买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比自行开发要划算得多，因此直接导致了他的项目失败。但庆幸的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白做，这些实验资源和技术可以将薄膜利用于玻片。当沃德听闻惠普早期的热喷墨技术开发时，他非常兴奋地发现自己的团队成员和实验室有了出路。这也是惠普喷墨打印业务最早的开端。”

他还观察到惠普内部分散的创业活动（通过自主性战略过程）：

“最终有四五个部门参与其中，每个团队都从不同方向进行研发试验，包括了博伊西、温哥华、圣地亚哥、科瓦利斯和柯林斯堡的团队。惠普努力为这些开发部门提供各类支持：有的需要低成本的打印喷头；博伊西团队想要用页面宽的打印头来取代激光打印机；每个团队的需求和技术都不尽相同，但基础都是喷墨技术。换言之，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技术与不同的材料和架构相结合。”

最后，对于高层管理者的战略认知和战略整合能力，这位科学家说道：

“直到哈克本（Hackborn）成立Peripherals集团后，这些技术才融合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和传播。”

惠普网络业务的出现和发展

惠普早期的网络业务位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当时主要聚焦于工业终端设备。年轻的比利时工程经理威姆·罗兰茨（Wim Roelandts）在“挖掘和寻找一些新事物”时开始了网络业务的研发。他表示：

“你首先提出一个想法，并试图说服你的部门经理这是有潜力的，他会和集团经理沟通，如果他们对你的项目有兴趣，那么你就有机会和集团经理沟通并获得他的拨款。通过小笔的资金来验证和实现你的想法。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这个项目的。”62

到20世纪80年代初，惠普的三大计算机部门都开发了自己的网络技术和协议。1985年，由罗兰茨领导的信息网络小组成立，进一步巩固了惠普独立的网络业务。但是在惠普尝试将其计算机系统与IBM和DEC联系起来时遇到了问题。罗兰茨表示，我们的资源比IBM和DEC少，不得不创建一种协议实现惠普系统与它们的交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做TCP/IP，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统一的标准。63

惠普在开放标准方面成功打开了局面，罗兰茨的接班人也非常看好惠普网络业务的发展，在1988年他就预计这些业务至少可以带来10亿美元的营收。然而，这也导致内部紧张局势的扩大，后来这位接班人离开了公司。1988年，惠普解散了网络组，将其分拆到各个系统组。在打印机和PC业务上积累了成功经验的哈克本接手了网络业务，在那里，他们开发了很多网络设备（如路由器），并开始在小范围内与思科和3Com竞争。这种关系使其与计算中心产生了内部摩擦，因为该中心一直将自己的UNIX服务器与思科产品捆绑销售。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总裁约翰·麦克休（John McHugh）接管网络业务的运营。通过结合低价与终身保修政策，并且采用了全新的惠普ProCurve品牌，麦克休成功扩大了网络业务的利润空间。为了降低惠普与思科之间的潜在竞争、保护合作关系，思科董事会成员卡莉·菲奥莉娜在1999年出任惠普CEO后，指派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负责网络业务的出售工作。而布伦南表现出了极高的战略认知，对ProCurve抱有很大希望。他还说服菲奥莉娜允许网络业务发展自己的销售队伍和基础设施，这在惠普算是一个例外。在CEO的保护下网络业务重新进行战略定位，尽管此举是为了增加出售机会。在这种条件下，该业务蓬勃发展了几年。当菲奥莉娜被解雇后，新任CEO马克·赫德对ProCurve的增长和盈利印象深刻，决定保留业务，并通过收购3Com扩大业务规模。目前惠普网络业务规模已成为数十亿美元的业务。

计算机、喷墨打印机和网络业务的例子充分体现了惠普的自主性战略过程是如何帮助其从一个电子仪器公司逐渐发展为计算机公司，再到后来的网络公司。

演化的战略领导力技能

这些故事表明，追求内部生态的演化性往往会使潜在的矛盾与混乱显现，因而公司的成长需要巧妙运用战略领导技能。其中战略认知和战略整合尤为关键，有助于高管在战略决策过程中解决新业务开发和现有公司战略间的不确定性，即高管是否应该拥抱新的战略方向。

虽然自主的新业务机会常常由具有创业精神的员工自下而上地发现或创造，但最终仍需要高管充分接纳并将其合法化，通过投入和分配大量资源进一步强化（如计算机、打印机的例子），有时还涉及并购（如网络业务的例子），开展必要的文化变革等。64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说明CEO要想在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中平衡“适应性”与“可演化性”，就需要创造能够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同时还要管理文化与战略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以确保资源持续投入。这一问题背后的关键是CEO如何权衡速度与规模。演化性要求组织的运作模式（文化的硬实力）以速度优先，时刻准备快速行动和试验。这可能会导致组织忽视规模化的重要性，尤其对惠普这样庞大的公司而言是基础性的隐患。但是正如菲奥莉娜和赫德在任期间，惠普以规模化为导向，却阻碍了公司的演化能力。65

平衡“适应性与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模式

已有研究识别了战略领导力在分配“适应性”与“可演化性”资源时面临的挑战：①最大化地利用现有机会（通过追求“适应性”）；②创造全新的机会（通过追求“可演化性”）；③随时间推移平衡机会利用和创造（因为资源是有限的）。66

战略领导力资源分配

在某个时点上，有限的战略领导力资源决定了CEO追求“可演化性”与“适应性”间最优平衡的可能性。67可能性的边界如图1-5所示。



图1-5　战略分配中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Lecture Materials，2014.

图1-5中横轴代表分配给“适应性”活动（现有产品市场，最大值100%）的战略领导力资源比例；纵轴代表分配给“可演化性”活动的比例（寻求新的产品市场，最大值100%）。在可能性边界上，“适应性”与“可演化性”的资源互相约束和权衡。换言之，如果CEO决定将某一比例的资源分配给“适应性”，那么剩余能够分配给“可演化性”活动的比例也就随之确定了，反之亦然。68

有意思的是，组织感知到的战略领导力资源可能低于实际值，例如图1-5中的B和C点。在B点，分配给“可演化性”的战略领导力资源少于边界上的A点（因此可用资源的总量此时少于100%）。同理，在C点分配给“适应性”的战略领导力资源也少于边界上的A点，总量也不足100%。这种差距意味着组织并没有充分利用战略领导力资源，也许是因为未能有效整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或者是对文化和战略关系的管理不佳。此时，CEO有责任让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知道这一差距的存在，以及他们该如何弥补。

财务资源分配

在实践中，适应性与可演化性的平衡同样也取决于可用于创新的财务资源。这些关键财务资源与研发有关，主要关注两方面：①研发强度是研发投入与企业年收入的比值，决定了可利用资源的“绝对值”（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强度通常在10%或以上）；②在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分配给“适应性”和“可演化性”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财务资源的限制，分配过程往往通过“适应性”相关的（诱导性战略过程）或“可演化性”相关的（自主性战略过程）“相对值”来表征。

在某个时点上，研发资源在适应性活动和可演化性活动之间的分配方式与前述的战略领导力资源类似（图1-5中的可能性边界）。边界上任何一点都可以被视为CEO认为的最优平衡，代表着“适应性”（与诱导性战略过程有关）和“可演化性”（与自主性战略过程有关）所获得的研发资源的相对值。69

有时候，CEO对演化性的重要性的认识未必会反映在财务资源的分配模式中（见图1-5中的B和C点），而且在任期内，CEO也可能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渐进地调整资源的相对比例。此外，每位CEO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可能大相径庭。

管理董事会的动态互动

董事会的关键任务

董事会负责CEO的选拔和任命，为其制定长期目标。高效的董事会能够依据当前动态环境下组织面临的机会与挑战，或是契合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来选择合适的CEO类型。因此一个关键假设是，最终上任的CEO都是董事会信任的人选。

由此可见，董事会必须为CEO提供一定的支持，比如帮助其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或是在其任期内开发战略领导能力等。通过帮助CEO熟悉各个战略领导力层次和其他高管，董事会可以帮助平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董事会还应当审议和支持CEO提出的公司战略变革，及后续文化适应性的潜在难题。此外，董事会在平衡适应性与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问题上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发现，聚焦的业务战略使CEO能够激励员工朝着战略方向努力70，但是这种做法仅强调了适应性和诱导性（自上而下）战略过程。相较而言，可演化性需要通过自主性战略过程支持和开发新业务举措，来拓展组织的战略边界。后续研究发现，董事会对于CEO鼓励和发展新业务起到重要作用。71

最终，董事会必须评价CEO的绩效和相应的报酬，但同时也要确保其成员有能力对公司的战略领导能力演化做出正确评价，有能力实现其职能并管理与CEO的互动。

动态互动

这些互动一方面取决于CEO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开发一个好的、令人信服的公司战略，另一方面受到董事会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的影响。这两个维度一起构成了评价CEO与董事会互动情况的诊断工具（见图1-6）。

如图1-6所示，最佳情况是CEO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企业战略，并且有一个高效运作的董事会，这种组合将带来建设性的动态关系，使公司的成长前景更加广阔。第二种情况是，CEO的公司战略并非令人信服，与运作良好的董事会组合将会是纠偏性的动态关系，即如果CEO无法强化公司战略，那么他/她就有可能被替代。

如果CEO的企业战略令人信服，但却面对着一个运作不佳的董事会，那么这种关系将可能是颠覆性的。这种情况往往耗时较长且困难重重，从而阻碍CEO对于维持公司发展所做的努力。最后，CEO的非令人信服的战略和运作不佳的董事会组合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这会实质性地危害公司的持续成长。



图1-6　CEO与董事会的动态互动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Lecture Materials，2013.

CEO战略领导力绩效对组织成长过程的影响

如何评价CEO绩效

两位惠普创始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家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最终都是用财务结果来评价，也就是说，股东们更关注有利可图的增长（profitable growth），而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他们也相信公司的财务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领导力的有效性。

为了检验惠普战略领导力的有效性，本书描绘了历任CEO如何通过开展关键战略任务利用组织决策的内部生态，以及如何开发战略领导能力以实现组织成就。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标准来评价CEO的战略领导力对组织演化做出的贡献。

在职业生涯的末期，戴维·帕卡德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些启示。在他最后一次公司演讲中，他将惠普持续成功的能力提炼为三大原则，并且劝告现任以及未来的关键管理者们继续传承这种能力。此外，更令人惊讶的是，也是在那次演讲中，帕卡德告诫管理者们要避免使公司陷入“结构精良的单马马车”的命运，即虽然架构完美但是却不具有演化性。惠普公司第一位外聘CEO卡莉·菲奥莉娜也通过回忆她在惠普的工作经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

戴维·帕卡德的三大原则

1990年8月，戴维·帕卡德在他最后一次全员大会上发言，提出了引导惠普持续发展的三大原则：

首先，惠普致力于创造根本性的贡献，而不是模仿性的产品；其次，惠普的团队应当关注外部的竞争者，而不是内部的斗争；最后，惠普应该持续发现并进入新的科技领域。72

帕卡德的指导原则简洁有力，也是公司长青的基础——企业能够持续地为消费者做出重大贡献并得到其认可，为股东创造充分的价值从而保持长期的独立运作。

一个能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必须时刻准备着放弃或者售出不再能产生这种贡献的业务。73谨慎选择目标市场是惠普之道的重要部分，记录在《惠普目标》手册中。它将新市场定义为“感兴趣的领域”，并描述了惠普领导者应如何带领团队进入全新的领域。这些内部选择的过程加上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都是满足帕卡德三大原则的必要条件，使公司减少对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的依赖。74

业务多元化战略的考虑

对于惠普这样的多元化公司而言，内部决策生态的战略领导力取决于组织在高度专业化公司（如英特尔）和企业集团（如通用电气）之间的位置，这一关系如图1-7所示。



图　1-7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Stanford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Lecture Materials，2001.

在专业化公司中，CEO能够决定业务层的战略内容和创造的价值，此时关键领导力的主要任务就是有效地执行这一战略（一个例子是安迪·格鲁夫曾表示，要让管理者不再囿于战略变革的瓶颈）。但是在企业集团中，CEO很难八面玲珑地制定不同业务的具体战略。因此，CEO必须选择和培养每块业务的战略领导者，由他们来制定相应的战略（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就是一位杰出的企业集团CEO）。

在惠普等业务相关性较高的公司，CEO必须设计一个企业层战略，决定当前业务组合下公司所能做的贡献，以及每块业务的独特贡献。这一方面取决于业务之间的适应性需求，即不同业务是否相当（从而影响组织整体的管理难度），另一方面也与核心业务合作、战略机会把握的能力有关。在第2章中，我们将利用新的框架回顾惠普战略整合过程经历的挑战，即业务间的演化互补与业务内部的复杂性问题。这与企业战略的反脆弱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正向外部环境有关的绩效提升趋势是否高于与负向环境动态性有关的绩效下行趋势。75要想清楚地了解这些关系需要CEO拥有敏锐的战略洞察力。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会看到，惠普CEO卢·普拉特和梅格·惠特曼就面临着这样的战略整合挑战。

资本市场的考虑

资本市场既关注公司的成长力，也重视盈利能力。然而随着公司规模扩张，保持高成长率几乎很难实现。例如，像惠普每年收入约1200亿美元，如果要实现10%的年增长率，那么每年就要多创造120亿美元的价值，并且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大。正因如此，资本市场很难评价大公司的价值。76尽管如此，CEO在推进组织实现的过程中，其重要职责之一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求，保持大多数股东对于公司的信任，即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企业作为独立实体创造价值的潜力高于其被并购的可能性。

这一做法有时需要通过缩减企业规模来达成，例如卢·普拉特在任职期间剥离了惠普的测试测量业务（见第5章），以及惠普现任CEO梅格·惠特曼将公司分拆成两个实体的决策（见第9章）等，都是非常生动的例子，说明了成就惠普过程中这一考虑的必要性。77

避免“单马马车”陷阱

除了三大原则之外，帕卡德在其去世前一年还给惠普的总经理上了“最后一课”。他出乎意料地引用了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作品——《执事的杰作：奇妙的单马马车》。78霍姆斯在诗中虚构了一个人物——执事，叙述其如何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打造了一辆能够使用百年之久的单马马车。就在其百年纪念日上，马车像预计的那样骤然崩塌。

本书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帕卡德如何理解惠普，他的“单马马车”比喻恰恰是“成就惠普”的对立面。帕卡德一针见血地训诫管理者们，组织必须持续变革以保持相关性和独立性。从本书的视角来看，他对管理者们留下的最终忠告就是让他们以公司成长的角度来思考惠普的发展。将这些告诫延续和传承下去是每位CEO战略领导力的最终挑战和责任。

卡莉·菲奥莉娜的格言

戴维·帕卡德的三大原则和他的“单马马车”陷阱忠告已经成为惠普公司的一种标准，用来评价在动态的环境中，关键领导者的战略行动是否能够支撑组织实现的过程。惠普第五任、同时也是第一位外聘CEO卡莉·菲奥莉娜，简洁地总结了这对于每位CEO的要求：

一位尊重其下属和机构的领导者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绩效能在其卸任后持续。79

但是怎样实现呢？本书认为，理解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开发战略领导能力的关键要素等问题，有助于CEO走在动态环境的前面。由此，有效的战略领导力尽管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未必能保证企业的长期成功，CEO也能更自信地应对难以预测的不同环境。这意味着组织实现的过程会涉及一些“蜕变”：转型变革极大地改变了组织形式和发展（联想一下爱迪生时代的通用电气和2014年的通用电气）。80企业的转型并不受到物理法则和生物约束的支配。组织演化与实现依旧是一个开放的议题，没有一种事前的目的能够完全决定最终的呈现。

结论、启示与展望

帕卡德三大原则、“单马马车”警告以及卡莉·菲奥莉娜的格言对于惠普这样的长寿公司来说，都是十分受用的绩效标准，用于指导每任CEO的战略领导力。考虑到这些标准，本章将开发一个概念框架，包括了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以及支持关键任务开展的战略领导能力关键要素。这一框架将用于检验和评价每位CEO对成就惠普所做的贡献。

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包括：①制定企业想要实现领先的业务及其战略（以及什么才算“领先”）；②将企业的能力与产品市场相匹配以实现竞争优势；③在面对内外部环境动态性时，保持战略行动和公司战略之间的匹配。

CEO要想达到帕卡德三大原则都会面对一些挑战，比如首先就是制定和执行一个又“好”又“令人信服”的战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战略必须满足“反脆弱”的标准，这与多元化的惠普公司未来应对战略整合挑战十分相关。

企业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是：

（1）构建战略领导力体制以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战略过程；

（2）管理企业战略与文化之间的动态影响；

（3）在内部生态中制定战略时，平衡分配“适应性”与“可演化性”所需的战略资源；

（4）保持董事会与CEO之间的建设性互动关系。

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能够帮助CEO有效地处理战略领导力任务，实现帕卡德的三条定律，避免“单马马车”陷阱，并在企业实践中应用菲奥莉娜的格言。这是因为，第一，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战略过程能够尽可能挖掘环境动态性的相关信息，使CEO的战略决策制定和组织能力得以持续地为消费者做出贡献（帕卡德第一定律）。

第二，通过管理现有企业文化（尤其是运作模式）和战略变革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能够有效地加速调整过程，让公司领导力关注外部竞争而不是内部竞争（帕卡德第二定律）。

第三，平衡“适应性”与“可演化性”的资源分配意味着CEO愿意投资那些超出企业现有范畴的新业务活动，这些活动的财务结果很可能已不在其任期内，需要与诱导性战略中的主要业务进行权衡。这样做有助于企业发现新的技术和市场机会，并做出重要贡献（帕卡德第三定律，避免“单马马车”陷阱，运用菲奥莉娜的格言）。

第四，与董事会保持建设性的互动关系能够增强CEO持续开发战略领导能力的另外三个方面。例如，获得董事会的实质性支持，增加研发投入以保持演化能力。

第五，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四大要素之间越是相互支持，企业的战略领导能力越能帮助CEO推动企业成长。

CEO的关键作用：一个说明

尽管本书检验了CEO战略领导力对企业成长过程的重要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发现企业的成功与CEO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仅为0.3，意味着“约有60%的类似的企业存在这种现象，越是厉害的CEO领导着越有实力的企业，而这（60%）仅比随机猜测的概率高出10%”。81即使如此，“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每任CEO都是卓越的人选”的这种看似微小的差异，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也很可能会彻底改变整个组织的轨迹。换言之，一位卓越的CEO所创造的绩效提升及其对战略领导能力的贡献将随着时间日益显现。

同理心分析

本书的研究是在一个合理的假设上进行的，即董事会总是会选择任命聪明的、动机端正的CEO为公司服务。因此，本书分析的起点是认为每一位惠普CEO都有过人的智慧，并为公司事业尽心尽力。在这一背景下，后续的分析将提供一个同理心分析，尝试解释CEO为保持企业卓越所做出的努力。

对此，后续章节将客观地描述CEO不得不面对和采取行动的内外部环境，从而在他们的任期内实现公司的成长与成功。每一章的开头都会先介绍CEO上任时公司的情况，无论是有利还是棘手，都需要应对。之后将分析CEO如何在任期内针对那些影响内外部动态环境的力量，明确界定并实施战略领导力任务。最后，将会解释CEO对这些力量的感知将会如何影响他或她选择的推动公司成长的战略领导能力的类型。

通过重现惠普公司历任CEO及其战略领导力的故事，以期进一步加深对CEO如何利用有限的权力应对各类挑战的认识，同时了解在某些情况下CEO如何抓住环境中的潜在机会，避开陷阱。希望这些内容能使读者产生同理心，理解不同故事的主人公及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偶然性还是必要性？第二个说明

后续的章节主要揭示了战略领导力对于惠普成长的作用。但是，这里还需要注意之前提到的两个问题：第一，惠普能够在长达77年的时间保持独立的运作，是因为战略领导力的塑造作用还是仅仅属于一个随机过程？第二，即使惠普的长寿神话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战略领导力在其中的贡献值又如何？抑或是得益于优势的积累？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通过数据和分析为这些疑惑提供合理的解答。

展望：后续章节

第2章对惠普1939～2016年的发展史做了回顾与分析，全面地呈现了77年来影响公司战略制定内部生态的环境动态性，概述了公司成长过程中公司战略制定内部生态的7个代表性的阶段和结果，强调了历任CEO在不同的阶段是如何领导公司进行战略转型的。这一章还考察了CEO任职期间的公司股价与其管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识别惠普成长过程中的悖论，并提供了一个用于分析战略整合挑战的动态演化过程的框架，及其与惠普战略决策过程适应能力的反脆弱性的关系82，阐述了每位CEO在推动惠普成长时所面对的机会与挑战。

第3～9章记录和分析了惠普公司历任CEO所做的不同贡献。每章都由8个小节构成。第1小节描述CEO刚上任时面对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包括前任高管尚未解决的战略挑战。第2小节介绍CEO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接着（第3小节）讨论了CEO如何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体制（追踪了惠普著名的创业文化是如何在每一任CEO中延续的）。第4小节揭示CEO如何管理现有文化（惠普之道）与不断调整的企业战略之间的棘手关系。第5小节关于每位CEO如何平衡适应与演化之间的资源分配。第6小节讨论了CEO任期内留下的战略领导力挑战，并成为继任者需要面对的初始条件。第7小节介绍了CEO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互动。第8小节全面地评价了每位CEO对惠普成长所做出的努力。这些章节依据时间顺序充分地展示了CEO上任时面临的挑战，理解这些挑战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评价每位CEO的战略领导力绩效及他们对惠普的贡献。

第10章首先回顾了惠普发展过程与约束条件之间的悖论，因为在提出“战略领导力对惠普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时，读者可能会担心由于多重因素和同义反复等方法给问题带来的偏差，而清晰的描述和逻辑线能够解决该问题。随后，这一章再次强调了CEO如何起到“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完成战略领导力任务、开发战略领导能力，对实现惠普基业长青所做出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第10章进一步将这些关键概念抽象化，发展出动态的战略领导力理论，形成公司成长的演化框架。这一框架继承并发展了本书第一作者伯格曼教授的学术研究框架，有助于今后继续发展长寿公司的战略领导力理论；从实践角度来看，也有利于启发CEO和董事会经营出一家长青与卓越的企业。结论部分总结了本书的实证与概念贡献，以及实践启示。最后以关于企业成长过程的纵向研究所发现的一些令人惊讶的想法结束这一章。

附录一

研究方法

在研究惠普成长的过程中战略领导力和战略领导能力的作用时，本研究结合扎根理论追溯了惠普1938～1999年的演化历史，并从1999年起实时纵向追踪公司发展。83

纵向定性研究结合了扎根理论和当代的历史研究方法，产生新颖的理论框架以桥接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s）和简化定量模型（reductionist quantitative models）。这种方法还可以在历史学家“特殊的一般化”（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与简化论者“一般的特殊化”之间找到理论开发的契机。“特殊的一般化”是历史学家的惯常思路，他们会将某些特别的目的泛化。而“一般的特殊化”则是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套路：“将叙述嵌入在概化中。”84图A1展示了这一理论开发的图谱。



图A1　纵向定性研究在理论构建中的桥接作用

资料来源：R.A. Burgelman，“Bridging History and Reductionism：A Key Role for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2：598.

在图A1中历史方法的一端，特殊的一般化包括对特殊的、具体的和经验化的社会现象进行案例研究，剖析其背后复杂非线性的原因。许多自然语言都是一套自洽且完整的代表性／解释型阐述（narrative）。而在理论开发的简化论一端，一般的特殊化涉及一些统计模型或公理模型，这些理论的类型往往具有泛化的、抽象的和非经验性等特点。

针对复杂社会系统的纵向定性研究是介于历史方法和简化论之间的一种理论开发方法，借助理论框架超越特殊的一般化：采用方框与箭头展示复杂系统的相互协调与运行逻辑。这种概念框架的特点不仅是具体（代表某一类现象）和实质性的（捕捉现象背后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启发性的（间接地唤起现象）。因此与自然语言的叙述相比，这种方法能够产生更深刻、更泛化的洞见。

本书采用纵向定性方法研究惠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描述战略领导力如何塑造惠普走向成功的过程，以及历任CEO如何开发和运用惠普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方面；②采用比较案例研究的叙述方法，讨论组织演化环境与CEO的战略领导力方法；③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得有关战略领导力与组织实现之间的扎根理论。

本研究中的比较案例分析涉及多个层面。在行业层面，描述了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即公司和CEO所面对的连续性、偶然性和环境约束条件。在组织层面，从时间维度剖析了惠普创立至今的六次转型，以及目前正在经历的第七次重大变化。其中涉及一些鲜有研究的重要问题，比如CEO交接时需要应对不同任期间的路径依赖，如何完成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以及如何开发公司的战略领导能力等。在组织内部层面，主要回顾了惠普的业务组合，即不同核心业务的重要性如何随时间发展而演变，包括新业务的产生与旧业务的退出等。

通过采访惠普前任、现任高管与多位战略顾问（这些顾问曾直接参与公司某个阶段的发展），后续章节中的案例研究旨在揭示利用纵向研究方法获得的发现。

附录二

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系统——诱导性与自主性战略过程

图A2展示了内部生态中两个关键的战略过程及其对企业演化的影响。



图A2　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

资料来源：R.A. Burgelman，Strategy Is Destiny：How Strategy-Making Shapes a Company's Future，（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2）：9.

通过诱导性战略过程，组织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利用现有机会。为此，高管们一方面制定企业战略，另一方面指挥公司各层的执行者们采取相应的诱导性战略活动，使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诱导性战略过程对于企业的战略行动主要有两方面约束。第一，企业通过持续可靠地满足用户群需求从而在环境选择中生存下来，并继续遵守这类规则，但这种响应倾向（reactive propensity）是战略惰性的一种常见来源。第二，企业尝试借助各种力量塑造对自己有利的环境（E），但是这种主动倾向（proactive propensity）却会带来共演锁定（coevolutionary lock-in），成为另一种战略惰性的来源。

通过自主性战略过程，组织能够探索现有战略之外的新机会，感知新的环境要素（e），并且这些新要素所需的能力基础对于组织来说也是全新的。

自主性战略行动通常，但不是必然，来自运营层或中间管理层，在组织动态能力与环境（E，e）共演的过程中偶然产生。为了克服公司内部结构环境的“选择作用”（结构环境倾向于支持那些与组织现有战略相关的行动），自主性战略活动的发起者需要激活一个被称为“战略环境确定”（strategic context determination）的过程，以说服高管改进公司战略，将其整合到诱导性战略过程中共同推动企业前进。因此，自主过程的关键作用就是拓展企业能力和机会的边界，预防潜在的破坏性竞争行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投入太多的资源在自主性战略行动上并且很少筛选，就可能会破坏现有业务的优势。更糟的是，自主行动有时会削弱组织的现有优势，且难以保证掌握新优势。

概括地说，公司战略制定内部生态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在诱导性过程中保持利用现有机会的能力，同时在自主性过程中保持探索新机会的能力。

从“存在”到“演化”

1981年秋天，我在写作一篇有关整合战略管理与公司创业的文章时，偶然发现了伊利亚·普里高津的《从存在到演化》（From Being to Becoming）一书。出于对书名的好奇，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书中有关自组织的一章，其中最后一段话像一道闪电般击中了我：

这种“超创造性”（over creativity）的特征源于这里提到的描述类型，即“突变”与“创新”在其中随机发生，随后以一种当下的决定性关系整合到系统中。因此，我们推断，持续产生的“新类型”和“新想法”也许会不断融入系统结构中，进而驱动连续的演化过程。85

通过比较普里高津的发现与本书中所提的诱导性（自上而下）和自主性（自下而上）战略模型（见图A2），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所提到的随机发生的“突变”与“创新”直接对应于模型中的自主过程，而通过“当下的决定性关系”整合到系统中的过程则反映出诱导性战略。此外，战略环境（图A2中编号5的方框）确定过程则提供了促进这一系统整合的关键方式。综上，该框架可能为以“成长”为特征的组织适应理论奠定基础，并提供了一种开放的、难以预测但能够管理的未来的视角。

战略环境确定有助于平衡诱导性和自主性战略过程的发现也与考夫曼（Kauffman）的“混沌边缘适应”（adaptation to the edge of chaos）理论相关。考夫曼区分了三种系统体制，有序的、复杂的、混沌的，他将介于有序与混沌状态之间的复杂系统视为“选择性演化的自然高潮”（natural culmination of selective evolution）。86

平衡诱导性与自主性战略过程的重要性可以从古尔德（Gould）对“混沌边缘适应”理论的扼要理解中得知。他观察到：

系统必须具有适应性，但太多（或太过精确）的本地适应只会为组织带来短暂的最优，而无法储备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太高的混沌度则因为内外部环境过度波动或难以预测，而给组织造成致命的后果……混沌边缘适应平衡了对当前功能性的渴求与未来变化的潜力，或者叫可演化性。87

本书解释了战略领导能力如何同时平衡不同的战略挑战，即在诱导性（自上而下）过程中，利用现有产品-市场机会的适应性和通过自主（自下而上）过程创造新的产品-市场机会的可演化性，最终影响公司成长。

附录三

战略钻石模型

图A3中的战略钻石模型有助于定义CEO的关键领导力任务，及其开发组织战略领导能力的职责。



图A3　战略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R.A. Burgelman，“Fading Memories：A Process Theory of Strategic Business Exit in Dynamic Environments，”Administrative Sciences Quarterly，（March 1994）：31.

公司官方战略

官方战略是企业高管关于战略规划的声明，包括想要实现领先的业务及其竞争优势。

行业竞争优势的基础

企业面对的竞争优势的基础取决于其选择的产品-市场地位。大多数行业都有许多可选的市场空间和地位，而市场力和非市场力决定了赢得这些市场空间的竞争基础。当任何一种力量发生重要变化时，竞争基础（外部选择环境）也会随之改变。

独特的竞争力

独特的竞争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意味着企业拥有区别于其他对手的能力、互补资产或惯例，并构成其竞争优势。竞争力与内在的组织身份和特征密切相关。例如，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追求的战略类型（如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并且很难改变。

战略行动

战略行动需要大量的组织资源投入（人力、财务、技术、声誉等），其中涉及许多利弊权衡和难以预料的情况。大型公司的战略行动通常分散于不同的管理层和不同的专业团队中。领导者的战略行动主要是对内外部选择压力做出响应，同时也要与企业战略相匹配。

内部选择环境

内部选择环境（internal selection environment）的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比较初创企业与现有公司之间的差异来看出来。许多初创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法克服外部环境的选择压力（例如，没有吸引到足够的用户，或者用户不愿为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商业化买单）。而现有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已经克服了外部选择压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用内部环境替代外部环境，这也揭示了内部环境在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内部选择环境既是企业战略和行动之间的中介，也是行业竞争优势与企业独特能力之间的连接。

本书就组织的战略领导能力提出了内部选择环境的框架，而这种能力的开发是CEO的重要职责。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构成要素是：①开发战略领导力体制；②管理战略与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③平衡“适应性”与“可演化性”的资源分配；④管理董事会与CEO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第2章 惠普成长史：1939～2016

一个整合过程概述

不同的行业以极为不同的速度（慢到快）和幅度（小到大）变化。食品加工业的变化相当缓慢，通常很小；石油产业的变化趋势缓慢，但偶尔也会有一些突发剧变（如2014年水力压裂技术（fracking）的影响）；时尚产业虽然发展快速，但是幅度通常很小。相比之下，信息技术（IT）行业的特点则是变化迅速且常常是大幅度的。毫无疑问，虽然食品加工、石油和时尚行业有许多长寿公司，但IT行业长寿公司相对较少，而IBM和惠普公司可能是其中最杰出的例子。

本章提供了长寿公司惠普成长历史的完整过程概述。首先进一步探讨了在第1章中介绍的观点，即企业成长取决于通过企业转型调解内外部环境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战略领导能力。基于这一概念框架，本章深入描述了惠普在七个阶段的历史：自1939年成立以来的不同阶段，可以清楚地描述公司不断演变的业务组合。随后简要讨论了惠普公司各个接任的CEO在连接这些不同阶段的企业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简要讨论了评估惠普在其任期内的股价变动情况的局限性。本章以确定惠普成长历史上的一个悖论作为结尾，阐明惠普适应能力于其历史关键阶段在公司多业务组合中面临的发展战略整合挑战方面的抵抗能力，记录了紧张局势在其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中的作用，以及强调惠普历任CEO在为公司成长做出贡献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状况。这为第3～9章提供了基础，这几章提供了截至2016年有关惠普历任CEO对公司整体发展过程的不同贡献的详细资料和深入分析。

公司成长：在动态的内外部环境中求生

组织生态与组织学习视角

像惠普这样的公司经营的外部环境动态性包括多种力量：不断变化的买家议价能力、供应商、互补者（合作伙伴）和分销渠道；竞争强度的变化程度；新进入者和替代品的潜在威胁；监管要求的变化；尤其是，快速的技术变革。1这些力量构成的系统形成了一个行业的生态系统——一个高度复杂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与我们在第1章中所确定的各种类型的规则相一致，即规范性、技术性、经济性和认知性规则。这个生态系统构成了它其中的所有公司的外部选择环境。考虑到其生态性质，一种力量的变化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波动，其结果难以预测。

在一些时间段，这里被称为“阶段”（epoch），行业生态系统的治理规则仅仅是渐进的变化，并且各种力量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例如，在任者的市场份额可能有所改变但往往会回到稳定分布）。然而，在某些关键时刻，创业驱动型创新彻底改变了外部环境动态的选择压力。为了生存，公司必须能够使自己转型，这便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组织生态

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关注外部环境动态的不同方面及其对组织变化的影响。组织生态观点对认识本章的内容很有用。组织生态视角表明，组织变革必须基于相似组织的整个人员层面，而且被视作替代行为和选择行为而不是战略适应的结果来理解。由于惯性阻碍了他们的调整，既有的企业在面临外部环境动态时往往会失败并被新的公司取代，这些新的公司经营不同的业务或是以不同的方法经营相同的业务（大多数客户认为这样做更好）。2换句话说，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开始失败，第1章中称此为相关性检验。

组织生态研究者为组织生存提供了惯性价值的实证证据和演绎推导出的理论支持。他们指出，面对难题挑战，领导者往往倾向于通过他们所谓的“架构性变革”（例如，权力形式、控制关系模式的变化等）旨在提高组织绩效，例如：“可以确定的是一些架构性变革确实提高了绩效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失败率。同样确定的是，其他的一些变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我们应该假定这些架构性变革都是有益的吗？不，我们不这么认为。”3他们警告说，求变通常是危险的，因为成功所依赖的组织特定的偶然性很难事先评估；许多变化是模仿性的，只是反映一时的潮流和时尚；并且变革常常导致意外和难以预期的后果。4

组织学习

对比之下，组织学习观5侧重于组织如何搜索信息以努力去适应；也就是说，他们如何主动地管理他们与外部选择环境的适应过程。虽然组织学习不一定能使组织完成适应过程，但是组织可以从反面教材中学到经验教训——这种观点为有目的地驱动组织变革的认知过程和知识发展留下了空间，即使只是为了短期目的。作为适应性组织能力，制定战略是组织学习观的重要表现形式。然而，即使是领先的研究组织学习的人员也会就组织变革存在潜在危险提出警告，因为虽然正确的变革决策的正面影响非常大，而一旦决策错误也可能“导致重大灾难”。6

然而，同样危险的是“石炭酸灌木”（creosote Bush）现象，这是由英特尔公司前CEO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创造的隐喻。石炭酸灌木是一种沙漠植物（贝瑞特住在亚利桑那州），这种植物能使其周围的地面产生毒性，防止其他植物在附近生长。因此，石炭酸灌木现象是指成功的公司在其现有产品-市场环境中被锁定时所体现出的战略惰性。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石炭酸灌木现象与戴维·帕卡德在单马马车现象（见第1章）中看到的危险有关。两者都会导致最终自我毁灭的后果，也即：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努力寻求利用现有一系列核心业务的独特能力不断完美适应与拓展现有产品-市场地位，而没有去探索和利用新的商业机会。7这也对战略领导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

为了整合组织生态学和组织学习观对企业长寿的观点，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成熟公司也是会持续受到外部环境的选择力量的影响的。从长远来看，许多企业的确屈服于它。8但也有必要认识到，成熟组织已经获得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外部选择以替代内部选择；也就是说，它们的寿命取决于它们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动态仍有引入和退出业务的能力。9这是第1章中介绍的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模型的中心思想。10

像惠普这样的成熟公司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它的生存和持续的成功取决于其负责战略决策的内部生态运作效果。虽然组织人口层面（例如行业）的生态过程涉及组织的创立和解散率，但是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涉及战略决策，后者能随时间推移改变企业业务组合的构成，包括随时间推移引入新业务和退出现有业务。例如，第1章简要记录了计算机、喷墨打印机和网络，就是惠普计划外的主要的新业务。后面的章节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战略决策，以及在卢·普拉特任CEO期间惠普的测试和测量业务的剥离。在2014年，时任CEO梅格·惠特曼宣布计划剥离惠普的个人计算机和打印业务。

图2-1所示为公司2001～2011年总收入的结构演变情况，展示了惠普公司一定阶段的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结果。图2-1中的数据跨越了惠普公司第五和六历史阶段，涉及卡莉·菲奥莉娜和马克·赫德的CEO任期（将在本章后面讨论）。



图2-1　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2001～2011年四大核心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Created by R.A. Burgelman and P.E. Meza.

图2-1显示，2001～2011年，成像和打印业务从占惠普总收入的43%下降到仅20%；个人系统从22%上升到32%；服务从13%上升到28%；企业存储和服务从18%下降到15%。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所产生的这些结果持续塑造了它的成长过程。例如，图2-1中的数据表明，惠普将更多地受到2011年之后的个人电脑和服务业务的外部环境动态的影响。

那么CEO战略领导力的作用是什么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被训练以客观的力量来解释时代的变化。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理论强调不同的力量，但其中大多数避免基于“伟人”观点的解释。然而据报道，哈佛的前历史学教授亨利·基辛格，根据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穿梭于中东地区的外交经验，告诉他的传记作者：“作为一个教授，我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客观的力量（非人力）操纵的……但在实践中，你会看到个人力量造成的差异。”12有鉴于此，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始终基于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思想传统，为第3～9章更详细地记录各个阶段的CEO的战略领导力在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中的作用做基础。也正是基于此，惠普才能够从容应对其成长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动态性。

带领公司转型

与外部环境动态相关的划时代变革创造了第1章中所称的战略拐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SIP）。这些战略拐点通常表现为战略分歧（strategic dissonance），这意味着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再对公司面临的战略态势有共同的理解，并且反对将要采取的战略行动。战略分歧最终必须由CEO解决（即第1章中讨论的“多加一”战略决策过程中的“一”），以使公司在试图找到一个可行的路径，同时穿过与战略拐点有关的“死亡谷”的过程中能够实现自我转型。13因此，企业转型强调了第1章中讨论的CEO战略领导力的作用。这包括CEO的关键战略领导任务：①根据公司希望成为哪个领域的赢家（并定义什么是赢）来制定公司战略；②匹配和调整产品-市场定位和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能力；③匹配和调整公司战略与战略行动。它还包括开发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①构建战略领导力体制；②管理企业战略与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③平衡“适应性”与“可演化性”所需的战略资源分配；④保持董事会与CEO之间的建设性互动关系。

公司转型的基本命题

根据伯格曼提出的公司转型理论框架，CEO战略领导的关键作用可以以新颖的方式阐明：与不成功的公司转型相比，成功的公司转型可能首先在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中进行试验和选择，降低不确定性，从而使CEO有信心可以有效地执行转型。14

惠普的成长历史：不同阶段和企业转型

在持续的技术变革中求生

电子工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首次使用真空管作为电子电路中的开关15，这为惠普创始人设计出第一个创新产品奠定了基础。随后是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1958～1959年发明的集成电路和1969年发明的通用微处理器。这些硬件技术促成了大型机、小型机、电子计算器、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以及其他应用的诞生。在过去60年中，电子和信息处理行业以“摩尔定律”描述的持续的步伐发展，即计算能力将大约每18个月增加一倍。16过去20年见证了因特网和万维网的出现，以及固定和移动宽带通信技术的发展。在这种快速的技术变革（有人称之为革命）期间，基于硬件的创新刺激了针对企业市场（例如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和消费者市场（例如Windows和iOS）的相当强大的软件创新的发展。

自1939年诞生以来，惠普是通过多次技术革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幸存的极少数技术公司之一，它也曾是行业先锋，也曾努力追赶行业的步伐，但无论如何始终与客户和投资者保持充分联系，以保持盈利状态、独立性和掌控其发展的能力，而所有的它从前的竞争对手几乎都已经倒下了。鉴于此，第1章认为，惠普可以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公司，因为迄今为止它已经能够在75年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多次转型。

早在1996年，罗伯特·伯格曼和安迪·格鲁夫就曾写道：

惠普的历史一直由并且将持续由一系列的转型构成，所有这些转型都是通过内部管理所掌控的“和平方式”实现的。通过比较它从仪器生产转型到计算机生产（以及它的成长飞跃）的能力与它在仪器生产中的主要竞争对手的能力，可以得到这一结论。当计算机从基于微型计算机的技术转移到基于微处理器的技术时，将其性能与其他微型计算机制造商的计算器性能进行比较。惠普几乎毫不费力地成功转型。近年来，惠普再次转型，成为台式打印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并逐渐在台式电脑中占据强大的地位。惠普的文化比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企业都在“战略拐点”上准备得更好。17

类似地，作者豪斯和普莱斯在他们所记录的从惠普建立到2008年惠普创新和业务转型的历史中，确定了六个转变：①音频视频测试转型到微波测试（1949～1959）；②频域测试转型到科学测试（1959～1968）；③电气工程测试转型到科学系统（1968～1976）；④科学系统转型到商业计算（1976～1986）；⑤计算转型到打印和成像（1986～1996）；⑥企业业务转型到专业服务。18这些转型和它们所在的时间跨度主要是根据技术和产品来定义的，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很强的工程和工程教育背景及经验使他们形成了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来说明这些转型是如何产生的：

通常伴随着转型，术语也会被重新定义。例如，如果称为“频域”（the frequency domain）的话，那么用于无线电和电视设计者的工具与用于AT&T长途电话的工具就相同了。类似地，若将计算机外设定义成“打印和成像”的话，这个概念范围就会比产生它们的计算引擎更大了。收购康柏电脑公司使得计算被重新定义为个人术语，这比30年以来惠普在这方面的定义更清楚；对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收购将使得惠普的未来前景在相当程度上被改写。19

然而令作者豪斯和普莱斯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惠普能够看到新的机会，而其他主要竞争对手往往没有：

回想起惠普的发展史，人们必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些不寻常的因素曾几次帮助惠普，使其能够预测新市场并在许多其他公司错过这些信号的情况下占上风。而在大多数公司选择减少损失、提前退出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使它能够在市场中坚持下来，直到获胜机会出现。20

他们将这归功于好奇心、先天的技巧、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创造变革性解决方案的能力，他们认为这是惠普之道的一部分。21对于企业转型的基本理论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还注意到，比尔·休利特拒绝了三次转型，而据记录，戴维·帕卡德也曾在某个阶段反对所有这些转型。22这意味着，在惠普的每一次公司转型得到创始人的反对或是认可前，公司内部的战略生态制定就已经开始了内部实验和选择过程。打印业务最终是如何被约翰·杨承认是惠普的一个重要的新业务，以及后来马克·赫德领导的网络化转型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过程始终是惠普内部生态战略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越了惠普创始人在位的时间。

不同阶段和企业转型

本章基于豪斯和普莱斯的基本观点，但侧重点不同，对塑造惠普的成长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企业转型的历史进行了整体概述。不同阶段和企业转型在这里的定义与惠普公司业务组合的发展构成有关；也就是说，关于不同阶段和企业转型的谈论，是围绕着公司内部生态战略制定对惠普不同核心业务的相对重要性的演化，以及新业务的引进、旧业务的退出的影响而展开的。

混乱的成长演化过程

然而，惠普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是由关键的外部力量，特别是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以及与战略制定和CEO战略领导力的内部生态相关的关键内部力量塑造的。这可由图2-2看出，图中所示为与演变的内外部力量相关的惠普成长过程中的前五个阶段。

图2-2表明，演化的过程相当复杂，也可以说是相当混乱；也就是说，关键的外部力量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技术变革，而且没有明确的长期愿景和宏伟的战略推动惠普对这些变革做出战略反应。事实上，公司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往往相对较晚。图2-2接近于支持一个荒谬的观点，即历史只是“糟糕的情况一个接一个”，这当然是违背本书的目的的。那么，该如何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获得系统的洞察力呢？



图2-2　惠普发展史的前五个阶段：复杂的进化发展过程

资料来源：Created by R.A. Burgelman，H.W. McKinney，and P.E. Meza.

发现系统的洞察力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参见第1章）23，本章接下来的两部分将使用时间维度来系统地比较以下内容。第一，比较六个不同的阶段和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的相关结果。第二，比较历任CEO的战略领导力对连接惠普历史各个阶段的公司转型的作用：从1939年它创立时生产电子仪器开始，到它成为在计算硬件、软件、成像和打印方面超过1120亿美元的领导者为止。在2014年之后，第七个阶段和相关的公司转型正在进行中，因为惠普的现任CEO决定通过分拆PC和打印机业务将公司一分为二。

惠普发展的各个阶段：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结果

第一阶段：从创业到成为测试测量设备的领导者

惠普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公司成立的1939年，持续到1957年。惠普建立时，真空管是当时电路供电的关键元素。作为一个初创公司，惠普的第一个产品——音频振荡器，以比尔·休利特创建的基于真空管的技术创新为特色。

惠普始终追求其仪器业务的技术创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该公司在战后收入大幅下降时经历了大幅裁员，但其后迅速恢复，部分原因是他们投资了微波通信市场的仪器。这成为日益发展的测量仪器业务的一项重要技术。惠普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通用无线电公司，错过了这个市场，而惠普则将其充分利用。

1947年晶体管诞生于贝尔实验室。这种技术通过用相对较小且高效的晶体管替换真空管（其体积大，功耗大，容易失效）而实现了电子设备的革命，这种晶体管可用于制作更小、更快、更复杂和更可靠的器件，而真空管则不行。惠普成功地在其仪器产品中采用了新技术。

第一阶段中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结果

在公司创始人持续的战略领导下，惠普从出售其第一个产品发展成为出售一整套音频、视频和微波仪器产品线，这些产品通过美国地区分销商销售给工程师和科学家。到1957年，惠普已经成为测试和测量仪器行业的领先供应商。

此时惠普的收入为4710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帕卡德和休利特来说已经是太大的业务量，虽然两位创始人合作十分密切，帕卡德是惠普第一个阶段的CEO，但他们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为了持续发展，帕卡德和休利特不得不想办法重新设计公司以应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阶段：模拟和数字测试测量设备的全球领导者

惠普发展进程的第二个阶段于1957年开始，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惠普在1957年成为上市公司。1957年一个新的组织也与《惠普之道》的编纂团队一起设立，这反映了创始人的长期体制建设目标和他们对使惠普成为一个长寿公司（见第1章）的必要的适应能力的理解。这些步骤造就了增长和成功。惠普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以扩大其可用市场的规模，并且还收购了其主要分销商，以首次创建内部销售团队。

随着惠普成功引导了晶体管革命，它也成功地引领了更大的集成电路革命。这项技术于1958年开发，使工程师得以克服晶体管技术的局限。集成电路的发明克服了晶体管的物理限制，例如需要通过焊接导线连接的晶体管以及作为器件所需的晶体管的绝对数量变得更加先进，因为集成电路中所有所需的组件都出自相同的块材料。该发明使得现代计算机的出现成为可能。与晶体管一样，惠普没有发明这种技术，而是将其加进了它的业务线。

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低成本数字集成电路的出现，电子仪器迅速地结合数字硬件和软件技术，并且越来越多地由计算机进行编程，以进行更复杂的测量。惠普在这时推出了第一台计算机，目的是将它们用作日益复杂的测量系统（最初称为“仪器控制器”）的控制仪器。惠普还进入了电子台式计算器市场，目标是取代以前用于科学计算的机电计算器。

到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惠普产品基于集成电路技术产生。为了在仪器市场上不断发展，惠普需要不断创新并创造出具有高水平贡献的新产品。它还获得了一些新的业务。惠普还收购了部分分销商以创建自己的销售队伍，并扩大美国以外的业务，利用国际市场的快速增长优势。与此同时，创始人对公司进行重组，大部分为独立的产品部门，每个部门负责自己的利润和损失，并由总经理管理。这使得帕卡德和休利特可以专注于有组织地创建新业务或通过收购增加新业务，而新的部门经理可以专注于现有产品领域和自下而上的相关领域的创新。

第二阶段中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结果

到第二阶段结束时，惠普已经收入超过3亿美元，并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多元化电子测量公司，业务范围扩展到化学、分析和医疗领域，并进入了计算系统的市场。在此期间，惠普与各种公司，包括仪器制造商泰克公司（Tektronix）、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以及其他公司竞争。在惠普的第二个阶段，戴维·帕卡德继续担任CEO。

第三阶段：测试测量设备的全球领导者和计算机的新兴竞争者

惠普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并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为惠普的重心从其传统的测试测量（T&M）业务转向了计算机。比尔·休利特担任这个阶段的CEO。戴维·帕卡德在70年代初从政府服务部门回来，担任主席，直到1993年退出公司。随着惠普继续增长，独立部门模式的成功催生了该部门与CEO之间的另一层次的管理。

对于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惠普市场领先的T&M业务继续增长并产生了相当高的利润。不仅如此，在这个阶段，惠普还在多个部门和地点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独立开发了多个计算机系统。惠普的计算业务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的T&M业务。惠普生产小型计算机和台式计算器的初衷是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额外的工具，但计算机是通用的，惠普的计算业务很快就延伸到更大的、发展迅猛的小型计算机的制造市场和商业市场。

第三阶段中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结果

1978年，在第三阶段结束时，惠普总收入已达13亿美元。在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方面，57%的总收入仍然来自T&M，而43%已经来自计算机业务。但惠普计算机业务的盈利能力远低于T&M的盈利能力。此外，惠普在整个计算机市场份额中的排名仅为第17位，与IBM、DEC（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ata General（通用数据公司）和王安电脑（Wang）的比例持平。很明显，公司需要做出根本的战略决策用以在快速变化的计算机业务中更好地竞争。

第四阶段：测试测量设备、计算机和台式打印的全球领导者

惠普发展过程中的第四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惠普仍然是T&M的全球领导者，并且已经成为计算机和台式打印的全球领导者。这个阶段以1978年约翰·杨成为惠普的CEO作为开端，一直到他任职的1992年，以及卢·普拉特出任CEO（1992～1999年）的最初几年。

在整个第四阶段，惠普市场领先的T&M业务保持强劲。然而，在杨成为CEO之后不久，他和帕卡德就做出了战略决策，为了保持相关性和成长，惠普必须成为计算机系统（当时的微型计算机）的领导者。这成为其后杨领导惠普的主要焦点。

在杨的战略领导下，惠普用领先的32位精简指令集计算（RISC）架构替代了其多个重叠的16位计算机线（在第三阶段开发）。他还在UNIX操作系统而非惠普的专有操作系统上，以及在TCP/IP网络协议，而非其他供应商使用的专有系统上下了重大的赌注。这两个战略决策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仅发生在惠普推出新的RISC架构，完成了向UNIX和TCP/IP过渡的很多年后。杨还多次掀起了令惠普领导层揪心的组织变革，并彻底改变了1957年实施的运营模式。

与惠普的微型计算机业务大致相似，英特尔在1969年发明的通用微处理器以及在1971年对其的引进在20世纪80年代催生了PC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消费者友好的苹果Ⅱ代个人计算机（基于摩托罗拉开发的微处理器）激起了PC革命，1981年IBM的加入又加速了这一进程。IBM选择了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和微软的台式操作系统作为IBM PC的关键组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供应商已经能够使PC行业远离IBM的控制。惠普也引进了PC业务，但仍然是落后的，因为约翰·杨非常警惕这种技术贡献主要来自英特尔和微软类型的业务。

惠普还创造并领导了市场走向非压打印激光打印机，以及后来的基于喷墨的台式打印机，这种打印机是在快速增长的PC市场中产生的。打印成为惠普的一个快速增长和非常有利可图的新业务。这使约翰·杨投入了远超出计划的资金以使惠普成为计算机系统业务的主力。在约翰·杨的领导下，惠普的收入从13亿美元增长到160亿美元，惠普在微型计算机和服务器市场份额的排名到了第五，成为领先的（高收益的）台式打印机供应商，并且仍是测试测量业务的全球领导者。当约翰·杨在1992年退休时，惠普已经成为一个更大型、更复杂的多元化公司。

另一位开辟了惠普医疗业务的惠普长期领导人卢·普拉特在约翰·杨后成为惠普的第四任CEO。在普拉特任期的早期，惠普所有业务的积极势头继续有增无减。T&M保持强劲；惠普很快占据了小型机和服务器业务的第三大市场份额，仅次于IBM和DEC；经过多年的大量投资，计算机系统业务终于达到了不错的利润水平。卢·普拉特比约翰·杨更支持PC业务，而惠普这一部分的业务开始快速增长，尽管按惠普的标准来说这部分利润比较微薄。在此期间惠普的高利润和市场领先的打印业务变得愈加庞大，并且继续快速增长。到惠普第四个阶段结束（1995年年底）时，惠普的总收入增加到了315.2亿美元。

第四阶段中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结果

在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方面，在约翰·杨的领导下，总收入的构成从1978年的57%来自T&M和43%来自计算机演变到1992年的27%来自T&M和73%来自计算机。到1995年，在卢·普拉特任期的早期，80%的总收入来自计算机、存储、软件、打印机及相关服务和支持，只有20%来自T&M业务。显然，在第四个阶段惠普转型成了一家电脑公司，但客户群仍主要集中在拥有专有惠普技术和产品的企业客户上。

第五阶段：行业标准化计算机和台式打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数字网络和IT服务领域的新兴竞争者；退出测试测量设备业务；错失互联网

伴随着第一波电子商务浪潮的出现，惠普成长过程中的第五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这个阶段由卢·普拉特和卡莉·菲奥莉娜先后担任CEO。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卢·普拉特出任惠普CEO期间，当康柏推出其Proliant服务器系列时，惠普向行业标准（基于Wintel的）服务器的转型便开始了。惠普还引入了行业标准服务器（industry-standard server）业务。行业标准服务器的能力继续增长，进而进入了传统的服务器市场。与康柏（当时）和仅提供行业标准服务器的戴尔相比，惠普在如何定位和销售基于Wintel的服务器及其专有的基于PA-RISC-UX的服务器方面处于困境。惠普的服务器业务开始受损，特别是与Sun微系统公司、戴尔和康柏相比。这造成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巨大冲突，冲突以卢·普拉特支持基于Wintel的服务器的商业化得以解决。此外，惠普和英特尔在高端企业服务器的全新64位微处理器架构（称为“安腾”，Itanium）开发方面形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惠普快速增长的打印业务带动了该行业的市场份额。打印机业务和高利润的打印机墨水（和其他“耗材”）业务占了惠普收入和利润的最大比例。惠普的增速极低（有时负增长）的周边PC业务也持续增长。由于PC和打印机的结合，惠普成为消费信息技术（IT）市场的领导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打印机现金牛的利润支持下，惠普在其他业务上的投资增加，打印机收入的相对份额下降了。此外，T&M业务无法提供传统的增长和利润水平。

如第1章所述，一个公司的规模是其成长轨迹的副产品，且最高管理层应该尝试沿着其增长轨迹动态匹配战略和结构，而不是寻求确定最佳规模。25然而，这意味着，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有时可以推动高层管理人员减少公司的总体规模，而强大的公司不一定要继续坚持持续的定量增长轨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卢·普拉特已经关注惠普遇到的增长困难，并下达了一项关于增长“失速点”（stall points）的研究，成熟公司似乎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会系统地遇到这种情况。26到1999年，普拉特得出的结论是，测试测量的业务模式不再适合惠普的业务组合，并且驱动惠普竞争优势和创新的测量-计算-通信（MC2）基础也无法有效地实现。这些被失速点研究进一步证实的结论，使得普拉特决定剥离惠普传统的T&M业务（更名为安捷伦）。一名顶级惠普执行官，爱德华·巴恩霍特（Edward（Ned）Barnholt，也即纳德·巴恩霍特）成为安捷伦第一任CEO，并誓言向新公司灌输他认为的惠普之道的伟大特征（一种分散的管理理念和结构，包括自下而上的新产品和新业务发展；一种创新文化，专注于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承诺进行高级研究雇用和留住最好的人）。27

此外，到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已经开始改变计算机业务，但是惠普完全错过了互联网的第一阶段，而且Sun微系统公司巧妙地利用了惠普对UNIX服务器的忽视，而在服务器业务上超越了惠普。然而，惠普的真正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涌现并需要更高性能的服务器时，Sun在高端服务器方面也超越了惠普的高端HP-UX服务器。对比竞争对手的业绩，惠普的股东和董事会对公司的业绩感到沮丧。卢·普拉特使得惠普的总收入从160亿美元增长到400多亿美元，但由于董事会希望惠普在互联网时代有新的领导地位，普拉特在1999年被迫退休。

卡莉·菲奥莉娜于1999年7月被聘为惠普的第五任CEO，她也是第一位来自公司外部的CEO。在未能成功购买普华永道咨询业务以允许惠普在全球市场中更有效地与IBM进行竞争后，菲奥莉娜说服董事会让惠普收购康柏，康柏早前已购买了DEC和Tandem。此次收购的目的是使惠普成为最大的科技公司，并根据规模和范围追求企业战略，以低成本提供高技术解决方案。尽管创始人家族成员最初在董事会上强烈反对，但收购还是完成了。康柏与惠普随后的战略整合被普遍认为是非常成功的。

然而，菲奥莉娜并未充分利用收购康柏来降低成本，因此无法系统地满足惠普预期的季度收益。公司的股价也相应受到影响。到2005年年初，惠普还没有能够制定一个令人信服的公司战略来很好地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机会。2005年4月，董事会解雇了菲奥莉娜。到她任期结束时，惠普的收入已经达到近800亿美元。

第五阶段中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结果

在惠普不断发展的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方面，在普拉特任期结束时，约70%的总收入来自计算机相关和打印相关产品和系统（大约均匀分布），约10%来自IT服务，约20%来自T&M相关业务。

在菲奥莉娜任职期间，安捷伦分拆（并重新命名业务类别）后，个人系统从2001年的总收入的22%增加到2005年的31%；成像和打印从42%减少到29%；企业系统从18%增加到21%；服务从13%增加到18%以及金融服务从3%减少到2%。从业务组合中淘汰T&M业务，基于行业标准的个人和企业计算产品和系统的相对增长，以及成像和打印产品和系统的相对下降，表明在第五阶段中，惠普已经更多转变为生产行业标准计算机和一个更加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公司，越来越专注于开发和销售商品化的产品和系统。

第六阶段：行业标准化计算机和台式打印的全球领导者、数字网络和IT服务竞争者、商业打印中的竞争者、错失云计算和移动通信

惠普的第六阶段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开始，当时云计算和支持这种新的计算范式的海量数据中心，内容的数字化以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出现与极快增长，改变了融合计算、移动通信、消费电子和媒体（内容）行业。这个阶段（直到2014年年底）由马克·赫德、李艾科和梅格·惠特曼相继出任CEO。

马克·赫德被聘为惠普的第六任CEO，他也是第二个来自公司外部的执行官。赫德最初的战略行动集中在补救卡莉·菲奥莉娜任期内缺乏的运营效率。他强有力和高效地执行了菲奥莉娜在惠普第五个阶段期间开发的规模-范围战略逻辑。他还识别了惠普在商业打印领域的主要机遇，而这种机遇仍然只占有很小的市场份额。赫德强烈关注运营效率和激进的成本节约战略，大大提高了惠普的财务业绩。

2006年，惠普实现了菲奥莉娜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超过IBM），惠普股价飙升至53美元。为了加快惠普放缓的增长速度，赫德购买了包括网络公司3-Com和服务巨头EDS在内的公司。PC业务的收入增长，惠普长期以来不占优势的服务业务收入在惠普收购EDS并重新关注这一领域后达到了一个高峰。企业存储和服务器仍是稳定的收入来源，尽管增长其实在于行业标准服务器，其利润还是低于惠普的高端服务器线。

由于赫德仍然专注于改进菲奥莉娜在第五阶段的基于规模-范围的企业战略的执行，惠普错过了第六阶段出现的早期迹象，特别是朝向云计算和智能移动设备的趋势。在云计算方面，谷歌和亚马逊等服务提供商比惠普更快地开发了新的范式。此外，虚拟化（由VMware驱动）和进一步的硬件标准化，特别是英特尔基于x86架构的服务器的处理能力的快速进步，降低了由惠普与英特尔正在一起开发的拖延了很长时间的新64位架构的竞争力，进一步重塑了竞争格局，减少了传统服务器、存储和网络提供商的收入增长率和利润空间。

在移动性方面，惠普还错过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出现，随着2007年iPhone的推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迅速发展。作为进入移动计算行业的一种手段，赫德在2010年收购了奔迈（Palm）。当时奔迈在移动操作系统市场份额较小且快速下降。为了维持惠普的股票价格，赫德还批准了激进的股票回购计划。重要收购和股票回购使得惠普的长期债务达到创纪录水平。2011年8月，赫德被解雇（涉嫌与个人费用相关的不当行为）。到他任期结束（2009年年底）时，惠普的收入达到1145.5亿美元，但是开始下降。

第六阶段惠普业务面临的全新战略挑战日益清晰，但在李艾科2010年9月接替马克·赫德的职位后，仍然没有被最高管理层明确确认。李艾科成为惠普的第七任CEO，也是第三位来自公司外部的CEO。那时，苹果和三星在增长和盈利能力方面都在努力，超过了惠普的规模。李艾科帮助惠普应对重大战略挑战的战略是同样推动公司重大转型，将经营重点放在企业软件上，并可能要退出公司的商品和消费者业务领域。他说服董事会以高价购买了英国的“大数据”软件分析公司Autonomy，并公开暗示，他正在考虑卖掉惠普体量大但利润低的PC业务。为了回应意料之外的股东对于退出PC业务的强烈反对，董事会在李艾科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后不久就解雇了他。

然而，当惠普董事会的新成员，梅格·惠特曼在2011年9月被任命为惠普第八任CEO时，第六阶段对惠普持续成长进程的影响已经变得不可挽回。她是第四位领导惠普的外部人士。惠特曼意识到电脑业务与惠普其他计算机业务在零部件层面有相当大的共享性和相应的成本优势，迅速决定继续保留电脑业务，并在其任职前三年坚持“在一起会更好”（better together）的原则。在此期间，她还决定让惠普专注于企业层面的云计算、大数据（收购Autonomy，尽管这引起了对该公司创始人的诉讼）、安全性和移动性。面对商品和消费者业务以及面向企业的业务带来的挑战，惠普的收入在2013财年连续六个季度下滑至1123亿美元。惠特曼确实提高了盈利，部分原因是大幅裁员以及大大减少的长期债务，而2013年10月时预期营收将在2016年再次上升。28

第六阶段中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结果

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在第六阶段内不断向不同方向发展。在赫德任职期间，个人系统从2006年的总收入的31%增长到2010年的32%；成像和打印从29%降低到20%；企业系统（存储和服务器）从19%降低到15%；惠普服务从17%增长到28%；惠普软件从1%增加到3%；金融服务业仍保持在2%。赫德的影响是提高了信息技术服务对企业市场的相对重要性；李艾科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短暂任期，以及对Autonomy收购核算的正常拖延使他无法对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相比之下，梅格·惠特曼在其任职期间的前期确实对惠普的战略制定内部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个人系统从2011年的总收入的31%下降到2013年的28%，相比之下，企业系统（存储和服务器）从17%大幅增长到24%，成像和打印从20%小幅增长到21%，惠普服务从28%大幅下降到21%，惠普软件和惠普金融服务保持在3%的水平。随着惠普动荡的第六阶段结束，可以看出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已经开始推动公司再次把重点放到企业市场。

第七阶段：惠普一分为二

内外部环境的冲击使惠普在第六阶段备受折磨并造成了严重的战略分歧，第七阶段惠普走出了冲击的影响。意识到已经彻底改变的外部动态环境，也或许是想克服潜在的增长失速的挑战（卢·普拉特在第五阶段经历过的），2014年10月，惠特曼公布了将惠普分拆为两家公司的计划，把个人电脑和打印机业务从硬件、软件和服务业务中分拆出来。一家公司将被称为“惠普公司”（HP Inc.），年收入584亿美元（截至2014年7月31日）；另一家称为“惠普企业”（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年收入为572亿美元（截至2014年7月31日）；分拆于2015年完成。29这一计划同其前任李艾科提出的战略十分相似，2011年李艾科曾暗示公司需要分拆，但这一建议备受争议。然而，到2014年秋天，分拆引起了华尔街的热烈赞同，公布分拆后的周一惠普股价上涨4.7%至36.87美元。30

梅格·惠特曼将继续作为CEO负责惠普企业的发展并继续担任惠普公司董事会主席。此时距约翰·杨卸任CEO已近25年，惠普作为一家B2B公司似乎在向最初的起源回归，以全新的、彻底改变了的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重新开始。

惠普成长过程中的企业转型：战略领导力的作用

战略领导力作为组织能力

对惠普成长历史上的七个阶段，以及与其相关的战略制定内部生态过程的回顾，为检验历任CEO对惠普成长过程的不同贡献提供了依据。在此之前，有必要再次强调在第1章中提到的观点：塑造了惠普成长过程的战略制定内部生态，包含了大量员工、管理者，以及采取了关键的创业和战略领导力活动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辛勤工作。这本书采访了60多个前任和现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如第1章所述，高级主管人员例如迪克·哈克本，打印机业务），威姆·罗兰茨，企业计算与网络业务）还有约翰·布伦南，网络业务），他们在鼓励和指导公司员工以及帮助继任的CEO完成惠普全新业务的战略环境确定过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豪斯和普莱斯两位作者对2008年之前惠普创新和业务转型的历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这些研究对几十位高管在惠普多次转型中的贡献给予了详细描述。

豪斯和普莱斯还指出计算机技术的每一次转变——从小型机到最初的个人计算机时代，再到决定下注Wintel（后者留下“更深的伤疤”），都会引起高层领导层的巨大人事变动，但每次惠普都能从内部培养出新的高层领导。31这种从内部培养高层领导的能力在第1章被称为关键领导力。这种能力在卡莉·菲奥莉娜和马克·赫德任职期间衰退了，因为这期间大量的收购将无数的中层和高层管理人员引进惠普，再次使得许多经验丰富的惠普高管离职。重要的是，到2014年，梅格·惠特曼一直努力让这些高管重回公司，成为关键领导层的成员。

CEO的战略领导力作用

惠普CEO们做出的最终战略决策决定了每个阶段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并领导或维持了公司的转型，使得公司能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有时CEO卸任后他们的影响还会持续。卡莉·菲奥莉娜说得有力而又简洁：一个尊重其下属和机构的领导者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绩效能在其卸任后持续。32

CEO不可或缺的作用

有鉴于此，请记住，惠普创始人作为CEO在任期内推动了惠普前三个阶段的成长，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转型，但是第四到第六阶段都涉及不止一位CEO。这意味着惠普的历任CEO必须首先处理和执行战略变革，因为这些变革在他们从前任接手时就已经在进行了。此外，他们必须能够有效地应对新时代的战略挑战和机遇，并随时准备启动或领导必要的企业转型，从而将惠普推向下一个时代。

正如本章前面介绍的，约翰·杨作为惠普第一位非创始人CEO，不得不应对快速发展的数字处理设备（开始时被称为“仪器控制器”，到后期才被称为“计算机”）新业务和第三阶段传统的测试测量仪器业务的交集带来的战略影响，领导公司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转型。他通过押注将惠普进一步转型为计算机公司和打印机公司而推动公司进入第四阶段。卢·普拉特在他担任CEO的初期继续推动这些业务的发展，以此完成了第四阶段。

在任期的第二阶段，普拉特通过支持惠普打印业务增长，战略性地将惠普的计算机业务转向行业标准，并剥离了惠普原有的测试测量业务，带领公司实现了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的转变。卡莉·菲奥莉娜通过追求以规模和范围为基础的企业战略并利用一项重大收购项目巩固惠普计算机业务向行业标准的转变，强化了第五阶段的公司转型，并启动公司向第六阶段转型。

马克·赫德有力执行了菲奥莉娜任职期制定的战略，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惠普之道”，并开始了第五阶段向第六阶段的转变。虽然第六阶段缺少重要的外部驱动力——云计算和移动化，但赫德通过重大并购使惠普更加深入网络和服务业务，进一步巩固了第六阶段的战略。但在赫德离职后，第六阶段的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尤其是当李艾科不顾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分拆公司这个备受争议（在2011年仍不被接受）的建议时。李艾科被解雇后，梅格·惠特曼一上任就必须平息争议并让惠普的每一项业务都着力提高自身战略地位和绩效。随后惠特曼于2014年10月启动了新一企业转型流程，预示了惠普第七阶段的来临。

CEO的危险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内外部的环境动态决定了与领导惠普转型相关的挑战和机遇，也为惠普创始人之后的历任CEO创造了麻烦。随着惠普成长为一家拥有超过30万名员工的大型、多元化和全球上市公司，组织生态理论所预测的战略惰性和多元文化混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使得对必要但日益复杂的企业转型进行战略领导变得更加困难。具有讽刺意味且在流传的惠普传记中很少强调的是——虽然惠普历任CEO的战略领导力确保了公司的持续发展，但除现任的梅格·惠特曼外，所有在两位创始人之后接任的CEO不是迫于压力退休就是被解雇了。

历任惠普CEO对股市绩效的贡献

维持股东的支持是一个上市公司得以继续成长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很多独立公司有这个条件但没能走下去）。针对这种情况，表2-1列出了惠普历任CEO任期开始和结束时调整后的股价和市值以及他们在任职期间实现的年度股东回报。表2-1还将这些回报与每年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及其相关竞争对手取得的回报做了比较。请注意，1962年1月～2014年10月的股价数据因拆股和股票分红做了调整。例如，表2-1中，戴维·帕卡德名下的第一个股票价格在1962年1月2日是13美分，但当时的实际价格是35美元一股。这些调整后的数据为比较绩效考核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表2-1　惠普历任CEO阶段的股价



注：1. 1961年3月17日惠普的股价。

2. 股价调整考虑了拆股和股票分红。

3. 惠特曼任期的回报从2011年9月23日计算到2014年1月31日。

资料来源：Created by H.W. McKinney，P.E. Meza，and R.A. Burgelman.

戴维·帕卡德

帕卡德于1962～1969年担任CEO，惠普的股价涨了2.31倍，从0.13美元（1962年1月2日）涨到0.3美元（1969年1月6日）。此间惠普创造了10.350亿美元的市值。

比尔·休利特

休利特任CEO期间，惠普的股价涨了2.28倍，从0.29美元（1969年1月7日）升至0.66美元（1978年5月18日）。此间惠普的市值又增加了12.01亿美元。休利特的年度股东回报率达7.45%，优于IBM的3.36%。

约翰·杨

杨担任CEO期间，惠普的股价涨了6.35倍，从0.66美元（1978年5月19日）涨到4.19美元（1992年10月30日）。然而，重要的是，1992年3月20日股价已达6.05美元，10月底下跌至4.19美元。这使帕卡德非常不满，或许这是他决定鼓励杨退休的原因。尽管如此，在杨任期内惠普又额外增加了126.210亿美元的市值。13.9%的年度股东回报远超帕卡德和休利特的成绩，也高于纳斯达克11.7%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IBM的4.58%。

卢·普拉特

卢·普拉特任CEO期间，惠普的股价涨了8.51倍，从4.33美元（1992年11月2日）升至36.86美元（1999年7月19日）。然而，他上任初期股价的上涨似乎应归功于前任约翰·杨为将惠普变成大型计算机公司所做的大量投资。普拉特任期的第二个阶段，互联网的繁荣带动了整个股市，惠普的股价也随着一同上涨。他任职期间，惠普又创造了1029.040亿美元的市值。普拉特38.19%的年度股东回报率超过了纳斯达克25.82%的平均水平，但低于IBM的38.62%，也远低于戴尔的91.87%和Sun微系统公司的52.14%。显然20世纪90年代是科技股的太平盛世。虽然普拉特对惠普股价的贡献看起来非常出色；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战略领导能力不足以在未来继续领导惠普，他被迫退休。

卡莉·菲奥莉娜

世事瞬息万变，菲奥莉娜任职期间，惠普的股价下跌了54%，从35.08美元（1999年7月20日）降至18.81美元（2005年2月10日）。有趣的是，她上任的第一年，股价曾持续上涨至55.10美元（2000年7月13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受普拉特战略决策的持续影响，也可能是受互联网繁荣带动股市上涨的影响。随后，股票价格急剧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裂造成的强劲逆风和2001年9月11日美国恐怖袭击后面临的经济挑战，也是对菲奥莉娜的战略决策的反应。在她任期内，惠普市值损失552.530亿美元。她的年度股东回报率为-11.88%，低于纳斯达克-5.61%的平均水平，也不及戴尔和IBM的表现。另一方面，Sun微系统公司的成绩更糟，年度股东回报率为-23.26%，因为该公司之前从互联网繁荣中受益颇丰，而后互联网泡沫破裂，它的股价便首当其冲。菲奥莉娜任期内惠普糟糕的股市表现，很有可能是她被解雇的原因。

马克·赫德

赫德任CEO期间，惠普的股价涨了2.02倍，从19.08美元（2005年4月1日）上升至38.45美元（2010年8月6日）。值得注意的是，此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整个股市产生了极强的负面影响，2010年4月14日，惠普的股票达到了50.01美元，这是赫德任期内最高的股价。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股价大幅下跌。这或许是由于对惠普发展前景的质疑声越来越高。然而，有趣的是，赫德被意外唐突地解雇后，惠普股价再次上涨至45.19美元（2011年2月16日）。这似乎表明，之前股东们或对或错的质疑，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赫德任职期间，惠普的市值增加了455790亿美元，15.95%的年股东回报率是纳斯达克平均水平的6倍，以绝对优势压倒IBM的8.58%，并让-18.20%的戴尔望尘莫及。赫德于2010年8月卸任，尽管2008年开始了金融危机，但在他任职期间公司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李艾科

在李艾科任CEO的短暂时间里，惠普的股价下跌了55%，在上文提到的快速大幅上涨（2011年2月达45.19美元）之后，股价从38.74美元（2010年9月30日）降至21.16美元（2011年9月22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股东对李艾科计划采取的一些战略行为感到不安，这也是他被解雇的原因。在他任职期间，惠普损失了607.960亿美元的市值。在他短暂的任期内股东回报率为-46.46%。金融危机的余波似乎不足以解释这巨大的落差，尤其是在纳斯达克3.41%、IBM27.31%和戴尔7.96%的情况下。

梅格·惠特曼

在惠特曼上任CEO的第一阶段，惠普的股价涨了1.65倍，从20.81美元（2011年9月23日）上升至34.32美元（2014年9月9日）。到目前为止，惠特曼一直致力于改善惠普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运作能力，同时将惠普的股价从15美元左右提升至35美元左右，并增加股息。惠特曼CEO的任期持续到2015年。

CEO绩效评估的启示

在卡莉·菲奥莉娜的回忆录中，她认为单以CEO任期内公司的股价为依据而得到的CEO绩效评估，其有用性和有效性值得质疑。33然而有些人或许认为她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开脱，但如果回顾惠普历任CEO的股价演变，就会发现事实有力地支持了她的主张。

除了无法控制的变幻莫测的股票市场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惠普的历届CEO，显然历任CEO任期内的股票价格有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如上所述，卢·普拉特任期内惠普股票之所以大幅上涨很可能是受益于约翰·杨构建公司电脑业务基础的战略举措。同样，普拉特将战略重心转向基于行业标准的计算机产品和系统，卡莉·菲奥莉娜只能以此为基础。迫于竞争压力她缩减了成本，这是必要又令人心痛的，在此过程中她遇到的困境可能造成了其任期内惠普股价的持续下跌。另一方面，马克·赫德以菲奥莉娜未能做到的方式强力执行了她基于规模和范围的企业战略，这使得惠普股价在他任期内大幅上涨。然而，赫德离开之后惠普的股价迅速回落，这引起了人们对他战略的长期效果的质疑。对此，最令人心酸的或许是李艾科对惠普战略形势的判断，他认为之前基于规模和范围的或是消费者为导向的企业战略在云计算、软件即服务、内容（包括图像）数字化、移动通信和社交网络日益重要的情况下不太可能继续取得成功。他提出了备受争议的建议：为了避免出局，惠普应该剥离其最商品化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业务，致力于基于软件的企业业务。然而这个建议造成了公司内外部的混乱，同时惠普的股价在他短暂的任期内暴跌。然而，重要的是这为梅格·惠特曼将惠普于2014年10月一分为二的战略决定奠定了基础。

CEO任期内股价的重大变化受其前任CEO的战略行为的影响，因此很难以股价为根据对CEO做出有意义的评估。这表明在评价CEO对公司成长的贡献时，应当重视菲奥莉娜的观点，即一个尊重其下属和机构的领导者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绩效能在其卸任后持续。34她的观点是对戴维·帕卡德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提出的三项原则的补充。帕卡德认为惠普继续成功的关键是三项原则：做出重大贡献、在外部而非内部竞争、寻找新的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理论和实践启示：为后续章节奠定基础

在更深入地研究惠普的CEO们对公司成长的不同贡献之前，从本章完整的过程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四点理论和实际启示：①企业成长的悖论；②与多业务公司不断变化的战略整合挑战相关的适应能力脆弱性和反脆弱的演化；③紧张局面在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中的作用；④继任CEO们面临的现状——不得不处理由前任的战略行为造成的路径依赖。

公司成长的悖论：混乱战胜完美

这一过程的回顾凸显了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的动态性，这些动态性创造了惠普成长历史中的七个不同阶段。正如前面提到的，按阶段顺序来讲，惠普的故事是复杂的。它清楚地揭示了惠普常常起步较晚，努力追赶并成为竞争者，即使在其非常成功的打印机业务中它也不是一家独大。然而公司成功地实现了六次转型而且第七次正在进行中，这些转型都是在以频繁和大变化为特点的信息技术产业中成形的。在漫长又复杂的成长中，惠普一直能够努力与客户保持联系并能经常保持盈利，能提供足够大的股东回报以留住股东并能使他们一直支持公司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惠普的很多强大的竞争对手灭亡了，值得注意的是，曾经令人生畏的DEC公司被康柏收购了，而同样令人生畏的康柏又被惠普收购了。

惠普复杂的成长过程表明企业成长中或许存在悖论。假设一个公司在其产品市场达到了绝对统治地位从而能占据该市场大部分的可得利润，为了保持自身的统治地位，该公司必须将其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以促进该产品市场发展，因为其他公司没有这样的资源（例如，电脑产业里的英特尔和微软）。然而，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组织愈发受限于共演锁定的战略惰性，并且带来路径依赖。35只要产品-市场环境越来越好（如20世纪90年代的电脑行业）而且不被颠覆式创新（如平板电脑取代笔记本电脑）所淘汰，该公司将会保持很好的表现。然而，如果外部环境动态从根本上发生了恶化，占统治地位的公司就面临与它赖以成功的市场一起崩溃的危险，如柯达、拍立得和诺基亚手机等。

因此，这个悖论是：公司成长取决于一个公司无法在其产品-市场环境中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成长的过程一直相对混乱，因为内外部的环境动态性使得该公司往往无法实现战略与组织的完美匹配，这种完美将导致其陷入“单马马车”陷阱，帕卡德在任职后期非常害怕惠普会面临这样的陷阱。36帕卡德的比喻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单马马车”陷阱的比喻已经预示了企业成长的悖论。惠普战略领导力如何解决企业成长的悖论的具体细节将在下面的章节阐述。

演化的适应能力与战略整合挑战

适应能力演化

作为一家多业务公司，惠普并没有主导它的多个产品市场，外部环境动态的影响虽大，然而对适应能力强的惠普来说，大多数时候它的影响是很小的。37这表明惠普的适应能力大多数时候都达到了反脆弱的标准。38换句话说，从面对多变的环境包容性来看，惠普的适应能力不但能忍受不利环境（消极的变化），更多的是能创造好的环境（积极的变化），如图2-3所示。



图2-3　反脆弱适应能力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Lecture Materials.

惠普在其大部分成长过程中处于反脆弱状态，图2-3将其以凸函数表现了出来39。在这里重述一下，在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时，测量业务产生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帮助刚起步的面向公司的电脑业务站稳脚步。在第五阶段，新兴的打印机业务成为其产品市场环境中的主要角色，并承担了支持快速成长和迅速商业化的PC业务的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惠普甚至没有将网络当作一项业务看待，而且在第五阶段惠普准备出售网络业务却没有找到买家。直到第六阶段，惠普才认识到网络作为新业务的潜力并给予了相应的支持。直到2014年年末，这个故事似乎还在继续。

然而，在惠普历史中的某些时刻，惠普的适应能力可能变得脆弱了。因为在环境包容性中，消极变化创造的不利环境多于积极变化创造的有利条件。见图2-4。图2-4将惠普变脆弱的两个阶段，以凹函数表现了出来。40第一次变脆弱是在惠普的第五阶段，卢·普拉特任CEO的后期决定剥离原来的测量业务。这表明当时外部环境动态（反映在环境包容性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到当测量和电脑业务的适应需求发生改变时，公司的适应能力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2014年年底，随着梅格·惠特曼决定剥离其最商品化并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业务，重新聚焦于以企业为导向的业务，第二个关键阶段开始成形。再一次通过两种业务的适应需求发生了严重偏离的方式表明外部环境动态发生了改变。41



图2-4　脆弱性适应能力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Lecture Materials.

战略整合挑战

可以用一个综合框架解释为何卢·普拉特和梅格·惠特曼在惠普历史的不同阶段做出将公司一分为二的决定。这个框架基于延伸（reach）和范围（scope）两个不同维度，将多业务公司的战略整合概念化。42延伸表示为了追求新的商业机会，现有战略必须改变或扩展的程度。范围表示在既定的企业战略背景下，追求一个潜在商业机会需要各部门协作的程度。

这个综合框架图，将战略整合分为五种形式，如图2-5所示。基于对公司战略领导能力过于乐观的评估，冒进型战略整合（overambitious strategic integration）专注于试图将范围和延伸最大化的机会。最小化战略整合（minimal strategic integration）在范围和延伸上都受制于对公司战略领导能力的感知限制（低于实际限制）。延伸驱动型战略整合（reach-driven strategic integration）以延伸的最高实际限制和范围的感知限制为边界。相反地，范围驱动型战略整合（scope-driven strategic integration）专注于范围的最高实际限制和延伸的感知限制内的机会。复合型战略整合（complex strategic integration）允许多业务公司以符合其实际战略领导能力的方式最大化其范围和延伸。

卢·普拉特和梅格·惠特曼在公司历史的不同阶段做出将公司一分为二的决定表明在这两个阶段公司的高管都面临冒进型战略整合的挑战。

推动这些战略整合挑战演化的动因及其对惠普适应能力的潜在影响可以通过研究多业务公司的核心业务的演化来进一步阐明。研究基于以下两点：①这些核心业务之间互补性的不断变化；②每个核心业务内部复杂性的不断变化。相应地，业务间的互补和业务内的复杂性通常随技术和客户需求的变革而改变。这两个维度构成了“多业务公司战略整合挑战”的概念框架，如图2-6所示。



图2-5　多业务公司的战略整合

资料来源：R.A. Burgelman and Y.E. Doz，“The Power of Strategic Integration，”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Spring 2001.



图2-6　多业务公司的战略整合挑战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Lecture Material，Stanford Business School，2015.

图2-6表明随着业务间的互补性从高到低，有效地追求战略整合的范围维度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公司的产品组合中不同业务的领导者觉得很难界定都感兴趣的跨商业机会。另一方面，随着业务内复杂性从低到高，理解、支持和评估多种复杂业务战略及相关资源需求所需要的企业层面的战略领导能力受延伸维度限制。由于战略整合的范围和延伸两个维度都变成了企业层面战略领导能力难以应对的挑战，顶层的管理者可能需要通过业务分拆来减少公司的产品组合。

就惠普而言，在惠特曼任CEO期间，以消费者为导向的（B2C）和以企业为导向的（B2B）业务间的互补性明显降低，同时这两项业务（尤其是以企业为导向的业务）内部的复杂性显著增加。因此，将惠普一分为二的决定是为了避免适应能力从反脆弱向脆弱适应能力转变。

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中压力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反脆弱适应能力在企业成长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必须意识到与环境包容性变化相关的潜在混乱程度一定有极限——公司的适应能力在变得真的脆弱之前能够承受的边界条件。这一点可以参考对远离平衡条件下运行的物理系统的研究，将研究的焦点从“存在”转为“成长”（见第1章附录二）。与物理科学比较要谨慎，但观察“压力”在这些物理系统中的作用，至少可以类比，似乎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企业成长的悖论。43压力是由外力作用在系统上产生的。外部力量达到第一个阈值会激发系统的自组织行为；然而，超出第二阈值后系统会变得动荡（混乱）。鉴于这种情况，从过去到现在维持惠普成长的关键条件是：公司的适应能力能根据外部环境动态创造足够的压力用以维持自组织行为，同时将外部环境动态创造的压力控制在不会引起混乱的范围。

在公司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的战略领导下，惠普在过去的六个阶段达到了上述条件。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涉及众多的战略角色，他们利用公司的技术、人力、财务和声誉资源等，来实现公司各阶段的目标。也因此塑造了惠普的业务组合，及其参与的各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中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方式。惠普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的战略领导力使公司能够巧妙地处理内外部环境动态性造成的压力，从而在几乎自组织的实验和选择过程中保持适应性，同时避免混乱。

CEO面临的现状

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的高效战略领导力塑造了惠普的成长过程。然而，本章也很清楚地表明，历任CEO在公司的战略领导力地位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任CEO都要（在“多对一”的战略制定过程中，对于惠普这种复杂的大型组织来说）应对和解决公司内部生态中的压力招致的战略分歧，这种压力是由内外部环境动态性造成的；他们也必须推动公司朝他们通过在任时内部实验和选择过程所认定的新的可行方向发展。伯格曼教授的一名以前的MBA学生现在在一家建筑公司任CEO，他有点开玩笑地说：CEO们必须处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否则，问题在CEO知道之前就被解决了。这正好道出了CEO面临的现状中最关键的一点，正如下面的章节所示，惠普的历任CEO在努力维持惠普的成长时都曾面临这些战略困境。

除此之外，本章还强调了CEO面临的现状的一个关键方面：常被忽视的、在第1章被称为路径依赖的跨任期依赖。继任的CEO在努力维持公司的成长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跨任期依赖也有积极的一面，有时惠普的继任CEO在采取战略行为时考虑的不是极力优化自己任期内的绩效，他们也愿意做使继任者比自己受益更多的投资。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惠普的历任CEO也都必须为他们前任一些不太周密的战略行动做善后工作，这使得他们更难以在自己的任期执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在两位创始人之后，惠普历任CEO的任期都不是那么幸运，这个严酷的事实连同他们任期的战略领导力绩效受其前任影响这一发现，为本书使用移情（具有同理心的）方法提供了主要理由。相应地，第3～9章深入系统地探究了惠普历任CEO在自己任期内面临的巨大战略领导力挑战，以及他们负责的企业转型怎样连接了公司成长过程的下一个阶段。要以系统的、分析的方法进行上述探究，必须先确定惠普历任CEO面临的初始条件和环境动态。对照帕卡德的三项原则和他对“单马马车”陷阱的忧虑，第1章中提出的关于战略领导力关键任务的框架和开发公司战略领导能力的四大要素，在后文中被用来评估每位CEO各自的不同贡献，以及他或她如何帮助公司创造一种像贡献，菲奥莉娜所说的“使其绩效能在其卸任后持续”的表现，从而有助于公司的持续成长。




        

第二部分 惠普成长史：历任CEO的不同贡献

领导者能让人们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且充满热情！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雷诺-日产汽车CEO




        

第3章 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建立了一个卓越的测试测量仪器公司

初始条件

不断演化的外部环境

当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1934年首次考虑创立一家专注于电子测试和测量设备的公司时，他们的这种企业家精神看起来很蛮干甚至轻率。当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第四年。自1929年以来，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往常雇用工程人才数稳定可靠的雇主，像工业巨头西屋和通用电气，在1933年雇用的工人数不到1929年遭遇大萧条时的一半。1在这段艰难残酷的时光里，比尔和戴维大学毕业后，决定等待一段时间再来启动他们的创业。

与大多数其他行业一样，大萧条对电子业务，特别是收音机业务造成了损失。在1929～1934年，美国的收音机销售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二。2尽管如此，广播电台这种可以使家庭亲切地围坐着收听节目的形式，如听电影明星杰克·本尼（Jack Benny）或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令人安心的炉边聊天，驱使了电子产业的发展。这时也正是电子业务十分单调和冷清、远不及后来复杂和兴旺的时候。

在那些日子里，收音机和大多数其他电子设备都是由真空管供电的。真空管是电子设备的基本零件，就像后来晶体管代替真空管那样。真空管产业催生了对仪器的需求，这些仪器被用来测试和测量由真空管产生的无线电信号。崭露头角的企业家戴维·帕卡德在真空管技术方面开拓了一些专业知识，比尔·休利特则在研究生工作期间开发了一个改进振荡器产生音频信号的原型。他们两个在一起有互补的知识和共同的企业家精神。比尔和戴维不需要很多钱来开始他们的业务。在20世纪30年代，电子产业仍然是一种“手工艺”类型的业务，用来构建产品的各组工具如“长凳、虎钳、钻床、烙铁、钢锯、购买的配件”等都很容易获得。3

在两位创始人担任惠普CEO的30年（1939～1978年）期间（在不同的阶段），惠普的外部环境变化十分剧烈。当休利特和帕卡德在1939年创立他们的公司时，美国处于大萧条的末期。到了1941年12月，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惠普便从国防需求中蓬勃发展起来，战争所造成的冲击带来了新的制造需求，使得整个行业摆脱了持续的大萧条。

在帕卡德和休利特担任CEO期间，惠普进入了电子测试测量行业，后来进入了小型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行业，以及相关的计算机周边设备、半导体和通信行业。到1964年（大约在他们担任CEO期间的中间时刻），电子测试测量行业的价值略超过10亿美元，预计每年增长7%；医疗诊断行业价值约为2.5亿美元，预计每年增长8%。新兴的计算机和通信行业，将预期有更广阔的前景和更快的增长速度。计算机和周边设备行业在1964年的价值为17.5亿美元，预计每年增长11%。到1964年，市场价值约12亿美元的通信行业，预计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末。销售价格低于25万美元（2015年时略低于200万美元）的小型数字计算机市场预期增长几乎翻番，从1964年的8亿多美元增长到1969年的16亿美元。4价格超过100万美元（2015年时低于770万美元）的大型数字计算机市场，当时预计将从1964年的4亿美元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6亿美元，而销售价格在25万～100万美元的中型数字电脑市场的增长速度则估计略为放缓，从1964年的约3.5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约4.5亿美元。集成电路市场，在1964年估计仅5000多万美元，而预计之后将每年增长39%，到1969年达到约3.5亿美元。5

在1964～1978年，约翰·杨接任了惠普CEO，这些行业继续大幅增长。美国的数据处理行业更是爆发式增长，从1965年的20亿美元规模快速增长到1979年的280亿美元。当时美国计算机的制造商和买家占这一业务的三分之二以上，但随着后来日本计算机制造商成为行业的主导者，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6同时，测试测量业务紧随经济发展，以更大空间的速度增长，超过了当时快速增长的计算机市场。尽管如此，惠普的测试测量集团在1970年和1974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努力地振奋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平均年增长率超过70%，而在这一阶段，这一部门的年收入几乎翻了5倍。测试测量集团产生的这些可靠稳定的现金流，又让惠普大量投资了其他业务。

不断演化的内部环境

当休利特和帕卡德在1939年成立公司时，电子工业仍然“处于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7

惠普公司的起源

这是一条河孕育出的伙伴关系。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是大学同学，在大萧条时代斯坦福大学的小校园里是点头之交。但是，在大三学年前往中南部内华达山脉的钓鱼途中，休利特和帕卡德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并持续了几十年。在他们大四时，他们和第三个同学埃德·波特（Ed Porter）考虑了毕业后一起合作的想法——这个创业的种子实际上是由他们的工程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鼓励和种下的，他后来也将成为惠普公司和许多其他技术初创公司的教父。这些事情后来反过来又创造了硅谷。但是当时是1934年，美国还陷在大萧条里。这距离后来天使投资者和沙丘路风险投资公司不断涌现，向年轻工程师们的新想法投入风险资金，还有好几十年。休利特、帕卡德和波特将他们开展业务的计划暂缓，从事一份更加普通的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毕业后，帕卡德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在纽约提供的一份稀缺的工程类工作。休利特则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然后穿越整个国家到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休利特被特曼教授拉回了西海岸，他找到了一个雇用年轻工程师的项目。1938年，与帕卡德保持联系的特曼，劝说他离开了通用电气公司，回到帕洛阿尔托市，并给他和他的妻子露西尔（Lucile）提供了项目工作，以帮助和支持他们。

在帕洛阿尔托市重聚后，帕卡德和休利特开始一起认真地创办一家公司。帕卡德回忆说：“当时某个时候，我们决定成立一家公司。那是一系列的事情。”8他们两人在戴维和他的妻子露西尔在帕洛阿尔托市租用的公寓车库里开设了商店。对于惠普公司的第一款产品——名称顺序是由掷硬币决定的，他们考虑开发用于保龄球馆的建筑设备或空调。不过幸运的是，他们俩还是决定制造用于电子测量的音频振荡器。因此，他们开始将伙伴关系带入到一个日益增长的测试测量行业，后来他们主导了这个行业发展。休利特设计和建立了一个模型振荡器，源自他在斯坦福大学跟随特曼教授时的工作。由于工程会议上的设备展显示出了一些商业利益，休利特和帕卡德汇集了该设备的规格，并从特曼教授那儿得到了潜在客户的邮件列表。

他们的第一款产品取得了小小的成功。这款产品售价55美元，而来自成熟公司的竞争性设备每个需要花费200～600美元。9他们对在1939年赚到的1653美元利润进行了再投资，资助该业务在1940年继续增长。10不久，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电子产业的需求开始增长，同时进入的门槛也变得更高。休利特和帕卡德恰好抓准了时机。

凭借其第一款产品的创新，创始人能够让他们年轻的公司实现自然增长。他们在南加州拓展业务，这里对新兴的惠普公司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因为它是电影制作和地球物理研究的中心，这两个都是惠普想要生产的设备的重量级用户。在一次技术会议上，比尔·休利特会见了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的首席音响工程师巴德·霍金斯（Bud Hawkins）。霍金斯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正在寻找音频振荡器供应商。惠普提出以低于100美元的价格出售音频振荡器给霍金斯，而通用无线电公司的出售价格是400美元。在霍金斯要求一个新版本的情况下，惠普做出了足够的修改，最终出售给他8台振荡器，每台价格为71.50美元。霍金斯使用这些设备，记录了迪士尼的开创性动画片《幻想曲》中“大黄蜂飞行”所需的8个独立配乐。这造成了一种错觉，让人们认为惠普在制作开创性电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作为工程师的戴维·帕卡德对准确性尤其关注，他后来写道：“与某些观点相反，我们并没有为《幻想曲》的制作做出技术贡献。相反，我们做的是让迪士尼以比我们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购买了一个好的产品。”11“较低价格的好产品”是一个价值主张（比尔和戴维可能不喜欢这个说法），推动了惠普公司从车库里走了出去。

迪士尼的订单是惠普创业资金短缺时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订单。而为了解决创业启动资金的问题，休利特为购买元件提供了一些钱。比尔从技术公司ITT那里获得了一笔钱，该公司为购买比尔的振荡器的外国专利权支付了500美元，并帮助惠普获得了美国专利。这笔钱使惠普的资本翻了一番。比尔和戴维已经走上了商业之路，尽管如此，他们的导师还是密切注视着他们。特曼后来观察说：“如果帕卡德的汽车停放在车库里，表明没有订货，但是如果车停在车道上，那么生意就很好。”12在1939年年底，休利特和帕卡德雇用了他们的第一名员工，然后他们搬出车库，进入他们的下一个办公场所，佩奇米尔路（Page Mill Road）附近的一栋建筑里。公司1939年的总销售额略高于5000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85000美元），有账面现金约500美元，无负债。

由于公司刚刚发展起来，特曼教授向休利特和帕卡德介绍了通用无线电公司的领导者，一个信誉卓著的竞争对手。早期，比尔和戴维把通用无线电公司看作一个很好的模仿对象。快速增长的惠普公司必须在匆忙中制定政策和程序，这时帕卡德向通用无线电公司寻求想法：“我们以‘他们’为模范。当时它是美国最大，也是最好的电子仪器公司，而且他们有些管理政策也很好。”13有趣的是，即使在惠普公司发展远远超过该公司后，比尔和戴维仍然是通用无线电公司领导者的朋友。

特别是，通用无线电公司有一个激励计划，根据生产效率调整员工的工资，在当时独一无二。休利特和帕卡德在惠普公司改造了这个想法。他们计算出工资和薪水约占销售额的30%。为了提高绩效，分享更高生产力的好处，他们把所有的工资都按30%的销售额与之挂钩，并且每月调整薪水，给予员工节省下来或增加的利益。

幸运的是，这种生产力激励计划是在政府规定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之前建立的，当时政府旨在控制战时通货膨胀的影响。惠普的奖金计划被允许保留下来，帕卡德几十年后会回想起惠普的优势来：“该激励计划是我们公司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我们在企业目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员工能够从帮助公司成功中获益。”14休利特和帕卡德保持了该计划的实施，直到公司的成长扭曲了薪水和奖金的组合，当时员工挣得的收入已经有80%是风险奖金收入。这样员工收入的波动就太大了，所以比尔和戴维增加了薪水，减少了奖金部分。

当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比尔·休利特加入了军队。根据协议，戴维·帕卡德在休利特缺席的这段战争期间，独立地运营该公司。帕卡德小心翼翼地不让公司过度膨胀。惠普在快速扩张阶段衡量增长的标准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这使公司不会偏离对测试和电子设备的关注。帕卡德不想增长到规模过大或生产产品品类太多，以至于惠普在战后不能维持。15在休利特离开公司参军时，惠普公司有17名员工。当时公司制造和销售振荡器及真空管电压表，用于制造近炸引信，这是一种新的装置，当它接近一个目标，如飞机时，引爆炮弹。在1941年，惠普每年销售约10万美元（这在2015年约为160万美元）。而战争迅速将其收入推高至每年100万美元。在战争期间，惠普避免承接任何单一的大型合同。该公司扩张到拥有200名员工，年收入约200万美元，帕卡德认为“当时收入与员工增长的比例是相适应的”。16

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该公司的销售额为150万美元（约为2015年的1980万美元）。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工厂大部分的需求也急剧下降。到了1946年，惠普的销售额减半。在比尔·休利特从军队返回后，休利特和帕卡德决定承担风险，继续聘请一些在战争期间遇到的有才华的工程师，他们预计业务将会复苏，公司将再次增长。但是，一些裁员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那些非工程人员。休利特回想到那个痛苦的决定，由于业务下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司必须从200人缩减至80人，不得不在“应对预计的增长保持最低限度的组织结构，或者真的削减到难以重新开始的程度”中做出选择。17帕卡德补充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保持团队稳定，我们能够开发一些好的新产品，然后随着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初真正起飞，我们就可以通过它们取得发展上的有利地位。”休利特推测说：“那时候，我们在管理和工程方面都有自己的关键人物。”18他们对公司和自己的信心并没有什么错误。帕卡德回忆道，“在1949或1950年，我们又大约有了200名员工，”休利特也补充道，“但那段下滑阶段是艰难的。”19值得注意的是，自成立10年以来，经历了战争带来的超常规快速增长，帕卡德和休利特清晰地分享了彼此对惠普的战略领导方式的认识。虽然惠普公司当时正在进入更加复杂且竞争激烈的行业和技术领域，但他们的战略领导方式在未来几十年保持不变。

在20世纪50年代，惠普从一个热门的初创公司成长为成熟但仍然高速增长的公司。惠普以年销售额200万美元的业绩开启了50年代（约为2015年的1970万美元），并在10年间增长到6600万美元（相当于2015年5.394亿美元）。在这10年中，惠普开发了独特的企业哲学，即决策分散化，同时为公司确定一小部分重点领域。这些包括了客观目标，如要进入的具体“兴趣领域”，以及对于个人和整个公司而言主观但重要的规范，如在管理结构和组织内部身份标识方面。

惠普在这10年的增长有助于其在195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上市取得成功。一年后，惠普推出了公司的分拆结构。这使得比尔和戴维可以继续通过建立负责产品开发、制造和营销的自主维护部门，在惠普公司下放权力。在同一年，惠普首次收购了一家独立公司——图形记录仪制造商F.L. Moseley。两年后，惠普又收购了Sanborn，这家公司制造心电图设备及相应的专用纸。休利特说：“Sanborn不是一个新的目标，而是在于执行扩大产品线的具体计划。”20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收购从未来来看更具有意义，因为它们让惠普提前进入打印机行业，这对几十年后的公司来说将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IPO的完成，他们在其后20年的经营中发展出了“惠普之道”的企业文化，20世纪60年代成了惠普稳步增长和扩张的时代。在1962年，惠普通过收购那些分销惠普产品的大多数独立销售组织，启动了其内部销售团队。公司扩大了在世界各地的业务，自豪地按照国家列出其销售代表，遍布“自由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帕卡德在公司1962年的年度报告中，给投资者的CEO致辞部分，带着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政治色彩写道：“过去一年，肯尼迪政府资助和通过的税收法案，目的在于阻止海外进一步的投资。国防部制定的新采购政策似乎也表明低利润率是获得政府业务的决定性因素，而非产品质量。”21这对于惠普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国防相关业务占到了公司销售额的11%。（戏剧性的是，到这个年代末，帕卡德将成为尼克松政府国防部的高级官员。）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持续10年里，惠普一直在调整和转向。196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举行的前75名员工和少数董事会成员参加的总经理会议上，公司重申了目标，并对其所在的市场进行了评估。22惠普公司设置的增长目标是每年15%。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表示，要达到这个增长速度，所有人都要付出努力。参加者看到一个幻灯片，显示了对“自由世界电子市场”的估计数据（当时是冷战中期）。整个自由世界的市场在1965年估计约为27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61%，1964年全年美国联邦政府又占35%。到60年代末，惠普公司预计全球自由市场规模将扩大至约350亿美元，但美国的百分比下降到57%，美国联邦政府的份额下降到31%。因此，惠普的目标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其在海外的销售额占收入的比重能从23%增长到34%。这些都是比尔和戴维在此期间制定惠普战略时用到的行业数据和收入增长假设。

像这些出现的机会一样，令人振奋的是，休利特和帕卡德将继续带领公司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在蒙特雷会议一年后公司发布的出版物中，帕卡德清楚告知了他的增长计划：“我们试图让每个销售单位的税后利润每个月和每年都增长8%～10%……这样我们就可以提供足够的增长率。”那什么是足够的增长率？帕卡德写道：“它非常简单，而且与欧姆定律一样有效……每年财务上的销售增长百分比，等于税后利润乘以资本周转率的百分比。”23

更换掌门人：比尔·休利特成为CEO

戴维·帕卡德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CEO。无论是与比尔·休利特密切合作的阶段，还是比尔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戴维一直是惠普的领导者，从车库起一直做到公司崛起为全球性科技集团。不过在1969年情况有所改变，帕卡德辞去了惠普的董事长兼CEO职务，转而去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的国防部副部长。当时正值惠普成立30周年。他离开时公司的情形非常好。惠普数十年来的稳步增长和最近新增的前景很好的数据产品市场也预示了这一点。比尔·休利特是否能够在没有戴维·帕卡德的情况下运行公司呢？

公司从帕卡德到休利特的过渡十分顺畅。但CEO的铭牌被贴在休利特办公室的门上之后不久，市场开始直转急下了。到了1970年7月，为了解决订单放缓和建立库存系统的问题，休利特计算出需要裁掉工作人员1000人，然而他并没有采取这种做法，而是让公司的生产减少了10%，并为惠普16000名员工中的11000名工人和管理人员支付了工资。休利特在给股东的第一封信中写道：“相比于裁员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有效和公平的降低生产的方法。”24这是公司自上市以来，比尔·休利特首次独自出现在那年的年度报告中。

帕卡德和休利特的战略领导力：概述

正如在战略钻石框架（见第1章）中提到的那样，就确定关键的战略领导任务方面而言，惠普的创始人对其业务有明确的战略：允许公司创造差异化的产品市场定位，这由他们强大的独特能力所支撑，部分原因归功于他们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学领域受到的训练。公司的战略行动与业务战略保持一致，产品-市场地位与其独特的能力保持一致。创始人的战略领导力强调了绩效的关键衡量标准，是为客户做出重要贡献，并在避免长期债务的同时提供利润。

我们提到的战略领导力体制（见第1章）有效地整合了惠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惠普的企业文化长期以来被称为“惠普之道”，这大力支持了该公司对于测试测量业务的战略关注。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数十年来一直服务于公司的惠普之道，开始与越来越重视计算机产品和系统的新企业战略形成摩擦。

随着公司发展壮大，组建了多个产品线分部之后，制定的指导原则仍然是赚取利润，并将利润的85%投资到新产品开发中去。此外，创始人们创建了惠普实验室，一个专注于长期、基础研究和开发的组织。因此，在这些创始人的CEO任期内，适应性和可演化性得到了很好的平衡。创立了“创始人”董事会后，董事会倾向于听从公司里那些非常成功的创始人的意见，他们仍然非常积极地运营着公司，公司创始人CEO和董事会成员在整个任期内保持着相互支持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创始人的战略领导力和他们为公司开发的战略领导能力。

创始人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定义企业战略

简单地说，以合理的价格推出优质产品是公司在休利特和帕卡德领导阶段的战略。随着惠普在此期间不断增长，它一直专注于产品质量，同时也推动了其进入的领域里许多技术的发展。

创始人觉得他们很幸运地遇到了那些早期合作者。特别是他们与经验丰富的电子产品经销商阿尔·克罗斯利（Al Crossley）的合作对公司帮助不小，克罗斯利所在城市芝加哥后来是美国无线电制造中心。克罗斯利对比尔和戴维很感兴趣，花时间教他们做产品营销。克罗斯利曾在《电子产品》（Electronics）商业杂志上看过惠普的第一个广告，并有兴趣在中西部销售他们的产品。但问题是惠普只有这一种产品可销售。克罗斯利鼓励休利特和帕卡德扩大产品线并贷款给他们。他们谨慎地那么做了。帕卡德希望年轻的惠普公司专注于设计用于测试音频电路的仪器，他在几十年后的1980年回顾说：“我们集中在辅助仪器上，并没有涉及很多其他事情。”25

在历史的早期，惠普还是一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容易受到市场变迁的影响，当时对战略重心的担忧低于对赚取工资的忧虑。这个年轻的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一落千丈的订单弄得焦头烂额。尽管帕卡德和休利特对电子行业有信心，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两位创始人仍然如休利特所说，“有点担心电子行业的未来，我们想看看是否能够将我们的网络扩大一点。”26

因此，他们在旧金山的专利律师帮他们与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附近的一名男子取得了联系，那里现在是农业和生菜生产的中心。休利特和帕卡德开始尝试一项副业，即一家名为MPH的新公司（以其合作伙伴名称的首字母，扭转HP的顺序后命名）。目标是开发一种用于窄行作物的装置。帕卡德几十年后也许有点保守了，说道：“我记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和挑战。”27也许幸运的是，项目失败了。帕卡德补充说：“我们最终专注于电子仪器仪表的想法十分重要，尽管其中尝试了生菜薄膜和其他一些已经做了的工作。我们都对维持稳定的就业水平很关心。我看到当时的航空航天业出现了繁荣和萧条，那似乎是一个糟糕的经营方式。”28迄今为止，帕卡德和休利特都乐意去测试惠普公司成长的早期边界。

在公司上市和迅速成长后，公司战略和惠普之道的企业文化不断强化。休利特说：“1957～1958那一年是分水岭，我们提出了企业目标，并根据一些相当仔细的分析选择了一系列的方向。”29

到1957年秋天，公司已经18岁了。在公司IPO后首次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比尔和戴维的照片是分开的，休利特看起来有点紧张，而帕卡德看起来很慈祥，如果可以这样描述一名45岁男人的话。这可能是与每个人的个性相关。帕卡德作为CEO，在休利特进入军队服务后，在他们首次公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带着克制的骄傲向新股东报告。阅读惠普公司1957年年度报告的投资者可能会注意到，这家公司与大多数竞争对手不同。在写到公司的年度净销售额比前一年增长39%时，帕卡德表示该公司“给予员工大量股票奖金”，这“与员工绩效息息相关”。

投资者还了解到，惠普公司在其母校附近还在规划中的校区，斯坦福工业园内40英亩[1]的土地上率先建成了两座建筑。帕卡德告诉他的新股东们，惠普公司为建筑物和其中的设备提供了现金和流动资金。即使在惠普成为上市公司之后，他们在合作伙伴关系上的财务稳健性的显著特征，也将继续保持。惠普与员工的独特关系也是如此。在第一份年报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惠普人事管理的哲学是提供一种非正式的、友好的氛围，并让员工有机会从公司的成功中分享收益。”在年度报告中展示的惠普公司所有的产品及参数，看起来像是来自一个旧的工业艺术电影片，但是创始人关于“惠普之道”的经营哲学在转变之前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公司组织结构的不足，各个部门工作重复，帕卡德开始变得不适应。尽管如此，休利特和帕卡德仍希望保持一个小企业的气氛，并确保关键部门的经理们熟悉帕卡德和休利特的管理风格和目标。在1957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索诺玛，惠普公司最优秀的20名经理开展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地会议，这期间惠普制定了指导公司的目标清单。休利特和帕卡德认为，经理和领导者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应该开发这些目标，并且应该及时地对其进行评估，在必要时也需进行修改。

这些目标以及它们代表的价值观，指导惠普员工之间，以及他们与客户如何进行互动。这为员工塑造了被称为“惠普之道”的试金石。30

休利特说：“我记得1957年索诺玛会议的背景是，公司的规模变得太大而不能像小公司那样靠个人来管理了。惠普过去一直是小公司的感觉。我们担心，公司的规模正在变得大到我们自己做出所有重大决定已经力不从心。但是，如果我们的经理知道公司的目标，他们将能够更好地在各自的位置做出比戴维或我能做的更好的决定。这被称为目标管理，但我们当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31

帕卡德补充说：“关于1957年索诺玛会议重要的是，会议的成果使我们多年来发展的那些非正式政策制度化。这些政策包括，将我们的业务聚焦在通用仪表上，而不是做很多其他事情；我们都要尽力做出贡献（开发新产品）而不仅仅是做跟风的产品；以及，通过利润再投资和管理资产来从财务上促进公司增长，从而我们不需要外部融资。”32帕卡德继续说道：“在索诺玛会议上，我们与大家深入地讨论了这些事情。不仅仅是比尔和我定下了这些想法。那些经理认为这些都是他们想做的事情。”休利特补充说：“除扩大产品线之外，目标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33

选择产品-市场定位

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惠普的四个产品领域（音频/视频、计数器、微波和示波器）由财务、制造、营销和研发四个职能部门所支持。帕卡德说：“在惠普的第一个10年期间，我们最多有200人。比尔和我在店里工作，我们招募学生，对公司的人都很了解。这个经验阐释了什么是‘惠普之道’。这种普适哲学对于后来形成我们的企业目标十分重要。”34

从最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惠普通过规划好工程师的需求已经取得了成功。他们称之为“下一个台阶”，他们把自己想成是开发中产品的使用者，或假想将其出售给在旁边实验室工作的同事工程师。

正如惠普公司许多早期执行高管观察指出的那样，惠普过去常向设计、制造和维修电子设备的人们销售产品。惠普一直是客户心中的最佳选择。惠普很直观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因为它就像他们一样。而当惠普进入计算机业务时，了解客户和定义计算机产品变得更加困难。

建立工程、制造、分销领域的独特能力

即使惠普只是一家年轻的公司，帕卡德和休利特也确保他们拥有从隔壁大学（斯坦福大学）获得工程人才的渠道。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尽管两人只有30多岁，刚走出车库没几年，他们就开始提供惠普奖学金以赞助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研究生项目。

吸引顶尖的工程人才：阿尔·巴格利（Al Bagley）

一位名叫阿尔·巴格利的年轻研究生渴望申请到惠普工作。“我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后，写信给惠普公司申请一份工作。我收到比尔·休利特一封非常友好的回信，告知我公司当年没有招聘计划。当我看到斯坦福大学惠普奖学金的海报时，我认为我可以用它来闯进公司。”35

巴格利毕业后获得了奖学金，并获得了惠普的工作。这是一段漫长而硕果累累的职业生涯。当巴格利加入惠普公司时，公司拥有约100名员工，其中约8名是工程师。工程师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公司的宇宙中心。巴格利回忆说：每一个项目都由一名单独的工程师领导，他同时也是其所在地区的业务和营销总监。帕卡德和休利特对每个工程师都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获利。他们有一个快速规则称为回报因子（return factor）。具体是5∶1——如果你花了100万美元开发一种产品，它的生命周期回报最好会达到500万美元。有时它是6∶1。他们教导工程师要将项目视为利润中心。36

巴格利作为惠普研究员开发出的产品，在他的领导和休利特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以HP 524为首的频率计数器系列。尽管惠普的竞争对手通用无线电公司出售了可以进行这种测量的模拟设备，但惠普的产品线更小、更轻、更坚固。这是当时大多数产品的标志特征。

该产品非常成功，公司不得不扩大生产线。通过建立频率计数器系列，惠普成功实验了以产品为中心的新制造工艺。巴格利说：“我们了解到，员工更喜欢在单一产品上工作。那让他们更自豪地说，他们打造了整个仪器，而不仅仅是一个零配件。惠普一直保持这样的工作流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组件变得过于复杂时，我们不得不使制造环节更加专业化分工。”37

到了1950年，帕卡德和休利特认为惠普公司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帕卡德说：“增长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制造技术。我们也在全美各地建立了一支优秀的销售代表团队。”38惠普销售结构的基础是销售代表团队，休利特和帕卡德在他们70岁时大笑着提到他们是“9名老人”，那是一批在全美各地建立的将惠普的产品添加到其产品组合中的电子产品经销商。几十年后，比尔和戴维还可以回忆起他们的名字和所服务的国家及地区。

雇用“9名老人”帮助惠普省去了成立内部销售团队的费用和麻烦。帕卡德说：“当时我们没有采用内部销售人员的原因有两个。我们没有足够的产品线需要独立的销售组织来服务，我们也觉得我们的经销商有义务……我认为这与他们建立忠诚度有紧密的关系。”39根据休利特说的，惠普外部的销售和分销网络“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客户的责任感，甚至在这些销售代表被收编后很久”。40这次不得不进行的收购是由于惠普已经发展壮大到占这些原先独立分销商业务产品相当大份额，远超他们所代表的其他竞争对手公司能接受的范围。“9名老人”中有8人加入惠普，担任各自地区的销售经理。

销售团队还将那些在时尚、低调、高科技的帕洛阿尔托总部工作的工程师们，和当时还处在艾森豪威尔时代风格的混乱的销售队伍通过宝贵的渠道对接起来。在好莱坞北部的一间小套房里，惠普公司南加利福尼亚州销售办公室在洽谈业务前会给来访者先倒一杯饮料。惠普的销售代表，大多数或几乎都是工程背景出身，类似于《广告狂人》中那种做派，不过都带有一个口袋保护袋。他们将旅行车及光滑的铝拖车中装满惠普仪器和模拟工作台，开车去参加路演或会议。帕卡德有时会自己演讲或作为仪式的主持。人们觥筹交错，在推杯换盏中交易也就完成了。巴格利回忆说：“销售代表凌晨5点左右就会起床，装载好旅行车，并朝下一站出发。”41

帕卡德和休利特十分尊重销售人员的贡献。帕卡德说：“我们的销售代表对公司的增长有重要的影响。”在1980年，帕卡德说：“我们已经在研发与营销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并且还在继续。这些事情是公司早期几十年发展起来的。”42

战略行动

公司经营充满风险，休利特和帕卡德一直保持谨慎风格。帕卡德回忆说，当他们建造第一座大型建筑时，设计的方式是：如果企业失败，他们至少可以租给大型商场。他们也是细心的管理者和规划者。惠普公司里流传着一个玩笑：公司会埋一些蔬菜在地下，以防他们以后什么时候需要煤。43

休利特和帕卡德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随着公司的发展，帕卡德和休利特采取了我们称之为建设性冲突的战略领导力风格，同时具备强大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虽然帕卡德和休利特总是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听从了高管关于公司重大资源分配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他们战略领导能力的自下而上使得创新蓬勃发展。这是通过分配有限的资源来支持新举措而得到的：先给予一点小钱，看这个举措势头如何，如果它势头不错，有潜力，就给予更多的钱。与此同时，帕卡德和休利特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使他们能采用各种方法来开辟新的业务。这些方法包括收购、启动后来被收购的新业务，以及从源自惠普实验室的研究项目中开创新业务。

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

正是在1957年索诺玛会议之前，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培训过、刚从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的年轻工程师托马斯J. 帕金斯（Thomas J. Perkins，也即汤姆·帕金斯）加入了该公司。帕金斯本打算在硅谷与他人共同创建一家优秀的风投公司，但后来与他的偶像戴维·帕卡德开展了数十年的合作。对于帕金斯来说，他与帕卡德和休利特合作密切，这两个人都是完美的风险投资家。帕金斯说：“帕卡德和休利特像风险投资家一样经营着惠普，他们以企业为导向，决定进入哪些业务并运营。我所了解的一切关于风险投资的知识，如何组织交易、如何限制风险，都是从他们那里学到的。”44

对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帕金斯说：“帕卡德和休利特从上而下运行惠普。收购Moseley和Sanborn两家公司，以及进入医疗业务的决定都是自上而下的，来自执掌惠普的这两位伟大的风险投资家。”45帕卡德和休利特在这段时间牢牢控制着公司发展的缰绳，帕金斯回忆说：“当我成为一名部门经理时，我知道我能做任何一种创新的空间都很小，几乎没有。你可以在自己的渠道中进行创新，但除此之外的都不能，除非你能说服帕卡德和休利特。”46

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

惠普在公司和国家的不同地点有无数与计算机相关的活动。这些团体中的一些人以及来自仪器业务的人员后来组成了计算机部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柏蒂诺，在帕洛阿尔托附近。

根据当时惠普公司的习惯，该公司根据其所在地被命名为库柏蒂诺分部。说服惠普的高层管理人员该公司确实推出了至少一项计算机业务，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事实上，最高层最初不太喜欢惠普进入计算机行业，原因有几个，其中包括与公司最大的仪器仪表客户IBM之间潜在的摩擦。为此，帕卡德要求惠普的第一台小型计算机称为仪表控制器，而不是计算机。

从1980年的视角来看，休利特和帕卡德回忆起他们进军计算机业务，比较了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一是进入计算机行业，另一种是不主攻这个行业而选择做其他非核心业务的方式。（参见后面方框内容“获取可演化性：PAECO、DYMEC与‘惠普联盟’”）两个不同的工程师分别推动了惠普公司进入数字计算机的想法，其中之一的目的是将其应用于实验室，另一个则以开发独立电脑为目标。休利特说：“我们对此不屑一顾。”47不过幸运的是，研究人员坚持了他们的主张。帕卡德回忆说，当时可能收购后来崛起的DEC公司：“购买它将需要花费2000万～3000万美元。我们认为这太多了，决定自己来开发计算机业务。”48在谈到惠普整合这样一个收购案的能力时，就轮到休利特来发表看法了：“我们可能会把它搞砸了。”49帕卡德略微思索然后补充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但我认为结果是很好的。”50

认为计算机技术对于休利特和帕卡德来说是新生事物，所以他们很难简单地接受，这种想法并不对。两位工程师从心底里都喜欢发明新事物。然而，创始人之间有一种天生的保守主义和怀疑主义。纳德·巴恩霍特是一名负责管理惠普测试和测量部门的高级执行官，后来这些资产被剥离成一家名为安捷伦科技的新公司，他也成为其第一任CEO，说道：“我听说戴维和比尔最初对于进入一些新业务领域是持相当的怀疑态度的，尽管后来这些新业务对惠普发展功不可没。”51休利特和帕卡德创立并主持了一个宣扬权力下放和创业精神的组织。巴恩霍特补充说：“这些品质渗透进了公司。事实是，很多重要的新兴企业都从底部冒了出来。例如，早期的打印机业务来自圣地亚哥，那里后来是早期绘图仪业务的家园。”52有时初始设计来自外部，例如惠普第一台台式计算器，即HP 9100，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是被一名外部工程师带到公司的，惠普派他在科罗拉多州洛夫兰的部门进行了细化和开发。其他时候，惠普则从头开始开发产品，如喷墨打印机。

相反，更微妙的抑制机制在起作用。如前所述，惠普曾经将产品出售给从事设计、制造和维修电子设备的人员。惠普一直是客户的忠实品牌。它直观地了解到客户的需求，因为公司和客户想的一样。而当惠普进入电脑业务时，却很难理解这些客户并定义电脑产品。科学计算器是卖给工程师、科学家的，业务模式已经被惠普公司认可，而在电脑业务对公司的重要性方面，一开始还不被领导层普遍接受，甚至包括戴维·帕卡德本人。

理查德·哈克本（Richard Hackborn）是一位在惠普公司负责早期计算机、网络和打印业务的年轻高管，作为工程师在1960年加入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克本在惠普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哈克本主要在总部工作。在许多公司这样的职位受到高度的追捧，在惠普他们也受到尊重，但是在这个以工程为导向的公司里，真正的威望来自具体经营的业务。

约翰·杨这位惠普的明星，在休利特之后接任CEO，他说服哈克本放弃了他一直在总部做的工作，“进入现实世界并加入了一个部门”。哈克本回忆说：“约翰说，‘我们认为用小型计算机连接一些微波测试仪器并相应地制作测试系统，会有很大的市场价值。你想过来成为项目经理吗？’”53

这使惠普走上了成为电脑制造商的道路，而当时它主要还是以技术为本的测试测量设备制造商。哈克本，后来和惠普公司的其他任何CEO一样具有影响力，他赞扬了同时代给惠普带来这次革新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保罗·艾利（Paul Ely）。哈克本说：“在我看来，保罗·艾利使得惠普战略性地转变为以计算机、设备系统为基础的公司，这非常值得赞赏。”54哈克本解释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艾利作为微波组研发实验室的经理（在惠普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有显赫声望的职位），负责监督先进技术的发展，主要是将智能微处理器直接嵌入惠普的测试仪器中。微波组正在开发电脑来运行微波测试测量设备，这些计算机是在艾利指导下开发的。

HP 2116是惠普首款小型计算机系统，汤姆·帕金斯描述它是帕卡德自上而下决定发展的产品，并且同时也有很多自下而上的重要元素。哈克本说：“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第一次将计算能力结合到测试仪器中去。”事实证明，起初这样的结合十分困难。帕金斯离开了电脑部门，直接向休利特汇报工作，这是创造出的一个新角色，为了填补帕卡德离开公司去了国防部所留下的空缺。在那个时候，惠普试图开发出一种新的计算机系统，最终称为HP 3000，不过这项工作并没有顺利进行下去。

哈克本继续说道：“当戴维·帕卡德在华盛顿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比尔·休利特打电话给我，并说‘我们在库柏蒂诺的计算机部门确实遇到了麻烦’。当时是1971年。”55哈克本记得休利特告诉他，“我需要在库柏蒂诺的人做到以下两点：①了解这家公司；②了解计算机技术。我觉得我已经被发配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我从惠普最成功的部门转到了最不成功的部门。在我去库柏蒂诺之前的一个月，他们实际上有负面的订单。他们收到取消订单的消息比预订的还多。”56

对哈克本的安排是神来之笔。他具有独特的优势，打通了惠普在核心的微波测量组和新兴的计算系统工作成果之间存在的技术和结构缺口。

休利特开始重视了。哈克本继续说，“从计算机技术的角度来看，我知道大型机需要先进和昂贵的操作系统软件、集成的大型周边设备和广泛的应用支持。”57

惠普在1971年年初取消了一个名叫欧米茄的大型、前景远大却麻烦不断的大型计算机开发项目。但问题是，下一步做什么？

哈克本说：

当我在1971年春天抵达库柏蒂诺时，工程团队提出了一个基于16位堆栈架构的小型计算机的想法，但是将保持欧米茄操作系统的大部分功能，称为阿尔法（Alpha）。要做到让大型机的32位操作系统在16位小型计算机硬件上运行，还需保证具有可靠性能，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但是最终由我们创建的HP 3000系统实现了。这是将“分布式计算”引入商业计算市场的一个贡献——用比尔·休利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不设防的山丘（an unfortified hill）。58

哈克本观察到，“HP 3000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好处是，它使我们能够取消欧米茄计划，当时这一计划已经占用了库柏蒂诺几乎所有的开发资源。HP 3000的成功让我们能重新投资于我们原来的小型机生产线。这项业务对惠普的设备部门而言很重要，更符合惠普传统的兴趣领域。”59

公司关于取消欧米茄计划的影响有两方不同的观点，一方是帕金斯，另一方是帕卡德和哈克本，这也表明做出这些选择有多困难。如上所示，哈克本解释了取消欧米茄的好处：这样做可以帮助惠普增加在小型机方向上的投资。不过，帕金斯称决定削减欧米茄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这最终导致惠普在未来的32位计算机市场上落后于DEC公司。这将在本章后面更详细地讨论（见“悬而未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随着计算机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休利特和帕卡德于1978年将约翰·杨提拔为了CEO。创始人们仍留在惠普董事会，帕卡德担任主席。但是，休利特和帕卡德运营惠普公司39年，有段时间是休利特一个人，当时他的伙伴帕卡德服务于国家，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的，他们期望未来能由挑选的继任者来经营公司，同时他们建立了慈善基金会，并在他们两人拥有的各种农场里享受时光。他们也那样做了，但这样的时光只维持了一段时间。

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

企业文化

公司上下高度的个人诚信正直价值观强化了大家的行为，这到20世纪50年代成长为“惠普之道”——这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它塑造了帕卡德和休利特建立和运营公司的理念。“惠普之道”软实力强调尊重个人和关心他们的福祉。尊重个人是惠普之道的长期标志之一。例如，早在1966年，惠普就把“少数民族雇用和晋升作为优先事项”。60这个关切更多地来自于比尔和戴维合作早期对于公正对待住户、任人唯贤理念的认同，而不是受当时四处宣传的“和平与爱”的影响。帕卡德和休利特向公司灌输了这种精神，几十年来指导了公司的发展。即使在“惠普之道”被塑造成型之前，帕卡德也一再表示，对他而言利润不是公司的目标，惠普对市场贡献的程度才是应该关心的。这种态度指导了公司，并驱使其工程师开发和销售有意义的产品，为用户带来真正的价值，而不仅仅开发与其他人相同的产品来填充产品目录。

帕卡德和休利特坚持尽可能从内部提拔的用人哲学，从而激励现有员工努力工作，提升忠诚度。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没能按照帕卡德和休利特的高标准做出这样的贡献，他们会尝试在惠普给他找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作，这样可以更有利于其发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公司永远不会裁员。裁员永远是最后的手段，“惠普之道”意味着领导者在正常的业务过程中会认为员工是可始终信赖的。

“惠普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员工与公司之间成功的关系。惠普根据业绩和利润分配计划设立了奖金。在1959年，惠普公布了员工持股计划，员工可以用一定比例的薪水以较高的折扣购买到惠普股票，公司支付剩余金额。61在帕卡德写给员工的信中，称其为“亲爱的伙计”，帕卡德写道，“比尔和我敦促你和你的家人谈谈这个问题，并决定你是否愿意加入。”62因为惠普的股价在这段时间里急剧上涨，公司的股票在18个月后进行一分为三的分拆，向惠普股东拥有的每股股份分配三股股份。那些点头同意加入惠普新员工股票购买计划的家庭，开始准备好积攒金蛋。人性和同情心的元素也是“惠普之道”的一部分。帕卡德在谈到他们看到了当年重大灾难疾病对员工家庭的影响（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而推出的重大疾病医疗保健计划时说：“有些人指责我们公司是家长式的，但我从不担心这些条款。我们认为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63

“惠普之道”硬实力在于，它是基于分权式的、小型的、类似独立业务部门的运营模式。这种比尔·休利特所谓的“小型经营单位的人情味”偏见，是为了将组织结构中的个人责任感推向更高层次。休利特称该产品部门（业务部门拥有多达1000名员工，但通常不超过100名研发工程师，约1亿美元的销售额）“是惠普的基本运营部门”。每个部门，无论是在帕洛阿尔托总部还是在沿海地区，都拥有自己的研发、营销和制造功能。如帕卡德解释说：“分区概念很重要，因为你需要你的营销人员、研发人员和制造人员之间紧密联系。如果你这样做，你可以更快更有竞争力。事实证明，我们的大部分竞争对手都是专门从事一些产品。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部门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在实验室开始分工，随着生产和销售功能的发展，我们将其结合起来。”64

企业战略

在帕卡德和休利特担任CEO期间，惠普显然拥有一个符合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的好战略标准的企业战略。以下是一些例子。首先，在二战期间，帕卡德意识到军方需要以微波技术为基础的仪器，并做出了战略决策，在战争结束时继续投入研发。（制定战略来简化情况的复杂性、识别关键因素，是CEO面临的挑战。）其次，帕卡德不想只顾追求利润（没有跟风产品），而是将惠普对市场贡献的程度作为衡量目标（处理挑战的指导政策）。再次，帕卡德认为，由于市场营销、研发和制造业之间的紧密联系需要更快的速度和更有竞争力，所以分工概念很重要（贯彻执行指导方针的一致行动）。最后，惠普的战略也是令人信服的，使公司的高管兼具理性和感性。惠普公司强有力的驱动设备业务的企业战略与其高度支持性的企业文化的互动，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公司全体员工之间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承诺”（commitment）的责任感，强有力地执行了惠普的企业战略。

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

当惠普作为测试测量公司发展壮大时，帕卡德和休利特作为CEO，在任期的最初数十年里，他们对惠普最初企业战略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非常关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维结识了正在研究微波技术的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工程师。海军需要有人来制造高频微波信号发生器进行研究，而戴维承诺惠普能生产这些设备，虽然惠普当时并没有真正的人手或工具。这一决定使得惠普在新兴的、不断增长的微波技术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帕卡德和休利特并不确定微波业务在战后将如何持续下去，但他们冒险决定继续投资，雇用了他们在战争期间遇到的一些重要的微波研究人员，而这些人很多在战争后失业了。据帕卡德介绍，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惠普“坚定了我们留在仪器行业的承诺，并且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认为］微波仪器并没有过时，没有像通用无线电公司一样放弃该业务。”65

在帕卡德和休利特担任CEO期间，惠普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在休利特任期最后甚至达到了近10%。这些资金和关注，表现为作为应用研究小组的惠普实验室的创立，以及聘任了伯纳德·奥利弗（Bernard“Barney”Oliver，也即“巴尼·奥利弗”）来经营这些投资，这是一位聪明的科学家，是比尔和戴维的前同学。这些都表明了创始人们希望惠普继续成为一个长青的公司。

到20世纪50年代初，很明显，惠普是一家在不断上升的公司。帕卡德说：“在1950～1951年，销售额翻了一番，在1951～1952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到1952年，我们已经组建了公司的基本架构。我们在仪器业务的四个主要部门有公司：音频/视频、微波、直接频率计数器、示波器。这些是四个明确的、不同的产品领域，最终分裂成分部，是公司事业部制的起源。”66

在20世纪50年代，惠普同时通过内生增长和收购进行扩张。帕卡德回忆说：“我们研究了制造一些原子计数器的可能性。我们决定不进入原子计数器领域，但它是惠普首个10兆赫频率计数器的开始。”67休利特补充说：“我们购买了瓦里安（Varian）公司的波导业务。微波硬件业务对我们来说是一条很好的产品线……随后，我们从另一家公司购买了一个阻抗电桥的设计。那是一个复杂的设备。我们真的想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让他们把这个高频部件业务放在一起。”68

这家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参与的一项技术就是计算机。在1956年，当休利特和帕卡德的导师弗雷德·特曼向休利特询问有关计算机的信息时，比尔只能回复：“亲爱的弗雷德，我对电脑一无所知，我们组织中的任何人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抱歉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帮上忙。”69但10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获得可演化性：PAECO、DYMEC与“惠普联盟”

帕卡德和休利特谨慎地将四个产品组合中潜在的新业务剥离成单独的企业。如上所述，他们依托一家新公司MPH涉足了使得莴苣作物变细的业务（lettuce crop thinning）。他们在变压器方面也的工作也做了类似的处理。比尔和戴维组建了一家名为PAECO（全称是帕洛阿尔托工程公司，Palo Alto Engineering Company）的新公司来制造这些变压器。惠普最顶尖的前十名人士，包括比尔和戴维，都有机会投资于PAECO。以惠普作为专属客户，这些涉足比较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十大人物的表现不尽相同，原投资者不愿意与更多的人分享。

PAECO公司没有机制来吸纳新人。帕卡德和休利特在惠普公司最高管理层于1956年创立的又一个分公司中纠正了这一缺陷。该公司最初称为Dynac公司，其名称源自将HP的小写字母“hp”反转为“dy”并标记在后缀上。（公司后来将它的名字改变为Dymec，因为发现“Dynac”已被注册。）70Dymec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由惠普公司和关键的高管出资，为员工提供更多有关Dymec产品的股份，同时让惠普获得由标准构件仪器组成的特殊用途系统，而无需内部自行设计和生产。

即使是独立的公司，Dymec和惠普公司也有重要的共生性。惠普实验室负责人巴尼·奥利弗观察道：“那个时候，帕卡德开始有点不安，惠普没有跟上自动化领域的前进步伐，所以他作为一个团体的核心，决定去追求随之而来的任何东西似乎是合理的，他会尽可能地获得它。”71奥利弗说，“Dymec在自动测量领域成为惠普的寻路者。这种经验告诉我们在惠普要使我们所有的仪器都可编程，并对控制语言包含的特定代码做出反应。”72

Dymec也试图进入系统业务。即使到了1980年，惠普已经处于优势地位，在讨论对于惠普而言一个复杂的业务会是什么样时，帕卡德仍会补充说：“Dymec花了稍长的时间。我想我们现在开始达到了不错的水平。”73休利特解释说：“我们进入系统业务的尝试把我们又带入到电脑业务。看到种子从哪里来是有意思的。从这家公司做特殊系统工作开始，我们最终得到了现在（大约20世纪80年代）占我们业务50%的计算机系统。”74

Dymec成功了。对Dymec产品与惠普设备结合的市场需求远超预期，且分拆对有限的财政资源造成了严重压力。Dymec于1959年被并入惠普，成为惠普的Dymec部门。75

尽管Dymec成功了，戴维·帕卡德也仍担心惠普在技术前沿方面的本地化能力。这是创建惠普实验室的初衷，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这也成为帕卡德检验小型计算机制造商DEC和王安电脑是否有问题的动机；惠普公司的并购计划包括DSI，一个来自化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的计算机设计小组。惠普实验室和DSI的人员共同创造了惠普的第一台计算机，HP2116。

惠普进入的另一项技术复杂的业务领域是半导体。休利特表示：“由于我们的微波工作和音频工作，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进入半导体领域。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很难吸引人。我们设立了一个新颖的想法，建立一个雇员进来后有经济利益诉求的公司。这被称为惠普联营（HP Associates）。”76帕卡德继续说道，“我们以前就在这个领域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们开展了一个小型活动，但很明显，固态技术的整个领域已经开始浮现了……这是人们所能理解的Dymac和PAECO的一个版本。我们设立了一个条款，可以回购其中的股份，我们也这么做了。”77帕卡德猜测说，“我们发现我们的成功在于是从内部成长，而不是收购。”78戴维在20世纪50年代说这些话时，惠普的收购活动在这一时期十分顺利。其不太成功或有争议的并购活动远远少于后来。

惠普还利用其内部研发来提升公司的演化能力。该公司建立在其创始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研发部门在惠普的第三个10年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到1966年，惠普的5年平均研发费用为8.8%的销售收入。在1966年，这一数据增加到接近11%，在后面几年保持在10%左右。同年，惠普将200名研究人员整合到其开创性的惠普实验室，后来变成一个极其多产的企业应用研究部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巴尼·奥利弗回忆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很明显我们可以用一台比主机体积小得多的电脑做大量的计算（例如用自动测量系统来引导仪器）。我们在惠普实验室中提出了为我们的测量仪器制造控制器。我们的宏伟战略是使我们所有的仪器都使用我们开发的单一语言，这种语言将是计算机和仪器共通的语言。”79

奥利弗说：“我们刚在实验室中绘制出来2116型号机器的尺寸和架构，然后我们就并购获得了DSI。那么我们公司员工的工作就是将设计带入DSI的手中，让其给出建议，产生有利的改进，并且尽可能快地让它进入市场。”80

2166型号的小型机发布在1966年，包含惠普首款处理器，为仪器提供计算支持。在帕卡德的坚持下，2116A被描述为“仪器控制器”，旨在补充惠普可编程的T&M产品线。81帕卡德希望能避免与惠普测量设备的大买家——计算机巨头IBM对抗。但其前面板上的设备标签标着“计算机”，实际上将4K的磁芯内存可扩展到32K。根据选择，2116A当时出售价格在2.5万～5万美元。82

正如公司组织和地域上的分权一样，惠普各地的公司在美国许多地方参加无数的计算机类活动。奥利弗回忆说：“我们忙着为市场上已有的产品开发出共同的界面。惠普实验室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会议，很多其他团体也是如此。新泽西部门开发了他们所谓的多程序共享者（multiprogrammer）：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驱动器处理许多仪器的事情，以便分发命令并接收输入。我们称它为多程序共享者，因为缺乏一个更好的名字。我们正在逐渐组装所有的东西，以开发出自动测量系统。”83

尽管如此，说服惠普的高层管理人员该公司确实推出了至少一项计算机业务，还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奥利弗说：“同时……我们将DSI、Dymec公司和我们自己仪器仪表业务的人组合成一个计算机分部。就在那个时候，库柏蒂诺的瓦里安大厦对外出售，所以我们买了它，并配备了这个核心，组建了库柏蒂诺部门。”84在经过几年的运营之后，相比于用于自动测量系统的计算机控制器，电脑业务小组售出了更多的作为独立单元的电脑。85

在1967年，投资者将在年度报告“惠普的计算机系列：通用设计，但面向仪器”中了解到惠普“数字电脑市场的成功开始”。86第二年，戴维写到，惠普致力于开发更多“有效的管理，因此需要重组企业组织”。87其中一个关键的举措是提拔了35岁的惠普高管约翰·杨，他被任命为副总裁，并负责新的帕洛阿尔托电子产品集团，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获得了特别的提及。此时，数字革命即将拉开大幕，而惠普将处于其中心。

惠普的股票在20世纪60年代有惊人的涨势。在10年的时间内，当美国股市大幅走高时，惠普两次分拆，如1960年前提到的一送三，而在不到10年后再次是一送二。公司长期以来每半年支付每股10美分的股息，证明了公司财务管理十分敏锐，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公司一直在研发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同时也避开了长期债务。

当时第一台惠普小型机正在开发中，惠普还在发展另一个计算平台：9100电子桌面计算器。9100型（Model 9100）的惠普广告文案标志着最早使用的“个人电脑”这一短语——“新的惠普9100A电脑……准备好、愿意、能够……将你从大型计算机的等待中释放出来。”——这成为硅谷发展历程的一件琐事88HP 9100取代了以前用于科学计算的复杂机械计算器，为惠普创造了新的增长和利润来源。

在1971年帕卡德在五角大楼时，比尔·休利特掌管着惠普，他遇到了一个困扰——他的工程师们迫切需要将9100计算机的功能压缩成一个可以装入衬衫口袋的计算器。随着可用于存储和处理的廉价集成电路的出现，惠普的工程师能够应对这一挑战。该公司开发了开创性的口袋型计算器HP 35（以其按键数量命名）。HP 35在1972年推出，售价为395美元（大致相当于2015年的2250美元），在当时一炮打响。HP 35计算器及其后续系列将惠普放在消费者的口袋里并口口相传，构建了重要的消费者品牌知名度，这有助于公司从80年代开始向消费者出售其个人电脑（PC）和打印机。

尽管如此，惠普计算机业务在公司里的作用在很长时间内是有争议的。计算机业务的增长率较高，但相对惠普的仪器业务而言利润较低。此外，惠普并不是计算机的领导者。这些事实使得惠普后来的许多经理走了弯路。

这里补充一些内容，展示一下巨大的财富变迁：2010年，惠普公司将其位于硅谷中心占地98英亩的计算机园区——库柏蒂诺卖给了苹果公司。爆破雷管引爆了惠普在20世纪50～60年代建的牧场般的低矮建筑，而苹果公司，2012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开始在这里进行其未来总部的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太空飞船般的圆形建筑，中间是草坪和数以千计的树木。据报道称，建筑费用达50亿美元。令人吃惊的是，据史蒂夫·乔布斯说，在1997年时苹果公司离破产只有90天。而相比之下，当时惠普公布了创纪录的收入，其股价在一年前刚经历一送二的分割，此时苹果还命悬一线。

悬而未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帕卡德和休利特所喜欢的那种高度分离、高度分散的组织结构不太适合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制造和销售。计算机系统由不同的要素组成，包括作为计算机心脏的微处理器，运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OS），附加到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如磁盘驱动器和打印机），以及互联电脑的网络设备。所有这些零件必须在一起才能很好地运作。然而，在惠普，这些工作小组被组织为独立的实体，这套组织模式是由比尔和戴维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曾经在惠普的测试测量业务中运作良好。惠普一度有37个计算机部门在独立运作。此外，为了配合惠普内部晋升的培养机制，为了让员工在公司中寻求新的机会，惠普将很多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从仪器业务转移到新的计算机业务。这意味着太多的计算机业务员工并不熟悉计算技术和商业实践。

已经离开惠普5年的汤姆·帕金斯于1963年返回公司。在他离开的时间里，帕金斯曾经在一家名叫“光学技术”（Optics Technology）的小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由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个人投资的。光学技术公司创造了激光设备，这主要是出于实验式的好奇心。该公司开始了灾难式的公开募股，这个举措被帕金斯反对。在此之前，帕金斯已经返回惠普工作。比尔·休利特任命帕金斯帮助惠普传奇人物巴尼·奥利弗组织了惠普实验室。在这段时间里，帕金斯有一个想法，即如何制造一个既廉价又坚固可靠的激光设备。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给了帕金斯全面的许可，看他的发明是否可以奏效。帕金斯确实成功了，而且，他成立了一家为市场开发该产品的公司。帕金斯以数百万美金出售了该公司，而不用离开惠普的怀抱。同时，在帕金斯于惠普的日常工作中，帕卡德帮助巴尼·奥利弗推出惠普实验室后，帕卡德要求帕金斯投入到惠普的新兴电脑业务，该公司一直在努力销售其16位计算机2116，这是一款面向东海岸市场的小型计算机，与当时市场上小型计算机先驱DEC公司竞争。

帕金斯说，惠普在计算机2116上最大的问题是销售和营销。惠普当时的销售人员“不了解电脑或软件”。89在聘请DEC公司十大顶尖销售代表后，帕金斯将这些专家分散到全美各地，帮助惠普的销售人员给客户推销计算机。帕金斯回忆说：“销售实现了暴涨。我们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一个季度增长50%。”90与惠普公司政策一致，2116的发展由其所在部门资助。2116的成功促进了进一步的发展，帕金斯和2116团队进入了分时租赁市场，然后开始开发一个32位的机器，代号为欧米茄。

该团队遇到了两个问题：战略结构和技术复杂性。帕金斯说：“IBM卖了100多万美元的电脑类产品；我们想出了计算机2116的分时租赁版本，共售出约10万美元。”91这使得惠普与IBM在利润丰厚的电脑分时业务中竞争。惠普核心的测试与测量部门的高管非常担心并游说让惠普放弃计算机产品，因为IBM也是他们最大的客户。帕金斯说：“帕卡德决定下来告诉我要走出分时业务。他用了机器一会儿，问毛利是多少。我说，‘戴维，是75%’。他问，‘我们卖了多少？’我告诉他，‘迄今为止75～100台。’他给了我职业生涯中少数的几次微笑之一，并说‘我认为可以继续做’。所以我们继续做了。”92

但是，帕金斯的下一个项目遇到了技术复杂性，克服这一问题将付出代价和风险：“我们决定扩展到32位计算，为下一次技术的进步做好准备。我们不明白我们正在做什么。在我们开始进行之后，我们了解到开发成本惊人。”93帕金斯继续说道，“当时，每个部门都有望在发展中得到支持。尽管我们部门很大而且非常有利可图，但我无法将利润同时用于发展2116和新的32位欧米茄。我和比尔及戴维坐下谈，说我正在领导我们进入流沙，它将会失败，除非我可以获得数百万的资金来为机器制作软件。如果我不能在公司的帮助下获得资助，我将不得不取消它。”94帕卡德和惠普公司不愿意资助。

帕金斯被迫取消了32位计算机项目。他说：“有传闻说项目将会被取消，所以事情发生时并不震惊，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人们，除非我们得到外部融资，否则我们不能继续下去。我打电话给我们的团队，告诉他们项目被取消了。我们来挽救我们得到的东西。”95帕金斯解释说：“硬件回到下一代16位计算机。9632位操作系统上的工作被浪费了，因为我们不得不回到一个16位操作系统。我们不需要解雇很多人，因为我们成长得如此之快，但人们经历这个过程还是很艰难。大约一个月里人们戴着黑色的臂章。事后看来，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能够用公司资金来资助发展。”97帕卡德后来更加乐观。他写道，一些“爱好者”将项目保留在“实验室的后台”中，这项工作产生了低成本、非常成功的阿尔法系列16位通用（商业）计算机。98但是它还创建了第三条16位计算机生产线，命名为HP 3000系列，进一步分散了惠普的注意力，并产生了一个问题，这需要戴维和比尔的继任者约翰·杨花数十年来解决。

惠普并没有放弃电脑业务，但也没有成为领导者。公司在这项业务上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一位前高管回忆说，惠普意外地进入了电脑业务，花了20年的时间来制定了一个针对计算机系统的战略和组织结构。根据这一消息，惠普的一部分问题是，惠普不断将来自仪器业务的优秀人员投入到电脑业务。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与计算机业务的相互关联，除了网络业务中那些看到计算机系统业务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的人员以外。

惠普的计算机系统业务实际上与比尔和戴维的观点相反。帕卡德已经离开惠普去了国防部，在这期间惠普做出了一些该进入哪些业务的关键决定。一位前高管回忆说，帕卡德那时候并没有真正了解电脑；虽然比尔了解它们，但他不喜欢将其作为惠普的主要业务。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帕卡德从华盛顿回来时，惠普3000系列是无利可图的，惠普2100系列（从2116型号开始增长）有利可图，惠普9000系列（从9100台式计算器发展而来）也有利可图。这些系统都没有使惠普的仪器业务获得巨额利润。

惠普不断增长的电脑投资开始导致销售额的增长，将收入增长从正常的11%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提高到33%。到1975年，惠普预定额超过10亿美元（约为2015年的44亿美元），其中42%来自计算机产品。99由于多年来对计算机的增量投资，惠普的电脑业务已经和T&M业务几乎一样多。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电脑需要与T&M产品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尽管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惠普对权力下放的固执己见仍然很强。像大多数企业家一样，比尔和戴维都讨厌官僚主义，并珍视员工展示出来的真正对自己拥有项目或产品的个人责任感，也就是比尔·休利特所说的“小型经营单位的人情味”100。正如我们看到的，戴维和比尔认为产品部门是“惠普的基本运营单位”101。随着惠普制造更多的电脑生产线，对权力下放的偏见依然存在。惠普部门也自己制造，因此总的部门人数可能超过1000人。（后来，PC部门可以轻松地产生数十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但是他们仍只有不到100名的工程师。）每个部门，有些位于远离惠普公司帕洛阿尔托总部的地方，如科罗拉多州、华盛顿州甚至格勒诺布尔、法国，都有自己的研发、营销和制造组织。总部负责监督整体。

到20世纪70年代，帕卡德和休利特给他们的领导层带来了职业经理人的巨大冲击。事实上，总经理这一职位的自主性和受到的尊重使其成为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惠普高管的目标。一位非常成功的前惠普高管回忆说：“在惠普，真正荣誉的是总经理。这意味着你有自己的损益表，控制自己的营销和研发。有一种态度认为，真正有实力的人经营业务。”102惠普分部的模式非常自主，它包括产品、营销和损益责任。部门总经理将部门视为类似惠普内部的小型独立公司。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自主权，但是部门经理也承担责任。前惠普执行长克里斯托弗生动地回忆起几十年后记忆犹新的一次会议：“我的老板不能进行分部总结会，所以他请我代他。我是那里级别最低的一个。比尔·休利特、戴维·帕卡德、巴尼·奥利弗等领导人都在那里。”103克里斯托弗即将直接学习到由戴维·帕卡德实践当时在惠普的角色责任：“部门经理正在汇报。他的部门并没有达到12个月的工作目标。每个人都在礼貌地听。当他完成了财务汇报，但在完成整个报告之前，戴维·帕卡德说道，‘约翰，如果你无法解决，我们可以找到别的可以做到的人。’演讲继续进行。帕卡德做事一直很简单，一语中的指出问题，并告诉给相关人员。”104

对于表现良好的部门经理，比尔和戴维给予他们发挥的空间和监督，他们确实有自主权力。（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当惠普的一些后来的CEO声称对部门有权威时，部门经理感到十分震惊。）

但是，这不是计算机行业竞争的最佳结构。竞争对手，特别是IBM和DEC，都是按功能组织的，在20世纪80年代，它们的收入优于惠普。进一步的复杂性表现为这个时代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都变得越来越神秘，而计算机行业仍然相当垂直，这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商至少指定了大多数硬件和软件组件的设计标准。

这种分散的结构也没有鼓励精益运营。事实上，它有助于掩盖多个时代的不自觉的浪费。惠普的经理人经常在不同场合被不同领导揭短，但从来没有像1974年那样被召去严厉批评。资产管理不善、盈利能力较差，这些原因减少了1973年的奖金池。作为董事长的帕卡德和作为CEO的休利特都愤怒了，对自己的“有点软弱且疏忽”很生气，因为这样的事情对自己的经理们也十分生气。

帕卡德巡视了惠普的各事业部并严重警告，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戴维‘让他们见鬼’”的演讲。参会成员不能获得比这更简明易懂，或者更全面、更激烈的商业基础知识入门了。帕卡德回顾了他管理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盈利能力：“由于某种原因……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增加市场份额，我想要告诉你，这不是公司的合法管理目标，那会导致你做出错误的决策。”105

随后，帕卡德逐一剖析了1973年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收入增长还不够。他说，分析仪器显示出良好的盈利能力，但是医疗仪器和测试仪器的全线产品的盈利能力都令人失望。帕卡德强调了数据产品部门（惠普的计算机业务）会出现一个尴尬的问题：“1972～1973年，他们的销售额增长了99%，而税前收入也增长了75%。现在看起来不错，除了今天我想［沟通］的一个消息是让你的税前收入每年都要像你的销售一样快……在这样的标准下，所以数据产品的表现，尽管它在整体规模方面是壮观的，但并不代表我认为那是将来要保持这个公司稳健基础的管理。”106

对于公司的快速增长，应收账款和成品货物的销售额增长较快。更糟糕的是，帕卡德的主要评价基准——税前利润下滑了。帕卡德说，如果你把“计算器的销售数据抽出来看，我们的销售额增长了23%，销售额增长良好，但税前收入比1972年下降了8%。所以，先生们，这真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107（帕卡德所说的“计算器”是指惠普9000系列台式计算器；惠普的手持式计算器于1974年才推出。）惠普执行董事长科特·凡·伦斯勒（Cort Van Rensselear）记得，“在下一次管理会议上，我称赞了戴维解决这个问题的速度。他的回答是：‘困扰我的就是我必须解决的事情。’”108在1973年，尽管受到一些表现不佳的团体拖累，惠普在计算器方面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提振了公司。后来，基于RISC架构的计算机系统，特别是打印机业务也是如此。历史可能不会重复，但它会像押韵一样有特定的规律。

与董事会互动

不出所料，帕卡德和休利特组建了一个创始人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是由创始人尊重和认为合适的人组成的，但不一定对公司的业务和他们所依赖的技术有很强的理解。在帕卡德和休利特担任CEO期间，事实上只要他们自己是董事会成员，他们与董事会的互动就是有建设性的，因为其他董事会成员自然会倾向于两位非常成功的创始人的战略判断。休利特和帕卡德都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的董事会能成为公司战略的主要贡献者，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惠普高层管理人员的工作。有趣的是，为了确保他们各自的家属在他们离开后能继续参与公司工作，戴维和比尔将4名家庭成员放在惠普董事会里，这看起来不知道是否会增加价值。休利特和帕卡德解释说，在董事会增加这4个人将有助于他们学习业务。很明显，帕卡德特别不希望家庭出售他们拥有的惠普公司股票，因为他认为惠普将继续保持良好状态，并将永远持续下去——它已被认定为一个长久的公司。看起来休利特和帕卡德似乎也并不认为，强有力的董事会对惠普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总结：休利特和帕卡德对惠普成长的贡献

显然，创始人履行战略领导力的重要任务和他们发展战略领导力的能力，是帕卡德在他和休利特任职期间认定的关键成功因素：惠普在其仪器业务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能够动员其高管，并对员工进行排名和组织，形成强有力的团队，从而有效地应对竞争（惠普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失败，收缩或被收购了）；并专注于技术领域，公司的强大技术能力使惠普能够做出重大贡献。所有这一切使得帕卡德和休利特在共同的CEO任期内，为自己和股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惠普文化的重要部分——与分权结构概念相关的运营模式——在惠普主要是作为仪器公司经营时，效果良好，特征是在相当离散的技术中，并没有要求很重的跨平台研发投入。但计算机业务不断增长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惠普已经从电脑中获得了近一半的收入，这反映出公司战略的变化，这样已经进行了几年，但没有高层管理人员明确地制定公司战略，也没有明确理解其对公司运营模式的影响。惠普这种继续向电脑迈进的新企业战略，需要强大的跨平台研发投入和合作。然而，帕卡德和休利特仍然将惠普列为仪器公司。有趣的是，实际上是创始人创造出的真正的战略领导能力，而不是帕卡德和休利特本身，帮助惠普公司摆脱“单马马车”的命运，使其持续成长。果然，在创始人的接班人约翰·杨的领导下，当惠普全面投入到计算机系统业务时，现有企业文化的坚实部分的持续有效性将受到严格考验。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给两位创始人CEO高分，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能进行建设性冲突的战略领导能力，在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之间形成了互动，产生高度的承诺，并保持了资源的分配平衡以及公司的演化能力。在帕卡德和休利特的CEO任期内，惠普在戴维·帕卡德的三大关键成功因素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内部竞争而专注于外部竞争，同时寻找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新技术领域。我们还必须赞赏两位创始人CEO在公司里警告说，没有任何一代管理领导层能希望——甚至期待——设计公司的永恒命运。相反，为了避免由“百岁老人”来把公司作为“单马马车”，正如帕卡德最后一次向公司发表演讲说的，并确保惠普继续保持公司成长的过程，每一代惠普领导人都应该使下一代能够继续重新发现能让公司持续保持专注、长青和卓越的道路。休利特和帕卡德，特别是帕卡德，很快就会亲自体验到这个原则下生存的艰难。




        

第4章 约翰·杨加速进入计算机业务

初始条件

外部环境

在约翰·杨担任CEO的几年中，计算机行业一直由IBM和“七个小矮人”1占据主导地位，这七家小型计算机公司竞争IBM剩下来的市场。后来，经过一些行业整合，电脑市场的领导者被称为IBM和“BUNCH”2。BUNCH是IBM的五大主要竞争对手的缩写。BUNCH中的“H”是霍尼韦尔（Honeywell），而不是惠普（HP）。1978年，惠普公司的计算机产品收入仅为霍尼韦尔的一半，而该公司还只是BUNCH中最小的电脑公司。

在随后的几年中，组成BUNCH的这些公司无法跟上行业变化，进行了合并或逐渐淡出计算业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未能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计算机行业中发生的格局变化做出反应。其中一个转变是小型计算机的出现，“低价格、高功率、批量生产”的小型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比功能相近的大型机处理能力要差，但非常适合“在自己的商店和办公室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3这个市场是由有创新精神的数字设备公司（DEC）开创的，不过惠普成为小型机中“DEC公司最成功的追随者之一”。4

当时影响计算机行业的最大力量就是微处理器的出现。微处理器（有两个主要的风格，称为CISC和RISC5）开拓了一片小型计算机的天地，“在办公室中由个人使用，通过网络系统连接，并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处理软件应用程序。”6微处理器，特别是RISC架构的，为创造开发工作站提供了途径，这种工作站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最初使用的一种计算机，但随着软件的发展，他们迅速找到了一片商业市场。最初，大多数小型计算机公司基于自己的微处理器创建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工作站制造商使用RISC微处理器技术，并使用UNIX的不同版本作为其操作系统。7

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开发的微处理器（CISC品种）为全新的个人电脑（PC）计算机市场铺平了道路。在1979年，就在约翰·杨成为惠普的CEO之后，苹果II型个人电脑和家庭计算机的出现开始在这个时代崭露头角。当时，惠普是一家二级小型机制造商，赚取了它下一个最大竞争对手收入的一半。8

内部环境

到1980年，惠普公司董事长戴维·帕卡德决心使公司成为他曾经想避开的行业——计算机行业的领导者，他告诉高层管理人员：“如果要参与这项业务，我们就需要认真对待。我们需要成为第一大电脑厂商。这将需要25年。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9

这将是一个艰难的旅程。很久以来，帕卡德和休利特都对计算机技术抱有矛盾，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述，在1966年发布时，公司坚持将其第一台小型计算机称为“仪表控制器”，以避免激怒其最大的仪器设备业务客户IBM。10计算机系统业务需要高度协调和整合其许多组件，包括微处理器、操作系统和外围设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惠普非常偏好自主经营部门，它们与公司其他部门互动很少。而随着惠普进入计算机系统业务，20世纪60～70年代，不同组织之间与计算机相关的活动缺乏协调，这就导致惠普独立创建了至少三个不同但高度重叠的16位计算机系统。第一个电脑生产线主要集中于工程应用，第二个关注制造业，第三个则是商业用途。这使得惠普在计算机方面的投资分散在多个系统中，而且惠普的业务规模当时还远低于该行业的竞争对手。惠普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试图通过HP 3000全力以赴地进入计算机系统的市场业务，很显然，许多分散化的管理原则有助于惠普在测试测量仪器仪表业务上取得成功，其中一些被认为是惠普之道的一部分，但这也造成公司在与当时垂直整合的计算机大型企业进行系统业务的竞争时，工作表现不尽如人意。

这是约翰·杨在成为惠普CEO时所面临的局面。杨的任务十分艰巨，两位创始人的工作需要他去履行。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已经是硅谷的象征，并且非常受公司员工的欢迎。在当时CEO过渡期间还是一名初级主管的惠普资深人力资源总监苏珊·鲍维克（Susan Bowick）回忆说：“就像当时的旧金山49人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乔·蒙塔纳（Joe Montana）退休，粉丝们对史蒂夫·杨（Steve Young）的替补出场嘘声一片一样。”11“领导层非常模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2惠普的高管们，如比尔·特里（Bill Terry）、迪恩·莫顿（Dean Morton）、保罗·艾利和理查德·哈克本，至少在处于低级别位置的鲍维克看来，他们才是当时事实上的领袖。13

约翰·杨的战略领导力：概述

然而，约翰·杨才是使后来惠普计算机业务走向成功的领导者。这位时年46岁的英俊CEO棱角分明，看起来像是由总部量身定制的CEO。杨一直在公司工作，当他被任命为CEO时，在惠普已经是有20年经验的资深人士了。杨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后，又获得了斯坦福商学院的MBA学位，在美国空军服役后不久在1958年加入了惠普。他是典型的数字驱动型管理者，有些人说他冷漠，其他人则表示他内敛、执行力强。

当杨接任CEO时，惠普是T&M设备的领先制造商，但在计算机行业中却不及中游水平。由于他比帕卡德和休利特更早地认识到了计算机系统对惠普未来的重要性，约翰·杨准备在这项业务上冲刺追赶。经过多次对惠普成为计算机领导者后利弊的讨论，帕卡德和休利特同意了他的想法。在杨的任期最后，惠普是领先的计算机系统供应商，是台式打印领域的领先者，同时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仪器制造商。

就战略钻石框架（见第1章）中确定的关键战略领导任务方面而言，杨为计算机业务制定了明确的战略：允许公司建立起市场导向的具有鲜明特色能力的差异化产品定位，其中包括雇用一个在飞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领域有远见的、领先的专家乔尔·伯恩鲍姆。杨强调战略行动要与新的计算机业务战略相结合。

关于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要素（见第1章），杨的表现有些复杂。首先，他的战略领导机制努力保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的有效整合——这在惠普的T&M业务和新兴的打印机业务中表现良好，但在需要更强大的自上而下战略领导力的计算机业务方面却逊色不少。结果，在其计算机系统业务中，建设性冲突与步调一致体制（lock-step regimes）的协调越来越不稳定。

其次，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惠普在数十年来一直服务于企业客户的方式，开始与越来越关注电脑产品和系统的新公司战略形成摩擦。最后，杨无法解决日益增长的冲突。

再次，在杨的任职期间，适应性和可演变性继续保持平衡，新的CEO实际上将战略资源配置增加到了长期、基础研究与开发上。

最后，杨和创始人所在的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最初是支持性的，但是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变得微妙，帕卡德和休利特对于组织变得日益复杂越来越不满意。杨强调要在电脑业务上保持战略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杨的战略领导。

约翰·杨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重新定义企业战略

在杨接管CEO时，惠普几乎一半的收入都来自销售电脑。然而，惠普在电脑中产品市场的地位是非常落后的第13名，并且其在计算机科学和相关技术领域的独特能力也落后于其他做计算机业务的竞争对手。惠普当时并没有想实施成为计算机系统领导者那样的明确而又引人注目的战略。公司有两种不同的小型计算机生产线和一项台式计算器业务，所有这些都使用不同类型的16位处理器。每个计算机系统都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和不同的网络系统。14维护多个软件和网络架构的高昂费用和技术难题对于惠普而言十分困难，而这些问题对于同在电脑市场上竞争的其他计算机厂商来说要小得多。

此外，惠普不同的计算机业务之间也没有有效的协作。惠普计算机业务的大多数高管来自公司的仪器部门。公司内部创建了几个独立运行的计算机平台，这也说明了在创始人担任CEO期间，高度创新和强大的自下而上的战略流程非常到位，但这也表明战略行动不符合明确制定的企业战略。杨说：“这些平台都是独立的，就像仪器部门一样。它们自负盈亏，有自己的损益表。但即使你汇总了所有这些，惠普在世界范围仍然排在计算机制造商名单最后，例如排在富士通这样的巨人之后。公司已经承受不了比现在更多的独立系统了。”15

但另一方面，退出计算机系统业务或让其自生自灭的做法并不让杨感兴趣，他指出：“我们大多数计算机用户同时也是重要的仪器客户。所以你想，天哪，你不能让所有这些人失望，因为他们是好客户，我们和他们有很好的关系。”16杨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要留住这项业务：“很显然我认为计算机系统将会是公司的未来，因为这块市场是如此之大。”17杨清楚地看到，退出计算机业务将让重要的仪器仪表客户失望，也会丧失掉惠普实现继续增长以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与股东的机会。

惠普的问题还在进一步复杂化，它关键的小型机竞争对手，像DEC和通用数据公司，刚刚推出了32位运算的机器，这些计算机可以处理两倍大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大概是当时惠普电脑所使用的16位微处理器的两倍。惠普在其产品目录中没有真正的32位机器。多年前，其打造32位欧米茄系统的项目已经被帕卡德取消掉了。杨表示：“我们称HP 3000为32位机器，但实际上仅仅是两个并行的16位处理器。”18这款不如16位机简洁的机器让惠普的业务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很明显，如果不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公司将会长期亏损。杨回忆说：“惠普实验室的计算机系统没有进行更先进的研发。因为惠普实验室主管巴尼·奥利弗讨厌计算机系统。”19

HP 3000的产生与发展

惠普于1968年开始开发HP 3000，并于1972年推出了第一个版本。这是惠普第一款专注于商业数据处理市场的小型机。HP 3000是一款“多功能小型计算机”，“是比其竞争对手能进行更广泛应用的通用计算机。”20不过HP 3000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十分曲折。前惠普执行官埃德·麦克拉肯（Ed McCracken），后来担任高性能计算机制造商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的CEO，在HP 3000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麦克拉肯获得斯坦福大学MBA学位后于1968年加入了惠普。麦克拉肯拥有爱荷华州立大学电气工程的本科学位，并熟练掌握了当时还很年轻的学科——计算机科学。麦克拉肯回忆说：“当时我们在电脑业务上并不成功。惠普在电脑项目中招募了一连串的管理人员，其中大多数来自惠普公司以外的地方。”21但他们没有持续很久，麦克拉肯说，因为“他们不是特别好的经理或技术人员。他们的自尊心挡了路。每个人都被替换了。那是保罗·艾利在1973年经营业务的时候。”22惠普公司的这名高管艾利以其强大的个性和高效完成工作的能力而闻名。在他到惠普的微波仪器部门负责研发之前，他曾与杨一起工作过。在这个时候，艾利对惠普的影响力只在约翰·杨一人之下，当然除了创始人之外。惠普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理查德·哈克本，在职业生涯15年的时间里，曾在艾利手下做过不同的工作，他说：

在日常事务处理方面，保罗是让我学到最多的人，他完全贯彻落实了戴维和比尔的管理哲学。他是一位优秀的导师，教我如下重要的经验教训——如何将发展项目集中在满足用户需求的贡献上；如何设定艰难但可行的团队目标；如何把能量和承诺带到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上；与关键客户会面并得到用户反馈的重要性；作为总经理，重视全面业务的各个方面，包括财务业绩。23

哈克本学到的这些经验将在20世纪80～90年代他负责运行打印和个人电脑业务时运用到，这大大丰富了公司。

艾利和他的首席副手麦克拉肯在HP 3000的一个非常失败的项目发布后开始着手修复。他们的第一个订单是召回已经发货的型号。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麦克拉肯说：“我退款了，拿回电脑。其中有许多情况是，因为客户做出了购买HP 3000的错误决定，其职业生涯从此在其组织内部泡汤了。我记得几个客户因此而哭泣，其中一些还纠缠着我们。一两年后，我们做到了善待他们。”24这只是在麦克拉肯发现计算机的软件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而引起问题之后出现的，但是它的制造一反常态地马虎。麦克拉肯回忆说：“在HP 3000中，设备和电路板紧紧贴合在机架中。一天我在制造车间里走动，发现有人拿着锉刀和锤子。他们用这些来确保板子可以滑入机架，所以我们运送它时机架会移动。把它们合上后，还会间歇性地出现问题，但人们以为是软件出了问题。可是这实际上是一个硬件问题。”25麦克拉肯解释说：“当时我们有这样的哲学，只要它能成功运行就可以出厂。而正确的哲学是试图让它破裂；如果你不能，再让它出厂。随着这个在制造方面简单的变化，我们消除了80%的问题。”26

当HP 3000的问题得到解决时，这个型号的电脑在商业数据处理市场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与当时经常购买惠普产品的科学家或工程消费者不一样的市场。麦克拉肯说，解决这个市场并不是他、他的老板艾利，或老板的老板约翰·杨正式决策过程的产物：“就像惠普的很多事情一样，销售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HP 3000计算机是由知道商业市场所在的人设计的。这将是科学世界的一个可怕的电脑。它没有针对科学计算进行优化。它基本上是美国伯勒斯公司（Burroughs）设计的电脑。”27

与此同时，数字设备公司（DEC）正在设计其VAX系列电脑，麦克拉肯表示：“这是一台非常现代的技术型机器。”28虽然功能强大的VAX是32位机器，而HP 3000只是16位，但麦克拉肯说，“HP3000足够好，能让我们在商业市场上击败VAX。原因是惠普在市场上的声誉以及我们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这几乎立刻发生了。当我在1985年离开惠普时，我们相对于VAX业务的收入有约20亿美元。我记得DEC公司的VAX业务收入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29

随着成功的仪器业务开始与相对较不成功的小型计算机业务竞争资源，同时也与几年后快速增长的打印机业务不断竞争，显而易见的是，公司战略与战略行动相配合的挑战，以及其产品的市场地位和差异化的能力，使得约翰·杨和惠普的领导团队越来越受到困扰。

建立惠普在计算领域中的独特能力：招聘乔尔·伯恩鲍姆

惠普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造电脑。它的电脑主要是自主设计，且还没有引进许多有经验的计算机科学家。惠普的招聘政策强化了公司对计算机系统业务的狭隘态度。杨决定，如果惠普将要成为电脑业务的领导者，那么它将不得不更好地了解创建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最新技术。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定位惠普实验室的大部分研发工作，专注于开发计算机体系结构。杨说：“我和那些在惠普实验室领导大团队的负责人谈了一番话，说，‘伙计们，你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再获得更多的资金了，事实上，我还要从你们这里拿走一些，人们将不得不吸收它，并用来构建‘惠普实验室新的32位架构’的主要部分’，我们也确实是那样做的。”30

杨在惠普没有看到任何拥有计算机架构经验的人，他认为需要引导公司进入32位世界以及实现更高的目标，所以他寻找了惠普以外的人才。杨将他的目光投向了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他在计算机架构上做了有趣的工作，但似乎被原雇主忽略了。1978年，有一点讽刺的是，杨聘请了IBM的实验系统负责人乔尔·伯恩鲍姆（Joel Birnbaum），正是那家戴维·帕卡德一直担心惠普进入电脑业务而会得罪的IBM公司。42岁的伯恩鲍姆被带进了惠普实验室负责计算机架构驱动业务。

领导惠普计算机产品线之一的罗伯特·弗兰肯伯格（Robert Frankenberg）表示：“在乔尔到达之前，开发惠普下一代（32位）计算机架构的竞争开始了。各方（16位）领导人努力说服别人采用他们的版本。最后观点是这三个竞争系统中有一个将占上风。”31每一方都将自己定位为正确的前进方向，并相互竞争资源。弗兰肯伯格说：“这三家公司中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被视为计算机家族的前进之路，前提是每一个都需要拥有下一代32位系统。每一条生产线，都在尝试创建一个32位或更大的新架构作为增长的路径。但所有人都知道，杨也很清楚，惠普无法承受将这三条生产线都转换成32位架构。”32

将惠普转变为可以与IBM、DEC或日本巨人如富士通等竞争的世界级电脑公司，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当时惠普的总销售额约为20亿美元。在1983年，惠普的收入在仪器和电脑之间几乎平均分配，但大部分利润来自仪器业务。这引起了惠普高管的尖锐反对。乔尔·伯恩鲍姆回忆起在加利福尼亚州圆石滩举行的年度总经理战略会议，那是在他为惠普工作的第一天发生的。在他第一天工作的第一个小时，伯恩鲍姆听到了领导仪器事业部的比尔·特里（Bill Terry）站起来说话。伯恩鲍姆回忆说：“特里似乎对大量占用惠普公司利润的计算机业务人员感到厌烦，公司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协调的战略。”“特里说，‘好吧，那我们可以把计算机事业部看成是准备好、开火、瞄准’。”33伯恩鲍姆认为这个描述相当准确，因为计算机部门的努力是独立的，像开发自己的处理器、操作系统、编译器和网络设备这些。伯恩鲍姆继续说，“但是仪器事业部可以被描述成准备好、尽量准备好、完全准备好，因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花了很长时间。他们通常是各自市场的领导者。他们觉得他们的卖点是质量，而不是上市时间或低价格。冲向市场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加上仪器市场变化缓慢，与计算机世界快速的产品周期形成了鲜明对比。”34

伯恩鲍姆很快了解到，惠普与IBM相比有很多非常不同的地方。“我来到惠普，人们用握手约定和协议来做事情，而不是用谅解备忘录。人们相互喜欢和信任，这令人如此耳目一新。制造与研发之间几乎没有矛盾，很令人愉快。”35但是，当惠普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时，对于伯恩鲍姆而言事情变得不透明，“领导人会说，‘我们得更好地想一想。’然后3个月过去了，一些决定可能已经做出了，但更多情况下是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不知道谁做了这个决定，以及怎么做的。”36

经过技术审查和辩论后，伯恩鲍姆得知艰难的决定不是在会议室里拍板的，而是在社交或运动场合，就像一个黑箱：“所有这些决定是在个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基于你以前持续的表现，通常在像帕洛阿尔托俱乐部或高尔夫球场、帆船船舱等这些社交场合。这是基于个性和信任，而不是逻辑或事实依据。”37为了能早日进入这个圈子，伯恩鲍姆问一个惠普老手如何加入。伯恩鲍姆得知他必须获得会员资格。“我就被告知，在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就，而且真正给公司赚到了钱并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不需要申请，你会自动成为一名会员。”伯恩鲍姆说：“最后我也成了会员，但是花了10～15年。”38

弗兰肯伯格说，伯恩鲍姆带给惠普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他对各种相互竞争的计算架构争夺惠普资源的看法。“有一件事让约翰·杨对乔尔感兴趣，他认为乔尔可以用让其他计算机业务负责人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乔尔可以解决公司发展出的宗教般的热情。”39伯恩鲍姆说：“所有惠普的计算机线最开始都是成功的，因为它们是由优秀的工程师设计的。”但他解释说，“问题在于软件负担：每台电脑系统都具有不兼容的软件。我们一次有20多个不同的软件合作伙伴。保持与现有标准兼容的成本非常高，但更昂贵的是这些系统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共享硬件或软件。”40

伯恩鲍姆曾担任IBM研究小组的经理，最早开始研发出第一个简化的指令集计算架构（RISC）。IBM长期以来一直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个研究项目，并且没有及时利用它，这使伯恩鲍姆感到沮丧，并且跳槽来到了惠普。弗兰肯伯格说：“乔尔带来了很多专业知识。他在惠普的工作是要创建RISC架构。他将致力于评估惠普现有产品未来的替代品，并决定采取哪种方式去开发。”41

伯恩鲍姆知道，当他来到惠普时，他需要经历所有系统竞争的过程，特别是因为他还是一个局外人。42虽然这样，伯恩鲍姆和他的团队（其中许多是来自IBM的追随他的人）仍在惠普实验室探索开发了一个名为光谱（Spectrum）的基于RISC架构的代码结构。

改变惠普在计算机行业的产品-市场地位

当需要选择一个计算机系统将惠普公司重新定位到32位市场时，杨最终不得不在两个新架构之间做出决定：“愿景”（Vision）是由HP 3000团队开发和倡导的架构，“光谱”是由伯恩鲍姆在惠普实验室中创建。（最终选择“光谱”命名，是因为该体系结构旨在解决惠普在各种计算机上运行全谱系应用程序的问题。）伯恩鲍姆说：“在“愿景”和“光谱”之间做选择对杨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他在赌这家公司的未来。”43杨最初选择了“愿景”。伯恩鲍姆说，杨向他解释说，“‘愿景’项目的那些人整天在我眼皮底下活动（指他们表现很好），他们过去已经向我证明了自己。他们告诉我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44在有些情况下，杨是把他“眼皮底下的人”放在首选角色，首先将他们分配给了“愿景”项目。他了解他们，信任他们，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杨在“光谱”项目上为自己增加了一个选项。伯恩鲍姆说，杨告诉他，“我可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们全速前进，就像准备弯道超车一样。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资源，就告诉我。”45

伯恩鲍姆认为，惠普的“愿景”计算机架构将无法正常工作，因为他在IBM曾经遇到过类似失败的项目。然而，伯恩鲍姆有严格的保密限制，在他的IBM离职面谈中，公司前首席检察官、前美国总检察长毫不含糊地向他宣读了这一条款。这阻止了伯恩鲍姆在惠普告诉他的新同事，为什么他们正在尝试的“愿景”项目最终不会奏效。在技术审查过程中，伯恩鲍姆与“愿景”团队就像站在同一条钢丝两端的对立方，伯恩鲍姆没有告诉他们不应该怎么做，而是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伯恩鲍姆知道“愿景”遇到了类似于他在IBM看到的问题，当时IBM公司以10亿美元尝试构建类似于32位计算机架构但失败了。“愿景”团队对伯恩鲍姆谨慎但是尖锐的质疑做出了回应，但这并没有让他觉得有信心，伯恩鲍姆不认为惠普“愿景”团队能在IBM的前车之鉴下取得成功。

伯恩鲍姆没有向杨寻求更多的开发资源，而是要求在设计制造方面提供支持，以及需要一些营销人员来确保新的、尚未完成的“光谱”系列计算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伯恩鲍姆说：“我告诉我的团队，杨会支持‘愿景’项目，但他很紧张，也想要让‘光谱’项目准备好，万一‘愿景’没有成功，我们能顶上。这让我的团队变得干劲十足。”46最终，伯恩鲍姆被证明是正确的。伯恩鲍姆说：“‘愿景’项目死于自身的负担。最终公司决定砍掉‘愿景’项目，但至少已是在本该放弃的一年后了。这不是称之为决定。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真的搞砸了。”47

因此，“光谱”成为惠普的32位架构平台，开始应用于惠普精密架构计算机（HP PA/RISC）时，在公司开始变得出名。计算机行业也会看到RISC与CISC两种体系架构在接下来几年里的竞争。惠普当时最直接关心的是其HP PA/RISC技术还远未准备好推向市场。为了使这些系统在服务器和工作站的多个产品系列上运行，惠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说HP PA/RISC项目将惠普的整个计算机系统业务置于危险之中，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也不是一个刻意的含有恶意的双关语。

战略行动

1987年，为了将基于PA/RISC的惠普新操作系统推向市场，公司为项目新增了一个新人手。约翰·杨安排威姆·罗兰茨做项目负责人，他曾建立了网络事业部，并有“可靠的救火队长”的声誉。罗兰茨说：

HP PA/RISC是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拥有全新的软件。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故障之间的平均时间约为2小时，这意味着系统每2小时崩溃一次。它的商业化还没有准备好，但系统已经被销售给了客户。我们的计算机业务完全崩溃了几个月。48

罗兰茨被选拔出来，负责管理涵盖惠普大部分计算机系统产品的商业系统集团（CSG）。这是约翰·杨为提高标准化而努力的产物，其中包括HP PA/RISC，以及在计算机系统方面的努力。这个举措并不受欢迎，因为许多计算机部门失去了在架构、操作系统和网络上做出选择的自由。

同时，杨正面临着“愿景”项目和光谱项目技术的不确定性，他也不得不应对严重的管理摩擦，因为他试图重塑公司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全新的跨多个产品线的32位架构。杨组建了一个单一的计算机组织，由约翰·多伊尔（John Doyle）负责运营，并整合到惠普的各种计算和网络工作中去。网络业务由理查德·哈克本管理，他在早期的管理轮换过程中接手，惠普明星高管保罗·艾利在离开计算机事业部后也离开了公司。艾利的离开可能是惠普长期以来最明显的行政离职，但还有其他几位高层管理人员离职，被视为不能或不愿意应付经常变化和日益复杂的计算机事业部。

哈克本很高兴在网络业务上摆脱了自己的职责，因为这让他可以专注于他的打印工作。1984年，爱达荷州博伊西的打印机部门推出了激光打印机，在哈克本的指导下为惠普公司创造了一项重要的新独立业务。随着PC市场的快速增长，这个小组的收入和利润（以及哈克本在公司的影响力）很快飙升。但是现在，弄清楚如何管理惠普不断增长的复杂业务是困难的。杨说：“这很痛苦。在此期间，与增长同时发生的是组织转型，他试图让其余的东西保持在一起。位于博伊西的哈克本开始分类整理公司所有的外部设备业务，并集中精力消除部门隔阂，逐步形成合作的系统化组织。那些年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痛苦的工作。”49

将HP PA/RISC推向市场对于惠普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此之前，惠普需要进行重大的组织变革，惠普要把自己从作为一家也可以制作计算机的仪器公司，成功转变为一家计算机系统公司。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与惠普的传统分部门作业相冲突。虽然这种工作可能看起来像“管道工程”，但是很难得到正确的处理方式。而且杨和他的团队做了几次尝试，其中许多尝试都失败了，这对于惠普和杨的成本很高。（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章后面的“悬而未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第一台基于HP PA/RISC的计算机在1986年年初出货。此时，惠普刚刚开始从激光打印机的成功中获得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和定期的利润。几年后，惠普的喷墨打印机开始变得非常成功和有利可图（参见“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除了T&M业务的利润外，来自新打印业务的利润资助了惠普在创建HP PA/RISC计算机系统方面的工作。这些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与运气的结合（电脑对打印机需求的爆炸性增长）和战略认可（哈克本注意到静音、非击打式打印机将会受到企业和消费者的热烈欢迎）。但是运气和管理的重心也只到此为止。

个人电脑革命在爆发前已经酝酿了好几年。惠普的工程师，后来成为苹果公司共同创始人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为惠普公司提供了后来在1976年成为苹果Ⅰ型计算机的设计。但当时被惠普拒绝了。50在杨担任CEO的时候苹果Ⅱ刚出现在市场上，而在他专注于HP PA/RISC项目时，PC市场正在快速增长。惠普确实在杨的努力下进入了个人电脑业务，但除了将HP 3000作为个人电脑的智能终端进行销售外，该公司的电脑业务在他任职期间并没有取得成功。当杨被问及他是否有更大的进军电脑业务的动机时，他说“不”，进而补充说：“除了系统，计算也会列入考虑范围。”51即使电脑可能提供给惠普新的增量增长，但杨却并不喜欢个人电脑的新兴行业结构，特别是当时的微软和英特尔实施了许多限制。

约翰·杨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成功开发HP PA-RISC，杨不得不以牺牲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为代价，采取加强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的体制，以及集中销售、营销和研发的战略。他也不得不利用由测试测量业务以及1984年起步、非常成功的、自下而上的打印机业务所产生的财务资源。这种驱动是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在计算机业务上的“步调一致型”战略领导能力，它与“惠普之道”的企业文化的许多方面是对立的，不过仍然受到戴维·帕卡德、比尔·休利特及其大多数副手的欢迎，特别是仪器业务和快速增长的打印机业务的副手，实际上在他们的部门仍然运行着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强大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杨必须克服这些严重的战略、组织、文化和技术挑战，因为他承担了他和帕卡德“上马”计算机的任务。正如下一节进一步讨论的那样，这导致了新的面向计算机的企业战略与现有企业文化要求之间的巨大冲突。

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

在杨领导的时代，惠普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过程在打印机上产生了大量新的独立业务。这成为公司几十年来最有利可图的商机，同时也提供了新的理念萌芽——网络将成为潜在的独特新业务，尽管高管层对计算机业务的支持能力较为有限。戴维·帕卡德本人重视自下而上的领导，他告诉一位高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公司。你有一些关心公司的人，他们会发明出优秀的产品。当你的产品很差时，他们会发明下一个伟大的产品。”52的确，打印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网络也可能仍然会成为惠普伟大的业务。

在某些方面，惠普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在打印机业务上努力，因为打印机能够制作数字和简单的图形，可以插入到HP 524测量设备中。53公司在1958年收购了x-y绘图仪制造商莫斯利（Moseley）之后更全面地进入了打印机市场。但是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Inkjet）能取得现象级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惠普2680（Epoc）打印机，该打印机于1980年推出。该设备只能连接到HP 3000，打印清晰的文字和图形，但它和冰箱的大小差不多。价格在12.5万美元左右（在2015年相当于超过36万美元），不过与施乐和IBM销售的竞争设备相比，实际上是比较便宜的。54但是后来负责惠普非常重要和有利可图的打印集团的理查德·哈克本表示：“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谈论创新时，Epoc使得博伊西的工程师以及产品营销人员这样想，如果我们能够获得Epoc在台式打印机中的能力，那才是真正的赢家。”55

在惠普创建打印业务：迪克·哈克本

想要在桌面上放置一个声音小、高品质的打印机，有两项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一项来自惠普实验室，另一项来自日本复印机公司佳能。哈克本说：

我们对佳能公司提到了台式打印机的想法。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小型的个人复印机。不是打印机，而是个人复印机，使用可拆卸的墨粉盒。这将是一个小而便宜的台式机。他们说他们会想到一种可以整合集成激光打标装置与复印机装置的方法。

1983年，他们将原型机带来给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有兴趣出售相关的技术。他们说：“我们知道复印机，但我们不知道电脑打印机，我们没有分销渠道，也不知道软件、驱动程序、打印机界面语言和控制器。也许我们应该聚在一起做这件事情。”

当我们看到它时，我们的思路就被点亮了。这将会带来很大改变。我们在1984年推出了第一台惠普激光打印机（HP LaserJet）。佳能设计和制造了打印引擎。惠普设计了控制打印机的命令语言和电子产品。惠普提供驱动程序，以便PC可以与打印机连接，并与第三方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合作。56

当日本和博伊西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惠普实验室也正在开发自己的廉价打印技术。后来成为惠普的喷墨打印技术，与激光打印（LaserJet）技术截然不同。这两种技术为不同行业的买家提供了廉价的打印方式。哈克本说：

当我们在1984年推出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时，我们决定在台式机上进行打印革命。我们知道革命将围绕着非击打式打印技术。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在电脑上打印，你必须使用一个菊花轮打印机，那是IBM电子打字机（Selectronic）的变种。全是铅字，缓慢且噪声大。或者你也可以使用串行点阵打印机，这方面日本人是领导者，它基于他们在大量设计和制造小型精密机械零件方面的经验。不过点阵式打印机噪声也很大，字体也不那么美观。

其他公司掌握这些台式打印技术已经有一段时间。而惠普没有做出任何积累和贡献。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些基础上有两个基本的转变，这两个基础都是基于非击打式打印的：激光打印（LaserJet）技术，用于高档桌面打印；喷墨打印机用于中低档桌面打印。它们是打印速度快，噪声小，价格便宜。它们可以作图，这是我们从Epoc打印机中学到的。不仅如此，喷墨打印机将来会有一些颜色。我记得这个情况符合比尔·休利特12年前给我的“加固山丘”（fortified hill）的建议。现有台式打印机的“山丘”已经被其他成功的公司所占据。但惠普可以通过听取休利特的建议来创造新山丘并占领，一种是激光打印机，另一种则是喷墨打印机，我们可以拥有这些——简而言之就是改变游戏规则，这将形成数十亿美元的市场。实现对大型战略承诺的基本要素是具有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而在正确的技术上下注。随着佳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相信随着这项技术在未来几年的不断发展，我们将会在激光打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喷墨打印而言，惠普率先开发出了可更换的墨盒（带有集成头），将喷墨打印机从已占领的细分市场引导进主流市场。此外，很早以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喷墨打印技术能够以与半导体“摩尔定律”类似的速度提高打印性能。

我们将整个打印机战略重心放在非击打式打印上，我们认为它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这体现了我们的战略眼光，使得我们的经理关注公司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对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巨大的动力。员工可以真的感觉到自己在为台式打印做贡献。而所有这一切感觉的基础是电脑市场将是巨大的，这个市场需要创新的打印机。57

但这两种不同的打印机技术需要两种不同的商业模式才能运行。哈克本观察到：

它们都属于在零售渠道销售的打印机产品线，但它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你必须这样管理它们。激光打印机是一个高度杠杆化的商业模式。我们没有做工程或制造。因此，这是毛利率低的业务。我们必须保持低运营成本，实现良好的净利润。所以少量的打印机相关的工程工作完成后，营销和管理成本要得到严格控制。我们也必须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销售渠道。激光打印机商业模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是它完全依赖于和佳能的重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佳能是激光打印机的专家（基于其复印机技术），惠普拥有计算机知识和大量销售与营销的能力。成功正是源于两家世界级公司的联手合作，在能够妥善管理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方式。由于两家公司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我们共同分享了数十年的惊人成就。

惠普的喷墨打印机更为典型，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垂直整合的业务。我们开发了自己的技术，从打印头一直到打印机。这是毛利率高的业务，特别是在喷墨打印头方面，这对于所有的工程和资本投资来说都是必需的。虽然喷墨打印机（Inkjet）团队没有激光打印机中惠普/佳能那种主要战略合作伙伴的复杂性，但他们确实有重大的内部组织协调挑战。喷墨技术和制造中心必须与使用其设备的打印机部门紧密合作。

两种打印机产品线都是优秀的利润来源，但其业务模式从根本上不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相应地进行管理。我们并没有将这种复杂性带给运营团队。他们仅专注于一种商业模式。但是，我的高级管理团队必须牢记这些不同的商业模式。58

激光打印机立即取得了成功，喷墨打印机也因提供低成本彩色打印，紧随其后迅速发展。以前的惠普高管史蒂夫·戈莫（Steve Gomo），当时是哈克本外设集团的计算机产品团队的负责人，他回忆说：“迪克保持了与佳能的关系，并为激光打印机提供了一些研发经费，但是他最大的投资就是选择了喷墨打印机。”59这是因为惠普不得不与佳能公司共享激光打印机的利润，而惠普则保留了其本国喷墨打印机技术的大部分利润。据估计，长久以来，惠普的喷墨打印头——喷墨墨盒的核心元件，获得了75%的净利润。60哈克本学会了将打印“耗材”如碳粉盒和纸张的利润分平台核算，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惠普打印部门的整体利润。这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剃须刀+刀片”的商业模式，但将其成功地最大化，还得归功于哈克本确实调整了惠普传统那种严格孤立的独立部门。哈克本调整了惠普公司传统的部门模式，以适应打印企业的需求。这种修改是惠普快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这也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参考，与杨在为计算机系统业务寻找新的组织模式的尝试中所面临的许多组织挑战相比。

20世纪80年代以来，打印机销售随着电脑业务的起飞而上升。有助于惠普在打印方面取得成功的事实是，无论电脑制造商是谁，惠普生产的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Inkjet）都可以连接到任何PC。但是，这一点最初引起了一些惠普高管的反对，他们反对惠普出售可以连接到非惠普电脑的打印机。杨拍板决定了下来。纳德·巴恩霍特说：“约翰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多年来，我给了他有关惠普成功的很多赞誉。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销售的打印机可以与非惠普电脑相连。然而，由于惠普的电脑业务当时仅占市场份额的3%左右，约翰支持我们让打印机与其他电脑进行连接。约翰才是在打印机、UNIX系统、HP PA/RISC平台甚至个人电脑上有关键影响的人。”61

在杨的战略领导力体制下，惠普成为一家更加多元化的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测量设备、商业和技术性的计算机系统、台式打印和个人电脑。虽然这些业务都有独特的业务模式，也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管理，不过电脑和打印机还是在约翰·杨的任期结束时给公司带来了近四分之三的收入。在他领导期间，惠普公司收入从18亿美元增长到超过160亿美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驾驭。

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

成功的文化-战略互动

惠普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是工程师文化，因此从佳能直接获取的技术卡在了一些惠普高管的喉咙里。哈克本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参加的那次董事会会议。在我们推出激光打印机几年之后，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次我被要求向董事会介绍惠普的打印机业务，因为这对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的演讲中，一位执行官表示‘激光打印机不是真正的惠普业务’，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的研发强度只有2%。惠普的业务一般是8%的研发强度。’这是以仪器模型为基础的，我解释了为什么打印业务的研发投入强度较低。他说，‘你永远也无法使自己脱颖而出’。我看着帕卡德，他说，‘你们这些在博伊西的员工（激光打印机部门）只管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情吧。’”62

哈克本说：“核心问题是人们将惠普之道的企业文化与仪器模型联系在一起。他们并不理解惠普之道其实是由一些原则和实践做法构成的。在我读过的所有有关惠普的书中，我都没有看到有谁提到这一点，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它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业务。”哈克本继续说，“我在几年后与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谈话时，他们表示绝对同意。”在帕卡德的书《惠普之道》中，他提到HP 35计算器（1972年引入）要求该公司接受一些新的业务实践，但它们仍然是“惠普之道”的基本核心。12年后，随着惠普激光打印机的推出，相关商业模式再次需要一些新的惠普实践，但惠普之道原则是一样的。63

惠普在打印机方面的经验，帮助它了解到如何解决仪器业务面临的两大业务模式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平衡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InkJet）的基本业务模式；第二个是如何衡量打印机硬件部门在供应商利润和总利润最大化方面的努力。惠普在打印业务的工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事实上，在有些年份，包括喷墨打印头、激光打印机墨粉盒、纸张和其他耗材在内的打印耗材曾占惠普利润的100%以上。（这意味着惠普的其他所有业务在某些季度甚至出现了破产或亏损。）

战略性地改变惠普文化：约翰·杨

杨的任期特点可以被归纳为战略、组织和技术的转型。也许是因为技术可以通过物理规则和行业标准来描述，而人类的本性则是反复无常、难以指导的，他似乎对他所实施的战略、组织和文化变革感到自豪。杨说：

我记得与工程师的争论，他说如果我们不发明这个特定的应用程序或组件，那么它们不会是真正的惠普产品。这么想是愚蠢的。我不得不将这些演讲1000次：你如何在基于标准的世界中做出贡献？这才是最根本的想法。必须贯彻惠普之道的思维方式。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改变组织结构。惠普使用了一种特许经营模式。部门经理都认为他们是伟大的企业家，但实际上他们是加盟商（franchisees）。

多年来，为组织制定一个系统，创建一个奖励制度，并使你的工作可视化，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64

在约翰·杨的任期内，惠普还将自己急剧地转型为“更像是营销公司”。65离开惠普近20年后，杨沿着x轴和y轴的框架绘制了一个曲线，并说，在早期，整个20世纪50年代，“惠普几乎100%的零部件都是自己生产。我们必须做我们自己的打印电路板。如果你想要金属板材弯曲，惠普的金属弯曲机将替你完成。如果你想要喷涂，那么你必须去惠普的涂料油漆店。如果喷涂匠在前天晚上喝醉了并在睡觉，你必须去找他，否则你会死得很惨。”66随着惠普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更复杂的业务领域，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我们同时有14个集成电路晶元厂，”67杨回忆说：“那些日子里没有大的厂家能更便宜地做这个工作。”68

当时即使惠普周边有制造厂家，是否会用他们的产品也是有疑问的。公司以自己的一切为荣。杨说：“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在不制造自己的零配件的情况下为产品做出贡献。”69对于杨来说，看到惠普所面临的技术不断变化，这是不可持续的，“展望未来，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不同的成本曲线，就会自取灭亡。我们不得不从制造/设计的文化，转到更多地以品牌和渠道管理的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过渡，直抵公司的核心——价值是从何处创造的。”70离开惠普近20年后，杨骄傲的成就是“让人们向前看，不要倒退”。71

不太成功的文化-战略互动

在杨任CEO期间，惠普的企业战略通常符合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关于好战略的前两个标准（明确诊断挑战，处理挑战的明确政策）。然而，关于第三个标准（一系列连贯的行动），表现则不尽如人意。杨必须集中开发计算机系统，并找到一种管理更大更复杂公司的方法，但有些尝试不是很有效。虽然杨的新计算机战略也因为公司面临的动态环境而令人信服，但并没有得到许多信奉惠普传统文化的人的全力支持。尽管计算机业务越来越重要，惠普文化软的部分——核心价值观，在约翰·杨任CEO期间仍然保持不变。然而，惠普文化硬的部分——分工运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支持新的运营模式，而这又是强制执行惠普新计算机业务战略时所必需的。

杨和他的高层管理人员必须找到新的正确的整体运营模式，能集中大量资源开发HP PA/RISC系统，同时仍然赋予独立业务部门以自主权：特别是打印业务，这项业务在迪克·哈克本的领导下取得财务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不太成功的个人电脑部门；以及曾是惠普的核心业务的测试测量部门，它因为电脑和打印业务的崛起而黯然失色。与此同时，令人羡慕的是，惠普的收入在杨担任CEO阶段增长了10倍以上。如此快速的增长进一步限制了惠普的组织模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开发HP PA/RISC系统架构并将其推向市场，对组织复杂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即便是惠普的经理，其早先曾在以前的计算机系统部门工作过，也指出，早期的HP PA/RISC的管理经验并不丰富，而开发和提供这种新的计算机系统架构，需要尖端软硬件之间高度交互的管理经验。尽管杨在历时10年的开发HP PA/RISC架构过程中持续取得进展，但他围绕该项目所构建的配套性组织措施却很复杂，并且变化频繁。这个企图重新界定整个公司系统部门角色的“行和列”结构臭名昭著，在本章后面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非常明显的失败。

HP PA/RISC的开发进展缓慢而且费用高昂。与此同时，惠普公司内部感到被杨的集权行为边缘化的一些人，他们对约翰·杨“惠普之道”的反对声也越来越大。杨在计算机业务中面临着文化与战略之间的动态互动，我们称之为冲突。他不得不用自己作为CEO的权威，压制重要高级管理人员越来越多的不满。与此同时，惠普的非计算机业务部门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文化-战略互动和高度承诺。除此之外，惠普的多个业务往往服务于相同的客户和细分市场，这就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而这又不能无限期地维持无所作为的状态。随着不满的增长，在本章稍后将看到，戴维·帕卡德最终插手并且强迫杨回到更接近传统的惠普经营的模式。

这个行动的后果是复杂的：杨不喜欢这个模式，但帕卡德迫使他接受，但大多数其他高管这一段时间都很高兴。新模式更为简单、更聚焦，在短期内运作良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组织结构的后果是出现战略偏差，因为对独立的商业部门来说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战略流程。

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

在杨任职期间，惠普需要专注于在迅速发展的计算机行业中提高其适应性（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独特能力）。杨相应地将惠普强力推向计算机业务，聘请有远见的乔尔·伯恩鲍姆率先进行计算机研究，并试图彻底改变公司的运营模式，以达到能有效执行计算机业务战略所需功能的程度。在杨任职开始时，惠普计算机业务在行业中排名第13位，而杨离开公司时惠普在当时的服务器市场排名第三，仅次于IBM和DEC。

尽管杨非常成功地专注于适应性，但仍然能够保持惠普的可演变性。平均研发费用增长到了10.14%，公司开发出全新的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业务，并继续支持后来成为网络业务的种子想法。

悬而未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在杨的领导时代，还有几个重大的战略领导力挑战依然未解决，这包括工作站业务的挑战；有效组织和管理大型、多样化和复杂的仪器仪表，打印和计算机系统公司相关的挑战；以及软件缺乏统一的开发战略等。在一段时间内，惠普的股价下滑，部分原因是美国经济衰退，另外部分原因是惠普的资源耗尽，主要是惠普的PA/RISC项目需要长期巨额的开支，而它还尚未在市场上获得反响。

惠普股价的降低，再加上许多老惠普高管对组织变化和复杂性感到沮丧，引起了戴维·帕卡德的关注。虽然帕卡德在这个时候与惠普的关系较少，但他仍然与许多惠普退休员工保持着联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对杨带来的组织变化感到不安。最终，这些未解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使得帕卡德涉足进一步帮助杨。

未解决的工作站业务中的战略挑战

在转向基于HP PA/RISC架构的计算机系统的长期过渡中，从9100科学桌面计算器系统发展而来的惠普的工作站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失效。工作站是一种主要集中在科学应用上的台式计算机，比小型机体积要小，但比当时的个人电脑（PC）更强大。惠普是工作站领域的早期大型企业之一，1982年推出第一台工作站，同一年Sun微系统公司作为初创公司发布了其第一个工作站，一年后另一家工作站初创公司阿波罗（Apollo）发布了它的第一个模型。不幸的是，到1988年年底，惠普在工作站的安装量中排名第四，逊色于Sun、阿波罗和DEC公司。

灾难性的阿波罗收购项目

为了使惠普更好地在工作站领域竞争，1989年，惠普以4.765亿美元收购了阿波罗计算机公司，之后公司经历了艰难的阶段。惠普工作站业务的领导者克里斯·克里斯托弗（Chris Christopher）回忆说：“惠普公司认为工作站是战略性的，所以我们收购了阿波罗。”72收购之后，惠普公司引领了工作站的市场份额，但是第二年又落后于Sun微系统公司排名第二。73克里斯托弗回忆说，购买阿波罗“使我们比Sun更大，但他们又超过了我们。我们因为收购阿波罗而失去了一些客户，因为这次收购在市场上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74

惠普和阿波罗之间也有文化冲突问题。克里斯托弗记得，“阿波罗的家伙们都很残酷。他们说，我们比你们好，所以你应该让我们的人升职。你需要有像我们这样的管理架构，创建一个管理/技术双重晋升阶梯，一直不停地继续下去。”75

惠普和阿波罗之间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惠普当时本身已经改变了。克里斯托弗说：“这个时候，惠普的文化和整个惠普之道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扭曲了。惠普之道是待人友好，永远不会挑战或伤害任何人。但它是逐步演变成这样。就像一只青蛙在热水中；你要回溯才能看到它。这是一个缓慢的演化过程，不容易发现致命的变化。”76

惠普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进行大规模收购，也并没有多少整合并购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计划下滑，一些阿波罗的客户开始跳船。”77苏珊·鲍维克（Susan Bowick）被安排去领导阿波罗的人力资源部门。她回忆说，阿波罗快速冒险的文化与惠普文化的差距大得不能再大了，“就像完美娇妻（惠普）试图与地狱天使（阿波罗）约会。他们的关键人物成群结队地离开。”78惠普首次进入大型计算机领域并购的失败使得公司在接下来的一段岁月中黯然失色，也使它后来一度不愿再追求大的收购，即使并购可能会对公司发展有所帮助。到这个年代末，惠普的组织问题变得更加明显。鲍维克说：“我们在工作站业务上被Sun微系统公司踢得老远。”79

工作站业务成为惠普的累赘。其财务业绩疲弱，远逊于Sun微系统公司；并且惠普对阿波罗的收购，本来旨在加强自己的实力，但事实证明这一业务是难以整合的。后来，在1990年，惠普推出了基于摩托罗拉67040型号微处理器的工作站产品线。惠普最新推出的基于HP PA/RISC的工作站（代号为“Snakes”）的产品已经准备好进入市场了。不幸的是，摩托罗拉的芯片交付时间晚了6个月，IBM开始出货自己的基于RISC的工作站系列，很快就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了10%的份额。不过同时，惠普也失去了阿波罗客户的20%，Snakes也在6个月后才上市。80

重组工作站业务

苏珊·鲍维克表示：“（惠普高管）卢·普拉特一直在努力，但在当时的时间点上，约翰·杨亲自参与了进来。”81杨来了之后取消了工作站业务中一些非常成熟的分散化的做法，开发了一些更适合跨部门的做法。鲍维克说：“我采用了惠普的组织架构图，并从产品定义、产品营销、各种研发实验室的设计过程，到采取市场渠道，以及我们依赖的一些主要外部合作伙伴等方面，将整个工作站价值链决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令人震惊的是，你可以看到这其中没有一个是决策者，直到将问题击发给约翰·杨，这被提交给惠普的执行委员会，结论很清楚：各部门不知道如何与系统产品合作，公司的文化还对这种‘孤独的行动者’行为进行赞赏。”82到醒悟的那个时候，数不尽的时间和资金都已经被花掉了。杨身边有鲍维克和一名值得信赖、有能力的高级工程经理，来“组织一个涵盖决策、预算、奖励制度，对项目团队决定负责领导力的，而不必将所有事都分开进行实验。”83

工作站团队被解散了，并被努力地塞进由威姆·罗兰茨管理的计算机系统集团，该组织被赋予更广泛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指挥链是罗兰茨向普拉特（Platt）报告，后者又向杨汇报工作。鲍维克说：“威姆是公司内第一个接受系统思考的人，例如，试图了解运行计算机系统组所需的内容。卢·普拉特也跟随了他的想法。威姆是第一个说不行的人，他说让我们来看看我们需要如何做出改变。例如，我们以波音公司如何组装波音777为基准，并回到惠普，公司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改变，才能在复杂的企业系统业务中取得成功。”84

未解决的组织设计挑战

组织结构就像管道工程：工作时你不会注意到，但是当它不再适合你的房子时，生活会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杨对惠普有许多成功的贡献，但他在任职期间仍难以调整惠普的管道系统。惠普的快速发展，以及计算业务和仪器仪表、打印业务日益不同的需求，给惠普以往做生意的方法和手段带来了压力，从报告结构到问责制，以及到销售队伍的组织方式。在杨的时代，惠普正在成为一个房子，里面被需要不同结构才能成功的业务单元所分割，这个部门在组织设计中最为明显。

“矩阵组织”的失败

杨首次尝试修改惠普传统的独立分部模式，在1980年左右实施，这是一种称为“行和列”（Rows and Columns）的矩阵组织，目标是简化惠普无数部门之间的组织与关系。在解释计划时，三维结构的惠普被压平到二维的电子表格上。与圆形地球强制地映射到地理学家墨卡托（Mercator）平坦的投影上类似，行和列导致了扭曲。行代表了细分市场；85列由当时惠普经营的产品和技术组成。86列中的部门经理被告知将行和细分作为主要客户，并增加技术和营销的贡献，并给分部经理提供设计和绩效信息。行分部，也称系统部门，应该告诉各列分部它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和技术。这在行和列分部之间造成了紧张，也偏离了惠普传统的独立分工模式。

不幸的是，行和列的结构变得像听起来那么笨拙。据理查德·哈克本说：

约翰（John）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多业务模式，公司在他的掌控中成长。在我个人看来，他下台的诱因是行和列组织的失败。这种模式是将公司划分为一个矩阵组织，你的部门在某一行或某一列，但我又不能具体代入。我认同组合型公司的形式，就像通用电气那样，或一个分散的公司，例如惠普，但我看不出哪个公司符合这种矩阵的模式。87

乔尔·伯恩鲍姆解释道：“行可能是业务应用程序，列可能像COBOL语言编译器，到处都是。每个人都想成行，没有人想成为一个列。这些列不想彼此互动。”88

因为伯恩鲍姆被认为是中立的，他被调来负责管理不成功的行和列计划。在伯恩鲍姆要求得到缓解的情况下，这只持续了大约3个月：“我没有权威的影响力。我没有权力控制一行或一列的业务领导。需要一个人来做主。”89很快，惠普组成了一个组织来管理行和列，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失败了。

罗伯特·弗兰肯伯格在惠普推出这个计划28年之后回顾说：“行和列以及为了维护计算机业务而设立的许多后续委员会是一场毫无防备的灾难。”90外界也注意到了。弗兰肯伯格在1991年出版的《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文章中发现自己的名字非常不舒服：“鲍勃·弗兰肯伯格（即罗伯特·弗兰肯伯格）完全没有做成任何事情令人震惊。直到去年，惠普公司的总经理需要与不少于38个内部委员会进行协商。他们的管理决定涉及方方面面，从新的软件程序中包含哪些功能，到哪个城市最适合进行产品发布……仅提出一个名为‘新计算机软件’的名称，就花费了9个委员会近100人7个月的时间。”91

虽然行和列是不正确的，但重要的是要注意，杨创建的组织高度复杂性大多在计算机系统组织内，包括个人电脑业务PC和工作站，但不包括打印或T&M，这两者都独立于计算机系统组织运行。计算机系统组织中的行和列结构被其他方法所替代，上述委员会对整合计算机系统中的系统开发进行了协调和帮助。由杨主导的一项重大改组是1984年发起的。

聚焦的同时努力推出PA/RISC架构

在1984年，由于正在努力开发HP PA/RISC架构，惠普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约翰·杨希望能够帮助公司在其运营的广泛多样的业务上保持专注和精通。这次重组只是惠普自1970年以来的第四次重大改组。第一次是在1970年，惠普创造了其产品组；第二次在1975年，由产品组统一了销售队伍；第三次在1983年，它沿着生产和市场维度将原计算机小组组织重新组合。第四次重组旨在让产品组和实地营销活动与其所服务的主要市场保持一致。

为了做到这一点，杨将先前基于产品小组的结构转化为4个主要部门，其中一个专门用于营销和销售。《商业周刊》称1984年的变革为“一次彻底的结构重组，旨在加速惠普从由工程师运营、为了工程师的公司，转变为一个具有营销影响力的公司，从而有更广泛的受众，并与IBM进行日益激进的竞争。”92惠普的执行副总裁兼董事会成员，52岁的迪恩·莫顿（Dean Morton）也被指定为首席运营官，这是惠普公司的一个新角色，“为惠普的主要业务提供更积极的管理。”93莫顿曾经经营过惠普公司的测试、零件和医疗产品小组，并向约翰·杨汇报。这些经营部门的执行副总裁向莫顿报告工作。

杨现在已经多次尝试找出并实施将HP PA/RISC架构推向市场所需的人力和组织变化，同时也优化其他业务。这些变化中的大多数，与当时统治着惠普的权力下放文化背道而驰。其中一些变化将会反过来伤害到杨。

尽管组织结构上困难重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惠普还是解决了HP PA/RISC的大部分问题，但有一段时间发现很难将其销售给客户。约翰·杨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阶段。经过了许多大的调整，使其具有真正的竞争力。我们得到一些帮助……从DEC无法过渡到一家大公司。IBM并没有一直推动下去，因为他们不想自我毁灭，所以我们有一定的机动空间。所以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在业务上有了很强的地位。”94

计算机系统的尴尬境地

正如我们看到的，就惠普投入的资金，以及惠普在成为计算机系统公司时各种组织变革所产生的管理冲突而言，惠普HP/RISC架构的开发成本非常高。结果，他的执政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他们有着巨大的权力，并且对比尔和戴维有强大的影响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些内部人士认为，仪器组、成像与打印组的领导者都站出来反对那些支持更多地投资于计算机的人，当时电脑业务仍在消耗资源，但增长比例尚未达到惠普公司的底线。当时一位非常资深的惠普执行官在高管会议上投诉，惠普的计算机系统就像小孩子一样，认为遇到麻烦可以去找爸爸妈妈，而这位执行官对这个“小孩子”一直没有成长感到反感。

休利特和帕卡德当时都已经接近80岁了，两人专注于各种慈善工作，并直接参与其中。他们都没有非常积极地参与公司运营，但在这个时点上，员工对组织复杂性的抱怨以及惠普股价下跌的挫折，使他们都重新参与到公司的业务中来。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他们还到访很多惠普业务点，并考虑员工关心的问题。帕卡德在他的书《惠普之道》中回顾这一次经历时，这样写道：那儿有许多部门、小组型的结构，然后是各种工作组、理事会和旨在改善合作的协调委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努力开始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官僚主义。问题需要逐层向上反馈，明智的决定被笨拙的管理委员会一层又一层地审阅。决定经常被推迟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我们正在泥潭中挣扎已经不是秘密了。95

戴维·帕卡德呼吁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帮助。麦肯锡硅谷办事处的合伙人迈克尔·内文斯（Michael Nevens）回忆起他与不情愿的约翰·杨的第一次遭遇：“很明显，帕卡德已经让约翰得到一些外界的意见和帮助。这是约翰想做的最后一件事。他坐在我们的会议室，双臂交叉，一问一答绝不多说。这个咨询服务不是他的想法。”96内文斯回忆说，帕卡德非常关心当时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的情况，他说：“当我遇到戴维时，他很沮丧，并且他对公司业绩净值相比上年具体减少了多少知道得十分确切。我稍后查了一下，戴维说的数字是对的，一分一角都没有错。”97更糟糕的是，帕卡德告诉内文斯，公司正在无底限地容忍那些表现弱势的管理人员；根据内文斯的说法，这是帕卡德从他在整个公司广泛的个人网络里发展出的准确观点。内文斯说：“因为戴维总是花时间和公司里的人一起喝咖啡，在很多方面他都比高级经理更了解惠普公司的发展情况。”98

内文斯表示，惠普存在的问题与他们认为自己存在的问题并不一致。“他们问的问题是：在计算机业务战略下我们需要如何做出改变来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他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组织结构与他们所采取的战略相一致？但是在惠普，你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结构是神圣的。戴维是这里的监护人——那是一个自营部门。”99

又一次重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杨再次重组公司，毋庸置疑部分是因为帕卡德的压力。杨消除了惠普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大部分委员会结构，并平整组织，将公司分为三个主要组织：测试和测量部门（TMO），持有所有非计算机业务和相关的销售组织；计算机产品部门（CPO），包含处理计算机、打印机、个人电脑，以及通过经销商销售的其他产品（经销商）及相关销售部门；计算机系统部门（CSO），包含工作站、服务器、存储、相关软件、服务和直销组织这些将产品出售给企业的内容。在进行重组之前，所有产品的销售都集中向CEO约翰·杨报告。这三家新部门的专门销售队伍的出现，受到了业界领袖的好评。有趣的是，这个组织结构主要由帕卡德推动，与惠普最终分为三个独立公司的情况非常相似，测试和测量部门被安捷伦公司收购（1999年分拆），计算机系统部门的继任者成为惠普企业，计算机产品部门的继任者成为惠普公司（2015年分拆）。

杨任命他的3名顶尖高管来经营团队：49岁的卢·普拉特率领计算机系统部门，负责电脑、工作站、外围设备和工程产品。53岁的理查德·哈克本率领计算机产品部门，哈克本曾担任惠普周边外设业务的前总经理，他们组建了磁盘驱动器、打印机、扫描仪和绘图仪。47岁的纳德·巴恩霍特运营测试和测量部门，这位资深行政人员早已负责管理惠普的仪器业务。1001984年创建出的那么多的会议和委员会以及繁文缛节大部分都被放弃了。弗兰肯伯格现在处理着3个委员会，而不是38个，1991年他对《商业周刊》说，“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正在做更多的事情，更少的人能更快地生产产品。”101

重组后，工作变得繁重起来。一位高级销售主管说：“经过这些组织变革后，精简现场销售队伍的压力很大。这是很痛苦的。有数十亿美元业务的领导人说你不能改变我的商业模式。确定在这些不同的业务中如何获得优势，与独立出来相比将付出什么代价，花了我们大量的工作精力。”102

戴维·帕卡德直接参与

在宣布CSO/CPO重组后的几周内，戴维·帕卡德接受了《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News）的采访。采访的标题是“帕卡德返回挽救惠普”。在采访中，帕卡德肯定了杨的成功，他强调杨仍然是惠普的“四分卫和明星球员”，但是戴维和比尔将“在一旁观察”，103提供指导。在谈到计算机系统部门时，帕卡德提到其中一个问题是“公司中建立了不必要的官僚机构”。104他补充说：“我们的外设业务很强大，迪克·哈克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电脑业务很复杂，组织结构不完善。约翰可能比公司中任何人都熟悉这些事情。这个计划将会帮助约翰，让他注意把这些事情弄清楚。”105

虽然在新闻发布会上，帕卡德似乎只是卷起袖子，但在给一位高级人事主管备忘录中戴维却握紧拳头，这也被抄送给约翰·杨。在这份备忘录（不是由收件人提供给我们的，而是来自其他地方）中，戴维写道：

我想与你以及向你报告工作的人安排一些会议，商讨如何减少过去几年来建立起的一些官僚主义。

我想首先回顾一下所有向你报告的活动。我想知道预算、参与人数，以及你们的人员聘用或根据你们的要求聘请的顾问名单。我还需要你列出所有向你汇报工作的各个小组实体组织的报告——质量、制造等。

从这些讨论中，我将做出一些行动决定。我们将与约翰·杨就他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讨论，但我打算监督他的执行情况。106

教练帕卡德开始打电话给他的“四分卫”了。

战略和财务业绩下滑

工作站业务失去市场份额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到1990年，惠普的工作站业务中的一系列失误，以及恰逢经济衰退和长时间花费较高的惠普PA/RISC项目转型，这些刚好碰在一起，造成了惠普业绩的下滑。例如，虽然惠普早期采用了RISC和UNIX操作系统，但它首先应用在其小型机市场——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同时在其新兴的工作站产品上则以较低的速度缓慢提供，这就向竞争对手拱手让出了宝贵的市场份额，包括强大的Sun、IBM和DEC公司。惠普将工作站视为独立的台式计算机，与Sun公司的“网络是计算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模式更好地代表了未来的方向。此外，惠普进入应用软件领域导致很多独立软件制造商首先为（有时仅为）Sun公司服务。这对任何试图在新开发的生态系统中站稳脚跟的公司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结果。

更糟糕的是，惠普的收入增长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惠普的利润增长速度却低于收入增长，这一直困扰着帕卡德。这可能是经济衰退，使得基于UNIX的HP PA/RISC系统的边际收益下降，以及惠普在工作站业务中的纠结所致。

股票表现不佳

到1991年，惠普公司股票的价值已经比1989年年初下降了一半，经营利润率在过去几年里连续下降，销售额和每股收益均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中，包括IBM和DEC在内的竞争对手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它们与惠普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休利特和帕卡德仍然拥有四分之一的流通股，并亲自选出了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107看看惠普和IBM相对季度股价表现的比较，对于约翰·杨而言不幸的是，惠普在1988～1989年期间绝大多数季度都落后于IBM，正如帕卡德和休利特对约翰·杨正在变得越来越失望，惠普的组织复杂性也在与日俱增。到了1991年和1992年，惠普的季度股价回报在8个季度中有5个季度表现优于IBM，有时甚至利润超过很多。

从15年的角度来回顾这个令人烦恼的时代，杨说：“系统集成是最难打破的文化事件……真的试图向人们展示，只有一个CPU而没有网络根本不起作用，或者操作系统也无法工作，这些事情必须共同合作。”108他补充说，“戴维和比尔永远知道如何做，我却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他们像神话一样。但是，直到到了非常晚的阶段，我们才学会如何运行系统。20世纪80年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尝试学习如何运行系统业务……而且我们不得不用很多人来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他们做得不错，只是因为历史局限，很多半自主的人真的不知道电脑。”109

有些熟知情况的人认为，帕卡德的不满仅仅是因为惠普的股价下滑，从而减少了惠普基金会的可用资金。首席财务官鲍勃·威曼回忆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帕卡德这样做是出于某种挫败感。我唯一确切知道的部分是我直接受到的影响，那就是（戴维问）为什么要买回公司股票？那是一个问题。戴维将其视为金融工程。在总经理会议上，我们提出的计划被戴维所抨击，他认为我们的管理是在做金融工程而不关注其他的东西。”110

当时在会议室里的一个人回应了这个观点。杰伊·凯沃思（Jay Keyworth）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科学家，曾担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科学顾问，1986年加入惠普董事会，他曾在惠普董事会任职21年。凯沃思回忆说，帕卡德早在1989年的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就表示，他对惠普的表现感到沮丧，帕卡德说：“为什么我们称自己为增长型公司？成长型公司不支付股利。（它们不买回公司的股票。）我们看起来太不像成长型公司了。”111凯沃思说当时惠普最大的问题确实是增长，他解释说：“我们有这样的增长需求，应该投资于有机增长或收购增长。只有这两种方式可以成长，但我们却没有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实现增长。”但惠普的竞争对手也表现相似。从DEC、惠普和IBM的收入增长率来看，较小的DEC公司在18个季度中只有3个季度达到领先，而惠普在18个季度中有6个季度领先，IBM则做到了在18个季度中9个季度增长领先。

鉴于所有这一切，对于约翰·杨而言这并不奇怪，这是一段不稳定的阶段。他在惠普PA/RISC上所做的巨大投资还没有开始销售。他所承诺的扭转组织形式的变革，从一个也生产电脑的分散的仪器公司转变为一家能够与IBM竞争的计算机公司，这在员工中引起了恐慌，似乎违背了比尔和戴维经营公司时的精神。最糟糕的是，许多组织变化是无效的，不得不作废。同时，打印机业务正在起飞。事实上，其组织方式不同，更像是传统的惠普业务，需要的投资比电脑更少，但是产生了更好的效果，这个问题使得杨在让惠普PA/RISC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然而，新的组织结构在1992年似乎很好，主要业务测试与测量仪器（TMO）、计算机产品（CPO）和计算机系统（CSO），都有自己的组织模式和产品上市路线。CSO部门的结构大大简化，但与惠普其他业务团体相比仍然保留更多的协调性。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评论说：“花了20年时间才明白了这一点。”当然，花了太长时间，因为在一个受到高度保护的业务同盟中（其中一些领导人甚至对惠普在计算机系统业务方面感到怀疑）很难找出将集中式的功能组织起来的最好方法。

约翰·杨与董事会的互动

几十年来，惠普是由帕卡德和休利特的朋友组成的创始人董事会所管理的。这两个非常成功的男人有杰出的朋友，他们把一些朋友作为独立董事。但是，尽管他们有很高声望，在约翰·杨作为CEO的任职期间，他们不是独立的董事会成员。杰伊·凯沃思说：“而是那些有经验的，或了解当时哪些力量正在引领计算机行业潮头的人。”112

实际上惠普公司仍然是帕卡德和休利特在发号施令。这是凯沃思在他进入董事会后一两年内所学到的东西，当时他有点鲁莽地反对帕卡德和休利特支持的收购。凯沃思说：“投票后，戴维把我带到外面，他很严厉。他说‘你为什么投反对票呢？’我说是因为（相对于我们得到的来说）代价太高。他说，‘这是我的钱，而不是你的钱。’”113

帕卡德和休利特对董事会严格控制，似乎并不影响从公司成立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增长。但是，当计算机被微处理器和技术革命释放的新力量所驱动而兴起时，戴维和比尔不那么能发号施令了。当时帕卡德和休利特都不熟悉驱动计算的各种新技术或商业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及约翰·杨对于这种新知识可能要依赖于选拔出的独立董事的指导。不幸的是，惠普的董事会并没有这种专家。

在和当时的高管交谈时，各方都感到沮丧的情形25年后仍然历历在目。杨是否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将惠普PA/RISC推向市场呢？公司在打印方面的成功表明，其在计算业务上的集中方法有缺陷吗？抱怨的帕卡德是否从员工那里听到了公司必须经历的扭曲变化的一次大变革，将自己变成一个大时代的电脑制造商，或者从CEO那知道的错误的领导？这些是董事会应该讨论的问题。不过，董事会（也就等同于休利特、帕卡德）和杨之间的沟通似乎很差。凯沃思说：“约翰他试图与戴维沟通的能力是完全失败的。而戴维发现错误后与约翰沟通的能力也是完全失败的。所以这个巨大的紧张局面已经形成了。”114

到1992年，杨已经60岁并退休。这符合公司的政策，惠普鼓励高管在这个年龄退休。戴维·帕卡德担任董事会主席，比尔·休利特仍然是公司的退休CEO，创始人的3位成年子女和一名女婿同样在公司服务，帕卡德并没有要求杨继续在董事会工作。因此，公司失去了使用一个过去13年来做过如此多事情、有丰富经验的人来重新塑造它的机会。

总结：约翰·杨对惠普成长的贡献

许多方面都可以证明，约翰·杨曾经是惠普非常成功的领导者。当杨于1977年任CEO时，惠普公布的年收入为14亿美元。而到1992年，该公司年营收达164亿美元。在杨的领导下，惠普进入了《财富》50强榜单，开发出了非常成功的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产品线，开发并推出了惠普PA/RISC，使惠普在小型机市场上排名第三。在杨的任期内，惠普还推出了其第一台个人电脑，以及获得了其他成就。在杨的努力下，惠普最终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组织中有效地管理新产品计划。这成为惠普的核心竞争力。在杨任职之前，惠普的新产品仅限于一个或两个外部依赖关系的部门。当进入计算机系统业务时，惠普公司不得不学习开发复杂的系统，让它们上市，并且学会管理公司内部大大增加的复杂性。杨不太为人所知的成就是，他成功地消除了惠普的神话——它必须制造其产品的每个零配件才能取得成功，并将公司从极端的产品导向更多地转移到了营销领域。

威姆·罗兰茨曾负责惠普早期网络工作，并且在惠普PA/RISC系统推向市场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高度评价了杨。罗兰茨说：“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惠普在戴维·帕卡德之后最好的CEO。我并不总是同意约翰，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有战略眼光的人。而且，即使他是从仪器业务中提拔上来的，他仍能非常清楚地读懂局势，比如现在的网络工作。”115

但早在1989年，重大的问题就越来越明显。惠普的组织结构对于快节奏的计算机行业来说变得越来越不方便。通过开发惠普PA/RISC，惠普成为一个大联盟的计算机系统公司，从而让约翰·杨与惠普之道中的组织结构相冲突，那种企业文化正是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一直定义的。帕卡德和休利特为惠普公司创建了一个简单、分散的运营模式，并且依然很重视，其中有处于中心的自筹资金部门、一个共享的销售队伍以及一些在IT系统和惠普实验室之下的集中式企业架构。与帕卡德、休利特以及惠普其他一些领导相比，杨所面临的冲突超越了他所创造的组织复杂程度和集权程度，特别是在计算机系统业务方面。当杨承诺惠普致力于开发PA-RISC的时候，作为CEO的他不得不把大部分可用的资源留给自己。这意味着他控制了大部分的预算和自主权，而自主创业团队在惠普长期以来都享有盛誉。

股市对他的战略领导的回应一直到任期结束时都令人失望。1987年股市暴跌后，惠普股价下跌45%。惠普的股价在接下来几年中的表现优于其竞争对手。1989年年初，帕卡德和休利特仍然拥有四分之一的股份。惠普公司的财务业绩下滑，因为它不可阻挡地将更多的钱和人才投入到大规模的惠普PA/RISC项目中去。这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日益增加的冲突一样，杨努力为公司和计算机系统业务建立新的运营模式（同时伴随着与非计算机业务相关的旧经营模式所产生的冲突），这也让戴维·帕卡德参与了进来。帕卡德抱怨说，杨在试图把惠普变成IBM。尽管惠普将成功开发惠普PA/RISC，但这个项目的全部收益都在杨卸任CEO之后产生。当杨退休时，惠普面临着越来越尴尬的CEO继承问题，这将困扰公司多年。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给予CEO约翰·杨高度的评价。他达到了帕卡德三个成功因素评价标准的第一个（做出重大贡献）和第三个（发现新的技术领域并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在第二个因素（最小化内部竞争而关注外部竞争）方面评价较低。然而，杨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运营模式所引起的不和谐而持续奋斗，虽然仍然无法有效地达成目标，带领惠普公司实现一种强大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战略领导新方式，但是杨的行动使得惠普做好了充分准备，让其未来10年能在快速增长的计算机行业里，利用好公司前期在这方面的巨额投资储备。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为杨能维持公司的成长过程给予高分。




        

第5章 卢·普拉特将惠普的业务往科技商品化的方向转移

初始条件

外部环境

当约翰·杨传位给下一任CEO时，惠普仍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测试测量仪器市场的持续增长，使惠普依旧保持着市场老大的地位。惠普在计算机行业的某些细分领域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极大提升。这归功于对惠普PA/RISC、UNIX-based操作系统和联网技术的主要投资，使惠普在快速增长的微型计算机和服务市场从17名上升到了第3名。

个人电脑（PC）市场也在急速发展，但是当时惠普在PC领域还只是一个小公司。康柏和戴尔在商用PC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取代了IBM在PC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在当时，PC在正在逐渐进入家庭，IBM、康柏、Packard Bell（和惠普无关）和宏碁是首批进入消费者个人电脑领域的公司，PC产业的总体增长给企业和家庭桌面打印机市场创造了巨大需求。所以，虽然当时惠普也在发展PC，但是当时这些米色盒子需求的快速增长导致对打印机需求的增长，因此导致了惠普主要集中在赚钱的打印机墨水和耗材上。（打印机墨水或碳粉和打印纸是惠普非常赚钱的项目。受到这些耗材的驱动，惠普的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业务越来越好。）

也正是在当时，计算机产业正预备着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重大变革。英特尔微处理器即将赶超专用芯片的计算能力，这些专用芯片被用于工作站和服务器上。英特尔芯片越来越出色的表现和英特尔数百万制造和销售的规模效应相互促进。1989年，康柏首次引进了基于英特尔处理器的服务器。另一方面，在企业市场，计算机网络开始流行起来1。

接着，就是所有技术转变的起源——互联网兴起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能记得伍德斯托克，你就并不在场”[2]。当然，如果你回忆起互联网繁荣的兴奋甚至贪婪都不能让你心跳加速的话，你也不在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于硅谷和全世界的科技和通信公司来说都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时期。公司将“e”或者“.com”加到它们名字旁边，在投资者的心中会把商业和互联网联系起来，无论公司是卖宠物食品、人类食品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计算机和通信的根本性改变形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组合，推动了互联网革命。个人计算机开始配备调制解调器，“刺激了互联网应用的发展”，例如电子邮件和网购2，很快网购又被称为“电子商务”。互联网流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爆炸。在1994～1996年，互联网流量每年增长10倍且没有减弱的迹象。3

承载能力需求呈指数型增长的预测使得原先身居幕后的像世通（WorldCom）这样拥有光纤电缆的公司也承担电信业务，成为股票市场的明星公司。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蓬勃发展是受益于个人消费者的需求影响，它们第一次通过将个人电脑和电话线连接，插入调制解调器拨号，连接到互联网上。一个快速崛起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美国在线（AOL），在1994～1995年在美国境内就直接向用户销售了3亿个含有互联网接入软件的光盘：“美国在线的碟片几乎无处不在，在飞机的座位口袋中，在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电脑杂志里面，在成千上万的零售商店，以及数百万美国家庭的邮箱里。每个碟片里面包括AOL软件的一个副本，让用户可以登录美国在线上网，以及试用3个月的美国在线服务。”4

随着消费者对在线活动越来越熟知，他们冒险跳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围墙花园”，即内容和服务，开始使用称为Web浏览器的软件探索万维网，使得浏览大量内容和扩大Web更容易。1995年浏览器制造商网景（Netscape）非常成功的IPO被称为“火花引发互联网热潮。”5当它启动IPO时公司才成立16个月，还没有盈利迹象，但在首日交易中它的价值就达到了44亿美元。在当时，这是史上最大的IPO，同时标志着互联网作为对消费者和企业的潜力股的到来。

个人电脑制造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子商务等公司组成了互联网革命的一部分。服务器电脑制造商（分布式数字内容）、存储设备（储存数字内容）、网络设备（相互联系的个人电脑、服务器、存储设备），和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网络流量的电信公司组成了另一部分。这是一个令互联网终端公司和基础设施公司同样兴奋的时期。

内部环境

在互联网浪潮的前夕，惠普选择了约翰·杨的继任者。很明显的候选人就是惠普的两位著名高管：54岁的理查德·哈克本是惠普电脑产品部门（CPO）的主管，该部门因为掌握着现金牛——打印机业务，是公司最赚钱的部门；以及55岁的卢·普拉特，惠普电脑系统部门（CSO）的主管，该部门是公司收入最高的部门。这两个人一共掌握着惠普收入的四分之三。哈克本的部门总部在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包括惠普的个人电脑、打印机和其他通过经销商与零售渠道销售的产品。普拉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柏蒂诺，靠近惠普的总部，负责惠普的大多数计算机系统操作，包括小型机、工作站，以及直接向大企业进行销售的销售团队。

像约翰·杨一样，哈克本和普拉特都是惠普的老员工并且都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但这也是他们仅有的共同点。哈克本在许多方面都像一个创业者，他喜欢创造新的业务并在远离惠普公司中心的博伊西运作它们。而普拉特拥有沃顿商学院的MBA学位，他更喜欢在惠普的中心工作。

卢·普拉特是1966年加入惠普的，担任过各种各样的管理职位。1980～1984年，他担任惠普的医疗和分析部门的总经理，并于1983年被提拔为副总裁。在这期间，普拉特的第一任妻子苏珊死于脑瘤，留下两个女儿。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职业生涯的“工作生活平衡”有了新的看法。1983年，普拉特和苏珊的朋友琼结婚了。普拉特和琼可以形成一个团队帮助他通过惠普更高管理层的筛选。

迪克·哈克本1960年加入惠普，被广泛视为公司最有执行力的高管。约翰·杨向《时代周刊》的记者描述他为“完美的战略家”，同时拥有远见和执行力。6但是，他同样被认为是一个不能容忍大公司官僚体系的人。1991年，在领导惠普成功的打印机业务多年后，哈克本接管了惠普陷入困境的个人电脑业务（除了仍然蓬勃发展的打印机业务）。他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那个时候，惠普是一个“人有我有”的企业（me-too player），最好的时候也没有排到个人电脑供应商前10名。工作几个月后哈克本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一种奇怪的不舒服的感觉，业务有几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意。”7

同时认识哈克本和普拉特的全球电脑产品销售和分销主管理查德·瓦茨（Richard Watts）告诉《时代周刊》记者：“迪克是一个战略家，普拉特是面向客户和团队的完美专业沟通者。我想，既然他们的首字母分别是H、P，他们应该轮流接管。”8但帕卡德和休利特都认为这样行不通。据可靠猜测，帕卡德和休利特私下多次想要提供最高职位给哈克本，但每次都被拒绝了。1992年，帕卡德邀请普拉特去他家碰面，普拉特并不知道这次邀请意味着什么。接受了CEO的职务后，普拉特赶紧给妻子琼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普拉特知道接任约翰·杨的位置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琼·普拉特说：“约翰·杨的惠普CEO角色从来没有被正式承认过。他把惠普打造成了一个计算机公司。”9

但在杨的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员工们的士气下降了，因为公司的业绩下滑，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定义自己——一家有计算机资产的设备公司，或者，首先是一个计算机公司——同时，公司也不知道一家更大的多元化公司应该如何运营。这种矛盾体现在帕卡德和约翰·杨关于公司应该如何运作的最终的冲突中。

在约翰·杨的CEO任期末，惠普公司的组织结构已经被简化成了三个产品组织，对应惠普公司的三大业务：测试和测量组织（TMO）、计算机系统组织（CSO）和电脑产品组织（CPO）。这三大业务的主管都直接向CEO汇报。这种组织结构在普拉特的领导下保留了下来，但当普拉特成为CEO时，有两大业务的主管都变更了。迪克·哈克本退出了惠普的管理层，加入了董事会，他提携了瑞克·贝卢佐（Rick Belluzzo）接任他在CPO的位置。纳德·巴恩霍特仍然是TMO的主管，而威姆·罗兰茨接任卢·普拉特成了CSO的主管。

在杨领导的阶段，T&M业务一直表现很好，维持着市场领导地位。计算机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杨领导惠普大力发展的惠普专有的PA/RISC系统和基于UNIX的HP-UX系统开始抢夺DEC和IBM的市场份额。计算机产品方面，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桌面打印产品线是市场领导者，在他们加入PC市场时迅速增长，给惠普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期间惠普的PC业务有所提升，但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速度或者说预期的利润。当时，惠普还只是PC市场的一个小公司，市场领导者是IBM、康柏和快速增长的戴尔。惠普的营业收入、利润和股价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努力后，在休利特和帕卡德选择继任的CEO时已经增长得很快了。

卢·普拉特深受惠普员工们的爱戴，他继任CEO时公司举办了盛大的派对来庆祝。如果当时有一个人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卢，我要告诉你一个词——互联网”，普拉特的任期可能会大不一样。就像行业标准微处理计算器的出现是改变约翰·杨任期的强大外力一样，互联网是改变卢·普拉特任期的最大的外力。

对于普拉特来说第二大的外力就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更直接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说，英特尔是微处理器市场快速增长的竞争者。随着英特尔芯片性能的提升，它开始威胁到惠普专有的PA/RISC系统供能的微处理器。因为这样强大的微处理器的设计和建造极其昂贵（制造微处理器的晶圆工厂，花了13亿美元建造和装备），普拉特不得不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忽视英特尔的大规模优势，惠普很可能被排挤出市场，这个市场是杨尽心竭力创造的，在当时是惠普巨大的盈利点。

在担任CEO一年多后，由于帕卡德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普拉特成为董事会主席。然而，普拉特的同事迪克·哈克本也是董事会成员，他在帕卡德和其他董事会成员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不过，普拉特占据着惠普最高的两个位置，似乎还是牢牢掌握着公司在信息时代的发展方向。

卢·普拉特的战略领导力：概述

卢·普拉特担任CEO的阶段是惠普成长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可以被分成两个阶段。在普拉特任期的第一阶段（直到1996年年末），惠普通过HP PA/RISC/HP-UX电脑信息系统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有蓬勃发展的新打印机业务，仍然高利润的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T&M业务，发展迅速但勉强盈利的PC业务。事实上，1992～1996年，惠普的营业收入翻了两番，面临的规模和复杂性是历任CEO都没有经历过的。然而在普拉特任期的第二阶段（1996～1999年），惠普遭受了巨大挫折，主要是因为计算机行业的话语权转向英特尔和微软，同时互联网行业也发生了变革。随着惠普规模变大，变得更加复杂，普拉特尝试着努力解决这些威胁或者及时利用这些机会。

从关键战略领导力任务（见第1章）看，普拉特在他任期的第一阶段，借助于约翰·杨打下的基础，能帮惠普在计算机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他使惠普在小型计算机（和日益增长的网络服务器）领域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极大地改善了惠普在高速增长的PC领域的产品地位，使其能媲美惠普在打印机领域的巨大成功。

然而，在第二阶段，他已经无法掌控作为电脑和测试测量公司的越来越复杂的惠普。特别是，普拉特无法管理来自基于惠普自身技术的计算机系统业务和基于所谓的Wintel和Linux的行业标准的个人电脑业务之间的战略分歧。（“Wintel”是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微处理器的结合；Linux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说，不属于任何公司。）他面临着很多困难，如何有效地管理惠普多个业务之间的资源分配？他无法在公司的业务体系中继续保持T&M业务，导致了T&M业务的独立，成立了新的公司——安捷伦。可能安捷伦的独立是必要的，因为惠普没能发展出一种像通用电气一样的企业战略领导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T&M业务的自适应需求和惠普的其他业务完全不同。这威胁到了整个公司战略的抗脆弱性，而事实上普拉特任期内的公司战略是非常初级的。

根据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普拉特作为CEO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考虑到他的战略领导力体制，据说戴维·帕卡德也曾直截了当地说，“为了保护惠普之道，普拉特可以做任何事情。”10普拉特加强了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并让他的副手们制定自己的战略。普拉特故意放弃了惠普公司战略的制定。

虽然休利特、帕卡德和杨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自上而下战略领导力技能，但他们没有使资源分配制度化，也没有使公司基础设施制度化来保证一种企业集团（例如通用电气）的运作方式。因此普拉特在他的CEO任期内创造了我们称为“随波逐流”式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其次，考虑到文化-战略的动态互动，普拉特重点关注惠普文化中柔软的部分（核心价值观）。至于硬的部分（运营模式）普拉特加强了自主的部门自我融资模型，这是帕卡德在杨的CEO任期结束时重新建立的。虽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公司战略，然而，这也是我们所称的战略竞争——不同的高管寻求推动惠普截然不同的战略方向。这也就导致了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当英特尔基于微处理器的台式机和服务器与惠普的PA/RISC产品开始重叠，原本这两种产品是在惠普不同的业务部门。互联网的影响跨越所有的惠普业务，但在互联网机会的利用上，惠普只有一个并不完善的战略，称为e服务（e-services）。e服务战略是在惠普的企业计算业务主管的领导下实施的（见第6章）。

再次，考虑到适应性和可演化性战略资源分配，让业务部门发展自己的战略自然会使它们专注于短期优先级，充其量会犹豫地考虑长期创新的想法。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普拉特监督各部门削减研发预算，这也可能是向竞争对手看齐的结果，例如戴尔和其他PC制造商，但这些公司都是将它们的研发外包给了英特尔和微软。还有部分原因可能是惠普退出了微处理器业务，省下来的钱储备起来了，而不是投资其他新兴的机会。所以，战略资源分配不均，适应性上分配得较多，可演化性上分配得较少。普拉特担任CEO期间，没有重要的新业务出现。

最后，惠普的董事会仍是创始人的董事会，并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几位创始人退休后，董事会受到迪克·哈克本的严重影响，在普拉特任期的最后一年进行努力时，并没有怎么帮他。在普拉特任期内的绝大多数时间，董事会只是简单赞同，没有一个总体战略。然而，当惠普失去了互联网的机会，并且没能在Wintel和PA/RISC业务中找到方向时，董事会决定换掉普拉特。现在回想起来，普拉特任职期间与董事会的互动似乎是从纠正到破坏。接下来，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卢·普拉特战略领导力的方方面面。

1992～1996年卢·普拉特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在任期刚开始的几年里，由于对工作的激情和惠普优秀的财务绩效，卢·普拉特在继任CEO时的不适可能被抵消了。约翰·杨对PA/RISC项目的长期投资终于初现成效。惠普计算机业务的公司战略是明确和令人信服的，其产品在小型计算机业务的市场地位及其独特的竞争能力明显加强（惠普在小型机领域从13名提升到了第3名），公司战略领导力和战略也与战略行为匹配得更好了。惠普的领导市场的桌面打印机业务持续快速增长，并且获得了较高的利润。T&M和分析团队也一直表现得很可靠。普拉特重点关注的PC市场，虽然带来了一些收入，但没有产生很多利润。

普拉特的初始公司战略

麦肯锡的咨询顾问迈克尔·内文斯曾在普拉特担任CEO期间和他有密切的工作往来，内文斯说：“普拉特阶段有两大战略问题，一个是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计算机公司，还有组织、后勤和营销能力。”11内文斯认为惠普处理得很好，“我们成功地将DEC赶出了市场，并且进入了康柏的怀抱。”12

“另一个是需要在惠普的诸多业务中开发真正的资源分配技能。”内文斯说，“在工具方面，有一个重要的转变，我们进入环境和医疗市场。这需要资源，但卢还是不得不给惠普PA/RISC资源。”13这种资源的竞争带来了战略资源分配决策的需求。“工具方可能是资金不足。我们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参与者，但我们有太多离散的部分。”尽管纳德·巴恩霍特总是为他在工具方面的良好的投资机会请求资源，但公司并没有完全满足他，因为惠普当时和IBM在计算机系统方面进行竞争，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14

在PC行业取得成功的产品-市场地位

当时唯一的不足就是PC业务，虽然快速增长但几乎没有获利。杨一直对这个业务感到矛盾，但普拉特给惠普定了一个目标，要成为PC行业的领导者。虽然用惠普标准来衡量，这个市场利润很低，并且被微软和英特尔控制，普拉特说所有的计算机市场都将会越来越像PC市场，惠普必须要学习如何在这个高容量、低利润的市场里面成为领导者。在普拉特的任期内公司完成了这个目标，成为总体PC提供商市场的第4名，并在快速增长的家庭PC市场成为第一名。惠普的PC业务增长速度超过了IBM和康柏，仅次于戴尔。在普拉特的领导下，家庭PC和家庭打印机的快速增长使得惠普成为领先的消费者IT公司。虽然PC逐渐成长为惠普的一项主要业务，但是它又给惠普增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在企业中心创造了更多的复杂性和竞争。

构建下一代企业计算技术的独特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惠普刚刚经历了昂贵和痛苦的32位PA/RISC的孕育与诞生，它又面临着另一个前景，要经历一个困难和昂贵的过渡到新的平台，64位的微处理器技术。1994年，经过大量的分析后，普拉特和他的团队决定，惠普应该退出微处理器设计领域。开发和制造一个土生土长的微处理器架构的成本达到了数十亿美元，而且对于惠普来说是不可持续的。相反，惠普与微处理器巨头英特尔联手开发了一种64位架构。英特尔之所以对与惠普合作感兴趣，是因为担心32位基于CISC的芯片会使得基于RISC的芯片表现不佳，IBM和Sun的许多Unix服务器都是由基于RISC的芯片驱动的。就惠普而言，它担心IBM和其他64位芯片制造商将超越其惠普PA/RISC UNIX服务器技术。新的惠普/英特尔的平台被称为Itanium，并针对大型服务器市场，将直接和IBM竞争。

两家公司希望Itanium能优于被使用在Unix服务器上的RISC芯片，构成一个新的平台，能够驱动服务器最终能驱动个人电脑，取代当时的32位Intel标准。15如果这一切顺利实现，惠普将进入最新的计算标准底层，这将是有巨大利润的资产（想一想微软和英特尔通过Wintel标准获得的数千亿美元）。然而，两家公司都知道创建Itanium需要耗资数十亿美元，因此他们才采取旁人看来并不寻常的举动——联合起来。

战略行动和战略无为

战略行动

在接手CEO的工作后，普拉特得到了帕卡德的明确授权。曾与普拉特有着密切的工作上的往来的组织顾问理查德·哈克本说：“卢告诉我，‘理查德你知道，当我接手这项工作时，戴维说，当我接手传递下来的火炬时，我需要做的就是保护‘惠普之道’。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16

在普拉特任期的初期，大约在1993年，他组建了几个由惠普高级领导人带领的工作组，让这些工作组提出惠普在关键领域可能的战略方向的想法。一个工作组建议惠普更多地投资于软件，因为它能提供一个日益增长的Wintel世界所需的差异化。另一个工作组建议惠普更多地投资服务业务。普拉特做了一个明确的决定，两个都不做。普拉特告诉他的团队，他理解他们的观点，但是惠普是一个硬件公司并且将来也会是。在那个时候惠普的硬件业务发展良好。正如上文所说的，普拉特还决定退出处理器设计业务并且和英特尔组建一家合资企业，将惠普芯片设计师送到英特尔。

在1993年制定了初始战略后，普拉特把主要重点放在了重建原惠普文化上。这包括一个强分散的组织模型。普拉特重点将惠普打造成一个工作的好地方，这对惠普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普拉特亲自领导了旨在改善工作-生活平衡，开始工作分担计划，倡导性别平等和少数民族进步的举措。

战略无为

惠普的高股价给了其有价值的货币，如果它想用的话。但这不是惠普会做的事情，至少在那个时候它不会这么做。迈克尔·内文斯说：“直到2000年，当我还在咨询公司的时候，惠普公司中心完全没有资源分配管理能力。没有员工也没有分析师能说，你可以拿出在喷墨业务中的利润，投资在生物医学仪器里。”17内文斯接着说道，“利用金融工程的能力不属于惠普手册规定的部分。这是创始人的理念，你就是不能这样做。你通过利润和损失经营业务，确保你在银行有足够的现金来抵御风险。通用电气利用其金融业务的资产负债表来投资新业务，例如喷气发动机。而惠普就是对这种活动没有兴趣。我们时不时向普拉特和（老CFO）威曼[3]提出来，而他们的答案就是，我们就是不这样做事。”18

惠普也有可能会动用现金储备来换取增长。但没有考虑大规模收购。在1989年Apollo交易陷入困境之后，大型收购成为进入新兴市场的一种方式。内文斯回忆，“惠普希望进军服务业，但认为必须系统性地这么做。Apollo收购案被广泛认为是惠普不能很好地做收购的证据；因此我们不能通过收购来减少差距。当时可能有30名高管在惠普周围走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信念。”19

1992～1996年的结果

在普拉特时代的最初几年里，公司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利润也很高。华尔街注意到了这一表现，惠普的股价开始下跌。惠普于1995年3月将其股票分为两宗，并于6月以相同数额分割。普拉特在1996年年底对安全分析师的演讲包含了在他的任期内什么时候会达到惠普的顶峰。普拉特说：“无疑地，我们在1993年年初和今年第二季度公布的一系列成功是难以置信的成就。惠普发动机的所有气缸都着火了，结果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旅程。”20普拉特接任CEO时，惠普每年收入超过160亿美元。在分析师会议的时候，公司赚得超过380亿美元，在短短的4年里增加了一倍多的收入。

然而，在普拉特介绍的时候，惠普令人陶醉的旅程即将结束。从1996年开始，惠普的业绩开始落后。专注于成本有助于保持盈利稳定，但在1997年惠普的销售增长下降到中位数，高端服务器和医疗设备产品发布的拖延也影响了盈利。更糟糕的是，激光打印部门“搞砸了”产品转型，使得公司“几乎几个月没有库存”。21

1996～1999年卢·普拉特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在卢·普拉特任期的第二部分，惠普面临着几个关键的战略挑战。麦肯锡的迈克尔·内文斯说：

20世纪90年代末，惠普几乎同时面临着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英特尔［基于CISC］的处理器体系结构的性能赶上了惠普的［RISC型］PA/RISC系统。而且因为英特尔制造的芯片数以百万计，而惠普的只有数十万，基于英特尔的电脑更加便宜。

第二件是，互联网的出现就是一种力量，但惠普并没有意识到。惠普了解到互联网的影响时已经晚了，很多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夺去，包括Sun。

最重要的是，当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完全切断了高利润的仪器业务。22

在这三大灾难中，惠普的计算机系统灾难是最具毁灭性的。内文斯说，“当工作站业务被基于英特尔的系统打败时，惠普的计算机业务陷入困境。很明显人们会使用标准的Wintel结构建立工作站。就是这个危机最终结束了卢的任期。”23

另外，普拉特面临着惠普作为一个PC、打印机、计算机系统和T&M公司越来越多的复杂性。普拉特付出了很多努力来评估对公司最好的战略。经过数月的努力，包括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协助支持，普拉特确定了惠普的许多战略和领导问题，最终得出结论：惠普最大的问题是，它变得过于复杂和多样化。他向董事会提议，惠普分拆部分或全部主要业务部门。最后，惠普董事会决定只分拆原有的测试测量仪器业务（TMO），并保有惠普的CPO和CSO业务。

惠普的计算机系统战略面临Wintel挑战

战略分歧与日俱增

1996年，惠普的计算机战略正在努力应付很快就要来临的一个重大的技术转变：在计算机行业基于Wintel的行业标准兴起。惠普内部以威姆·罗兰茨为首的一个阵营，想继续使用PA/RISC、HP-UX服务器和工作站业务与Wintel竞争。另一个阵营以理查德·贝卢佐（Richard Belluzzo，也即瑞克·贝卢佐）为首，希望惠普把重心放在利润低但市场容量大的Wintel系统，同时只在能够明显比Wintel产品性能好的产品上投资PA/RISC和HP-UX，这样惠普可以获得增量的利润率和相关性。24

贝卢佐在惠普和新闻媒体上都非常有名，被称为“火箭瑞克”，因为他在惠普青云直上。贝卢佐是理查德·哈克本一手提拔起来的，哈克本虽然从公司的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仍是惠普董事会的一股力量。哈克本一手扶持了贝卢佐在公司的崛起。贝卢佐毕业于旧金山金门大学的会计专业，197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加入了惠普的T&M金融团队。在他搬到爱达荷州博伊西后，他加入了哈克本领导的外围设备团队，不久，哈克本给了贝卢佐作为一个经理很大的开发权利，同时权力下放的企业文化意味着贝卢佐可以行使极大的权威来追求机会。当哈克本从惠普退休时，贝卢佐接替了他的位置，负责惠普的打印机和电脑。这使贝卢佐成为普拉特最显眼的副手。

在20世纪70～90年代的惠普公司，雄心勃勃的管理者最渴望的职位是集团经理（group manager），这个职位负责管理相关领域的几个产品部门，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自主权。贝卢佐说，“当我还是一个集团经理时，这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定义我的工作是帮助部门总经理们取得成功，主要的时间花在部门的团队建设上，给予反馈，进行辅导，给他们咨询，推动他们的表现，评价他们的战略，也帮助安排他们的工作。”25集团经理对其产品的日常工作问题并不清楚。贝卢佐称这些为“盲点”。他说，“当一些立身之本（例如，一个经理负责的具体业务）经历市场变化时，就会有一些盲点。例如，如果您的专长是［使用喷墨技术］的传真机，现在有了变化，所有的都整合到了一个［集传真机，扫描仪和喷墨打印机功能于一身的一体机］设备，会发生什么？你准备开始构建打印机功能了吗？打印机将开始构建传真功能吗？我花了我大部分时间做这一切工作。26”

由于技术要求不同，在计算机系统中改变效果要困难得多。贝卢佐解释说，“在专有的计算机系统业务中，一切都必须协同工作。你启用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所有这些软硬件都要工作。你必须使得12个部门统一标准。传统惠普模式并不擅长这样，这种模式在T&M业务上表现很好，因为那些基本上是独立的企业。”27

贝卢佐说，“我意识到，基于英特尔的科技产品商品化是会发生的。显然，惠普无法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与微软竞争，也无法开发自己的处理器与英特尔竞争。这很疯狂。我试图倡导一种战略，使我们能够在商品化硬件业务中竞争，因为产业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进行投资，以扩大我们在高利润、面向软件领域的贡献。”28

贝卢佐认为Wintel服务器将包揽服务器业务的低端市场，惠普不应试图用PA/RISC和HP-UX产品线来与其对抗。其他高管希望使用HP PA/RISC和HP-UX打通从低端到高端的整个市场。贝卢佐想专注于HP PA/RISC和HP UX系在高端的计算需求，Wintel联盟暂时还没有这部分的服务，同时使用基于Wintel的产品服务于蓬勃发展的低端市场。在惠普，人们普遍认为，贝卢佐想把整个服务器业务转向Wintel，但他否认了这个说法。惠普高管对贝卢佐有误解，认为他要用Wintel而放弃HP PA/RISC和HP-UX，这可能是因为贝卢佐作为一个曾经领导打印机和PC业务的人，是一个Wintel的支持者，不同于其他从计算机系统组织里面提升上来的管理者。而且当时Wintel统治了整个工作站市场，这不得不让那些高管紧张。

工作站面临战略转折点

进一步打破平衡转向微软的操作系统是因为比尔·盖茨给普拉特的直接压力，比尔·盖茨是一个有进取心和超级竞争力的人，也是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CEO。惠普高管伯纳德·甘顿（Bernard Guidon），当时在为罗兰茨负责UNIX工作站业务，他回忆说，“盖茨会到普拉特的办公室，坐在他的沙发上，交叉腿坐着，什么都不干只盯着卢。”甘顿说，盖茨感觉就好像“含沙射影地说，如果惠普不支持微软的工作站产品线，那么微软就会帮助戴尔来打击我们的PC业务和打印机业务。”29考虑到当时微软在PC行业的影响力，普拉特很可能会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惠普的工作站很快就要面对CEO克里斯托弗所说的“拐点”。克里斯托弗说，“从1993年到1996年，惠普工作站业务非常有利可图。但接着市场就转变了：IBM和Sun在UNIX工作站上非常有竞争力，接着戴尔引进了基于Wintel的工作站，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类似的性能。惠普工作站是基于UNIX和惠普微处理器。”30克里斯托弗总结了业务的三大问题：“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成本结构很糟糕；价值链不存在。”31到1997年，HP-UX工作站的营收和利润压力都非常大。克里斯托弗说，“在一年内，产品线、成本结构和价值链都进行了适当的改革。它是当时唯一的焦点，通过工作站组织勤奋的工作和坚持不懈，再加上管理支持，业务情况被扭转过来，在未来10年给公司带来了非凡的利润。简而言之，这就是HP UNIX工作站的故事。”32这项工作包括从HP PA/RISC架构的工作站过渡到英特尔架构，并且经过大量的时间和辩论，消除了个人系统（即PC）团队的竞争努力。

高端Unix服务器尚未结束

毫不奇怪，高性能的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成功、Windows NT（微软用于服务器和工作站的操作系统）以及低端服务器的出现，给惠普计算机业务带来了很多争议。在HP UX相对于Windows NT的未来发展问题上，惠普高管们有严重的分歧。惠普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赌注，支持微软的Windows NT，但有些人觉得这暗示着惠普基本放弃HP PA/RISC和HP-UX。一些竞争对手，特别是Sun微系统公司，不支持英特尔和Windows NT，利用这种感知，开始进入高端市场。认识到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UNIX将继续在高端市场（约30%的市场）发力，惠普重申了将致力于HP-UX。普拉特还将惠普基于英特尔微处理器的高端服务器产品线从PC团队转到了HP-UX团队，试图从中获利。因为基于英特尔的处理器将在企业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惠普仍将其安置在PC事业部通过更高容量的渠道销售。

瑞克·贝卢佐和威姆·罗兰茨之间冲突的症结是：是全部投入HP PA/RISC和HP-UX系统，在低端市场和英特尔及微软竞争，还是把HP PA/RISC和HP-UX归入能超越Wintel系统能力的体积越来越小的高性能产品。这是普拉特希望他的关键副手来做的决定。

普拉特不适应战略分歧

回首其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时刻，贝卢佐说道，“我措手不及。”33贝卢佐说，问题是“在下一层有一些断层。我认为卢·普拉特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不喜欢异议。他不希望人们参加秩序混乱的会议。比尔、戴维、约翰·杨和迪克·哈克本都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有过混乱无序的会议。我非常尊敬约翰·杨。他和迪克有过很多争吵，但你知道约翰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如果你在公司的角色就是让大家工作，并且每个人都很开心，那么你就失败了。市场存在内在矛盾。”34贝卢佐认为，普拉特认为混乱的会议是一件坏事，和惠普的文化格格不入。结果就是，“文化变成了严重的消极对抗。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得到整理。”35贝卢佐指出了一次，他和另外一个高管威姆·罗兰茨发生冲突的事情。除了贝卢佐，威姆·罗兰茨在惠普是排名第二的高管。他是从惠普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业务走出来的。当他和贝卢佐发生冲突时，罗兰茨负责惠普电脑系统部门，这是普拉特在担任CEO前的工作。

贝卢佐和罗兰茨关于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产生了根本分歧，需要CEO做决定，贝卢佐说：

我当时负责电脑产品部门。威姆负责电脑系统团队。本来就有内在冲突。当时，我们和微软做了一笔有关Windows NT的交易。威姆勃然大怒。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在惠普这是一个假期，称为春假。我们三个人在电话里交谈，在电话里威姆从头到尾都在和我争吵，卢不知所措。我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并不是想使Unix业务失败，但Windows真的已经普及了。如果我们要从事这项业务，我们必须尽可能接近微软。”36

两个最重要的高级管理人员严重的战略冲突无法解决，普拉特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他通过让贝卢佐负责惠普所有的计算和打印业务来解决这个僵局。这部分业务占到惠普收入的80%，剩下的20%都是来自T&M业务。这造成了普拉特手下员工的极度不平衡。

在被告知要在贝卢佐手下工作后，罗兰茨很快就从惠普离职，加入Xilinx成为一名成功的CEO。罗兰茨所倡导的战略没有得到董事会的支持，这是深受哈克本的影响，他认为贝卢佐有能力承担更重要的战略决策，而普拉特很高兴他不需要做这些决策。有一部分人认为贝卢佐是普拉特的接班人，另一部分惠普高管已经离开另谋高就。因为有很多强加的约束，贝卢佐也很难在惠普开展工作。贝卢佐回忆，“在1996年左右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同意接受责任更大的工作。然后我在1998年离开惠普。”37当贝卢佐有机会成为高端电脑制造商硅图公司的CEO时，他抓住了机会。

在贝卢佐离开后的几天，惠普召开了高管年度会议，卢·普拉特煞费苦心地解释贝卢佐的“主动离开”：“我没让他离开”“董事会没有让他离开”。38

显然对于惠普高管来说，贝卢佐的离开导致了惠普的战略分歧。普拉特告诉听众，“我听到的一个信息是‘保守派已经赢了’，即那些不希望看到惠普变革，做必要的事情来赢得计算机业务，拒绝做瑞克想做的事情的人们。”39普拉特补充道，“这根本不是事实。本次会议是关于变化：管理层认为为了使惠普更具竞争力，我们所有的业务需要做出大量变化。”40

一个关键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提高对Wintel的依赖

然而，贝卢佐当时鼓吹对于惠普来说非常激进的方案，就像约翰·杨所推行的新的基于RISC架构的HP PA/RISC，只不过贝卢佐是在相反的方向。贝卢佐意识到计算的商品化是由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微处理器结合的平台所推动的，他希望惠普远离自己的HP PA/RISC和高度定制版本的UNIX架构，而使用Wintel。

早些时候，惠普认为只有他们帮助英特尔开发的Itanium 64位架构将深入渗透企业服务器市场。现在，贝卢佐和其他人都相信，在Itanium杀入市场之前，基于32位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服务器可能会抢夺HP PA/RISC服务器大量的市场份额。

对于公司许多骄傲的和有创造力的工程师来说，贝卢佐是在促进异端。贝卢佐希望“使用惠普的文化创造一个精益生产、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并围绕商品化建设我们的系统业务。Unix业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糟，因为这就是市场所决定的，这不是我们不会做任何事导致的。接着Linux出来，进一步改变了它。”41贝卢佐接着说，“让我们去积极进取，也许通过惠普实验室，关于什么是我们围绕系统业务将要做的。”42贝卢佐解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降低成本结构。我们需要惠普实验室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们需要能够在这个新的基于互联网的计算环境带来增值的收购，这对我来说是很明确的。”43贝卢佐总结，“关键点很简单：专有系统业务即将商品化，我们需要为之做准备，同时我们在其他领域也要做出新贡献。”例如，惠普OpenView有大潜力成为网络的系统管理领域的领袖。但是，我们需要拥抱变化。44

在负责所有惠普的电脑业务后，贝卢佐选择销售经理威廉·比尔·拉塞尔（William“Bill”Russell）担任HP PA/RISC服务器的负责人，同时他能决定用什么技术。虽然有些谦虚，但也许也很准确，拉塞尔说，“当我开始负责服务器工作时，很多人想知道我一个销售员是怎样得到这个位置的。我想答案就是，贝卢佐并不希望我做产品方面的大变革，浪费研发资金设计和生产新的UNIX产品。他认为这将有助于促进Windows的变化，而这就是将要发生的。”45

被蒙蔽的惠普愿景

为了避免手下间的矛盾，加上提拔了贝卢佐，普拉特不允许惠普PA/RISC的设计师乔尔·伯恩鲍姆（Joel Birnbaum）参加管理层会议。伯恩鲍姆是当时最伟大的技术前瞻者之一，提倡发展惠普的核心能力，简写为MC2——测量（measurement）、计算（computing）和通信（communications），他认为这样的组合将允许惠普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代有能力进行突破性创新。伯恩鲍姆的预测包含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云（IT作为服务交付），以及“物联网”（一个所有物品和人在任何时候都被连接到互联网的世界）。但这个提议也同样夭折了。毫不意外，惠普错过了互联网作为计算连接的重要意义。而普拉特的手下们可能也戴着有色眼镜看这股新鲜势力，因为这影响了他们的具体业务，结果就是没有一个首要的公司战略，惠普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忽略了这个机会，相对于Sun和其他公司，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与Intel合作的独特能力落后

惠普领导人认为Itanium的强大性能将迫使大多数的大型电脑制造商采用它，除了IBM和Sun这种开发自己平台的之外。开发Itanium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仅次于IBM在360大型机上以公司存亡作为赌注的赌博。”46对于英特尔和惠普来说不幸的是，Itanium并没有取得如预期的表现。1994年时宣称第一代芯片会在1997年发布，但计划延期了，第一代Itanium芯片直到2001年才被用作商业用途，为了它的发布10年间消耗了50亿美元。47最终，英特尔并不满意这笔交易，由于32位体系结构在多处理器芯片和刀片服务器上的持续成功，以及行业整合降低了对64位系统的需求，英特尔认为它不值得付出努力。后来发现，惠普不得不支付给英特尔大笔的钱来继续提供Itanium的新版本。

当第一代Itanium芯片发布的时候（2001年，比预计的晚了几年），他们确实是强大的，但他们耗能也很多，运行起来发热很多，消耗大量的电力来启动和冷却。除了Itanium的问题，还有一个现实就是增长最快的服务器市场是越来越大的数据中心，而这些数据中心都是属于年轻的企业如谷歌、雅虎、亚马逊，它们更倾向于用廉价和低功耗的32位英特尔服务器来有效地处理数据。在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之后，随着技术市场的萧条，这就愈发重要了。在Itanium发布之时它的目标市场就发生了变革。

惠普在企业计算产品中的市场地位下降

惠普电脑业务被分成四大产品团队。贝卢佐离职后，四个团队都直接向普拉特汇报：个人系统团队（PSG），包括PC产品、基于英特尔的服务器，以及掌上电脑；激光打印机（LaserJet）解决方案团队，包括所有的激光打印产品；喷墨产品团队，包括喷墨打印和多功能合一产品、数码相机，以及消费渠道；计算机系统团队，其中包括HP PA/RISC和HP-UX架构系统与计算机服务。

试图把英特尔服务器业务分到PSG和CSG两个团队是失败的，整个英特尔服务器业务在PSG重组了。工作站业务从HP PA/RISC过渡到HP-UX技术冗长而凌乱，但当Wintel架构在工作站市场赢得了胜利后，这个业务最终过渡到了PSG。

当基于英特尔微处理器的计算机开始直接与HP PA/RISC在市场上竞争时，结合惠普的组织和普拉特的希望所提出战略，却导致了缓慢和无效的行动。惠普碰到行动太缓慢了，结果戴尔成为工作站市场的老大，虽然之前戴尔并没有在工作站业务上取得过成功。

惠普的另一个挑战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惠普的产品和市场范围迅速变化，需要努力适应。Sun虽然进入市场不久，但已经超过惠普成为UNIX服务器市场的老大。与惠普不同的是，Sun迅速地利用互联网现象，并将自己标榜为“点”（dot）。

除了这些重大变化，惠普还有另一个问题。戴尔以其直接的供应链和销售战略打乱了原有的PC业务模式。结果，戴尔超越惠普、IBM和康柏成为PC市场份额和利润的领导者。

战略行动：分拆T&M业务

由于惠普在服务器、个人电脑和打印机业务上快速增长，公司变得非常大和复杂。这些业务需要显著不同的商业模式，但它们又或多或少相互关联——例如有时共享组件或为客户的IT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前所述，这种组织模式使得惠普很难在Wintel和Linux侵占HP PA/RISC或HP-UX系统市场时有效应对。这越发需要弄清楚什么时候应该允许业务独立运行，以及什么时候公司应该利用跨业务的协同效应。在惠普，这种类型的权衡很困难，因为很容易侵犯创始人青睐的权利下放的运营模式。

然而，惠普的T&M团队（TMG）基本和其他团队无关。它已成为非常不同的业务和团体的混合：有医疗和分析组，产品包括连续监护仪、胎儿监护仪、血气测量仪和心脏除颤器；而最初被命名T&M的团队，负责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的产品，被用于精确的时间间隔计时应用的、测电信号和原子的频率频率计数器，以及电脑业务。虽然这些业务做得很好，但他们经营的规模要比计算机小得多，打印业务也正在成为像印钞机一样赚钱的业务。

这一切表明，T&M业务的需求明显偏离惠普的其他业务，但这并不奇怪，首席财务官鲍勃·威曼回忆说，董事会很少注意T&M业务：“可能只有几分钟的问答时间。但对于可能会影响业务方向的问题，如并购活动，根本没有时间。即使是人员发展方面也一样。我相信就算有一天，如果TMG都想做无论什么规模的收购，它可能不会被批准。”因为在其他业务中总是有更多的行动，因此，尽管它一直是老惠普公司的核心业务，但之后在惠普却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普拉特决定采取战略行动。

普拉特提出的选择包括将公司分成4个部分（计算机系统、个人电脑、打印机和T&M），或者4个部分的一个子集。戴博拉·邓恩（Debra Dunn）是惠普前高级管理人员，在这段时间担任普拉特的参谋长。是邓恩向惠普董事会提出了普拉特的选择。邓恩说，“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48对于将比尔和戴维所留下来的东西分拆开来，有些人表达了感情上的不舍，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公司应该采取的基本战略方向的意见分歧。

鲍勃·威曼是公司当时的CFO和董事会成员，参与讨论了普拉特所提出的选择，他的高管和董事会说：

有些人认为，打印机自己独立运营会更好；因为市场是巨大的，他们受到成本和决策缓慢的拖累，同时因为我们不得不把钱用到其他一些东西上，可能会缺乏资金。

也有些人认为PC业务是一个商品化业务，我们应该马上放弃（大约在1998年）。IBM还没有这样做。

还有些人很喜欢T&M业务，不希望拆分它。

我认为，我们对进行协同的利弊和创建三个新品牌相关的成本都做了完整和合理的分析。如果我们将公司分成四个部分，我们将不得不创建三个新品牌（其中一个保持惠普名称）。所有这些都要与员工、管理层，并最终与董事会讨论。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PC和打印机的分销渠道和品牌管理。它们几乎被摆放在商店货架上相同的位置。这最终说服人们至少保持PC业务一段时间。

在这所有的一切中一个不变的就是，TMG业务的依赖最少，它是最容易创建的品牌，因为它没有零售的元素。我记不起确切的数字，但我们当时估算，为一家工业公司（即安捷伦）创造一个新的品牌需要花费大约1亿美元，为零售公司创造一个新的品牌需要花费3亿～5亿美元。

在成本和风险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你不知道它会起作用。人们突然决定他们不打算从惠普/安捷伦购买测试和测量设备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其中有转换成本和历史因素。

在消费领域，风险不小。我们所做的有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49

再次聘请麦肯锡研究“长颈鹿”项目

在1998年10月，普拉特再次聘请了经常在惠普高管团队出现麦肯锡公司的顾问，来与他和执行委员会（一群惠普公司的高管），在一个范围很大的战略评估项目上一起工作，这个项目代码名为“长颈鹿”。如果说麦肯锡提供了劳动力，那么普拉特就是提供了动力。一位前高管说，“卢在20世纪90年代末决定公司分拆。我们花了一年时间研究这个。我们让麦肯锡来帮助我们。卢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并且在1999年1月向董事会提出了这个想法。卢推动了整个过程。董事会集合起来讨论有关分裂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虽然没有得到来自惠普投资者的关注，但TMG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好赚钱的。其领导人纳德·巴恩霍特说，“我们是盈利的、成功的业务，只是在一家大的电脑公司迷失了方向。TMG在20世纪90年代度过了极好的10年。”50

“长颈鹿”项目突出惠普的战略困境

这次综合战略审查的唯一讨论点就是是否分拆业务。“长颈鹿”项目还评估了惠普的领导团队，确定了人才缺口，并研究了董事会的构成和有效性。在这次意义深远的战略审查中，惠普公司中心有一个乐观的代号“凤凰”，14个业务团队也被分配了动物名称代码。由普拉特和他的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长颈鹿”专案委员会与麦肯锡合作，评估惠普的战略选择。

“长颈鹿”项目指出，惠普已经错过了互联网；错过了机会网络；在高端的HP-UX服务器上投资不足；在生命科学取得了新进展，医疗市场和化学分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惠普利用开展测量业务也较晚。惠普文化也受到了审查。特别提到的是，缺乏问责制，组织过于复杂，以及商业模式不同。有人指出，惠普的四个业务中的三个（打印、T&M和计算机系统）未来的潜力很大，在正确的领导和结构下，可以大大提高它们的利润和增长，作为独立的公司也可以成功。他们认为PC业务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有很多问题，但可能有提高利润和焦点的战略。

“长颈鹿”项目提出了一些较大的机会，包括需要大举扩张，可能是在计算机服务业上进行收购，以及必须要在软件、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有关的业务上付出更多。PC业务的挑战是，在惠普已经是行业第4名并且增长率是市场的两倍的情况下，提高盈利能力，同时继续增长。但“长颈鹿”项目指出，“（惠普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显著干预，是不可能扭转表现的。”51该报告特别指出，个人系统团队、企业系统团队和测量团队需要迅速提高表现。52

“长颈鹿”项目提出的其他问题不能用金钱来解决。工作指出，惠普的快速增长（在短短的6年内，收入几乎是原来的3倍，从160亿美元到450亿美元）和高复杂度，是惠普表现不佳的原因。这种增长并没有导致高层管理人员的任何增长。（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普拉特在他上任前一年就开始着手工作-生活平衡的问题，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基调是每个人都工作得太辛苦，做得不够）。目前的管理团队被视为没有足够处理挑战的能力。执行团队认为需要再雇用10～20名高级管理人员。但这是更具挑战性的事情，因为惠普缺乏地位和股票。53最后，“长颈鹿”项目得出结论，惠普需要“重组董事会成员和流程”，以帮助惠普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54

1999年1月初，“长颈鹿”项目得出结论，惠普可以从下列三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1）聘请新CEO从外部来推动所需的变化，包括如何组织、招聘新的执行团队和新的董事会。

（2）重新将惠普划分成四个独立的业务部门（T&M、打印机、计算机系统和个人电脑等），如果采用这个办法，普拉特还要再待两年来进行过渡，并继续发展内部CEO候选人。

（3）根据T&M、打印机、计算机系统和个人电脑，将惠普分为四个独立的公司。前三个公司的每一个都有机会成为各自市场的领导者。尽管惠普的个人电脑业务排在第四位，但该公司认为至少在行业中的某一部分，它可能会成为领导者。

基于这三个选项的讨论，又出现了第四个选项：仅仅分拆T&M业务。

如果惠普董事会选择选项1，“长颈鹿”项目团队表示，没有可以取代普拉特的内部候选人。这是特别有趣的，因为那些可能的CEO候选人都作为高管参与了这次讨论。此外，该报告指出，因为有关CEO继任的重要决定一直是由帕卡德和休利特做的，董事会缺乏这样做的能力和经验。

这份报告的潜台词令那些在严密控制的分布表上的人不寒而栗：董事会被要求做出关于惠普未来的重大决定，而在“长颈鹿”项目团队来看，董事会没有资格做这件事。

到1999年1月，“长颈鹿”项目委员会已经将选择缩小到了两个：把惠普分成三家公司（计算机系统、打印机、T&M），或者将惠普分成两个公司：T&M，计算机系统和打印机。如果第二个选择被选中，许多人认为普拉特将是计算机系统和打印机公司的CEO。

董事会决定将惠普分成两部分：T&M以及惠普的其他业务（后者将继续拥有惠普品牌）。普拉特将让纳德·巴恩霍特领导开展将惠普的T&M资产分拆成安捷伦公司。（巴恩霍特后来成为安捷伦的第一任CEO。）考虑到普拉特是多么认真地从帕卡德那里承担起维护惠普的责任，他和“长颈鹿”项目这么做一定花了很大的勇气。

普拉特渐渐离开

在这段时间内，普拉特还发起了一个360度的审查，让组织顾问理查德·哈克伯格（Richard Hagberg）分析他和他的高级助手们的优势与弱点。报告显示，普拉特没有解决像惠普这样的企业集团所创造的各种战略冲突的个性。普拉特适时地向董事会提交了这份报告，并提议自己负责从惠普分拆出来的计算机系统公司，或者他仍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邓恩回忆说，“卢以为在安捷伦分拆后，他会负责公司剩下的部分。”55

但是普拉特失去了当时惠普董事会两位最有影响力的成员的信心：迪克·哈克本和杰伊·凯沃思。凯沃思曾经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1986年他辞去了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科学顾问职务后加入了惠普董事会。凯沃思和哈克本对惠普当时面临的战略挑战有类似的观点。凯沃思说，“迪克和我在采用Windows NT上给卢施加了很多压力。我们意识到产业标准计算将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问题。我认为卢真的有努力尝试。”56

分拆安捷伦是在1991年1月决定的，3月宣布，同时宣布的还有普拉特将在分拆完成后退休，新CEO已经入职。普拉特同意董事会的决定，并保持了他著名的绅士风度，同意平稳过渡并且帮助董事会找到继任者。在77亿美元的安捷伦分拆后，390亿美元的惠普公司分为四个部分：企业计算解决方案团队、个人系统团队、喷墨产品团队，以及激光打印机解决方案团队。

卢·普拉特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

普拉特的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非常受制于他的设计。1996年，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家的聚会上，普拉特告诉罗伯特·伯格曼，作为CEO，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主持公司的价值观和目标，把战略决策留给业务领导。的确，普拉特在1994告诉《财富》杂志记者，“在惠普环境下，你真的不能命令人们做任何事情……作为CEO我的工作是鼓励人们一起工作，尝试，尝试事情，但是我不能命令他们去做。我们选择了有活力的有主动精神的人。你不能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人们聚在一起，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搭档。”57

两年后，惠普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1995年表现优秀”，击败了强大的通用电气、英特尔、强生和其他实力雄厚的企业。普拉特说，“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价值观，而不是试图找出商业战略……直到我成为CEO，并开始与其他CEO谈论，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不同……这家公司管理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文化控制。”58

在普拉特的领导下，惠普仍然将自己视为一个像大学一样的地方，重大决策则尽可能多地获取共识。最高级的管理人员属于一个部门经理的管理委员会，他们每季度当业务开始的时候会一整天待着一起，报告他们在做什么，讨论人力资源问题，和其他管理问题。在实践中，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互动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业务过于不同，这种互动过于肤浅，一个部门经理不能给另一个部门经理在战略或业务上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基于这种文化，而且这些会议不足以真正告知别人不同业务的错综复杂，所以很少有人干扰别人的业务组。

正如先前观察到的，普拉特基本上试图按照通用电气的模式运行惠普，独立管理公司的业务。然而，不同于通用电气，惠普的业务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没有在公司层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战略来管理这些重叠的地方。惠普战略基本上就是所有个人业务和产品线战略的加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受到来自主要企业领导人的压力，需要进一步减少企业资源和要求，他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开支。虽然休利特、帕卡德和杨清楚地示范了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技能，他们既没有制度化这些，他们的资源管理纪律和必要的企业基础设施也不足以正确运行一个类似通用电气的企业集团。普拉特只在瑞克·贝卢佐和威姆·罗兰茨竞争时用过自上而下的战略。贝卢佐离开惠普后，普拉特请来了麦肯锡公司来帮助做战略决策。

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

在他担任CEO的绝大多数时间，普拉特提倡一种几乎完全自下而上的战略，很少有甚至没有企业战略重点。普拉特希望加强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他让他的副手设定自己的战略，让他们各自处理惠普之道硬的一面，而他让精简的企业中心聚焦于处理惠普之道的软的一面。没有哪个经理人比瑞克·贝卢佐在这个范围内走得更远，他作为高管讨论了惠普的企业计算和个人计算业务之间的冲突。

普拉特通常依赖于组成执行委员会的高级管理人员们制定他们自己的战略，这方面他远远超过约翰·杨、休利特或者帕卡德。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为他们的团队提供机会，这是他们的职权范围。一位高管表示，“惠普基本上是个控股公司。卢的工作就是监督这个控股公司。他一直致力于公司标志的分权管理。”这位高管继续说道：“人们来到执行委员会会议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没有中央决策的意识。战略的、跨部门的问题是复杂的，因为无论削减任何两个部门之间的产品线，都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来解决它，这就创造了一些矛盾。”这使得每个主要业务的领导都相互独立地设计和执行战略。虽然这种方法使得每个业务运营都达到最优，但惠普的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达到最优。资源分配的决策权在于每个经营部门，这些决策不是基于促进一个既定的整体企业战略而系统化地做出的。

在贝卢佐离开后，计算机集团直接向普拉特报告，他才开始修改组织模型，重新将自己放入其中。在那个时候，很明显计算机系统业务正在挣扎。据此，正如前面提到的，卢·普拉特时期的战略领导力体制的特点是随波逐流。

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

普拉特领导下的保守文化

普拉特收到来自帕卡德的命令就是恢复惠普之道，这包括帕卡德曾经强迫杨采用的分散的经营模式。简单地说，普拉特选择了文化高于战略。虽然这是一个受绝大多数员工欢迎的决定，但这导致当互联网、Wintel和其他力量出现，市场发生变革时，惠普没有持续成功的有效战略。

普拉特加强了惠普文化的软的一面，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员工调查分析，以评估员工满意度，并引进良好的人力资源计划。他甚至确保他每天睡觉前都回复所有的语音邮件信息。任何人都可以给卢发消息，并快速得到回复。他受到绝大多数惠普员工的热爱，并且定期、非正式地与形形色色的惠普员工互动。

至于企业文化的硬的一部分，前面已经提到，普拉特被要求支持自筹资金部门的自主权，以及帕卡德在杨的CEO任期结束时重建的团队模型。普拉特捍卫并加强了惠普做事的这一模式，也进一步减少了公司的中心化。

在很多惠普高管看来，普拉特本人致力于重振惠普之道的人的方面。这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包括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分担、远程工作，并专注于发展和促进妇女及少数民族员工的机会。这些普拉特强调和振兴的特质，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惠普文化的一部分。但不幸的是，负面特质逐渐蔓延到文化。一名前高管观察到：

在以前，惠普一个很好的惯例是，当你同意一个共识，你基本上就等于发了一个血誓，你要做什么已经定好。你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对同一群人说，这些是我们过去所使用的假设。这个假设改变了，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

而在普拉特阶段，人们开始发现他们可以答应一些东西，然后走开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以前，你绝对不能这么做。

不幸的是，这经过转型，在惠普的一些组织中形成了很表面的共识。由于领导力和问责制削弱（主要是在中低层，可能是由于在这个高增长期人员的扩招），真正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但表面的共识仍然存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组织空洞的共识不能掩盖已经开始困扰惠普的战略挑战。

缺乏有力的企业战略

因为缺乏战略，以及对各业务之间没有解决的战略问题所带来的内讧采取容忍态度，许多普拉特的高级助手们感到沮丧。缺乏一个引人注目的企业战略，加上普拉特努力重新支持老惠普企业文化，导致了我们所谓的竞争，在战略的决策过程中，不同高管寻求驱动惠普的战略方向非常不同。最重要的是，这涉及瑞克·贝卢佐想推动Wintel控制标准为基础的PC和服务器产品，与威姆·罗兰茨倡导的继续投资专注于HP PA/RISC和HP-UX企业计算系统。

无法建设性地解决公司未来战略方向的争论，显示了普拉特采用的战略领导模式的局限性。贝卢佐的产品导向战略得到董事会成员迪克·哈克本的大力支持，赢得了竞赛，威姆·罗兰茨离开惠普成为Xilinx的CEO。这一战略决策有很深远的影响，也决定要信任惠普的命运掌握在企业计算与英特尔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新的安腾64位微处理器体系结构的发展，最终对市场的时候，它最后被释放。这一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影响，就像决定相信惠普在企业计算领域的命运掌握在与英特尔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开发新一代Itanium 64位微处理器架构，最终在市场发布时却不受欢迎。

普拉特越发沮丧

苏珊·鲍伊克（Susan Bowick）说：“在卢的要求下，我们对全球范围内的员工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了许多文化因素——风险承担、内部与外部焦点、奖励制度、决策制定、速度等。卢看了结果说，文化将是我们1998年1月在加州蒙特里300人年会上的一个主要议题。”59

在星期一开始的务虚会之前的那个星期五，当时负责惠普全部计算机和打印机业务的瑞克·贝卢佐突然辞职了。鲍伊克说：“卢认为改变惠普文化是他的主要工作。麦肯锡以及我们正在一起工作的其他顾问表示，由于深层文化问题的阻碍，卢有很多战略性缺陷。卢想在蒙特里会议上进行讨论。花了几个小时在文化上，讨论目前惠普的文化在竞争中是如何处于劣势的。参会的几位高管表示，‘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们的。’董事会的一个成员在听众中摇着头表示同意。下台之后，卢对我说，我很担心我要辞职了。”60

在蒙特里会议上，普拉特告诉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惠普是一个“燃烧的平台”，“火正在燃烧”，即使没有“烧到你的家门口”，最好的改变时刻是“在它强迫你之前”。61缓慢的增长造成了惠普平台的“起火”。长期以来，普拉特都受此困扰。他指出，惠普“创业以来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9%”，而惠普即将进入《财富》500强排名的前十，这是那些平均增长率只有4%的公司的最顶峰。普拉特想知道公司是否正在朝着“南墙”迈进，如果是的话，可以做些什么。62（有趣的是，在2011年给员工的内部通知中，曾经强大但却日落西山的手机巨头诺基亚的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也用同样的“燃烧的平台”比喻，哀叹错过的机遇和手机行业巨大的变化搅乱了公司。63）

普拉特给每个业务部门安排了新任务，让他们寻找惠普可以进入的二三十亿美元产值的新业务，并寻找方法来更好地与总部合作。普拉特指派另一个团队去寻找现有业务团队尚未发现的“空白”机会，例如可能来自惠普实验室的新业务。一位前高级管理人员回忆说，即使发现了很多机会，这一努力仍然没有成功，因为数十亿美元的业务通常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它们的拥有者能更好地理解它们。

到1998年，惠普显然被缺乏引人注目的战略所困扰。普拉特决定增加权力下放。每个业务主管都被任命为总裁，财务负责人担任该业务的CFO，加强了控股公司模式。苏珊·鲍维克记得：“我们没有说明企业的战略，而我们在互联网上的领先地位还不清楚。”64当时一位分析师观察到，“我们认为，惠普的盈利薄弱是由于组织和成本结构与收入结构不匹配。”65普拉特、CFO鲍勃·威曼以及其他被称为集团总裁的4位高管，一直在与战略斗争。威曼回忆说：“我们谈论了投资组合管理，但是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事情。我们最终将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分开了。1997年和1998年，我们努力重组销售队伍，以更加面向客户：我们变得更加内省，聘请顾问帮助我们思考战略（早在1998年10月），我们评估了许多战略。”66

普拉特对于增长已经无计可施。1998年5月的惠普安全分析大会上，普拉特的沮丧显而易见：“坦率地说，我们厌倦了提供借口。我们想提供结果……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记得彼得·芬奇（Peter Finch）在电影网络中的著名台词。他说，‘我很生气，我不会再拿了’，这很好地描述了我的心情。”67

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

强调适应性

普拉特时代时，惠普除了PC业务之外，其所有主要业务都很强势，市场地位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惠普已经发展出足够的独特能力，在短期内继续取得成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拉特在PC业务中强力推动了产品在市场上的强势地位。PC是一个非常快速、高容量、低利润的业务。管理这种业务对惠普来说是一个挑战，但在普拉特时代结束之前，公司在PC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普拉特还决定放弃惠普在处理器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独特能力，相信（可能是正确的），在这一部分计算中将无法取胜。然而，似乎惠普在将处理器设计转移到英特尔方面所节省的成本已经下降到了底线，而不是再投资于计算机系统的其他创新方面，这些方面可能会给惠普带来竞争优势、差异化和盈利。

卢·普拉特重新引入了一个更接近传统分区结构的操作模式，这曾经导致了不同系统和方法的迅速扩大。加之他不愿意形成企业层面的战略，导致了下面提出的不同战略方向之间的争论，惠普在20世纪90年代末再次面临与计算机行业战略适应日益恶化的情况。

不受重视的演化性

普拉特故意放弃了制定惠普公司战略。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惠普的战略不能满足良好战略的三个标准，也不能被认为是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的——虽然不是立即明确的——这意味着对惠普传统创新能力的影响。矛盾的是，据报道，普拉特对惠普实验室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但缺乏企业战略使得公司几乎不可能利用惠普实验室不断产生的全新理念。首先，让业务部门制定自己的战略，自然就使得他们优先专注于他们的利益，最好不要考虑长期的创新理念。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普拉特监督部门研发削减预算，这可能是以类似戴尔和其他PC厂商为标杆，但这些公司的技术研发外包给了英特尔和微软。虽然惠普研发费用占营收的百分比仍然比其PC竞争对手高，但这种减少意味着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部门研发人员来合作——同行们却在鼓励企业考虑采取更长远的创新思路。

在这种环境中，普拉特从逻辑上也开始削减惠普实验室的资金，这一进程将在惠普未来两位CEO的带领下继续大幅推进。总体平均研发支出下降到收入的7.58%。最后，高层管理人员也不会主动承担困难和危险的工作，发起我们所谓的战略环境确定过程（真正的发现过程），这对于评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思想以及决定是否基于他们创造新的业务是非常必要的（见第1章）。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虽然在普拉特任CEO期间，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过程似乎很强大，但它不再适应那些产生根本性创新并将之商业化的自主战略举措。普拉特没有发起任何一个主要的新业务来让公司获得超越市场的利润，这在惠普的CEO中是第一个。

悬而未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缺乏企业战略领导力

普拉特大力支持去中心化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战略。起初，组织的运营方面运作良好，简化了大部分复杂性。但这种分散模式并不适合制定企业战略。更糟糕的是，惠普PC团队出售的计算机系统是基于Wintel的行业标准，因此对惠普来说利润较少，但它却开始在与计算机系统团队利润非常高的HP PA/RISC的竞争中越来越多地取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拉特很难解决这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此期间，戴尔成为领先的工作站供应商，而康柏成为英特尔服务器的领导者。

虽然普拉特强迫不同业务的领导人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但他并没有积极引领公司的战略方向。他也不认为这是他的工作。这无疑增加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看法，即企业层面的活动消耗时间，但没有增加价值，这反过来又使得公司做更少，业务更加独立。帕卡德、休利特和杨从CEO办公室推动了公司战略，并在新业务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普拉特并不认为这是他应该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惠普现在所在的市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提供惠普所需要的全部增长，而且市场复杂多样，处理好这些战略的战略最好还是留给各个业务的领导者。

普拉特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的低效率。但用什么来代替呢？当惠普的业绩开始受到影响时，普拉特让主管和外部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来研究惠普的最佳商业模式。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普拉特和他的继任者，就像它曾经困扰他们之前的约翰·杨一样。麦肯锡向普拉特报告说，惠普是一个多样化业务的集合，要想成功地实现一个综合模式，高管们必须深入参与。与这种结构相反的是组合模式，也许最好的例子是通用电气，它在杰克·韦尔奇的领导下，开展包括灯泡、烤面包机、喷气发动机生产和抵押贷款等多项业务。为了在组合模式中取得成功，公司必须有明确的问责制。负责惠普T＆M团队的纳德·巴恩霍特回忆说：“我们试图每种都做一点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决定废除管理委员会，给每个业务领导者更多的灵活性，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运营他们的业务，并增加结果的问责制。”68

CFO鲍勃·威曼回忆说：“我们谈到采用像通用电气这样的组合模式。但问题是我们的其他业务是相关的。”69据威曼介绍，不像通用电气烤面包机和喷气发动机那样完全不同，惠普的业务都相关，这造成了棘手的管理问题：“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听到别人讨论，比如，是一个销售团队还是多个？是多个销售专业吗？问题是你投入多少努力把它们合在一起，利用客户关系等？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惠普有这个问题。”70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惠普特别不适合采用通用电气那样的模式。因为它没有一个专注于长期业务问题的企业级战略团队。惠普的组织结构是故意以产品为中心的，各部门的P&L控制、销售团队以及报酬都是按产品分类的。这种结构在过去受到青睐，因为它似乎将责任推向了组织的较低层级，使得HP-UX和企业销售团队难以出售基于英特尔的服务器，惠普也很难转向跨产品线服务的销售。随着互联网推动了包括PC、服务器和IT服务在内的所有解决方案的需求，这些困难变得更加显著，因为这些解决方案在惠普仍然是独立业务。

战略和财务绩效下滑

在普拉特任职时期的前半段，惠普的财务业绩非常棒。如前所述，在1995～1996年的15个月内，惠普两次将其股票分股，分股前所持有的每股股份相当于4股。然而，公司表现在普拉特任职后半段并不好。在此期间，增长率下降，经常达不到季度目标。普拉特公开表示，这种业绩表现是不能接受的。

随着互联网泡沫的膨胀，惠普各种竞争对手的股价看起来似乎比以往包含的惠普股票要涨高一些，这些竞争对手都以一种或多种方式拥抱了互联网。当科技公司的股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真正腾飞时，惠普的股价也上涨了，但速度却慢得多。到1996年年末，公司再次出现了严重的增长和组织问题。只有这一次，惠普最突出的业务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独特的重要性，从风险投资家和股票市场、新竞争对手和新的商业模式中获得了轻松的收益。惠普并没有结构化地利用这些力量，而公司相对较晚地拥抱互联网，对计算机系统业务伤害尤其大。投资者抓住了机会，惠普的股价相对于像Sun、戴尔这样的竞争对手落后了——更糟糕的是，很多初创公司由于网络热潮股价都在不断上升。尽管惠普的股价在1999年夏季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但互联网泡沫使得其他科技公司的股价上涨更高更快。这引起了惠普董事会的注意。

卢·普拉特与董事会的互动

戴维·帕卡德离开了董事会

当卢·普拉特成为CEO时，董事会开始改变。迪克·哈克本1992年加入惠普董事会时立刻成为董事会的一股势力。一年后，1993年，董事会主席戴维·帕卡德80岁，健康状况不佳，从董事会退休了。比尔·休利特加入了，作为一个不活跃的名誉会员，他曾经在1987年离开董事会。当时的一名董事会成员回忆说：“恕我直言，戴维负责董事会会议，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戴维没有能力主持会议了。他听不清楚，他会在别人说话的时候说话。”同年帕卡德的女儿和休利特的女婿被选入董事会，与帕卡德的儿子以及休利特的儿子一起，两个人的儿子都从1988年开始在董事会任职。

一位高管表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董事会都很敷衍。你会去参加一场董事会会议，在整个会议上也许有三个问题。他们处理问题是填鸭式的，就是这样。”但现在董事会活力正在变化，它正在越来越多地涉及大型战略问题，包括形成关于谁应该管理公司的意见。哈克本说：“当卢成为董事长时，董事会开始拥有了更多自己的声音。这是在创始人董事会和专业董事会之间，奇怪的、从未涉及过的模式。它混合了很多人：一些是来自创始人董事会的董事会成员，其他人来自其他公司，他们的董事会在公司运营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71另一位前高管表示，“有强大的个人领导，使得董事会领导力不强。董事会在领导层真空中挣扎。”

所有四个“孩子”——有时作为家庭成员统称，如果不准确，因为他们加入董事会时已经40多岁了——在各自的职业生涯有区别。然而，像大多数其他董事会成员，没有一个家庭董事会成员曾在该公司工作，或在惠普运营的关键市场或技术方面有直接经验。这创造一个董事会的建立，成员之一的哈克本在公司很有经验；另一位是科学家杰伊·凯沃思，他长期担任董事会成员，因此，对公司的业务很熟悉；其他额外的各位董事会成员是帕卡德选定的，虽然他对惠普的技术、市场经验和“孩子”都不太有经验。

创始人董事会的弱化

一位内部人士认为，休利特和帕卡德的离开带来的间隔期是惠普的创始人董事会混乱运营的开始。例如，另一个内部人士提到，当惠普决定改造旧的公司总部大楼时，设施经理决定换掉比尔和戴维办公室的地毯，这些地毯从旧大楼建好后就一直没变过。家庭董事会成员向董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多次董事会会议上进行讨论。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有些家庭成员在公司臭名昭著，因为他们向董事会提出与惠普的业务或战略无关的个人宠物项目，让公司进行投资。这位知情人士表示：“有一些关键的问题，你不能对董事会提，例如在计算机系统业务中计算机系统结构的不连续。大多数董事会成员没有能力对此进行分析。提出决策的合理方式是展示风险。但是在这个董事会上，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有正确的答案。”

瑞克·贝卢佐说：“我记得我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带着激情发表了一个声明。我说，如果我们不做任何改变，我害怕几年后我们的系统业务最终会非常疲惫……它将要商品化，并且不会有太大的利润。”72贝卢佐继续说道，“男孩们（指比尔的儿子和戴维的儿子）批评了我，一次又一次地。但我要再说一次，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了即将到来的变化，并采取行动进行竞争，在相关领域做出更高的价值贡献。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惠普仍然面临着压力。”73

除了家庭董事会成员必然感到的压力之外，戴维·帕卡德以及程度稍弱的比尔·休利特，并没有分散他们的大部分财富，仍然拥有大量的惠普股票。当戴维·帕卡德从惠普公司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时，他仍然拥有14.7%的股份。比尔·休利特拥有的稍微少一些，在1977年比尔的第一任妻子Flora去世后，他出售了部分股份缴纳遗产税，还剩8.8%。算上给予创始人子女的股票，帕卡德和休利特家族控制了惠普37%的股份。74帕卡德和休利特建立的慈善基金会、帕卡德基金会、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Flora Hewlett）基金会的资源都高度依赖惠普股票的表现。随着他们的父亲不再活跃于惠普董事会，董事会的家属必然感到巨大的压力，来维护来自惠普、来自他们的父亲和来自他们家庭基金会的遗产。

随着创始人不再活跃于董事会，CEO依靠他的助手来获得战略，公司的最高层就有了战略真空。凯撒基金会健康计划和医院的主席兼CEO戴维·劳伦斯（David Lawrence）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董事会。劳伦斯说：“在约翰·杨和卢·普拉特的领导下，困扰惠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非常擅长做下一件事情，在连续的空间下一个赌注。我们的战略是非常线性和非常接近的；更多的是短期而不是即时或者长期战略。”75劳伦斯继续说道，“我们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讨论是关于这个问题或该产品将要做什么。作为一个董事会，我们更加关注我们受委托的角色，以及公司面临的运营和战术问题，而不是我们对广泛战略的影响。”76

在普拉特任职结束之际，董事会的领导，例如约翰·弗里（John Fery），博伊西加斯凯德（Boise Cascade）公司的董事长兼CEO，正在试图重组董事会以解决其缺陷。董事会成立了由弗里领导的特别委员会，以审查董事会的组成。一位内部人士说：“目的是找出处理家庭成员的办法，吸引优秀的人进到董事会。帕卡德的女儿，苏珊·帕卡德·奥尔（Susan Packard Orr）被广泛认为是非常有能力的董事会成员，打算挺身而出，并告诉其他家庭成员是时候离开董事会了。但是，由于公司的业绩在普拉特的任期结束时停滞不前，这些事件已经泛滥成灾了。”

即使普拉特这种特别关心惠普传承问题的人，都建议拆分公司，对董事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它超越了惠普作为一个企业集团，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战略和结构扭转局势的问题。卢·普拉特的参谋长戴布拉·邓恩记得：“这在董事会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过程。这不仅仅是4个孩子，很多人都很担心。这仍然是比尔和戴维建立的董事会。”77休利特和帕卡德的董事会将不得不批准创始人公司的全部或部分拆。邓恩说：“我为孩子们心碎。他们觉得维护父亲对公司的看法的责任是巨大而痛苦的。”78

CEO接任计划不佳

到这个时候，董事会已经准备好让普拉特退休了。但是，没有明显的继任者，瑞克·贝卢佐的崛起导致了人才流失。包括威姆·罗兰茨和迪克·瓦茨（Dick Watts）在内的高管，感觉到贝卢佐将成为最高领导，于是离开惠普另谋高就。当普拉特退休时，董事会认为公司内没有任何高管有能力承担公司的领导责任。加剧继任规划问题的一个现实是，因为惠普的分散结构，普拉特剩下的手下中没有一个在其业务线之外有很多经验，而惠普已经变得比任何一个组成部门都复杂得多。

最有理由被任命为CEO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安·利弗莫尔（Ann Livermore），负责惠普的企业计算，在惠普工作18年了，另一个是卡罗琳·蒂克纳（Carolyn Ticknor），在公司工作了23年，负责激光成像系统。成像和打印（尤其是打印机耗材）是公司利润最大的部分。很多人都认为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很明显将成为继承人。惠普的两名内部CEO候选人是女性，这对于普拉特在以男性为主的工业技术产业中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是一个良好的展示。

董事会审查了内部CEO候选人，但最终决定在公司外面寻找新的高层领导。这对于惠普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公关代表也被告知该如何处理这种猜测。关于“如果惠普在1998年没有失去瑞克·贝卢佐和迪克·瓦茨。公司是否需要引入新的管理人员？”一份内部通知中建议如此回应：“每一个公司都有或多或少的管理变化。今天的公告并不是过去管理层离开的反映。”79

1999年7月，惠普董事会宣布，在这个新的互联网时代，他们已经在公司外部找到一个新的CEO来管理惠普。他们选择了一个来自快速增长的电信行业的高管卡莉·菲奥莉娜。菲奥莉娜从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跳槽来到惠普，在那里她是该公司的200亿美元规模的全球服务提供商业务线的总裁。在惠普选择她担任CEO之前，她在之前那项工作中工作了一年多。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最初是普拉特向招聘人员提供了卡莉·菲奥莉娜这个名字。当菲奥莉娜还在朗讯工作时，普拉特曾不时与菲奥莉娜互动，对她印象深刻。”

在宣布她的加盟后，卢·普拉特说：“我们考虑了许多非常优秀的高管，包括惠普内部的和外部的。最终，董事会认为现在是加入新鲜的领导力的正确时机。卡莉·菲奥莉娜是搜索委员会的第一选择，也是唯一一个提交给董事会的候选人。董事会在选择卡莉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和热情的。”80有趣的是，在聘请她之前，惠普董事会并没有询问约翰·杨和纳德·巴恩霍特对她的看法，约翰·杨当时在朗讯的董事会并且很了解菲奥莉娜；纳德·巴恩霍特是惠普内负责和朗讯公司打交道的，他同样了解菲奥莉娜。

总结：卢·普拉特对惠普成长的贡献

在普拉特任期的第一年，惠普PA/RISC系统的市场和利润终于开始增长；打印机业务越来越强，增加了惠普的利润；惠普的T＆M业务大部分时间都是有利可图的；PC业务在普拉特任期的前半段里一直在盈利，增长速度很快，提高了利润。在股市方面，惠普在普拉特任职期间市值从近120亿美元增长到近950亿美元。尽管大部分增长都是在他任职的前半段发生的，而且受益于杨在惠普计算机业务方面的大量投资，但不难想象，普拉特对他在担任CEO期间所创造的股东价值应该感觉不错。

普拉特也对他对惠普文化的影响感到自豪。普拉特的平等主义人格和行为体现了惠普之道中最好的一面。个人家庭原因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单亲家长。作为惠普的副总裁和后来的CEO，普拉特努力提高员工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认识，并为妇女们创造机会，这些妇女在职业生涯中经常受挫，并且由于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丧失了对公司有用的才能。对于指责普拉特过于注重软业务问题的批评者，普拉特回应道：“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软性问题，那么你的头脑本身就很软。实现工作/生活平衡是为了让人们创造性地、高能量地工作。这是一个真正的、硬的商业问题，与家长式无关。工作/生活问题是企业的重中之重，这加强了惠普的竞争优势。”81从做人来说，认识普拉特的高管在谈起他的时候，都会说他是一个真正温暖的人，并继而沉默半晌，因为普拉特在2005年意外去世了。82

然而，普拉特时代早期的成功导致了惠普成为一家规模更大、更复杂的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拉特放弃了设定公司战略，并决定不同业务采取各自适当的运营模式，以及他无法有效管理惠普不同业务之间的冲突，导致他提出了分拆仪器业务，并大大增加了商品类业务在企业业务组合中的重要性。83

此外，放弃专有的64位处理器而支持与英特尔在Itanium（64位计算系统）上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Itanium没有达到市场预期，这导致惠普失去了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计算的巨大机会，让Sun有机可乘。此外，普拉特（可能是董事会成员迪克·哈克本的强烈建议）使瑞克·贝卢佐成为CEO的接任者。当贝卢佐在1998年突然离开惠普成为硅图公司的CEO时，惠普已没有明确的继任者。

安捷伦公司的分拆由纳德·巴恩霍特负责。虽然这笔交易是在菲奥莉娜的CEO任期内完成的，但普拉特还是以董事长身份进行了监督。当然，每位CEO都会留下一些未解决的战略挑战，所以每个新的CEO都会接手一些棘手的问题。普拉特最重要的未解决的战略挑战集中在惠普的电脑业务：他没有为惠普在计算机系统业务上设计或者主持一个成功的战略，让惠普在互联网——日益增长的英特尔架构驱动下的世界里异军突起，这是一个服务器和PC快速商品化的世界，虽然由于普拉特对惠普文化的重点保护，在他退休之时仍能将公司团结在一起，但由于缺乏明确的企业战略，面对快速变化的动态环境，解决这个不确定性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基于此，在帕卡德的三个关键成功因素评价体系内，卢·普拉特的表现并没有获得高分。在他担任CEO期间，惠普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力（帕卡德的第一个因素）下降了。惠普调动组织去与外部竞争的能力（帕卡德的第二个因素）被PA/RISC企业系统团队和Wintel产品团队之间的冲突所覆盖了，也没有能力制定可以在企业的组合业务中维持T＆M业务的战略。他迫使公司最强的战略领导者之一（威姆·罗兰茨）离开，并且打压最有远见的战略领袖伯恩鲍姆，从而使得在本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新技术领域（帕卡德的第三个因素）没有进行商业化，甚至完全错过了。

总的来说，普拉特的CEO任期持续了惠普的混乱过程。一方面，它维持了公司的良好财务情况和股东好感。然而，另一方面，推动公司日益转向追求商品化，也导致一个战略转折点的出现，可能使其继续陷入危机之中。

卡莉·菲奥莉娜将尽力引导公司走过即将面临的“死亡之谷”，并为公司打造一个新的获胜战略。




        

第6章 卡莉·菲奥莉娜推动惠普获取规模和范围优势

初始条件

外部环境

当卢·普拉特离开惠普时，计算机行业正在迅速变化。惠普不仅服务一次购买一台个人计算机和打印机的个人消费者，也服务一次购买数以千计这些产品的公司客户。惠普通过供应链服务各个消费者群体，计算机主要直接销往零售商，打印机同时销往零售商和分销商。惠普还通过自己的销售队伍和间接渠道向公司销售高端产品，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软件和相关服务。

20世纪90年代，PC和桌面打印机市场持续快速增长。然而，PC的大部分利润都是属于微软和英特尔的，因为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即所谓的Wintel平台，赢得了更高的利润，并且使得PC运行在Wintel平台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叶，惠普与戴尔竞争，戴尔由于高效率的按单定制和直接分销业务模式，实力已经非常强大。这种模式对企业非常有吸引力——企业买家在购买计算机之前不需要看和触摸实体计算机，这与当时消费者喜欢的购买方式不同。戴尔在面向企业的业务方面，也采用以Wintel为基础的服务器。这个市场是由康柏开创和领导的，正在迅速增长，越来越多地以牺牲传统的企业服务器供应商为代价。此外，戴尔推出了自己的品牌打印机。对惠普来说更糟糕的是，惠普专有的PA/RISC和UNIX的HP-UX服务器性能已经落后于Sun的SPARC和Solaris，惠普并没有有效地销售给快速发展的网络客户，这部分客户被Sun主导了。

在CEO约翰·阿克斯（John Akers）任职的最后几年里，IBM经历了艰难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IBM试图通过与微软合作开发一种称为OS/2的新操作系统来重塑PC行业，希望它能够取代老化的DOS标准。当微软发布Windows时，OS/2成为一个死胡同，Windows最初运行在DOS之上，后来完全取代了它。1991年，IBM剥离了其打印机业务，创建了名为利盟（Lexmark）的新打印机公司。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IBM与苹果电脑和摩托罗拉合作生产了PowerPC微处理器架构，但未能在英特尔的产品上获得优势。IBM和苹果公司也合作开发了Taligent操作系统，但在市场上也是失败的。IBM的新CEO郭士纳总结说，对Wintel的这些战斗已经失败了，公司应该继续前进。在他的领导下，IBM重新定位了其高端IT相关咨询服务的增长战略，以补充其在高端企业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传统产品。

如果说IBM愿意将PC业务放弃给Wintel，但苹果电脑不会。苹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挫折，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其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重新领导下正在复苏。苹果在消费者PC市场中占据相对较小但利润最高的部分。随着内容数字化和宽带通信基础设施的部署，计算机、电信和娱乐行业的交叉越来越多，在20世纪初，苹果正在准备成为这些新兴的融合行业里的领先企业。当时，随着iPod音乐播放器和iTunes音乐分销系统的推出，它成为音乐行业的跨界独角兽。1

重要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迅速增长的商业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催生了大量的新的软件和IT相关的公司，并让这些公司的估值暴增。互联网的增长鼓励消费者购买具有互联网功能的计算机，从而推动了服务器、软件、存储和网络的蓬勃发展。IT行业的许多老牌企业，包括在普拉特领导下的惠普，都没能理解互联网对其业务的长期战略影响。

内部环境

到20世纪90年代末，惠普在企业业务上的一些问题苗头，在公司内外看来尚不明显。许多观察家同意华尔街分析师的话：“惠普没有什么问题，但公司需要重现活力，那就是惠普最大的挑战。”2惠普高管内部也一致看好公司的发展。1999年，惠普的表现相当不错，但其计算机系统的竞争对手已经拥抱了互联网，惠普却还没有。惠普专注于企业计算，但其性能不稳定，坏的时间和好的时间一样多。与此同时，惠普的PC业务继续增长，并获得市场份额，但仅收支持平甚至更糟。幸运的是，惠普的打印机业务利润丰厚，有时为了公司贡献了全部利润。3

惠普的董事会认为，将惠普的T＆M业务分拆为安捷伦，将允许公司其他业务（即计算机和成像业务）更有效地与IBM和戴尔、Sun、Lexmark等公司进行竞争，相比于惠普，这些公司的业务更加集中，拥有更低的成本结构。在此期间，戴尔和Sun在企业市场中普遍超过了惠普。1998年，惠普的计算机收入仅增长了3%，而戴尔的销售额增长了38%，Sun的收入则增长了20%。

这是卢·普拉特的继任者所面临的现状。但谁会接替普拉特呢？董事会似乎不相信任何内部候选人有合适的经验来担任该职位。一些董事会成员谈论，要把瑞克·贝卢佐找回来，他当时已经是价值31亿美元的硅图公司CEO，那是一个用于3D图形应用的高性能计算机制造商，但最终他们没有找他。对于惠普董事会来说，找到一个在1999年收入近430亿美元的标志性公司的领导者似乎不太难。但事实上，惠普的股票并没有像硅谷其他抓住互联网风口的公司的股票一样增长，这使得董事会的工作更加艰难和紧迫。

据一名前惠普高管透露，董事会考虑的4名候选人中没有一人有过担任CEO的经历。可想而知，董事会非常谨慎，无论选择哪一个候选人，都是将价值430亿美元的公司的钥匙交给一个首次担任CEO的人。

考虑卡尔顿·菲奥莉娜（也即“卡莉·菲奥莉娜”）的建议来自卢·普拉特，他曾在菲奥莉娜还在朗讯公司时就与她进行过接触。菲奥莉娜的职业生涯在朗讯公司开始腾飞，朗讯公司也在网络繁荣阶段和其他电信公司一起高速发展。两年内，菲奥莉娜成为朗讯核心业务的总裁，该业务被誉为全球服务提供商业务，负责将朗讯设备出售给世界各地的网络供应商，并创造了约19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菲奥莉娜曾在1998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在随后的4年都赢得这一称号），击败了包括媒体大咖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在内的杰出竞争者，获得了全美范围的一定知名度。菲奥莉娜在朗讯的下一个工作将是CEO。不过，朗讯的CEO才刚刚到任两年，似乎不会很快离开。菲奥莉娜感到在朗讯的发展有点受限。她在回忆录《艰难的抉择》中写道：“我［控制］能够创造所要求的利润的资源很少。”4所以当惠普的猎头公司在1999年2月的一个晚上打给菲奥莉娜，询问她对惠普CEO职位是否感兴趣时，她接了电话。5

依据董事会的面试安排（包括广泛的心理测试），菲奥莉娜先是通过搜索CEO委员会面试，随后被整个董事会面试，她给理查德·哈克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理查德·哈克本抓住了普拉特即将离开所带来的董事会断层的机会，正在成为董事会一股更强的力量。当菲奥莉娜的招聘公示时，惠普还透露，哈克本将成为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长，在年底替换普拉特，担任主席。菲奥莉娜有很多非常有吸引力的品质。董事会成员发现她非常具有战略性，具有很高的人际关系和领导能力。事实上，菲奥莉娜是一名销售和营销专家，但几乎没有运营经验，并且她来自通信设备公司，对惠普从事的业务没有经验，这些问题也曾让董事会犹豫。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反弹式爱情一样，惠普的董事会希望寻找与普拉特个性完全相反的人。董事会成员似乎被菲奥莉娜的营销技巧吸引了，特别是她在新的动态网络世界中代表公司的能力，他们正在寻求一个意志坚定的、能够解决惠普所面临问题的传道者。

从菲奥莉娜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哈克本在明确他原先看中的首选瑞克·贝卢佐没戏后，才对她表示友好。6她还认识到，迪克·哈克本是董事会的老大。于是她就试探了他。菲奥莉娜回忆，她当时对哈克本说：“在我看来，80多个业务部门太多了，我们需要采取一些行动增强业务基础。”7她进一步解释说：

我对迪克这样是因为这是曾经让杨陷入麻烦的问题。他努力追求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投资战略，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的决策。所以我想测试我的意图：如果他们想保持分散化，只是渐进地改变，那么我将不会接受这份工作。8

菲奥莉娜星期五接受了这个职位，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她在新泽西州的家，第二天早上到达了惠普总部。在星期六上午，菲奥莉娜和普拉特录制了一个采访，在这个采访中，即将离任的CEO将她介绍给了整个公司。这段视频将在接下来的周一在惠普全球各地公司内播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员工们经常看见普拉特和菲奥莉娜在一起，并且知道普拉特将继续担任主席，直到1999年年底，被理查德·哈克本取而代之，哈克本同意在普拉特离开时担任非执行董事长。这一切让员工和投资者都感到很能接受，并对事情的衔接很满意。

不过，菲奥莉娜说，公司在把她介绍给高层管理人员方面处理得并不好，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本该是他们担任CEO的，这给了她一个不幸的开始，这些人本该是她最可以依靠的。菲奥莉娜回忆说：

在周一公布之前的那个周末，我和管理层进行了第一次会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里。卢当时也参会了，很明显，董事会没有谈到要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们在公司外面引进了CEO。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难接受。9

菲奥莉娜还表示，来到惠普的最大惊喜之一是她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她过去也上过杂志封面，但是这种关注程度对她来说也是一件新鲜事。菲奥莉娜说：“媒体的关注度非常高。我对此完全没有准备。我没想到会有这种关注，而且关注从未消失。”10

当44岁的卡莉·菲奥莉娜来到惠普时，她带来了一系列第一：第一个惠普外部人，第一位非工程师，也是第一位担任硅谷老牌公司领导的女性。

卡莉·菲奥莉娜的战略领导力：概述

卡莉·菲奥莉娜担任CEO，是惠普成长的分水岭。卢·普拉特已经将惠普转向基于Wintel的商品化的计算机系统，但该公司还没有达到在战略方向上的不归路。事实上，菲奥莉娜首先系统地考虑了惠普的几个潜在战略发展载体。起初，她选择放弃惠普的商品化业务，像IBM一样，决定通过高端咨询服务寻求增长。为此，2000年，菲奥莉娜采取了一个战略举措，她打算以1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门。不过，由于惠普的股价因错过了盈利而下跌，投资者对这笔交易感到不安，这笔交易在两个月内就被放弃了。普华永道的收购旨在使惠普在企业计算市场上有更强大的产品市场地位，在高端信息技术服务方面具有强大的独特优势，这可能会驱使惠普远离商品化PC业务。

毫不意外，不到一年的时间，当菲奥莉娜宣布计划收购计算机制造商康柏，并加强商品化计算机业务时，有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是一个突然掉头的战略。尽管将重点放在商品化业务的规模和范围上，并且强调服务在这些业务中的价值是有道理的，但这也使大量以技术和产品为主的员工开始质疑菲奥莉娜是否真的有清晰的战略思路。这无疑推动了惠普在追求商品化业务方面进一步发展。

在关键战略领导任务方面，由于无法收购普华永道来加强高端IT服务和咨询业务，菲奥莉娜决定扩大规模和范围，以加强惠普的产品市场地位，并且收购康柏来获得在企业服务器和个人系统业务中的独特优势。她还试图通过结合惠普与康柏在这方面的努力来加强服务业的产品市场地位和服务业务的独特优势。

她将产品市场地位和独特的能力结合起来，将战略行动和战略结合起来，这些努力大部分是成功的。但是她在更好地分配资源，特别是改善经营模式方面的努力只能算部分成功。这反映在相当平庸的财务业绩上。

关于发展惠普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因素，菲奥莉娜的纪录也有些毁誉参半。她继承了普拉特的随波逐流式的战略领导体制。惠普当时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较为薄弱，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非常强。很快，她就声称作为CEO，她将努力通过加强公司管控来加强自上而下的领导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她希望让各个业务加强合作，以利用惠普组合业务的优势。同时她还承诺打造“新惠普之道”，这可能会使得惠普的战略领导能力得到改善，这建立在更强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和建设性对抗的基础之上。然而，尽管她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沟通者和概念化人才，但可能是部分由于缺乏CEO的经验和她的个人风格，最终结果并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许多高级管理人员开始通过所谓的“步调一致”来描述惠普新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并伴随着自上而下的对冲突的压制。

考虑到企业文化与战略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菲奥莉娜勇敢地尝试重新将惠普企业文化的软的部分和所谓的“车库规则”连接起来。这些规则都是最初由创始人设立的，与她的个人风格和形象不一致，以及新引入的薪酬体系使高管人员有大额奖金而其他员工的利润分配减少，都让这些努力大打折扣。此外，与康柏的合并带来了很多康柏的高管，他们有很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和做法，这不可避免地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惠普文化的软的部分。

关于惠普文化的硬的部分，菲奥莉娜最初根据所谓的后端/前端组织建立了一个新的运营模式，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行的，部分原因是它与惠普的分权模式相冲突，在收购康柏后这种模式被放弃了。即使在合并康柏之后，菲奥莉娜的组织模式也比惠普在其到来之前更加集中化，使这些不同的组织有效运作最终没有完全成功。

这些文化变革和以低成本为客户提供高科技解决方案的新企业战略相互配合。这一新的企业战略只部分符合良好战略的三个标准（见第1章）。旨在将惠普转变为一家更加服务导向的公司的新战略有悖于公司的DNA。惠普将在商品硬件上创造价值的战略的高科技部分从未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新的企业战略也未能达到第四个标准：大多数员工并不觉得这一点是令人信服的。这一切的结果是，菲奥莉娜任职期间文化与战略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造成了组织的混乱。

关于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与可演变性的平衡，菲奥莉娜花了约190亿美元收购康柏，以通过扩展产品市场地位的规模和范围来加强惠普与商品化PC及服务器行业的适应。同时，在她任职期间，平均研发支出下降到收入的5.63%，进一步加剧了从普拉特时期已经开始的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与可演变性之间的不平衡。菲奥莉娜任职期间没有开辟任何重大的新业务。事实上，她似乎相信惠普已经有足够的业务，但需要专注于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大的客户订单。

最后，在菲奥莉娜担任CEO期间，惠普董事会的成效达到了最低点。董事会的创始人家族成员强烈反对她收购康柏的决定，并不遗余力地在公司内外挑战她的合理性。最终，菲奥莉娜以极微弱的优势赢得了随之而来的代理权争夺战，但这破坏了她在该公司许多长期支持者中的形象。可能是由于她对于惠普极其复杂和缓慢的经营模式给成本带来的影响缺乏了解，菲奥莉娜也无法满足她的盈利预测。这损害了她在投资者中的信誉，并最终引起了董事会的关注，董事会作为治理机构在康柏收购重组后，有效性没有明显改善。最终，CEO和董事会的互动变成了破坏性的：据报道，菲奥莉娜拒绝担任首席运营官，也拒绝辞职。董事会在2005年年初解雇了菲奥莉娜。

卡莉·菲奥莉娜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第一阶段：掌权

诊断惠普的战略态势

像在她之前的卢·普拉特一样，菲奥莉娜与咨询顾问合作密切，包括她曾在朗讯工作时合作过的麦肯锡的一个团队。她任职前4个月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惠普面临的情况展开的。菲奥莉娜及其顾问梳理了惠普的战略、业务模式和成本结构。她为在惠普的掌舵工作带来了紧迫感。梳理从前任团队领导者们开始。菲奥莉娜和惠普的高层领导在圣克鲁斯附近的海滨度假胜地进行了为期3天的非正式会议，以探索“一些基本问题：我们在哪里，我们的竞争对手表现如何，客户的想法是怎样的。”11

近12年后回顾起来，菲奥莉娜还是对她的副手的回应感到惊讶：“我之后听到的都是，人们说哇，那真的是很棘手的问题。所以这显然是组织很不同的经历。老实说，我并没有试图威胁，我试图提出问题。”12

制定公司战略的首次尝试

长达3天的会议以继续推进惠普战略为结束。菲奥莉娜和她的高管致力于加强惠普在技术行业的领先地位，并继续保持在消费者业务和企业业务的领先地位。菲奥莉娜说：

那在当时（1999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单纯的业务。获胜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PC领域的戴尔，成为网络领域的思科。IBM已经放弃了消费者业务。没有人在做惠普选择做的事情，（市场上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不可能做到。13

为了开始实施这个战略行动，菲奥莉娜不得不管理她的副手们和董事会。她说：“我认为管理团队的惊讶，老实说，是做出了这些决定，我说我们要坚持下去，会有结果。决定要去领导这些业务是会有结果的，它们与执行、投资和绩效有关。”14

2000年1月，她刚到公司任职9个月，她回忆说，她立即给惠普设定了目标：

我之前做了准备工作……我们并没有时间上的优势。我知道需要改变。我为我的前90天设定了以下5个目标。

（1）战略变革。

（2）根据我们制定的战略选择重组组织。

（3）解决成本结构和流程问题。

（4）引入新的薪酬计划。

（5）重振品牌。15

以前的CEO普拉特在接受戴维·帕卡德的命令后，花了大量精力来减少和简化了约翰·杨所建立的公司架构。从惠普的个人业务领导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公司结构很简单，他们追求业务层面的战略，没有任何重大的公司整体战略层面的方向。对于菲奥莉娜，从外部来看，惠普在普拉特任职期间建立的分权式组织架构和缺乏公司战略领导地位是主要问题。她说：

我曾经把惠普视为客户和合作伙伴。在我的采访中，我告诉董事会“这家公司需要一个专注于长期领导力的投资战略。”我说我会来这里，因为“我认为这家公司应该领先。这个公司应该以任何措施为导向，需要整合才能领先，需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才能领先，需要做一些重大的投资才能领先。”16

菲奥莉娜还表示：“我也和客户聊了很多。他们告诉我，和惠普做生意太难了，即使我们有优秀的产品，他们也不会选择我们，因为与惠普合作太复杂了。”17

惠普的客户可以看到几个复杂的来源。部分内部复杂性并不是由于总部的官僚主义，而是由于惠普的分权化以及惠普产品和业务的广度。全球范围内的产品部门都各自控制自己的损益。在那个时候，有多个销售队伍，他们的收入都是根据营业额来的，而不是利润。部门面临着问题，如何防止销售人员为了获得交易而放弃产品，进而损害利润，或者如何让销售人员把重点放在销售部门的产品上。想要从多个产品线购买惠普产品和服务的客户，通常不得和多个销售部门打交道，每个销售部门都有自己的折扣和订单处理系统。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一个销售人员销售PA/RISC服务器，另一个销售部门销售基于英特尔的服务器，两种服务器的功能越来越重叠。

值得注意的是，惠普的客户组织内部的决策往往不是集中在惠普的产品上。例如，PC、打印机、服务器和服务通常不是惠普客户公司内的同一个人购买的。不过，惠普过去很多次都在努力解决“太多面孔”（即太多惠普销售人员）面对同一客户的问题。约翰·杨将仪器和计算机销售部门结合在一起，使惠普可以“用同一张脸面对客户”。但这并没有成功。卢·普拉特也试图将迪克·瓦茨手下的所有计算机销售团队结合起来，这导致瓦茨离职，惠普失去了这位优秀的高管，最终放弃了这一尝试。菲奥莉娜也会尝试解决这个难题。

第一个（重要的）战略行动：革命性的组织变革

菲奥莉娜的第一个战略行动，是废除普拉特在其任职最后几个月实施的组织结构，以及帕卡德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首次实施的基本独立部门模式。当菲奥莉娜来到惠普公司时，公司就像一个有80多个业务部门的联盟一样，每个都自负盈亏。该公司直接向CEO报告的顶级的组织包括企业计算解决方案团队，个人系统团队，喷墨产品团队和激光打印机解决方案团队。在他任职的最后几个月，普拉特使这些团队变得更加独立，由各自的团队领导负责，惠普的公司办公室几乎没有控制权。

1999年10月月初，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举行的年度总经理会议上，菲奥莉娜宣布了惠普新的组织结构，废除了普拉特的一些做法。菲奥莉娜的目标是通过组织整理调整客户和客户群的利润，而不是按照产品线划分利润，来提高客户关注度。她将惠普的业务重组为四个部门：两个专注于客户（企业和消费者），两个专注于产品（计算和打印）。

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由两名高管负责整合：前企业负责人安·利弗莫尔负责惠普的互联网战略，即所谓的电子服务、企业业务（B2B）市场，以及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erez），以前是喷墨打印机的负责人，负责惠普的数字成像战略，以及消费者市场和客户品牌。据报道，佩雷斯与菲奥莉娜无法和睦相处，并于2000年3月离职。（之后，佩雷斯复出，担任陷入困境的美国标杆企业柯达的CEO。）以产品为中心的业务由另外两名高管负责重组：前PC主管杜安·季特纳（Duane Zitzner）现在负责PC、企业系统和存储和软件，而前激光打印的负责人卡罗琳·蒂克纳（Carolyn Ticknor）现在负责所有的打印业务，包括激光和喷墨打印。

新的结构包括四个全球性地区，跨越16个业务（以前是80多个），后端或“产品生成”的计算机和硬拷贝（即打印）组织，与前端或服务于两个细分市场（B2B和B2C）的“市场”组织互动密切。惠普的功能性部门跨越整个组织，包括品牌和广告。另外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损益、当前的产品管理、供应链和定价都在前端。菲奥莉娜希望这个新的、相互依赖的组织能够减少产品类别的分散性，并且每个细分市场团队都能确保所有业务部门都给客户带来整体和连贯的客户体验。产品部门数量大幅度减少，产品部门不再承担损益责任。这是惠普自成立以来工作方式的根本变化，实施这些变化是一个重大挑战。

因此，在普拉特实施的新的组织结构完全实现之前，团队领导安·利弗莫尔、杜安·季特纳、安东尼奥·佩雷斯和卡罗琳·蒂克纳已经不再是独立的团队领导，而是重新担任执行副总裁，在同一个惠普组织结构中被整合起来。这些领导一定认为他们已经通过CEO职位的测试，现在有望放弃普拉特在4个月前授予他们的团队领导的职务，在一个外部人士的领导下为新的企业战略服务。这些都是优秀、专业的惠普高管，但是他们一直很难做出这样的改变。

公司进行这种转型，让新组织按计划进行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菲奥莉娜的前端/后端重组是在制定新的企业战略之前启动的，新组织基本上是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警告，她希望用更多的客户关注和更多的跨业务协作来提供客户解决方案。

前端/后端结构对惠普的长期运营模式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例如，它消除了惠普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建立的各个部门概念。现在的部门只负责研发和未来的产品营销。一旦产品开始制造，它们就被转移到前端。惠普公司以前从未存在过前端组织。它们包括销售、外向营销、目前的产品营销、制造和供应链以及损益。这是组织和经营业务的完全不同的方式。消费者前端工作做得相当好，因为业务变得简单多了（消费者打印和PC业务销售给零售商和分销商），并且一直共享同一个销售团队。

向企业前端的过渡非常棘手，面临许多重大挑战。惠普的内部IT系统不是按照这种运营方式设计的，它们围绕着产品线而不是客户。在新组织结构下，有些时候创建了损益表却不能衡量组织利润。此外，惠普领导人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工作过。

回想起来，很明显虽然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惠普的一些高管认为虽然这是可行的概念，但并不是按照惠普计划的方式来做的。实际上，对于损益表实际应该在哪里有些混淆，或似乎同时在两个地方。要求功能部门和产品部门共享损益，会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如果一位领导想要更多地投资研发，但另一位领导者则倾向于在营销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就会出现资源分配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在CEO层面解决。不过，很多高管都表示，菲奥莉娜没有参与运营细节，所以问题本质上是由CFO鲍勃·威曼的投资指导方针解决的。在康柏收购之前，即使是和谐或是在某些情况下，惠普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简单自由的放任，都不能掩盖前端/后端组织结构的分歧。即使是相互喜欢和信任的高管，也难以解决在部门层面的资源分配问题，因为结构的后端面向产品，前端面向客户。

努力制定公司互联网战略

到1999年，互联网已经成为计算机行业的主力军。18Sun利用这一转型，超越了惠普成为UNIX服务器的领先供应商。惠普正在寻找一种区别于其HP-UX服务器，并能从Sun重新获得份额的方法。UNIX服务器部门在惠普实验室中发现了技术，并将其转交给该部门。在菲奥莉娜上任的第一个90天内，她实施了这一战略，它被称为电子服务。2000年，安·利弗莫尔观察到：“电子服务战略与惠普选择的‘发明’主题相吻合。”19高管们对菲奥莉娜赞誉有加，他们公正地评估了电子服务计划，也没有改变关键战略，因为这是在她任职之前制定并引入的。

然而，菲奥莉娜将电子服务转交惠普的高管尼克·厄尔（Nick Earle），他是HP-UX服务器的营销总监。厄尔在比尔·拉塞尔（Bill Russell）下组建了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厄尔作为一个企业家，试图将电子服务企业的战略与惠普主流业务的战略相结合，同时屏蔽可能阻碍其发展的指标（见方框内容）。

惠普的电子服务创业：尼克·厄尔的观点

在惠普工作了17年的老员工尼克·厄尔2000年指出，电子服务是在设备、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交叉点创造独特的价值主张。他描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永远在线”“始终可用”的计算实用基础设施给各种设备供电，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数以百万计的服务：

惠普的战略是关于设备和基础设施交叉的电子服务，并将产品转化为服务（例如安全性、付款）。此外，这个想法是与独立软件供应商合作，使他们能够将软件作为服务提供，并帮助他们创建新的服务。而不是自己做这些服务。20

在谈及说服惠普的其他人采取这个战略时面临的挑战，厄尔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执委会将会讨论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卡莉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收购，惠普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功。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太过于专注于新兴市场，以至于我们和惠普其他业务有一段距离。惠普的其余业务并不是衡量新兴市场进展情况的标准。因此，我们需要更改惠普的其余业务的指标。我们必须将未来控制的重点放在研发上，但这样损益就很难处理。我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指标的根本变化。我们需要在卡莉层次的新目标，包括围绕整个公司关键环节更多的整合，我们的交互战略集中在这些关键环节上。21

谈及惠普采取战略时面对的挑战，厄尔说：

我们可以做吗？我们可以。原因是我相信“我们已经遇到敌人，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在惠普内部，有许多与电子服务无关的竞争举措。这些举措吸引资源，没有统一的总体战略。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战略协调一致，并有指标支持它，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重复。我们不缺资源，但我们必须从“民主”走向“专制”。22

他继续说：在惠普，一切都以‘善意’为基础，我们不是自上而下的组织。但现在我们必须向下传递我们的目标。卡莉的直接报道是关键。他们需要据此被评估。23

厄尔补充说：“但是我们真正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学会更好地实施。我们必须同时学习创新和实施。卡莉正试图消除我们这样做的障碍。”24

许多人认为，电子服务战略似乎演变成为更广泛的惠普互联网战略。尼克·厄尔在2000年夏天离开了惠普，同时他的老板比尔·拉塞尔退休了。惠普实验室继续专注于互联网相关的机会，包括大型数据中心。然而，惠普的高管团队将注意力转移到更为直接的问题上，如大规模收购，并试图进行前端/后台的组织变革工作。

第二阶段：选择战略成长的新方向

1999年11月30日，在菲奥莉娜作为CEO第一次对华尔街分析师的演讲中，她毫不含糊地说，惠普的增长速度不够快。1999年，收入只增长了7%；与此同时，Sun Microsystems，这家网络繁荣的标杆企业，收入增加了20%。即使巨头公司IBM在1999年前三季度的收入也增长了12%。更糟糕的是，惠普的利润并没有增加。在1994～1999年，惠普的收入平均增长率仅为15%，而行业平均水平超过25%。菲奥莉娜预计惠普2000年会计年度的增长率为12%，底线增长率为15%。菲奥莉娜和CFO鲍勃·威曼也宣布，他们预计在三年内将运营成本降低10亿美元。通过设施的合理化和消除传统组织模式中存在的重复来实现一部分节省，但也有些将来自裁员。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惠普首次广泛裁员。菲奥莉娜计划将省下来的这些成本投入品牌建设、研发和销售方面。从不同的营销计划中节省的资金合并为一项价值2亿美元的品牌运动，旨在提高外界的对公司的人数，并让这个7万人的组织重新充满活力。

鉴于对增长的担忧，菲奥莉娜和董事会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花了大部分时间考虑了公司的战略选择。广义而言，公司考虑了各种行动，希望能够推动惠普在以下四大领域之一的成长。

（1）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前进。

（2）服务基础设施。

（3）成像基础设施。

（4）范围密集型和规模密集型。

一个失败的成长方向：收购普华永道

菲奥莉娜的第一个重大战略增长动作，与上述成长方向（2）一致，是试图获得能够让惠普更好地与IBM竞争的服务能力。在讨论已经被泄露给新闻界后，菲奥莉娜于2000年9月宣布要斥资180亿美元收购普华永道的咨询公司。25当时，惠普的服务团队约占IT服务市场的1%。这个市场很大而且很分散，在2000年估计超过660亿美元；康柏有约1%的市场份额，而IBM有5%的市场份额，是行业领导者。这笔交易将把普华永道的31000个优秀的信息系统咨询顾问转移到惠普小小的IT服务团队里面。

惠普的目标是提高从高利润服务中获得的利润在其收入中的百分比。其他科技公司的服务收入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到2001年，IBM从其全球服务部门获得了其三分之一的收入。1998年，惠普曾经的竞争对手康柏收购了DEC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其服务业务，表示：“我们认为DEC在过去40年中培育的客户关系具有巨大的价值。我们致力于通过投资DEC的战略资产，特别是其全球服务机构，来支持这些关键的客户关系。”26但是这笔交易对康柏来说成本很高。合并后的3年，该公司的损失比公司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截至2000年年底，损失已超过20亿美元。康柏失去了在美国PC制造商的领导者地位，在商业市场上被戴尔超过，在零售市场被惠普超过。康柏的总裁兼CEO埃克哈德·法伊弗（Eckhard Feiffer）设计了这笔交易，他在收购完成的一年内被解雇了。27

如果这个经历没有吓倒菲奥莉娜，那么惠普的投资者可能会犹豫。可能是担心这两家公司合并带来的挑战，同时也对财务业绩失望，在宣布和普华永道的协议到2000年11月放弃收购的两个月内，惠普股价下跌了36%。

鉴于惠普的股价下跌，全权交易变得更加昂贵。此外，在收购期间，普华永道咨询顾问营业额增加令人担忧。普华永道的一些合伙人认为他们的公司被低估了（180亿美元）。面对这一抵制，菲奥莉娜放弃了这项交易，表示：“我们仍然致力于通过可能的收购来增加咨询能力，并对其他业务安排开放，来实现我们的目标。”28

菲奥莉娜在这方面得到了惠普董事会的支持。董事会成员杰伊·凯沃思记得：“我们认为交易是合理的。普华永道有我们想要的关键部分。他们是咨询业务的精英，这方面我们很弱。我们也希望获得关键的服务质量。”29凯沃思和其他董事会成员，以及很多菲奥莉娜的重要副手认为，普华永道的交易对惠普来说是有好处的，但也支持她在交易变得太贵时放弃。

2002年9月，技术和服务巨头IBM花费了35亿美元购买菲奥莉娜已经搁置的普华永道集团。在2003年年底，这似乎并不令菲奥莉娜困扰。她说惠普本来可能以32亿美元收购普华永道，两周之后，IBM终于以35亿美元收购了普华永道。她决定不收购该组织并不意味着她正在放弃服务业务。事实上，她认为自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后，经济衰退，服务变得更加重要，客户向技术供应商要求的更多了，并且不愿意做出交换。但是，到目前为止，菲奥莉娜正在全身心投入另一项重大的收购。

2003年9月，在放弃以180亿美元收购普华永道咨询公司不到3年时间，菲奥莉娜表示这个她差点收购的行业是“倒退的”。她解释说：“这是一个落后的价值主张，我们不认为应该将人投入技术中使得技术不再复杂，而是使用技术来使技术变得不那么复杂。”30

一个成功的成长方向：收购康柏

截至2001年9月，菲奥莉娜并不了解大动作和完全不同的增长计划。不太清楚的是，惠普的四个增长方向的框架是否由菲奥莉娜和惠普的最高管理层在收购普华永道遭受失败之前完全构建的，还有是否由于出人意料的激烈和长期的康柏代理权争夺战，选择了增长方向（4）。无论如何，菲奥莉娜选择花费约190亿美元收购康柏，决定放弃其他更有可能的选择，例如翻倍成像和打印（增长方向（3））业务。据菲奥莉娜介绍，惠普甚至认为应该“分拆成像业务”，但最终选择了保留它。事实上，成像和打印几乎是惠普全部的利润来源，这也是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因素。

将康柏定为她的目标后，菲奥莉娜有赌徒心理，想等待康柏首先行动。菲奥莉纳认为，康柏将不得不跨出与惠普合并的第一步，因为康柏的战略和现行的市场力量使其相比于强大的惠普来说更弱。菲奥莉娜在2003年回忆说：“你可以看看他们的商业模式有多么大的压力，你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实现自己愿景的范围和规模。他们的商业模式受到挑战，而这些是我们强大的地方，我们的商业模式在他们强大的地方受到了挑战。但是，他们比我们更加紧张。所以很容易预测他们会先行动。”31

康柏受到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1998年收购DEC失败了。另一个原因是它依赖于PC市场，它以其低成本、按订单生产、高效率的直接分销模式与来自德克萨斯的竞争对手戴尔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合并公布之时，惠普的PC业务盈亏平衡。新闻报道称，康柏在PC中估计的利润率为1.5%，而戴尔由于重视成本控制，在PC业务中的估算利润率有7%。322001年，PC占康柏收入的44%左右，而企业系统占32%，服务占24%。

制定新的企业战略

为了帮助惠普推动和康柏的资产合并，菲奥莉娜设计了一项新战略：“低成本高技术”。菲奥莉娜解释说：

客户说，我们需要我们过去愿意做出交易的一切。部分原因是由每一个物理过程都将成为一个数字化过程……一个移动过程和一个虚拟过程，这使得大家如此兴奋，只有具有巨大范围和规模经济，以及有维持有意义的创新的能力，同时降低客户的总拥有成本的公司，才能够竞争。你必须能够提供高技术和低成本、全面的客户体验。这门槛很高，我们需要范围和规模。这就是驱使我们（收购康柏）的原因。33

菲奥莉娜认为，惠普和康柏合并后的公司将有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能产生“系统级、集中的创新”，从而巩固其新战略。

菲奥莉娜声称，惠普可以实现高技术低成本的目标，通过用相对便宜的技术（如软件和最低成本的硬件）来替代昂贵的员工（在公司的IT部门和外部顾问）以及昂贵的硬件（如IBM出售的硬件）。例如，企业计算市场的端到端自动化技术解决方案，可能会降低维护系统的人员成本和昂贵的外部顾问的需求。

加强惠普的产品-市场地位和独特能力

惠普的领导层表示，并购将通过提升其在计算机业务中的产品市场地位，为惠普提供潜在的竞争优势。例如，在合并之前，惠普在中端和高端UNIX服务器方面表现强劲。这个市场一直是康柏（现在包括DEC和Tandem）的弱点。同时，康柏是低端行业标准（即基于英特尔）的服务器市场的领导者，这里是惠普的弱点。康柏在PC业务中排名第二，商业方面比惠普更强劲，但惠普在消费者方面更强。结合在一起，它们在2001年的PC市场份额将达到第一。

合并也将大大提升公司IT服务的排名。因此，惠普不仅在所有硬件市场（存储或网络除外）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还成为IT服务的第三大供应商。由于这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市场，这意味着惠普与其他先行者相比，将大大扩大在这一业务中的市场份额。

重要的是，合并后的惠普将是一个更大的公司，将具有“规模”的优势，例如获得与供应商议价能力，这将提高毛利率，并允许惠普实施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惠普的规模扩大也将为其提供进行其他重要投资同时降低费用百分比的机会。凭借更强大的组合业务，惠普还将获得“范围”优势：通过销售更广泛和更强大的组合业务，在主要客户中获得份额。

说服股东的挑战

最高管理层估计，如果新公司可以实现其预测，股东价值很可能会被创造出来。当时，惠普股东勉强同意合并，公司的市盈率（价格-收益比，P/E）为16左右。尽管该代理资料没有预测合并后的市盈率，但是在一些分析中的使用范围是15～25，主要是20和25。2001年，由于技术市场在过去一年的强劲表现以及戴尔和IBM等竞争对手的表现，这些市盈率似乎是合理的。

在惠普/康柏交易之前，传统的想法是技术公司的大规模并购不会成功。事实上，康柏公司董事长本·罗森（Ben Rosen）评价AT＆T于1991年收购NCR：“计算机行业并购的主要受益者是竞争对手，因为公司过于专注于组织事务，而忽视了客户。”34那次收购，就像许多其他技术公司的收购一样，表现不佳，给AT＆T的股东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在惠普能够通过收购康柏来实现扩大规模的愿景之前，它必须说服其股东支持这笔交易。

康柏的股东们相当愿意将他们的股票换成惠普股票（更硬的通货），但是惠普的股东，很多是当时惠普的员工和前雇员，很难被说服。惠普在2001年“劳工节”宣布与康柏合并，并从一开始就披露，这笔交易将导致至少有15000个工作岗位被淘汰。这是惠普董事会成员、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尔·休利特的儿子沃尔特·休利特（Walter Hewlett）争夺代理权、反对合并的原因之一。他反对交易的另一个原因是，并购会增加惠普在PC市场的曝光率，他认为这对利润和贡献几乎没有好处。沃尔特·休利特最初支持惠普与康柏公司合并的想法。几个月后，休利特改变主意，和戴维·帕卡德的儿子戴维·伍德利·帕卡德（David Woodley Packard）一起，公开表示反对并购。沃尔特·休利特以及相信两位创始人家族的人（他们控制着大量惠普股份）反对并购，并试图劝说其他股东投票反对。惠普内外的战斗都变得越来越紧张。

2002年3月，经过双方的积极协商，惠普股东以3%的微弱优势投票赞成并购。凭借对康柏190亿美元的收购，菲奥莉娜和董事会承诺，惠普将无条件地在商业化业务中追求组合业务的规模化战略。换句话说，这是惠普或康柏参与的行业的整合，包括广泛定义的信息技术、IT服务以及打印和成像。由于内容数字化和网络的影响，这些行业与消费电子和电信等其他行业正在加速融合，因此出现了将惠普和康柏整合在一起的逻辑。

战略行动：执行规模和范围战略

菲奥莉娜在范围和规模上下了如此大的赌注，出于她对于技术行业未来的期许，以及公司为各种各样的需求提供差异化技术解决方案的能力需要，她投入了大量的惠普资源和股东价值。菲奥莉娜说：“现在技术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它就像解决诸如医疗保健等基本问题一样重要——它是生活结构的一部分——客户不再愿意做出这样的妥协和交易。”35通过惠普与康柏的合并，菲奥莉娜计划在一个屋檐下提供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技术需求的解决方案。

相比于成功的案例，兼并行动失败的更多，技术兼并尤其如此。36然而，仅仅在惠普宣布打算收购康柏后两年，该公司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其雄心勃勃的整合目标。37在合并后的9个月内，惠普公布通过裁员（在15.5万名员工中裁掉1.2万人），减少重叠的产品线，关闭设施和整合供应链，节省了近30亿美元。节省的费用超过惠普宣布的在合并后18个月内削减24亿美元开支的目标。38

放弃前端/后端组织结构

在并购康柏后，菲奥莉娜放弃了前端/后端组织结构，恢复她来到惠普之前按产品组管理损益的模式。然而，这个新架构比传统的惠普组织更为集中化和统一化。它不像以前惠普公司或康柏公司的组织结构。她还为雇员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导框架”，包括四个关键要素：战略（包括企业目标、价值主张和新的“运营模式”）；结构和过程（例如，有效的管理运营模型的横向和纵向）；指标、结果和奖励（例如平衡记分卡）；以及文化（共同价值观和行为标准）。所有职位的员工都必须根据四个要素来检查自己的决定和行动。

高层队伍建设中的缺点

虽然康柏整合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对于大多数大型并购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成就——菲奥莉娜仍然在为创建一个更加整合并以客户为中心的惠普而努力。值得注意是，惠普为了实现菲奥莉娜使惠普成为“解决方案”业务公司的目标进行的结构整合，似乎遇到了困难。回想起来，几位前高管表示，想要成功地将惠普解决方案业务的概念引入惠普，可能需要比菲奥莉娜意识到的更广泛和深刻的文化变革，而且她可能难以判断高管们处理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并协调变更中涉及的细节的能力。

当被问及是否做出了足够的人事变动时，菲奥莉娜将问题分解成了并购前和并购后：“我会说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我到来/并购前。我是否做了足够的人事变动？我想是足够的，否则我会做得更多。有一些轰动的离职，让组织措手不及。”39她说，她可能很准确地评价了她的副手们，但是她不得不带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作为惠普第一位外部领导，她必须这么做：

你进入一个公司，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董事会，有时功能失调。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你有一个能力很强的组织，但在某些情况下它是非常保守的。你是第一位外部CEO，备受关注，而你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你小心翼翼地进行高管变动。如果你认为10个人有问题，你只能处理前三个。你不会立即处理所有10个，因为你只能够做这么多，并且接着带领组织。所以我做了这些判断。40

她继续说道：

与康柏合并后我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得到最能干的人，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局势也非常动荡。第二个是，构建一个能同时反映两家公司DNA的管理团队，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最高层是协商决定的。接下来的几个层次是通过审阅和协商来选择的。其中一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41

卡莉·菲奥莉娜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菲奥莉娜到任惠普后不久，就对本书的其中两位作者说：“我们这家公司里有很多‘独奏家’，但我们需要的是‘协奏’。”42

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

如前所述，菲奥莉娜从卢·普拉特那里继承了一个战略领导力体制，非常弱的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无企业战略）和非常强大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超过80个不同的业务战略）。不久之后，菲奥莉娜担任CEO，努力通过强化企业控制来加强自上而下的领导。菲奥莉娜想改变惠普文化的一些方面，她认为这些文化要对公司的很多问题负责：

我们将创造机会，迫使管理人员创造更高的绩效，通过规定最低水平的（预期）绩效和增加优秀绩效的上限，并为人们提供有尊严地离开的机会……提供明确的目标，并有明确的后果。我想强制推行更多的相互依赖和更多的竞争。43

这种变化至少部分是因为菲奥莉娜表达了创造更大的战略一体化的愿望，也就是说，让业务单位利用惠普的组合业务进行更多的合作。

为此，菲奥莉娜认为，她将需要改变惠普的组织结构，使CEO拥有更多的可见度，并为决策者提供更真实的权威。菲奥莉娜知道这在惠普是很冒险的，她说：“我认为，普拉特接收的来自比尔和戴维的命令非常清楚——让分权式管理生效。这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从1992年到1996年，事情进展顺利。”44

在考虑到普拉特任职前半阶段的成功时，菲奥莉娜认为，董事会中的一些领导人低估了约翰·杨的贡献，并在他从公司离职后，从公司的成功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卢的前任被剥夺了工作，不被记录在公司的历史上，老实说是非常残忍的。你从中得到什么消息？你从中得到的信息是：不要试图做约翰·杨所做的事情，不要试图改变这种对我们来说表现很好的分散化的做法，坚持下去。”45

反思菲奥莉娜的组织变革，曾担任普拉特执行委员会参谋长的戴布拉·邓恩（Debra Dunn）观察到：“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已经改变。现在我们共同经营整个业务，不是在孤岛，而是相互依赖。现在，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处理像增长这样的有价值的问题。这与18个月前的会议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有对话、互动和参与。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寻找惠普所追求的领域之间的协同效应。例如，我们正在围绕设备和电子服务/基础设施的关键交汇点进行定义，以定义最终的客户服务。”46邓恩认为，使惠普的新组织结构生效的关键是一致：“（我们必须）改变奖励制度和流程。原来的MC2战略计划（以前利用惠普在测量、计算机和通信方面核心能力的协同效应的战略）没有奏效，因为我们无法超越业务部门的独立性。”47

菲奥莉娜还意识到，普拉特时期缺乏公司层面整体战略已经造成了惠普品牌的损失。她认为恢复惠普品牌在客户心中的价值至关重要。从一开始，与菲奥莉娜工作最密切的惠普高管就认为她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从她在惠普的任期开始，菲奥莉娜作为一个外人到公司，当她融入组织中时，就使用了这些沟通技巧。她刚到任时，每个月至少抽两天在世界各地的公司举行主题为“重塑惠普”的对话和讨论。这些都是重要而且效果很好的事件。她很快就访问了30个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惠普员工介绍自己和自己的理念，她邀请员工和客户直接向她发送电子邮件。

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

在任职早期阶段，菲奥莉娜集中了许多惠普最具战略性的行动，并彻底重组了组织。但是，一开始惠普公司的高管们担心，菲奥莉娜的模式是否会使已建立的业务拥有足够的自由度来创造新的业务，就像过去那样。在菲奥莉娜任职早期，业务部门并没有失去这些自由度，尼克·厄尔决定，为了在电子服务方面具有竞争力，他必须将自己与惠普的实用性导向分开。同样的一群高管强调，在一个大型的公司创新是一个过程，必须有一个管理它的环境。没有这种环境，创新努力就会在混乱中丧失。

网络业务自下而上的持续增长

对于在菲奥莉娜所构建的新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和组织结构下，公司能否继续自下而上地发展新业务，尽管惠普的许多一线领导人持怀疑态度，但是有个重要的新业务仍然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继续在惠普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下取得了进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当时，惠普作为一个组织，还是有创业精神和创新驱动力的。

正如第1章已经提到的那样，惠普的网络业务最初是在威姆·罗兰茨的推动下，通过公司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启动起来的，他当时是一位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工作的职位较低的经理。因为快速增长的连接惠普的不同计算机架构的需求，以及将惠普的计算机产品与IBM和主要小型机厂商的计算机产品连接起来的需求日益迫切，所以网络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然而，惠普的高管们认为网络主要是支持计算机业务的战略能力，而不是独立的新业务。由于最高管理层未能认识到网络作为独特新业务的巨大潜力，使得思科和3Com以及其他一些企业有机会填补市场空白。

1998年，惠普的网络集团，当时被称为罗斯维尔网络部门（Roseville Networking Division，RND），拥有了自己的专门销售团队，为以网络为重点的经销商提供服务。RND高级总经理约翰·麦克休（John McHugh）说：“我们试图与现有的惠普销售团队合作，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与仅有销售网络设备的竞争对手的销售代表们竞争。”48实际上，惠普正在让其企业销售队伍来销售思科产品，而不是RND。因此，这在惠普是非常罕见的，RND被分配了大约30人的专职销售队伍。麦克休说：“这是非常反惠普文化的，惠普文化不相信专门的销售队伍。”49RND重新命名为惠普网络（ProCurve），扩大了其产品线，并开始更多地与思科竞争。

到2000年，尽管收入超过2.5亿美元，毛利率估计高达40%，但是几位熟悉情况的前惠普高管认为，网络仍然没有被惠普认为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许多惠普领导人的共同观点是，网络活动增加了与思科竞争的可能性。他们担心思科将不再把惠普作为合作伙伴，而与Sun合作，Sun当时是企业计算机系统业务中快速增长和强大的竞争对手。

尽管市场取得了成功，但惠普网络在惠普没有找到归属感。2000年，惠普网络从惠普的PC系统集团（PSG）转移到海量存储业务部门。这一举动是因为菲奥莉娜认为惠普并没有机会在网络上取得成功，而且认为惠普的宣传太少了。更重要的是，2001年1月菲奥莉娜加入了思科董事会。在当时，惠普网络的命运掌握在约翰·布伦南手中，布伦南被要求去为惠普网络寻找买家，为惠普寻求另一种获利方式，或者关闭它。

具有创业精神的高管的作用：约翰·布伦南

惠普网络业务的案例表明，一个有上进心的高管在CEO意识到一个业务的重要性之前，如何能够维持一个业务的活力。多年来，惠普的网络业务有很多维护者，也许没有一个比约翰·布伦南在维持网络业务的活力上做得更好。布伦南回忆说：“卡莉·菲奥莉娜和其他的惠普高管们认为，通过与思科的合作，能够获得数十亿美元——数十亿美元的服务机会，数十亿美元的服务器销售、存储设备销售。而随着卡莉加入思科的董事会，他们希望有机会为惠普提供这些机会。”50布伦南补充说，很奇怪的是，惠普高管人员，甚至包括能够接触财务报告的人都认为，“对于惠普来说，网络是一个亏损的业务。”51

布伦南在寻找买家的时候，同时开始运营惠普网络（ProCurve）。在惠普最初利用思科销售惠普网络业务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布伦南在菲奥莉娜的建议下，向思科再次推销惠普网络。但是，出于对有关惠普网络部门的各种投诉的顾虑，以收购竞争对手而闻名的思科，拒绝收购惠普网络。布伦南回忆说：“思科说，‘天哪，我们将会面临各种各样有关反垄断的麻烦，而且我们真的不想收购惠普网络。’”52

布伦南了解到，私募股权公司也不愿意收购惠普网络：“那些我们推销过惠普网络的私募股权公司说，‘这里面没有价值链。没有销售队伍，没有整合销售和营销，财务不是惠普网络自己的财务，供应链也不是惠普网络自己的供应链。它只是惠普的企业存储业务中的一块。根本不值这么多钱，我们最多能给你们出5000万美元。’”53

在2001年，对于年收入3亿美元、毛利率约为40%的惠普网络来说，估值这么低，促使布伦南加倍努力，仍然将惠普网络作为惠普公司的一部分。布伦南说：“当时我和CFO鲍勃·威曼会面，我说，‘鲍勃，如果我们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把这个业务卖出去，我们就是在摧毁股东价值。我知道现在的目标是出售这个业务，而且我们与思科有着重要的合作关系，但是，像这样摧毁价值是非常糟糕的。’54布伦南向威曼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什么我们不把惠普网络从企业存储部门划分出来，并入企业发展集团（corporate development group）呢？我们将把ProCurve和惠普的其余业务分开，为ProCurve组建独立的销售、营销、研发和制造团队等，然后我们将有一个真正可以出售的业务。’”55

建议是有效的。“威曼同意了，”布伦南回忆说，“他穿过大厅走到卡莉的办公室，并建议我们多保留惠普网络一年，然后出售。”56

这使得惠普网络与2001～2002年惠普发生的所有变化绝缘，包括公司范围内的销售和营销工作重组以及大规模的康柏并购整合。57在2002年和2003年，用布伦南的话说就是“把乐队放在一起”。58他重新组合了分散在企业中的网络专家们。

ProCurve继续面对来自惠普强大的企业计算业务部门的敌意，到2004年还引发了惠普服务业务部门的不满，这两个部门都视ProCurve为有互补功能的绊脚石。布伦南估计，在此期间，ProCurve的收入继续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这个数字是市场增长率的两倍。

布伦南还认为，ProCurve受益于惠普品牌：“ProCurve提供终身保修，而竞争对手们提供5年的保修。这些产品往往每10年更换一次，但买家仍然觉得从惠普获得终身保修更为安全。即使惠普出售ProCurve——我们的竞争对手总是对潜在客户散布惠普将要出售ProCurve的谣言——客户仍然认为惠普将会站在后面，做到所承诺的东西。”59

当时布伦南担任董事长，约翰·麦克休担任CEO。正是布伦南和麦克休领导的团队重新组建了ProCurve，在菲奥莉娜任期之后，带领ProCurve成为超过10亿美元的业务。

布伦南成功构建了将网络转变为完整且独立的业务所必需的能力，从而确保了其作为公司的重要新增业务的未来潜力。虽然当时惠普的其余业务忙于兼并整合，员工人数冻结，努力配合重组，但惠普网络（ProCurve）业务能够专注于竞争。惠普并没有为该团队提供额外的资金——这也是其历史上的首次，也没有让惠普网络用其利润来补贴其他业务。惠普网络继续保持盈利。据估计，2003年惠普网络的年收入已经超过3亿美元，毛利率约为45%，营业利润率接近10%。

布伦南回忆说：“其实很有趣，因为人们会参加各种更广泛的惠普管理层会议，并抱怨为什么ProCurve能够增加资源，为什么ProCurve能有特殊待遇。然后，卡莉会说，‘因为我们要卖掉它！’”60布伦南说，在2002～2006年，“ProCurve有三四次差点被卖掉。”61然而，ProCurve继续发展并保持了盈利，考虑到要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被出售。

总而言之，菲奥莉娜试图将惠普重新塑造成所谓的新惠普之道，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战略性的领导力体制，其基础是重建更强大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和建设性冲突。然而，尽管她善于沟通和提出概念，这个新的战略领导力体制似乎并没有最终形成。随着自上而下对冲突的压制，许多高管人员开始觉得新惠普有点止步不前。

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

尝试改变惠普文化

在接受CEO职务后，菲奥莉娜很快得出结论，她需要对有60年历史的惠普进行深刻的文化变革。她通过与理查德·哈克本和董事会其他成员的互动，迅速形成了有关惠普所面临的文化问题的强烈观点。在抵达公司不到6个月时，菲奥莉娜说：

这里的许多人在思维模式上都是非常一致的……改变这些事情对公司体系的冲击很大……我认为我们有20%的人不会跟得上变革的节奏，因为他们不想，也不会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我们需要能够从A、B、C外推出Z的人，而不是在知道了A后，下一个必须是B，然后是C……最后才能得到Z。62

到任惠普之后不久，菲奥莉娜发布了所谓的“车库规则”，即新惠普的标志。为了介绍这一运动，菲奥莉娜在惠普的创始地点——标志性车库的复制品前面摆姿势拍照，并做成海报，在公司中张贴了无数张，同时也用于广告活动。

新规则和原来的“惠普之道”的一些要素有重叠，但不一样，这使得一些老员工对她的想法和原来“惠普之道”何去何从感到困惑。

改变惠普文化的软的部分

关于惠普文化的软的部分——核心价值观，菲奥莉娜勇敢地尝试将公司重新和车库规则联系起来，并希望为惠普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带来新的生命和活力，她觉得自创始人退休以来，传统核心价值观逐渐被腐蚀。特别是，她认为惠普内部协作的核心价值已经退化为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管理，而这种文化倾向于规避风险，延迟决策，甚至缺乏决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她试图给公司灌输新的惠普价值观，媒体的特别关注放大了她圆滑的个人风格，使得她难以与普通员工融为一体。此外，她用所谓的员工绩效奖金替代了员工的长期利润分配，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减少了正常员工的收入。同时，她为管理人员提供了大量的绩效奖金。这被认为是与惠普之道的平等主义原则大相径庭，而且在普通员工中也不受欢迎。最后，并购康柏带来了很多康柏的高管，他们具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这不可避免地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惠普文化的软的部分。

改变惠普文化的硬的部分

至于惠普文化的硬的部分——运营模式，菲奥莉娜很早就意识到，计算机行业的整合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出非常大的客户，他们不希望处理与其各种业务相关的多个惠普销售团队。制定新的惠普之道，更好地为客户服务，需要改变运营模式，包括在卢·普拉特任CEO期间已经实施的重组。因而如前所述，在制定明确的公司战略之前，引入了全新的、从未完成过的前端/后端重组。

改变运营模式也需要非常注意操作细节。对于菲奥莉娜所有的战略天分来说，对明确的战略执行所需的操作细节的关注并不是她最大的优势或主要关注点。

尝试制定强有力的新战略

对普华永道的收购中止后，公司战略进行了修订，对于紧随其后的对康柏的收购成功，菲奥莉娜表示，惠普的公司战略是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技术”。用公司战略良好的三项标准评估这一新的战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菲奥莉娜的低成本公司战略的第一部分，要求惠普在硬件制造方面增加其规模和范围，以便成为PC和服务器的低成本制造商。这似乎符合一个良好战略的第一个标准（明确诊断CEO面临的挑战）。经过艰难的代理争夺战和富有挑战但成功的康柏并购案后，惠普获得了成为低成本制造商所必需的规模和范围，尽管在IBM将其PC业务出售给中国联想之后，维持最低成本供应商的地位有些困难。第二个标准（应对挑战的明确指导方针）也得到了满足。然而，第三个标准（执行指导政策的一套连贯一致的行动）只是部分实现，因为在实际实现必要的运营效率和所需的成本削减方面遇到困难。

菲奥莉娜的高科技战略的第二部分，从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可以看出，是通过在惠普的硬件和用户希望运行的软件应用程序之间，添加重要的软件（称为中间件），来在市场上使惠普实现差异化。菲奥莉娜的这一战略没有有效地变成战略行动。惠普开始收购的软件公司变得越来越昂贵，特别是惠普的财务业绩又下滑了。再加上康柏并购案整合后明显的疲劳，惠普几乎没有兴趣再进行大的、昂贵的收购。因此，新公司战略的高科技部分表现不符合良好战略的第二和第三标准。

此外，菲奥莉娜还一直在努力将技术和产品导向的惠普转变为服务型公司。据报道，她专门做了一个PPT，解释该战略，并要求所有的管理人员将其展示给自己的团队。然而，这种转型与公司的原则相反。一些不了解该战略的人对此缺乏热忱，进而缺乏支持（与安迪·格鲁夫在英特尔公司转型时的经验不同，见第1章）。因此，从菲奥莉娜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觉得相比于战略，高管和管理层的问题更多，因为她声称她每次提出战略时都觉得员工似乎很热心。无论如何，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新的公司战略也未能达到第四个标准：并没有得到很多公司关键战略领导层的广泛认同。

总体而言，从公司文化软的和硬的部分变化所发出的混乱的信号，加上没有令人信服的公司战略，惠普股票表现相对较差，以及持续的负面新闻来看，这个阶段惠普公司处于一种混乱状态：组织中的高层处于（抑制的）冲突状态，较低的层次处于困惑状态，许多员工不清楚惠普该如何赢得竞争。

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

从惠普外部被聘用的卡莉·菲奥莉娜，阐明了公司战略，并收购了康柏，通过实现规模和范围，加强了惠普与商品化计算机行业的合作。因此，惠普在PC和服务器市场领域的战略地位得到显著加强。然而，她通过惠普的规模优势来实现相应的成本降低和卓越运营的努力仍然是不完整的。

菲奥莉娜在销售和营销方面的背景以及缺乏技术背景训练可能使她难以为战略创新提供清晰可信的指导。然而，她给公司确定的新主题是“惠普发明”（HP invent），她还就创新的重要性提供了支持，真正支持了惠普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理查德·兰普曼（Richard Lampman）是1999～2007年在惠普实验室工作的惠普资深老将，他后来表示：“卡莉是实验室的大力支持者，并且很维护我们。”63当惠普的财务业绩下滑时，菲奥莉娜被施加压力，要求她削减惠普实验室的长期研究，作为改进惠普成本结构的计划的一部分。这是她所抵制的。兰普曼说：“我们的预算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在卡莉的帮助下，惠普实验室的预算削减比例与惠普的整体研发支出减少的比例一致，而不是像她被要求的那样。”64菲奥莉娜回顾说她很自豪，在任职期间，惠普成为顶尖的公司创新者之一，惠普实验室能够生产大量专利（每天11项专利）65。

尽管惠普实验室的预算削减与整体研发支出的减少相当，菲奥莉娜仍然无法将研发支出的曲线再度向上倾斜，也不能恢复惠普名不副实但已经受到损害的创新能力，从而为公司向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她维持从卢·普拉特开始的在惠普实验室的预算中减少的百分比。平均研发支出在她任职期间下降到收入的5.63%。其中一些减少是由于收购了康柏及其历来较低的研发支出。惠普花费在研发上的绝对数额（因为在收购康柏之后，惠普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公司）在2002年之前还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当时惠普（已与康柏合并了）投入了39.5亿美元，2002～2005年每年略有下降，菲奥莉娜在2005年任职期间投入了34.9亿美元。66

惠普继续受益于日益增长的打印和成像业务。新的网络业务持续增长，然而，在菲奥莉娜任职期间，其他大型新业务都没有实现。最终，战略资源配置在追求平衡的方向上进一步不平衡了。

悬而未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缺乏财务绩效的透明度

惠普的各业务部门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即使是在普拉特将他们升格为类似“小型CEO”的团队总裁之前。菲奥莉娜表示，在这一点上，惠普的有些财务主管并不同意，即使她担任CEO，当她询问他们季度中期的财务绩效时，他们也会说“‘我们会让你知道的。’他们没有恶意，工作方式就是这样的。当季度结束时，他们会告诉你”。67

软件战略的执行不完整

康柏收购所隐含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惠普要成为商品硬件的低成本提供商，然后通过软件和附加服务提供差异化。所需的软件在内部被称为“串珍珠的线”，假设惠普需要获取多个中间件软件公司来实施这一战略。然而，惠普的高管们似乎不愿意通过进一步收购来执行软件战略。董事会的主要成员、菲奥莉娜和她的战略领导者之间似乎有一致意见，即世界正在汇集一系列有关加工、存储和网络的标准。惠普拥有强大的软件管理平台OpenView，但根据一些内部人士的说法，它更像是一个监控平台。惠普的战略似乎是为数据中心创建复杂的软件，但这在菲奥莉娜任职期间并没有发生。

对于惠普来说，创建或获取执行其雄心勃勃的战略所需的软件资产将需要资金和执行承诺。看起来董事会的技术委员会是一致的，但是管理团队不愿意尝试必要的大规模收购。要进行这样的收购，总经理需要准备好签署协议，使其成功。此外，至少必须得到一些惠普高级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支持。这可能会有摩擦。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投资资本有限，执行委员会成员不愿意支持对软件公司的收购，因为这样做将阻止未来对自己喜欢的项目进行投资。

为了实现惠普的软件战略，菲奥莉娜将不得不强迫高管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但这并不是独立发生的：在此期间，惠普没有达到财务绩效目标，而菲奥莉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她要证明她给华尔街的雄心勃勃的盈利预测实现了，表明康柏的收购正在得到预期回报。

追踪收购康柏后的绩效

康柏的收购成本非常高。惠普股东支付了约190亿美元的股票收购康柏公司。惠普多年的利润绝大多数来自打印机，特别是墨水和其他耗材（他们称之为消费品），所以从另一种方式看，从惠普的打印机和耗材业务这两种优质资产来看：合并前惠普股东拥有百分之百的打印机业务。合并后，他们只有63%。68

在合并康柏的投票前，管理层和股东讨论了这次交易的得失，但做出决定仍然很困难。不过，如果惠普在合并前期实现了盈利能力，那么这一切将很快被遗忘。在代理权争夺战期间，惠普管理层为了说服其股东投票收购康柏，提出了一个乐观估计：惠普估计公司可以通过整合两家公司的PC资产实现3%的盈利。不过到2005年，惠普只从PC中获得了0.9%的利润。

同时，惠普的企业计算业务也受到困扰。在2004年夏季，企业计算业务中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导致惠普的股价下降了超过20%，菲奥莉娜最终解雇了负责销售的执行副总裁和其他两位高级销售主管。但是，由于菲奥莉娜在收入下降前的很短时间内，还在很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大会上公开看好该公司，这引发了有关菲奥莉娜到底是如何经营这些业务的合理猜测。

惠普未能达到合并所预期的盈利能力目标，根本原因之一是技术市场的增长速度要慢于惠普，而大多数其他技术公司认为这是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事件造成的。尽管如此，当与康柏的合并方案公布时，惠普的股价下跌至低于预期，而在菲奥莉娜任CEO期间，惠普的股价保持在低位。

业务层面绩效的误解

看起来合并后的绩效并没有按预期的那样增长。对惠普战略和企业发展部高级副总裁马里厄斯·哈斯（Marius Haas）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哈斯从康柏来到惠普，在康柏他也担任类似的职务。哈斯向惠普执行副总裁肖恩·罗宾逊（Shane Robison）汇报，肖恩·罗宾逊担任首席战略官和首席技术官。罗宾逊也是通过康柏来到惠普。

到2003年年底，哈斯的任务是监督企业规划过程，并开始挖掘惠普合并后的业绩。哈斯说：“我记得大多数业务部门已经制作了独立和独特的基准数据，显示了他们如何领先于竞争对手。信息可以在多个方面进行操作和呈现，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市场上的表现并没有转化为他们显示的内容。”69他还说：“比如企业业务部门，用IBM作为他们的基准，IBM的商业模式比惠普的毛利率明显要高。”70

惠普的经营毛利率比IBM低约30%左右，而哈斯和他的团队花费了数月时间挖掘细节，通过使用一致的毛利率尺度来描述惠普相对于竞争对手的表现，这与之前展示过的不同。哈斯和他的团队使用“ABCS”（absolute best cost structure，绝对最佳成本结构）的口号，将惠普的不同业务与其他7位单一业务领域的竞争对手进行了比较，并研究了它们对标的各项功能。这项研究导致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发现：惠普在经历了动荡的代理权战争和大规模的兼并整合（包括裁员超过12000名员工）后，业绩表现比正常业绩低了约35亿美元。如果他们的研究是正确的，那意味着惠普需要大量降低成本才能在市场上有效地竞争。在兼并康柏之后，惠普将不得不裁掉成千上万的岗位。

哈斯将这份报告提交给了菲奥莉娜和高管，但据说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他说：“我花了9个月试图说服卡莉及其员工，我们需要积极地优化业务。每个月我们都参加执行委员会，并提出我们需要做的更详细的细节。重点来了，卡莉说，‘好吧，我知道了。麦肯锡怎么看？’”71他觉得有点沮丧，他必须让麦肯锡对自己团队的研究表示认同，他表示：“我们与麦肯锡进行了3～4个月的合作，审查并重新进行了分析，他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72

执行委员们仍然没有准备好采取行动。73事实上哈斯说，一位备受尊敬的委员会成员把他单独拉到旁边，并告诉他，他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公司没有准备好再做一个大的转变。这是在2004年年初。哈斯说，独立业务的领导人们并不质疑他的调查结果：“公平地说，高层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情，但这需要重大变化。”74

一再未能满足华尔街的期望

长期担任惠普首席财务官的鲍勃·威曼说：“在并购康柏后，惠普在达到盈利预测方面进展缓慢。但当时，整个行业在衰退，还有“9·11”事件和许多其他困难。”75虽然行业衰退和“9·11”事件影响了所有行业竞争者，但惠普自身财务绩效也有问题，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个问题是，2001年以后市场增长速度比惠普在合并时预测的要慢。这就是为什么惠普需要砍掉另外几千个工作，以实现合并预测的结果。菲奥莉娜不会做这些裁员，或至少不会这么快。第二个问题是，菲奥莉娜自己的团队都不相信他们可以实现她公开承诺的目标。这使得惠普更难以达到预期，惠普经常达不到季度预测。由于组织的复杂性和正在进行的重组，惠普还没有非常有效地运作，这也导致短期业绩没能满足预期。

一些惠普的高管认为，菲奥莉娜很喜欢为她的员工设定“超额目标”：给他们定的目标是1美元，但告诉他们目标是1.04美元。可以肯定的是，菲奥莉娜几个季度都高估了给华尔街的财务业绩。华尔街不喜欢这样。了解当时情况的惠普内部人士回忆说，董事会对菲奥莉娜越来越不满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而且董事会的情绪似乎很快就对她不利了。

菲奥莉娜回顾了在任职期间惠普的财务业绩，指出惠普公司的收入翻了一倍（收购康柏对此有所帮助），并显著增加了现金流和盈利能力。76她在回忆录《艰难的抉择》中写道：“在我担任惠普CEO的23个季度里，惠普错过了3个重要的季度：2000年第四季度、2003年第三季度和2004年第三季度。这每一个都显示出组织中实际需要修复的问题。”77菲奥莉娜接着描述，她为了纠正造成每一次失误的根源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也许不足为奇，外部读者并不完全同意个人回忆中不可避免的主观观点。一位受人尊敬的《纽约时报》商业记者写道：“在她的回忆录中，菲奥莉娜女士说，只有3次没有达到绩效目标；事实上，该公司在收入、利润或两者同时都至少有9次没有达到目标，在惠普，她设定了与公司业务现实脱节的目标。”78

无论如何，华尔街的指责还在继续，董事会不愿意给予菲奥莉娜无罪推论。2005年2月8日，菲奥莉娜被巴克莱全球投资者公司（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副董事长帕特丽夏·邓恩和一位惠普董事会成员（后来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长）解雇了。菲奥莉娜认为她受到了侮辱，因为解雇的流程十分敷衍。她似乎很气愤，她的解雇没有像她的前任们那样被平和地处理。79但是，与创始人的董事会相比，现在的董事会非常不同，负责监督惠普的大部分业务。

卡莉·菲奥莉娜与董事会的互动

董事会运作失效

当菲奥莉娜加入时，惠普董事会有3名休利特和帕卡德的家庭代表：戴维的女儿，比尔的儿子和女婿。在接受面试的过程中，菲奥莉娜被告知，董事会中一名家庭成员在与董事会合作的几位前高管人员的眼中，是能力最弱的，并且很快就会辞职。所以可以想象，当这个董事会成员“在我（菲奥莉娜）刚到公司的第一周，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并说‘我不会离开董事会，你的工作就是让我留在董事会’。”80时，菲奥莉娜有多惊讶。

当菲奥莉娜面试CEO职位时，惠普董事会上的不和对于她来说已经有些明显。她说：“我很清楚，通过一个扩展的面试过程和另一个相当奇怪的面试过程，感觉在卢和董事会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分歧。”81阵营开始形成：哈克本是一方，家庭成员在另一方，少数职业经理人又是一方。董事会主席普拉特越来越被孤立。菲奥莉娜说：

很明显，关于他们想要做什么，董事会上有很多分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董事会功能失调。你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我们正在放弃测试和测量业务。你在两家公司都有一个重大的传承问题，你有一个不团结的董事会，你有一个离任的CEO，他是……悲伤和痛苦的。这没有必要。82

当然，菲奥莉娜最初也受到惠普董事会许多成员的坚定支持。董事会成员、时任凯撒基金会健康计划和医院（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and Hospitals）CEO兼主席的戴维·劳伦斯博士说：“我记得，在卡莉担任CEO第30天的董事会会议上，卢被要求离开，以便卡莉可以自由地给我们一个坦率的评估。卡莉走进来，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时关于她在一个月期间的发现和建议概述。这是一个杰作。我转向旁边的（董事会成员）约翰·弗里，并说‘你们给我们找了一个好当家’，他说‘我知道’。我记得我曾以为这真的会奏效。我们曾经意识到了我们在外面找一个CEO（取代普拉特）的风险。”83

合并康柏后更加职业化的董事会

与康柏合并后，惠普的董事会成员已经改变。来自前康柏董事会的一些成员，包括知名风险投资家和前惠普员工汤姆·帕金斯（在第3章中讨论过），加入了惠普董事会。反对并购的比尔和戴维的孩子们离开了惠普董事会。董事会，如它们所属的公司一样，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个性。熟悉康柏董事会的人士表示，康柏董事会反映了康柏公司粗暴和颠覆性的文化，与旧的惠普董事会的个性不同。新的惠普董事会似乎更专业，更活跃。董事会中来自康柏的成员对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前竞争对手戴尔的挑战特别感兴趣，戴尔现在已经成为惠普在PC销售中的最大竞争对手。

惠普和康柏董事会的合并似乎出现了文化上的挑战。有些内部人士似乎认为，康柏董事会认为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最大化股东回报。相比之下，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惠普董事会历来将自己视为像比尔和戴维所说的，按照帕卡德的关键原则做事的，服务于惠普的愿景，即存在的价值就是要做长期贡献。在并购康柏之后，随着新惠普董事会的成立，许多内部人士似乎对于新董事会除了提供一些数字外应该做什么没有明确的概念。

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倾向于专注惠普的长期战略。杰伊·凯沃思说：“当康柏成员加入董事会时，我们组建了一个技术委员会，这是汤姆·帕金斯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为了确保我们的研发支出与战略保持一致。”84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沃思说：“委员会主持了关于战略、竞争的讨论，我们将要去哪里，我们将如何到达。我邀请了董事会的所有人来参加。”85要么是因为缺乏时间要么是不想，菲奥莉娜并没有参加。无论什么原因，这个行为都让她受到那些参会的董事会成员们的不满。

拒绝任命首席运营官

到2004年，惠普董事会已经对菲奥莉娜的表现感到不满。在合并整合康柏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惠普业绩开始达不到季度预期，菲奥莉娜被越来越多地要求任命一位首席运营官来帮助管理惠普的运营。几位和菲奥莉娜比较亲近的高管表示，她有能力处理业务细节，但她不喜欢这方面的工作。几位和她接触较多的前任高管也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菲奥莉娜在惠普之外，一年有多达150次的演讲活动。这种分心是维持她的个人形象的成本，当他们需要她的影响力，甚至明星效应，来帮助公司赢得业务的成本时，这是惠普的“礼物”，但维持成本高昂，占据了菲奥莉娜很多注意力和精力。

菲奥莉娜不愿意担任首席运营官，但事实又证明需要她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董事会成员非常苦恼。早在康柏整合之初，康柏的CEO迈克尔·卡佩拉斯（Michael Capellas）只有47岁，可能会成为首席运营官，也是合并后的公司总裁。但是，卡佩拉斯和菲奥莉娜似乎并不是很合拍。内部人士还表示，卡佩拉斯曾于并购后在惠普的董事会抱怨菲奥莉娜的领导力。无论如何，卡佩拉斯在2002年11月离开惠普，成为电信公司MCI的CEO兼董事长，该公司4个月前刚申请破产，并将其名称从WorldCom更改为MCI。

之后，当惠普的运营业绩仍未能提升时，有人提出将惠普的首席战略和首席技术官肖恩·罗宾逊提升为首席运营官的想法。罗宾逊曾在康柏担任战略和技术高级副总裁，后来负责整理惠普的整体技术议程，并领导公司的战略和企业发展工作，包括兼并、收购、资产剥离和合作伙伴关系。他领导惠普的技术和战略委员会，以及未来技术路线图的开发，与惠普的业务部门和惠普实验室紧密合作。86

虽然不在董事会，但对其活动有看法的内部人士报告说，汤姆·帕金斯提出了一项提案，其中罗宾逊将承担所有计算机业务的产品线责任，并继续负责战略和惠普实验室，以此来减轻菲奥莉娜的负担。菲奥莉娜反对，指出罗宾逊从未经营过产品线，如果她要改变，那也不是她想要使用的组织结构。（2013年，罗宾逊成为闪存公司Fusion-io的CEO，及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当被问及为什么她没有任命首席运营官来帮助她时，菲奥莉娜说：“有公司这样做过吗？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你知道有几家公司有首席运营官？IBM有吗？微软有吗？很多和惠普一样复杂的公司都没有首席运营官。”87菲奥莉娜详细阐述说：

我不是固执地（反对任命首席运营官），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你最好找到合适的人。在像惠普这样，从来没有过首席运营官的公司，首席运营官发出的信号是“啊，继任者”，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信号。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我向董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最好有一个继任者。否则会出现非常灾难性的情况。当迈克尔·卡佩拉斯进来，并被任命为总裁时，这可能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这可以奏效。坦白说，我希望这样会有效果。但它没有奏效，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担任COO，最终成为CEO，这很完美。但是，如果你选择了错误的人，如果你提升了老资格员工，然后它不起作用，你就为组织制造了一个大问题。88

对于菲奥莉娜来说，通过打破报告制度来完善组织结构，“保留CFO巨大的（在惠普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利”，组织公司来使企业业务领导“从根本上有更多的权力……”，相比于任命COO，这些是在处理业务方面更为重要的举措。89

正是在2004年秋天，董事会和菲奥莉娜的一些成员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歧。惠普的股价被戴尔和IBM远远超过，这是一个惠普想要通过合并康柏尽力避免的结果。菲奥莉娜被要求制订一个计划，向董事会介绍惠普如何提高其在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表现。提升股价显得特别紧迫，因为公司股价疲软可能使惠普受到几家融资控股收购公司的收购，据报道这些公司已经盯上了惠普。没有人希望公司发生这样的事。

战略之外的问题也变得迫切。惠普正面临着执行问题，其业绩在许多季度都未能达到预期。更多董事会成员开始对CEO控制公司业务的能力感到不满。菲奥莉娜向董事会提交的加速增长计划对他们来说并不令人信服。要求她任命首席运营官来帮助公司运营的呼声越来越大，她仍然不愿意。2005年1月，董事会告诉菲奥莉娜，让她制定一个方案，将部分执行责任转交给其他人。菲奥莉娜计划任命两位总裁，一位负责打印机业务，另一位负责计算机业务。但这并没有得到董事会的认同。到2005年1月底，董事会主要成员开始考虑解雇菲奥莉娜。

董事会运作再次失效

当惠普董事会关于菲奥莉娜的讨论消息被泄露给《华尔街日报》记者谭裴荣（Pui-Wing Tam）后，他发文透露了董事会对菲奥莉娜信心下降的消息。消息的泄露使得惠普董事会成员帕特丽夏·邓恩接受了两次调查，名为Kona I和Kona II，两次调查的结果后来被公之于众，使公司声誉受损，在一段时间内也影响了这位原本非常受尊敬的高管的声誉。

消息泄露丑闻并没有阻止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对CEO失去信心。该委员会于2005年2月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举行特别会议。结局早已注定，董事会向菲奥莉娜提供辞职机会。菲奥莉娜拒绝了这个提议，所以董事会解雇了她。CEO没有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提升惠普的表现，加之董事会关键成员分歧严重，无疑使CEO和董事会关系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总结：卡莉·菲奥莉娜对惠普成长的贡献

一个尊重其下属和机构的领导者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绩效能在其卸任后持续。

——卡莉·菲奥莉娜，《艰难的抉择》

当卡莉·菲奥莉娜来到公司时，绝大多数的惠普员工对她印象深刻。在消费者业务部门工作的人尤其如此，在菲奥莉娜抵达之前，消费者业务部门在没有得到CEO很多关注的情况下，业务仍然发展迅速。一位管理者说：“卡莉的领导有很多好处。她给消费者业务带来了公司的知名度。我们公司这么大，我们不是很突出。公司整体业绩下滑，但我们部门不在其中。卡莉来之后，她帮助我们赢得了更多的业务。”菲奥莉娜的高调帮助打开了大门，帮助惠普在投放业务和影响监管方面发出更强的声音。这位管理者说：“卡莉了解政府领导人，知道如何影响政策制定者。我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个礼物。”

然而，还要注意的是，当菲奥莉娜就职惠普时，她接手了一家没有公司层面战略的公司。每个主要产品部门，甚至80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战略。作为惠普和硅谷的局外人，菲奥莉娜花了一点时间找到自己的位置。1999年，由于对网络蓬勃发展的美好预期，市场似乎愿意给她时间，惠普的股价也因她的魅力而上升。她提出了一些流行的短语，帮助普通员工思考她希望惠普如何改变。“车库规则”之后是“保持最好的，重塑其余的”，这两个命令都旨在传承惠普的积极传统，同时适应时代潮流。为了做得更好，菲奥莉娜后来尝试灌输一种新“惠普之道”，保有惠普的最佳传统，同时拥有更大的企业控制权，更加强调个人对业绩的责任。菲奥莉娜改变了在卢·普拉特任职期间已经实施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和企业文化。新组织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注意细节，但这并不是她最擅长的部分。

回顾所有这一切后，当被问及会做什么不同的事情时，菲奥莉娜停顿了一下思考这个问题。她的回应涉及普华永道收购失败，康柏并购成功，当然也有董事会：

我的遗憾之一是收购普华永道的交易泄露。可悲的是，这是一个泄密。我的意思是，因为一旦泄密，董事会和我，我们就做出了决定，我强烈地主张，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做了。最终我放弃了这个收购，因为他们想要比它实际价值更多的钱，而且资产的过度支付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给组织带来太多的压力。你可以有一个辉煌的战略，但如果你溢价购买资产，你根本无法实现它。但是，为了捍卫这一前景，市场或者组织对于战略思维的清晰度感到困惑。人们把它解释为我们在服务方面加大投入，而这并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想做的是在业务空间和消费者空间领先。我认为人们觉得很困惑。

接着，当康柏收购被公布的时候，人们觉得“我的天哪，这是一场疯狂的收购”，这种想法并不准确。外部混乱造成了内部混乱。大家都在收购中相互攻击，这给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董事会的功能失调。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时间可以用在上面，但我应该花时间去做。我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一些董事会成员关于高管的问题。其中一些只是适得其反。我也坦率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处理一些事情。你如何处理哈克本和帕金斯？这些人是传奇。90

当被问及她在惠普任期内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时，菲奥莉娜反应很快：

［回答］大问题：惠普能做什么？什么是战略？是的，我们可以高科技/低成本，全面客户体验（total customer experience）。是的，我们可以并购（和整合）康柏。是的，我们可以执行给定的正确的过程和程序。甚至，真正的惠普之道是什么呢？它不是关于政治，而是关于发明、创造力、协作、团队合作、客户服务、创新和挑战。我觉得我做的大事情是正确的。我很荣幸能够领导它。91

根据帕卡德关于惠普战略领导力的三大关键原则，菲奥莉娜的表现得到了不同的评价。收购康柏，帮助惠普拓展了规模和范围；追赶商业化的基于Wintel联盟的PC和服务器业务，这是一项由卢·普拉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决策，并由瑞克·贝卢佐、威姆·罗兰茨加速推动的战略。由于惠普现在与主要供应商（如英特尔和微软）的议价能力更为强劲，菲奥莉娜可以合理预期会获得的主要成本优势，但她也需要解决惠普新型运营模式的成本影响，必须成为科技商品化业务的成本领导者。这个艰巨的任务，她不愿意或无法完成。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她需要大幅提升惠普在软件方面的能力，以加强做出重要贡献的基础（帕卡德的第一原则）。不幸的是，这一部分潜在好战略的执行情况仍然很弱。

通过努力让各个业务共同合作，来让惠普总体上获益，菲奥莉娜可以合理地期望缓解内部竞争，使每个人都专注于对付外部竞争（帕卡德的第二个原则）。不幸的是，她无法使战略足够令人信服，也没有充分的文化支持，使得惠普陷入冲突和混乱之中。

最后，在认识到互联网为惠普做出新的重大贡献的机会的同时，互联网泡沫破灭，公司没能做出重大贡献。接下来，惠普忽略了移动和智能手机的趋势、网络和服务器产品的融合，并在新兴的云计算转型中落后了。惠普没有成功进入新的未来可能有重要贡献的新领域（帕卡德的第三个原则）。最终，公司仍然停滞在大多数商品化业务上。所有这些都反映在对菲奥莉娜战略领导力失望的资本市场中：惠普的市值在其任职期间从近950亿美元下降到625亿美元。

尽管如此，菲奥莉娜对惠普的持续成长仍做出了几项战略领导力贡献。在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方面，她的贡献包括：重振惠普品牌；提出新的公司战略概念（高科技/低成本）；在她的努力下，惠普还获得了基于Wintel的PC市场及服务器业务中强大的产品-市场地位；以及努力维持在成像和打印业务中强大的产品-市场地位。菲奥莉娜还在获取、保护和利用这些产品市场地位所需的服务方面开发了新的独特能力。

在开发惠普的战略领导能力方面，菲奥莉娜加强了惠普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这是在普拉特领导下被严重侵蚀的方面。她还试图重振惠普的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的软的部分）。虽然无法刺激重大创新（尽管有“惠普发明”的口号），没有重新平衡适应性与可演变性之间的战略资源配置，但她也没有对惠普的创新能力（网络业务，也许是对惠普来说最重要的）造成系统性的破坏。她与功能几乎完全失调的董事会之间的无效的关系表明，对惠普的治理需要进行大改革。

总的来说，卡莉·菲奥莉娜试图履行其战略领导职能的方式似乎与她自己的格言相一致：一位尊重其下属和机构的领导者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绩效能在其卸任后持续。

然而，完成她设立且正在执行的工作的任务就落在了继任CEO马克·赫德的肩膀上。




        

第7章 马克·赫德坚持不懈的结果导向管理

初始条件

外部环境

互联网的出现，给卢·普拉特的任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卡莉·菲奥莉娜的任期被认为是成功地将计算机硬件和企业服务进行了商品化，并应对了由计算领域的低成本领导力和企业服务的增值价值相结合所带来的挑战。但是，普拉特和菲奥莉娜都没能成功地制定和执行一个较好的公司战略来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变革冲击。

21世纪00年代中期，技术变革的特征是数字化和宽带互联网渠道的融合，甚至可以说是爆炸，这与原有的行业比如企业计算、个人计算机、打印和成像、电信、电子消费品、娱乐（音乐和录像）以及出版业都不一样。强大的移动技术很快催生了苹果的iPod（2001年）、iPhone（2007年）、iPad（2010年），以及谷歌的安卓系统手机（2008年）和平板电脑。这些新的平台已经成为个人计算机的替代品，引领着市场。

许多工人，尤其是移动端的工人，从个人台式机转向笔记本电脑领域，后来又转向平板电脑领域，甚至是更强大的智能手机领域，从而获取互联网渠道带来的独特优势。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爆炸式增长给那些传统的设备制造商如惠普、戴尔带来了潜在的战略威胁。

同样地，软件即服务（SaaS）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软件企业的商业模式，把它们从产品卖家转变成了基于订阅的服务提供商。另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云计算，基于云计算模式，大量的应用和内容不再保存在个人用户终端上，而是存储在一个巨大的集聚式数据中心（有时被称为服务器群组），然后通过互联网来获取。云计算能够存储和传送海量数据，对于惠普这种业务导向型企业来说是个战略机会，它能够改变消费者与企业思考计算并与计算互动的方式。（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普拉特任期内的实验室主管伯恩鲍姆提出的未来环境非常相似。）

此外，随着行业开始融合，所谓朋友（合作伙伴和互补者）和敌人（竞争对手）的界限开始模糊。混合词“友敌”开始变得流行，它描述了企业位置在朋友和敌人的频谱上流动的状态。友敌的业务有时可以发展到对方的地盘上，比如惠普网络（ProCurve）从事网络业务的同时，思科也开始转向企业服务器领域。结果是，这些以前的合作伙伴开始硬碰硬。越来越强大的云服务器数据中心推动了越来越强大的硬件效用。云计算是由其他互补性技术，尤其是虚拟化软件推动的，它模糊了传统独立硬件，如服务器、存储器和网络之间的界限。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数据中心的低成本和高效益，行业标准服务器硬件加速增长，使得惠普和IBM的专有服务器生产线成为牺牲品。越来越多的大型云提供商开始组装和管理自己的基于英特尔的硬件，完全绕过了惠普、戴尔和联想。

这些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以及带来的相应的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重大转变给惠普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挑战。但是，对于惠普来说，这些也并不全是坏事情：基于分销渠道，惠普的销售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南非，部分原因是笔记本电脑带来的高位驱动。这符合惠普的基于渠道的分销战略，相对于戴尔的直销战略，惠普通过分销渠道优势取得了全球性的增长。

这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重新定义了惠普的新任CEO必须应对的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

就在惠普董事会寻找新任CEO期间，长期在惠普担任CFO的罗伯特·威曼被任命为临时CEO。威曼担任惠普临时CEO 45天，惠普给予威曼300万美元的奖励，这引起了很多公司治理专家的唏嘘。1但是威曼在业内有很高的声誉，这也正是惠普董事会非常需要的。威曼曾这样描述自己这段时期内的工作：

这是一件需要把所有人放到一条船上的事情。在菲奥莉娜离开之后，惠普引发了公关危机：公众非常关注关于企业方向的问题，以及我们是否会重组公司等问题。这些疑虑使得很多顾客不愿意和我们做生意。我和原先打算和我们签合同的顾客打了很多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寻找新的CEO，并且公司不会重组。2

惠普的员工也很紧张。威曼说：

我需要去做董事会的思想工作，通过股权激励来留住一些员工。我可能并不需要做这些，因为我知道董事会正在寻找新的替代者，但是我真的觉得猎头会打电话给我们的人，我必须要说服董事会，尽管他们并不高兴这样做。3

当时董事会由帕特丽夏·邓恩主持，她是巴克莱全球投资公司的副主席，曾经也是这家公司的CEO。董事会开始着手寻找新的领导人，负责这件事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邓恩、杰伊·凯沃思和汤姆·帕金斯，他们审核了搜寻结果，发现马里厄斯·哈斯和他打造的团队曾经受到麦肯锡的高度评价。哈斯曾说，在帕金斯位于旧金山的办公室见面时，几个小时之内我们详细评估了公司业务情况和公司需要什么，以及问题是什么。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邓恩曾经问过，“我们能挽救这个‘病人’吗”？4当天，董事会成员形成了一个简短的清单，这个清单上写明了惠普需要什么才能让自己变得具有竞争力。不管在CEO任职期间还需要其他什么资格，惠普的下一个领导者必须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运营经理。哈斯的工作表明，惠普有35亿美元的成本等待被挤压到底线，从而创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成本结构。

1999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惠普的董事会变得更加投入并且在高层工作中收获了更多的兴趣。帕金斯曾说：“成为惠普的CEO是全世界最棒的事情，许多顶级经营者都很感兴趣，并且我们对他们进行了访谈。”5邓恩、凯沃思和帕金斯约见了很多位内部的关键候选人和一些来自其他公司的候选人。

马克·赫德是在比较后期作为候选人出现的。48岁的赫德是NCR公司的CEO，NCR是一家扫描仪和ATM机的制造企业，他同时也是数据分析公司Teradata的所有者。赫德在NCR工作了25年，最后两年担任公司CEO和主席。与惠普相比，NCR是一家很小的公司，2005年一年的收益只有60亿美元，而惠普那一年的年收入超过了860亿美元。但是赫德在NCR有一个美誉，人们称他是“逆转型CEO”，因为他快速地为这家曾经陷入危机的公司找准了方向。就在赫德接任CEO的两个月前，NCR宣布年度的收益将远远低于2002年第四季度的预期。几个星期之后，NCR宣布2003年首个季度的损失将是原先公告的两倍。赫德通过削减成本、裁员、强制减薪，同时重点关注销售等一系列的行动扭转了NCR的颓势。从2003年早期赫德接任CEO以来，NCR每个季度的收益都打破了原先分析师们的预期。在赫德短暂的CEO任期内，虽然NCR的股票每股的基价只要大约9美元，但涨幅超过了300%。汤姆·帕金斯曾说：

邓恩、杰伊和我在旧金山的办公室与赫德见了面，很显然他已经从公开的文件中研究了惠普。他以精确到小数点第三位的方式描述了我们的问题，又以精确到小数点第三位的方式叙述了他将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他走之后，我们三个面面相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人。对于赫德的评价我们三个人几乎是一致的，对于其他候选人我们常常是意见相左。6

董事会私下考核了赫德，不允许他和员工交谈，董事会和赫德的所有会议都远离硅谷。赫德回忆道，“在安排我和董事会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总会有许多间谍阴谋论”。7早在赫德担任NCR的销售员时，赫德就对惠普有着非常正面的印象，他说：“我一直很喜欢惠普，尽管我一直在和惠普竞争。”82005年3月，董事会雇用马克·赫德作为惠普的新一任CEO。

马克·赫德的战略领导力：概述

据赫德描述，当他接受这个工作时，他发现惠普的情况和他之前被告知的完全不一样。董事会告诉赫德现在公司一团糟，员工士气和关注点非常低迷可怕。赫德说：“我到惠普之后，发现这些大部分都不是真的。这是一个神奇的公司，有许多人才，还有大量的技术和研发。”

当赫德来到惠普之后，他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倾听了大家的心声：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惠普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走到基层去，和一线的员工交谈。我让他们告诉我他认为的公司战略是什么；告诉我这个地方怎么运作，怎么生产东西，怎么建构东西，怎么买东西以及如何服务。这些对话能帮助我理解惠普的市场和顾客，这很神奇，当你问人们一些开放式问题时，你会获得大量的信息。10

威曼曾经回忆说，“在赫德被雇用之前，他找我希望能和我有第二次私人的对话。他的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惠普要解雇菲奥莉娜？”11回看2013年公司的发展，“我不认为菲奥莉娜的战略是糟糕的，我并不喜欢惠普支付给康柏的价格，我认为事实是菲奥莉娜加大对惠普的投资是好的行动，但是她的运营模式很差，所以结果并不如人意。”12

赫德认为惠普糟糕的运营削弱了公司的士气。这给了他变革的机会。赫德在2013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因为士气低迷，且股价低迷，因此人们愿意去改变。人们愿意说我们是该尝试做点不一样的了。”

就战略领导的关键任务而言，赫德基本沿用了菲奥莉娜的规模和范围战略。同时他确认了公司的产品-市场地位以及相关的核心竞争力，并全力强化这些核心竞争力。他认为惠普最大的问题是战略和战略行动之间缺少一致性，以及缺少内部选择环境。赫德开发了一个手册来指导战略领导力任务的开展，手册的第1章专注于减少支出，第2章主要集中于优化企业商品销售成本，第3章集中在增长问题。他快速有力地执行了第1章和第2章的内容，这引致投资者强烈的正向反馈。他随后试图通过并购壮大企业，不断提升销售力，尤其是一些大公司如EDS服务、3com网络、奔迈移动计算。但是该手册的第3章尚未完成，因为他的CEO任期突发意外结束了。

关于发展惠普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赫德的纪录有好有坏。首先，赫德继承了菲奥莉娜的步调一致战略领导力体制，包含着困惑（在基层人员层面）和抑制冲突（在高级管理人员层面）的混杂情况。然而，他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过去，而是迅速明确了他担任CEO的三项主要任务：①使得公司战略正确；②使得公司运作模型正确（越简单越可执行越好）；③找到最好的人。惠普员工对赫德的看法非常不一致，这也许并不奇怪，赫德意志坚定，贯彻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总的来说，明确战略领导力体制的特征是正确的，赫德可以说是进一步发展了菲奥莉娜的步调一致战略，但是强化了问责制。

其次，在文化和战略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上，赫德专注于削减成本，招聘外部领导者，并大幅增加高层和低管理层之间的薪酬差异（这一点菲奥莉娜已经开始做了），这使得他与惠普公司文化某些软的部分产生了冲突。在企业文化的硬的部分，赫德创造了一个比菲奥莉娜更像普拉特的经营模式，但他也做了更多的努力，迫使问责制和透明度下沉到下级公司。赫德的公司战略基本上符合好战略的三个标准，对于那些能够达到他期望的员工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因为它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果不其然，公司员工对赫德的舆论产生了分化：他在一些员工中得到了非常积极的评价和认可，同时也受到另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抵制。他对一些人来说是英雄，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狗熊。赫德对于文化和战略之间的动态互动的管理消除了普拉特和菲奥莉娜担任CEO时期的混乱。它具有适当抑制冲突的特征。

再次，在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平衡问题上，马克·赫德继续延续了菲奥莉娜的规模和范围战略逻辑，并且在PC商品化和服务器产业取得了巨大反响。他的成功表现在惠普利润率的提高和股价的上涨。赫德收购EDS也是为了努力加强惠普在IT服务市场的适应性。赫德决定维持惠普ProCurve网络业务，该项业务过去几十年几乎已经成为惠普的底端业务，菲奥莉娜曾经想要卖掉这项业务。赫德通过兼并通信竞争对手3com从而加强惠普在通信上的能力。关于可演化性，赫德大幅降低研发支出，因此，在他的任期内，并没有大的新业务兴起，赫德把惠普ProCurve网络业务作为新的增长点。他没有创造一个有意义的新业务。他明确地提出要增加惠普在已有业务上的市场份额，因为赫德认为这些领域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总体而言，赫德带领惠普在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不平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关于CEO与董事会的动态互动，赫德看到他接手的董事会是一个烂摊子（这也是菲奥莉娜不得不面对的）。赫德因为巧妙处理了导致邓恩辞去董事会主席的托词丑闻，从而提高了他在惠普内外的声誉。邓恩离开董事会后，赫德当选为主席。作为董事会主席和CEO，赫德聘用了某些关键行业的前CEO和CFO，包括IT、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并创建了一个新的董事会结构，专注于重要的问题（技术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然而，当赫德的个人问题出现时，董事会很快就解雇了他。据报道，董事会对这一决定存在严重冲突，因为那些由赫德聘用的成员反对解雇他，认为这是一种鲁莽的行为。无论如何，赫德和惠普董事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最终崩塌。

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赫德如何执行他的战略领导力，以及他如何打造惠普的战略领导能力。

马克·赫德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使用手册第1章和第2章

评估惠普的战略态势

赫德在2005年年初担任CEO时，就简洁地明确了公司的问题——“没有增加盈利的增长”，他对比了惠普的两大主要竞争对手IBM和戴尔的业绩，绘制了如表7-1所示的简表。

表7-1　IBM、戴尔与惠普的业绩对比



他观察到，“市值（资本化）和股价倍数是管理层的信心指数。在过去16个季度中，有5个季度业绩低于华尔街的预期。”13（如第6章所讨论的，在菲奥莉娜的任期内，惠普有9次低于华尔街收入或利润的预期。）14

使用手册第1章：强化纪律的执行

战略制定“先放一放”

正如我们所见，赫德接受了菲奥莉娜基于规模和范围的战略逻辑。15但他不愿参加周一早晨关于如何从合并康柏中获益的讨论。赫德意识到，在他制定新的战略之前，或许可以先聚焦于提高惠普的运营效率。

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加强公司现有的企业战略和战略行动之间的一致性。赫德刚到惠普不久，就有两个问题要立即控制：支出和增长。他解释了他在惠普公司采取的改变方法：“一些好公司在成长，一些优秀的公司在控制成本，而大公司是两者都在做。”16

为了使惠普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赫德希望将责任和透明度推进到组织中，以便赋予层级中较低层次的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利。

赫德说，“惠普有三种类型的经理：汇报者，他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管理者，操作游戏规则的人；领导者，改变游戏规则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的领导者。”17

聚焦节约：控制成本

根据惠普与康柏公司合并时的模式，为了达到预测的竞争成本结构，必须削减大约15000个工作岗位。这些削减大多数发生在菲奥莉娜任期内。然而，在并购整合康柏和经济增长停滞后的几年里，市场开始下跌，很明显，为了达到目标成本结构，需要进一步大规模裁员。这是哈斯及其团队的分析文件的要点。一位前高级执行官在菲奥莉娜任期结束时称这种情况为“大象在房间里”，因为她似乎不能再次挥舞起大斧头。

赫德愿意做出这些削减。赫德在2005年7月宣布裁员约15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10%，这只是他在惠普任职的第4个月。赫德说：“我从NCR那里学到的是不要泄露坏消息。”18

降低组织复杂性，强化责任制

另外，赫德改变了组织结构。在赫德到来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最新的惠普矩阵已经投入使用。赫德的重组主要集中在大大简化了菲奥莉娜任期内的结构，使惠普回到历史上惠普更典型的组织时期。赫德表示：

我们在各种战略上都有问题（但我们的经营问题更糟）。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模式。所有的组织模式都有弱点，但我们的弱点比我们所能处理的要多。我讨厌重新组织，但我们不得不做。19

赫德简化组织结构，消除了菲奥莉娜创建的笨重的换算制度。菲奥莉娜把营销和销售放在一个主管之下，而赫德把这两种工作分开了。20同样的，赫德逆转了菲奥莉娜对个人计算机和打印机的业务合并，把这些核心小组放在两个高管之下，这两个高管直接向CEO报告。

赫德几乎丢弃了菲奥莉娜创建的集中销售和市场结构，并把预算控制交给产品业务负责人，只对成本进行集中化管理，如人力资源、财务、IT和采购。21在集中化管理的领域，赫德毫不犹豫地削减成本。例如在公司IT业务上，赫德从沃尔玛聘请高管对IT支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赫德还通过出售许多楼盘，减少惠普的房地产业务。

组织的重点是增加透明度。这种透明度伴随着个人问责制。赫德描述了他和管理人员用于规划和战略制定的方法：“我们简化了任务。这是我努力打造的模式。下面是我对你的期望。您是怎么想的？”“如果你认可我的模型，我希望控制业务、控制开支、实行问责制。”22

赫德举了一个组织变革的例子。他说：“把TSG作为一个例子，安·利弗莫尔（Ann Livermore）的P&L只有68%的矩阵化（意思是利弗莫尔没有直接控制该活动）。过去16个月我们已经采取了两套方案。现在，参与决策的人数下降了70%。”23对于安·利弗莫尔，她似乎很高兴重新对她最终负责的活动有更多的权威，她说，“过去我们可能开几个星期的会都只是在决定把重点放在哪方面的销售支出，（但现在）我可以坐在桌子旁，与我的工作人员进行简短讨论。”24

明确决策权与责任

赫德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决策矩阵——平均多少人能够有一个决定投票。如果超过1，证明你有问题。在惠普，这个数字是2.2。”25

赫德认为惠普将工作组合在一起，是犯了一个错误：

成像和打印的负责人需要对这两大业务的运营进行32个直接报告。营销部负责人，拥有32亿美元的营销预算和5800人，还必须经营拥有16500人的销售组织，需要做24个直接报告。这不是一个好战略。我的原则是：简单并且责任明确地做事。26

总结自己在惠普工作的头几个月里所做的改变时，赫德说：“我简化了任务，找到了最好的人。现在我们的决定指数是1.8。我们降低了成本结构，提高了决策的速度。相较于控制率只有33%的P&L，现在的高管控制力是75%，并且我们已经削减了19.2亿美元的成本。”27

在评估惠普的战略和操作时，他提到了他最重要的试金石：“任何数字都可以说谎，除了现金流。”28

战略制定仍然重要：PC业务的战略要义

随着赫德对利润的不懈关注，许多人想知道赫德为什么保留惠普的PC业务，该业务利润率非常微薄。事实上，IBM在2005年将个人计算机业务出售给了中国计算机制造商联想。赫德将惠普的PC业务视为其高利润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业务的副产品。赫德拿起一只记号笔，对着一块白板说，“这是一个服务器组件，80%的服务商利用PC组件，而存储产品杠杆率为34%，网络利用率10%。”29

“当IBM向联想出售其PC业务时，IBM戏剧性地改变了它的投资组合。我会认为，IBM的服务器和存储业务的下降是与之相关的。当我在NCR时，我们有一个合并的PC和服务器业务约1.5亿～20亿美元。我们有一个服务器业务，约35%的利润率，PC业务有15%的利润率。其中一位领导人说，让我们摆脱15%，保持35%。但是两年半后，没有保持35%，因为对行业供应商而言，我们不再是一个相关客户，所以我们的成本基础上升，竞争力下降。”30

赫德确实提高了惠普个人计算机业务的盈利能力，部分原因是笔记本电脑的快速增长，其利润率更高。业内人士表示，与惠普其他业务相比，这一比例从2%以下上升到了5%以上，其投资资本回报率也值得尊敬。在2014年年初，IBM把英特尔的服务器业务以23亿美元出售给联想也似乎最终证明了赫德的观点。

使用手册第2章：持续的业务优化

努力提高盈利能力

执行手册第1章时，赫德推动惠普业务领导人利用惠普规模化的买方力量，从而获取更好的定价，并优化物流程序。但是惠普仍有改进的余地，特别是相对于IBM而言。赫德说：“我们是一家混合型公司。我们有四五个业务混合在一起。在混合型公司中，成本结构倾向于向高绩效（即高利润率）业务转移。我们必须利用更低的成本结构……惠普有24%的毛利率，IBM的是37%。”31

惠普可以剥离其混合业务中利用成本较低的元素，包括业务外包，基于此惠普可以为其他公司处理IT功能。赫德说：“外包对我们很重要，但我们必须做一些为我们赚钱的交易。我们在这方面增长了20%，但我们必须让顾客兴奋。这里没有捷径。我们想扩大业务，降低单位成本，并在某些领域获得专业知识。我们可以增加这项业务，但我们想确保它是有利可图的。”32

重申惠普作为技术和产品公司的身份

在菲奥莉娜担任CEO期间，惠普的员工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潜在的认同危机，因为她反复暗示，惠普的未来是一家服务公司，却没有说明这将意味着什么。相比之下，马克·赫德迅速申明，他不希望惠普成为一家服务公司，与IBM和埃森哲在这一领域展开竞争。相反，赫德将惠普视为一家技术和产品公司，他说：“我们希望在惠普所在的技术领域相关的支撑服务方面展开竞争。”33鉴于此，赫德认为惠普应用低成本技术击败IBM的高成本产品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这当然符合高技术/低成本战略，菲奥莉娜在她的任期内已经制定了该战略，但未能执行。

手册第1章和第2章的执行结果

运营效率一路提升

赫德到惠普的一年内，惠普真正收获什么好处？惠普的成本得到了控制，特别是管理费用的配置，比如IT、房地产、人力资源、财务、法律等。在赫德的指导下，惠普完成了生产力和效率优化项目。这些行动抵消了成本，并产生了一些收入增长。

在赫德的领导下，惠普终于超过了康柏合并协议中设定的所有主要业务的利润目标，2006年是惠普里程碑式的一年，惠普的绩效使IBM在总销售额中黯然失色。34惠普每个员工创造的收入（611050美元）是IBM的两倍，2006年年收入增长了6%，一些分析师预期2007年的年收入增长可能达到8%。惠普的关键表现得益于惠普自赫德到来后所能产生的10亿美元的储蓄。其他促成惠普的增长因素包括获取戴尔和其他公司在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份额，打印行业的持续增长和行业标准服务器的快速增长，惠普仍然在这几个市场保持着领导者地位。

赫德可以指出整体性提升绩效，并与竞争对手的增量收入、每股收益增量（EPS）和市值进行对抗。这些结果以前是很难实现的（对那些在裁员中失去工作的员工来说是痛苦的）。

坚定且清晰的目标与期望帮助惠普创造价值

哈斯曾说：“在6个月内，整个组织发生了变化。很难相信文化变革如此迅速。起初人们对他们的业务或职能的检查水平不满意。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每个人的审查水平都是相同的，并很快将它转化为绩效。”35哈斯继续说：“为马克工作具有挑战性，但我们都学到了很多，我们显著提高了股东价值。成功孕育着成功，每个人都在互相承担责任。事实上，人们没有把目标混淆，这对于创造成功具有极大的帮助。”36

华尔街的喝彩

截至2006年年底，赫德觉得惠普股价仍然不够好，“我们答应的事情并没有兑现。”同时，在赫德的心里，公司的轨迹仍然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赫德说：“普惠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偏向低端，毛利率较低。加上我们的运营费用在增长。在运营上，我们是草率的。”37

赫德在NCR的运营效率方面早已名声在外，他坦率地对外公开评价惠普的盈利和增长。华尔街开始注意到惠普的业务改进，抬高了公司的股价，这标志着华尔街对赫德的信任。惠普的股票以及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开始超越那些竞争对手，比如IBM和戴尔。赫德提炼了惠普的愿景，他说：“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有3个方向：企业计算、移动计算、打印机乃至打印生态系统。”38赫德上任前两年，惠普的股价翻了一番，在CEO任期内一直保持着活跃的势头。惠普股票价值上涨使股东（包括许多拥有惠普股票的员工）受益，并给公司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金来进行收购。

对惠普的市场表现的信任多是由于赫德在季度销售量、收入和盈利能力上的超强预测能力，华尔街一直认为这是菲奥莉娜最大的弱点，而赫德具有大举削减成本和为这家巨型公司扭转效率的能力。

马克·赫德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使用手册第3章

阐明企业成长战略

战略性成长的三角模型

惠普需要新的企业战略吗？赫德观察到：“我们有很多高层次的战略图表，但在操作方面没有太多的方向。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想成为世界领先的IT公司。”39

当然，这也是菲奥莉娜战略中的明确目标，但赫德强大的操作技能让惠普成为第一。为了说明惠普这一道路目标，赫德创建了一个三角形，这是三个重点领域的程式化表现，赫德希望惠普同时提供效率、资本战略以及有针对性的增长战略，如图7-1所示。



图7-1　赫德“三角形”

三角形的一角是效率。赫德回忆说：“在我上任的60天内，我们淘汰了15000个工作岗位。不过，我发现了韧性和强烈的愿望可以赢得员工信任。员工也需要一些推动力，他们需要清晰的使命和被领导。”40作为惠普的新任CEO，已有的CEO经验帮助赫德更好地处理这些事情。他说：“以前的CEO经验给我做这些决策带来了好处。”除了大规模的裁员，赫德继续寻找可以提升效率的地方，例如，巩固一些业务和出售在世界各地的不必要的房地产。

三角的另一角是资本战略，惠普2006年有160亿美元现金储备。赫德说：“我们花了数百万美元来补偿渠道伙伴。现在我们重新设计我们的渠道补偿附加率。直销模式（戴尔经常使用的）本身是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的，但提高附加率会改变事情的发展。”42（附加率是指通过一个公司销售多个产品或服务。在这个例子中，赫德是指改变惠普激励合作伙伴如经销商销售的方式，激励他们卖惠普的附加产品或服务。）

三角形的顶点是有针对性的增长战略，从而使得储蓄和现金流更加方便。特别是，赫德希望惠普专注于以下三个领域发展趋势。

（1）下一代数据中心。

（2）移动计算。

（3）成像和打印生态系统。

正是在数据中心的范畴下，赫德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高度分散但有利可图的服务业。

但是，惠普还存在其他的探索机会。惠普已经是消费者和企业打印机领域的行业领先者，打印机是直接插入或连接到个人电脑的。赫德和菲奥莉娜一样（菲奥莉娜收购了商业打印公司靛蓝——Indigo，并投资了面向高端市场的激光打印机），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广阔的成像和打印市场。赫德想把惠普的资本战略应用到最重要的增长盈利工作上，如购买在线照片服务商Snapfish。赫德希望惠普成为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泛打印生态系统（例如页面和照片打印），零售（例如照相亭），以及专业的成像和打印（例如营销资料）的领导者。在第三类中，惠普有最大的增长空间，这也是菲奥莉娜确定的增长方向的延续。赫德说：“我们预计2009年（专业）市场将增长至700亿美元。目前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企业部门里完成的，并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小商店里打印的。我们只有3%的市场。我们要确保惠普的技术在这个市场获得更大份额。”43

调配资源以增强惠普销售能力

如上所述，在加入惠普时，赫德迅速意识到惠普原先没有认识到公司所产生的成本和感知客户价值创造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销售背景出身的人，一个特别让他想不通的例子是，在他加入惠普的时候，发现公司从事IT相关工作的雇员比销售员更多。

因此，在继续执行手册第2章的过程中，赫德想通过扩大关键领域包括企业计算领域的销售力，从而执行第2章的增长战略。赫德说：“到2009年，企业计算预计将是一个6500亿美元的市场。在2006年，IBM在企业计算领域占有18%～19%的市场份额，而惠普只有4%，但是我们有1对1的销售覆盖范围（在与IBM的销售竞争），因此我们有两倍的市场份额。”44赫德接着做了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呼应了菲奥莉娜在2000年注意到的一些事情。赫德说：到目前为止，惠普不愿意销售东西。“我们更专注于工程技术和服务支持”。45针对此，赫德的解决方案是：“以1对1的销售覆盖密度得到4倍的服务市场份额、3倍的软件市场份额和5倍的高端技术项目份额。因此，我们正在招聘成千上万的销售代表。”46然而，为了这么做，赫德必须精简机构，其中包括IT部门，很快IT部门的员工数量就远远少于销售队伍了。

通过收购实现新的增长战略

2007年9月，赫德向董事会提交了他的战略计划第3章，第3章的主题是加速增长。赫德告诉董事会他将集中在5个关键领域：优化企业经营范围和销售范围；利用新兴市场；优化服务交付模式；注重垂直选择；面向利润率扩张的战略定位组合。赫德告诉董事会，惠普做得很好，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关注能够给公司带来增长的巨大机会。赫德认为一次重大的收购将会是很好的机会。

业内人士认为，赫德在任职初期很少考虑并购，因为收购会使新被收购公司陷入糟糕的成本结构中。但到了2007年，随着公司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赫德已经准备好拿出惠普的支票簿去购物。赫德认为惠普需要服务能力。业内人士说，除了EDS，赫德也看到了其他公司，但无论他并购哪家公司，原则都必须是这家公司足够大，从而能够把服务文化带进惠普。惠普当时的服务业务大约赚取了60亿美元的服务费。为了影响惠普的服务业务和文化，赫德做出的任何收购，其服务业务都要远远大于惠普目前的业务量。

赫德认为，其他业务并不需要这么大的收购来使其做出改变。例如惠普的硬件业务，只需要多一点优化就可以。他说：“该业务说到底是一个650亿美元的供应链。惠普希望自行生产90%的行业标准零配件，这将推动毛利率下降。我们可以为服务器提供存储和连接。”47

赫德任职期间惠普收购了大约30家公司。其中大多是小型软件公司，一些花费超过10亿美元的收购表明了赫德的意图：45亿美元收购软件公司水星互动（Mercury Interactive）；16亿美元收购Opsware；27亿美元收购网络公司3Com；12亿美元收购智能手机制造商奔迈；139亿美元收购服务巨头EDS。显然，赫德认为收购是惠普实现增长速度目标的关键驱动因素。

一个重大的战略赌注：收购EDS

2008年5月，惠普宣布将收购由罗斯·佩罗（Ross Perot）成立的EDS技术服务公司，罗斯·佩罗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了技术外包行业。这个近140亿美元的交易将使得惠普的服务收入和员工数量均翻倍，有助于实现惠普在一年前确定的目标，即提高惠普的服务能力和增长速度。为了决定是否购买EDS，赫德使用了他所谓的“收购过滤器”工具，通过“战略契合度、财务意义和操作运用能力”来审视这一交易是否合适。48赫德一直很想做这笔交易。据赫德回忆，“很长一段时间内，收购EDS是战略上可行的，但是财务上不可行。EDS董事会认为他们公司的价值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一共去了4次才达成合作。”49

重复手册第1章和第2章

赫德看到EDS是一家擅长客户关系和服务交付的公司，但其后端工艺需要修复。业内人士认为，EDS是一个非常分散和低效率的公司，它关注每个客户每件事。这种收购打开了很多赫德想要填补的盒子：它足以冲击惠普的服务文化，其实EDS很便宜，因为EDS的利润率只有4%～5%，且EDS迫切需要提升效率，就像赫德在惠普所推动的那样。

在交易的时候，EDS赚取了大约220亿美元的收入，但它的市值还不到120亿美元，所以华尔街没有看好该公司的前景。业内人士说，赫德相信他可以削减EDS的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增加营业利润到9%甚至更多。

此外预测分析表明，基于EDS广泛的客户群，惠普能够卖出更多的PC和服务器硬件。仅在宣布收购两个月后，赫德就清楚了他需要做些什么来修复EDS：“我不接受调查。EDS项目已驱动。它的收入是220亿美元，但是有310亿美元的账单费用，只赚10亿美元的利润。怎么会这样？它们交叉收取了大量的费用。（那里的人）不想对这些费用负责。”50

赫德还打算提供给EDS一剂文化变革的药方：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简化某些地方，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变革。EDS常常是以项目为单元来思考，而不是思考整个企业。这是一个大问题，当你进入一个大公司，将一个大公司视为一个筒仓或混合公司，如何管理共享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决策。51

赫德想改变EDS的文化，正如他改变惠普的文化那样，大大降低成本结构，提高运营效率，击败所有的IT服务商。赫德说：“EDS与惠普的结合带来的好处是能够利用EDS的共享服务能力，同时结合惠普的技术优势，给惠普带来了竞争优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利用渠道分销。”52

赫德准备重演他在惠普的早期实践，以提高EDS的效率和性能：

我讨厌EDS 310亿美元的混合费用。如果你试图管理某件事，你的工作就是找到投资与回报之间的最短路径。在你得到回报之前，不要尝试去搞清楚你能给予什么。我给你钱，你用它干什么？我们卖了什么？我们的客户赢得了什么？我们的优势如何？53

没有夸张或轻描淡写，他温和地评估了收购EDS面临的挑战：

EDS有13万名员工。我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们要去哪里，在未来的5年里，我们期望发生什么，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什么。我们有差距。我们将采取一些举措。如果我们能实行这些举措，我们就有机会，我不能保证实现机会，但确实有机会。54

赫德将EDS视为惠普软件和服务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处于惠普的硬件资产之上。赫德表示：

我们还希望将软件业务设置在个人电脑、服务器、存储基础设施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收购了这么多的软件公司做存储管理、数据管理、服务器管理、网络管理、安全管理等。在此之上，我们有分层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收购EDS，我们相信这些收购将产生巨大的杠杆作用。我们的核心是惠普是技术型企业。55

当被问及EDS合并的智慧时，赫德的回答既哲学又务实：“它是否是一个好的收购，这是一个问题。我很有信心我们可以使它发挥作用。问题是它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收购，决定于它能否重新定义惠普在IT市场上提供IT服务的方式。这可能将由我之后的管理者回答。”56

克服股票市场初期的不良反应

当交易宣布后，惠普股票市值损失了140亿美元。与收购康柏的经验相比，华尔街对此交易的态度比惠普预期的更为消极。惠普收购前的分析集中在试图了解EDS的客户和合同质量上。惠普知道EDS缺乏有效管理，并假设可能会有12000人被裁。但是，与收购康柏不同的是，这次惠普并没有真正整合和解决问题的详细计划。交易完成后的一年，惠普削减了25000名EDS员工。销售人员被削减30%，EDS的IT预算也被大幅削减。赫德还削减了EDS的营销和合同管理团队，一些EDS员工的工资削减超过20%，并且让一些在得克萨斯州总部的高管离开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去到硅谷6英尺×6英尺（约3.34平方米）的办公隔间。572009年9月，在惠普的分析师日，赫德宣布，EDS的交易将在3年内实现盈利。

这种成本削减确实提高了短期内的利润率。加入惠普一年内，全新的精益EDS的帮助惠普收获了10年内最好的服务利润率。58惠普收购EDS一年之后，戴尔采取了一个类似的行为，为Perot系统支付了39亿美元，这家计算机服务公司也由EDS的创始人罗斯·佩罗创办。

过度乐观与坏运气

赫德认为EDS能增加惠普的服务业务，且由于EDS运营状况不佳，因此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买入，赫德自身也善于提升运营绩效。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像赫德预想的那样。据一些内部人士透露，该公司的经营状况比赫德意识到的还要差。

也许更重要的是，赫德对修复EDS过分乐观，可能是因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修正过程，但是一些坏运气对修复EDS产生了破坏。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大影响了EDS的业务。（同样，惠普与康柏的合并正好伴随着一场重大的行业衰退。）这可能会促使赫德更深入地削减成本，而不是长期保持战略上的正确性，以保护他（以及惠普）重获声誉，从而放心地应对华尔街的财务预测。

回购股票增加负债

根据赫德手册的第3章，赫德开始积极地回购股票。这么做最初是为了抵消员工股票计划下发行和回购股份投机股产生的稀释问题。59然而，到了2009年第四季度，惠普的股票回购计划以120亿美元的规模翻了3倍。赫德也开始回购惠普股票，以改善EPS。这种回购像是一种兼并，是长期债务。赫德手册的第1章和第2章大力减少了这种债务，但现在却相反，2010年，赫德允许债务从34亿美元膨胀到140亿美元。

总结手册第3章的执行结果

在菲奥莉娜和赫德的领导下，并购被视为一种推动惠普增长更安全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内部新业务发展来追求有机增长。赫德把并购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然而，在2008～2012年，惠普花了400亿～450亿美元回购股票，300亿～350亿美元进行并购交易，且不包括重组成本。对于一个在2012年市值约550亿美元的公司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花费。一位惠普内部人士评论说，一切都是平等的，投资者可能会采取现金方式，但并购成了惠普公司做事情的方式。

该知情人士回忆说赫德与他的员工对业务进行了审查，他掌握很多有用的数据。赫德深刻了解了如何将数据与运作结合，需要做什么来提高性能。但是，据这位知情人士透露，赫德只专注于成本。到了2012年，赫德推动的一系列业务都陷入了困境，变得有些疲惫。

该高管推测，赫德的某些成本削减行为其实是菲奥莉娜需要做却没有进行的，主要是为了在合并康柏后获得有竞争力的成本结构。相比之下，赫德确实削减了成本。这给惠普的股价带来了一点上扬。此外，欧元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强劲，所以以欧元计价的销售和以美元计价的汇报使得惠普的收益看起来不错。一年半时间内的惠普股价真的很好。它从20美元左右上升至50美元。

另一位高管评论说，赫德大部分时间都做着他舒适区内的工作，如优化流程、防止营收下滑、完善销售激励模式、改进物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希望赫德能为惠普创造新的机会，而不仅仅是提升效率和持续削减成本。

马克·赫德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

赫德表现出一种平静的自信，避免因成为名人CEO而分心，他说：“当在鸡尾酒会时碰到一个公司的CEO，你就知道是时候该脱离这只股票了。”61

他看起来喜欢具体细节管理，努力寻找可衡量的性能指标，以帮助他创建和评估战略。对于赫德，没有大量的详细事实和数字作为报告的战略讨论是不完整的。他没有回避讨论公司的战略或愿景，但他似乎希望拥有可测量的目标作为基础和引导。赫德要他的高管提供非常详细的数字，精细到日常的积压水平。

赫德说：“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把每一个决定都变成一系列的选择，让球向下移动。”62这些选择大多是为了让赫德花更多的时间与客户一起。一位前销售员，应该拥有工程师一般对精度的偏好，赫德说，“我在惠普的第一年，只能花费约12%的时间与客户一起，因为我忙于管理公司。到了2007年，我可以花费43%的时间与客户一起。”63到下一年（2008年），赫德的日程以他认为最合适的分配方式安排：“我花了大约10%的时间来观察企业如何攻击其市场，不仅仅是研发。我试图保持10%的非计划时间，这样我可以用来灭火。我花了大约25%的时间关注运营，以及商业模式运作。我在惠普的头两年，这些工作占据了约30%的时间。我期望花费我25%的时间在运营上。”64

打造高层管理团队

惠普的11位顶级高管组建了惠普的执行委员会（EC）。当考虑增加或者减少EC的成员时，赫德是务实的：

我会看某种模式的能力与连续性。你带着你的团队扪心自问：“我有最有能力的团队吗？”我们会进行内部排名，并使用外部公司来审核我们的人才，然后我们将团队规模化。一旦你对自己感到满意，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已经无法再提高时，也就是说从8.5分上升到9分时，我们会将你移至高级副总裁，然后副总裁，然后董事。65

赫德认为人才会在组织内下移。他说：我们有15000个管理者。我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好的管理者不会为坏的人工作。如果我没有得到最好的EC，那么下一级管理者也不可能是最好的。”66

鉴于此，2007年，赫德替换了惠普前110名高管中的一半。他希望通过下级治理来加强领导力。然而，有些人认为赫德摆脱了那些质疑他的独立思想者，许多好人离开了，而许多留下来的人却不支持这个战略。

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

赫德任职期间缺乏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部分原因是赫德严格控制运营，并强化定量的问责制。这必然会降低低级别的管理人员的自由度。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赫德带来了许多来自惠普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人需要时间来发挥战略领导能力。

赫德决定继续保留ProCurve

赫德能够识别ProCurve的增长潜力是值得称赞的，在约翰·麦克休和约翰·布伦南的战略领导下惠普网络业务蓬勃发展（见第6章），并把它变成一个新的重要增长方向。菲奥莉娜曾试图出售该业务，但当时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

尽管ProCurve欣欣向荣，但是和惠普的其他业务相比仍然很小。2008年惠普年收入超过1200亿美元。惠普并未公布ProCurve的盈利数字，但它可能达到了惠普年收入的1%。然而，分析师估计，惠普的ProCurve业务享有相当大的毛利润率，可能超过50%。67这将使其成为惠普的第二大赚钱业务，屈居利润丰厚的打印耗材（即打印机墨盒）之下，但领先于其他企业计算产品。这些数字强烈敦促赫德保持该业务。

惠普网络（ProCurve）走向新的增长领域：马里厄斯·哈斯

自从菲奥莉娜决定要卖掉ProCurve，它就被惠普战略集团放置在了一边。赫德决定保留这个高利润的业务，并为它寻找了一个新的领导者。2008年6月，赫德选择马里斯·哈斯来经营ProCurve。哈斯是康柏的前任高管，曾担任惠普战略与企业发展部的高级副总裁。他开发了一套运行ProCurve的方法。

哈斯说，“我接受运营ProCurve有三个条件：我必须有权利可以做出三种变革。”68也许哈斯最大的变革是销售人员可以通过销售网络设备而得到补贴。奇怪的是，惠普的企业销售团队可以因为出售思科齿轮而获得销售佣金，而ProCurve是通过独立的经销商网络进行销售的。虽然思科和惠普存在竞争，但是两家公司有合作的历史，共同为惠普的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但是，惠普给出售思科齿轮的惠普销售代表补贴造成了一个反常的激励：因为思科设备比惠普的价格高出30%～50%，并拥有巨大的品牌力量，对于惠普销售人员而言，销售思科网络设备比惠普自己的齿轮更容易也更加有利可图。

接下来，哈斯想把ProCurve带离惠普，独立于惠普的公司战略，建立独立的商业集团。哈斯说，“这将告诉我们的客户和员工，我们要维持ProCurve业务并建立一个真实的特许经营网络。”69哈斯选择惠普的IT服务业务、技术解决方案团队（TSG），将这380亿美元的业务交给执行副总裁安·利弗莫尔。

哈斯对赫德提出的第三个条件是获得资产负债表现金，以加速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有机投资和收购。投资更多的钱来为ProCurve的数据中心购买产品。

赫德同意哈斯所有的变革。安·利弗莫尔也表示同意，即使销售队伍是在她的组织中，她在该领域有2万个销售代表，有很大一部分人告诉她，不再给予思科销售的信用，使他们的工作更难。70

与赢得ProCurve的人心相比，说服赫德和利弗莫尔是比较容易的事情。ProCurve本部的员工一直觉得自己独立于惠普，许多员工也期待被剥离。哈斯告诉他们，他们不仅不会被出售，而且他们将接受惠普。这消息并不令人振奋。哈斯回忆说，“我收到了一个重要工程师的电子邮件，他写道，‘你看起来不像我们之中的一员，你和我们说话不一样，我们怎么能认真对待你？你是从惠普本部来的，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71

哈斯告诉每一个人他愿意聆听。他告诉他们，他计划让ProCurve实现年收入40亿美元，这样做的唯一方法是广泛地利用惠普的资产。哈斯改变了销售人员的薪酬结构，他把ProCurve转移到利弗莫尔团队，在赫德的声名远扬的严格控制下，他的发展资金表明他和惠普都是认真的，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ProCurve成为惠普与思科竞争的战略力量

对于惠普而言，维持ProCurve业务的战略意义超过盈利增长的意义。网络技术的发展是将软件智能增加到网络设备中，模糊了服务器和网络执行任务之间的区别。这种技术转移意味着惠普将会与思科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2008年11月，两家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暴露在了公众面前。惠普ProCurve此时宣布了新的网络产品和更低的定价，此举被广泛视为对思科所在的核心市场的直接挑战，而思科也正计划扩展新业务，打造专业高效的服务器，将与惠普和其他公司直接竞争。72

ProCurve成为执行招聘的付款方

对于惠普的网络业务来说，好消息是2009年年底惠普以27亿美元收购网络公司3Com，这与哈斯通过收购来扩大业务的战略相一致。对于ProCurve来说，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ProCurve渐渐被转移到惠普的组织功能架构下，并由惠普外部的新领导人管理。在惠普和许多跨业务的企业，实现功能与部门组织结构之间的平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哈斯回忆说：“转变的结果是，在任何时候，我们的营销费用的95%都被分配到其他地方，我们花了1000万美元支持保罗·麦卡尼（Paul McCartney）等歌手的推广；我们在英国总共花费30万美元的营销费用来刺激需求。由于这种分配模式，我们的营销支出下降了50%，而我们预计销售额将增长20%～30%。”73

ProCurve不仅需要支付“税”，还得不到回报，此举也是成本管理的焦点。在惠普，ProCurve仍然比其稳定的业务小得多。哈斯解释说，“焦点被稀释了。销售主管进行多个产品线的配额，对于整体配额来说，网络是一个更小的组成部分。销售网络的复杂性和激烈的竞争转移了其他地方的注意力。”74

由于这种变化或其他因素，ProCurve的业绩增长放缓。到了2012年，相比它过去15%～25%的有机增长，它的增长似乎已经下降到了一位数。

总体评价

总的来说，马克·赫德领导下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并没有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整合得很好，而是强化了菲奥莉娜发起的“步调一致”制度。赫德自上而下地贯彻和执行该战略，且非常注重细节。例如，他亲自回顾了每一个业务领导者的季度报告。每次审查都会持续几个小时，赫德会细致到电子表格，在其中发现错误或不一致的地方。

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

赫德从根本上改变了惠普文化的软、硬部分

菲奥莉娜试图振兴惠普，她的继任者马克·赫德强硬的削减成本战略与惠普的软文化产生了直接冲突。赫德说，“我认为有必要使惠普成为一个以业绩为导向的公司。这激怒了很多人。我们在绩效管理上做了三件事：定级、排名、对高层进行外部评估。我们对执行者进行补贴。”75虽然菲奥莉娜发起了一项政策，以摆脱绩效排名垫底，但赫德投放在这个问题的注意力和精力确实使许多人在惠普相当紧张。

同时，惠普长期招聘公司以外的人担任高层领导，并使用定级和排名制度进行人事评估（但不需要像对待低绩效者那样严苛），赫德参与外部招聘，并对定级和排名的结果进行奖惩。这也让他看起来脱离了惠普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除此之外，菲奥莉娜当时已经开始使用加倍薪酬方法，但是赫德取消了员工绩效奖金计划，进一步大幅增加了高管和其他员工的财务回报之间的差距。赫德指出，如果你不清楚地识别与制裁正面和负面的，分布的极端部分，那么员工将回归到平均。然而，这也违背了传统的惠普运作方式。最后，赫德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自然观收购了EDS，为惠普带来超过10万名新员工。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在企业文化的硬的部分，赫德不喜欢菲奥莉娜已经建立的组织结构的诸多方面。赫德说：“惠普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模式，如果它有任何机会做些什么，必须有人更像我一样连接所有的点。如果没有这种关注，我不认为它会奏效。”

赫德创造了一个比菲奥莉娜更像普拉特的经营模式，重新强化对惠普的主要业务经理们的控制，但他也更有力地推动了公司的责任和透明度，从而使管理人员降低了等级制度。这种硬文化变革来得很快，据说人们最初对高度增加的审查水平不满意。然而，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许多人很快意识到每个人的审查都被保持在同一水平，每个人都是相互负责，愿意帮助对方，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的目标，这将转化为成功。

然而，一位身处其中的前任高管评论说，惠普的领导层遭受了一种非常消极的、咄咄逼人的、抵制变革的文化，而这一点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的不信任文化中更为严重。

这位内部人士说，“在赫德任期内，即使是公司的最高层，这种不信任水平都很高。在线网站Glassdoor，让不同公司员工对他们的老板定级，评选结果显示赫德是科技巨头中支持率最低的，远低于思科的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和甲骨文的劳伦斯·埃里森（Larry Ellison）。”76

制定精良有力的企业战略

离开惠普后，赫德谈到了他制定战略的标准：“‘值得做吗？’‘能做到吗？’如果你不能通过这两个过滤器，那就不是一个可行的战略。”77鉴于此，赫德用定量方法比较惠普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以此来诊断公司面临的战略挑战（标准1）。他还制定了应对挑战的指导政策，即上文提到的手册（标准2），第1章的重点是减少开支，第2章主要集中于优化企业商品销售成本，第3章关注增长。他制定了一套执行该指导方针的行动（标准3）。赫德手册第3章的执行仍在进行中，但是赫德陷入了个人麻烦，离开了公司。然而，EDS已经不能满足预期，而收购奔迈也未能起效，此时赫德离开了惠普。

但是至少在最初，赫德的公司战略对许多人有吸引力，因为它确实产生了结果。2006年惠普的总销售额使得IBM黯然失色，其收入增长了156%，而惠普每位员工的收入是IBM的两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惠普的股价翻了一番。一些业内人士表示，股市积极反应的部分原因是，赫德大幅提高了士气，赫德给员工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惠普可能成为赢家。改进的业务表现和股价也给了赫德战略性收购的机会。他进行的最大收购即是收购EDS。

强烈而压抑的文化与战略冲突

赫德在处理基于规模和范围的公司战略的必要性与惠普公司文化变革的必要性之间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冲突，这些行动是由菲奥莉娜发起的，赫德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暴露了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的残余之间的潜在冲突（以惠普的方式）。毫不奇怪，赫德的行为从根本上分裂了公司。他得到了一些员工非常积极的肯定和承诺，也得到许多高度消极的意见和冲突。

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

加强和发展适应性

随着赫德手册第3章中明确公司发展战略制定，赫德识别了信息技术行业的巨大机会。赫德的收购项目分别从三个目标分支业务强化了惠普的产品市场契合度：①下一代数据中心；②移动计算；③成像和打印生态系统。伴随着收购EDS，惠普将更好地进入企业信息技术（IT）服务领域。因此，赫德想利用研发而不是品类扩张，为惠普目前的业务领域创造更多的竞争力。78这基本延续了菲奥莉娜的持续增长战略，减少通过内部发展新业务实现增长，也不同于传统的惠普增长战略。

赫德经常表示，他希望创新继续成为惠普的一个标志，并把创新作为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解释说：

我们想成为全球最大的IT基础设施公司。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三个核心原则：①不断创新（提高与其他企业的区分度）；②在每一点上都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和支持，我们每年有8.5亿的客户进行相互作用，4分钟的平均销售额时间；③效率。我们擅长1和2，要在3上进行突破。79

原则1和2是惠普的基因。赫德任期初期的一个有趣的表现是，2006年3月惠普成立个人系统创新项目办公室。80

创新项目办公室的起源和目的

为了刺激长期创新，惠普的个人系统集团（PSG）创建了一个名为创新计划办公室（IPO）的小团体。IPO是由菲利普·麦金尼（Philip McKinney）发起的，麦金尼是PSG的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与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的韦伯·麦金尼没有关系）。在PSG中，麦金尼负责集团长期技术战略和研发工作。他亦是本集团博彩业务部的总经理。麦金尼向托德·布拉德利（Todd Bradley）报告，布拉德利是PSG的执行副总裁。

布拉德利和麦金尼创建IPO的意图是改变创新的方式，从而实现增长。布拉德利说：

我们创建IPO是为了做三件非常具体的事情。第一，我们希望把重点放在与客户和产品相关的创新。第二，我们想创造一个漏斗形的创新结构。看上去每个人和他们的狗都在做些什么事情，而IPO有助于提高做事效率。第三，我们想与惠普实验室进行合作，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我们需要的，或者帮助惠普现实商业化。

令布拉德利感到自豪的是，PSG已经能够启动IPO，同时也致力于提高集团的整体表现。布拉德利说，“当我们创建IPO时，PSG已经实现收支平衡，可能还赚了一点钱。上季度，我们汇报了5.5%的经营利润。因此，尽管我们为未来投资时间和金钱，但是我们每季度还能提供结果。”

麦金尼曾说：

我们的IPO是由一个独立资本组织来运作的，专注于投资周边和全新的领域。此外，我们着手改变研发预算战略。我们想转移投资方向以确保增加周边和新领域的创新资金，而不是把95%的资金投入我们的核心产品研发。早在2005年年底，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2008财政年结束前，改变我们的70/20/10的模型，这个模型指的是70%的研发经费投入核心产品，20%投入周边产品，10%针对新的增长引擎。我们希望通过对周边和潜在的新的增长点的关注，给推动PSG研发的团队创建新业务。

2008年年初，PSG似乎步入了正轨。在2006年3月到2008年年初，当IPO正式宣布成立时，PSG的IPO有26个项目正在进行。然而，IPO项目的成功率仍低于预期，随着赫德在2010年离开惠普，惠普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财务压力。

但对于赫德来说，缺乏运营的有效性就没有宏伟的愿景，没有效率就没有运营的有效性。赫德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留情的。他说：“我们不想在与创新无关的事情上多花一分钱，我们有能力为研发创造需求，我们有能力服务和支持客户。我想知道花费的每一美元是如何给惠普带来价值的。我知道它确实在给惠普带来价值，但我总是想问这个问题。”81

赫德一直注重效率，关注惠普的成本结构，从而给了他机会从低价值领域腾出资源，把这些资源配置到更高价值领域。他说：“虽然我们的经营开支（费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已经基本上明晰了费用中的25亿美元，这部分钱可以投资到公司的不同领域。”82这并不奇怪，赫德想把这一战略逻辑应用到惠普的研发组织——惠普实验室。

惠普可演化性能力减弱：惠普实验室不再吃香？

基础研究（研究超过5年以上，超出了研发部门的时间框架），即赫德所谓的大“R”，对于惠普来说一直很重要。它一直是惠普实验室的起源，且惠普拥有一支强大的研究小组。然而，在访问惠普实验室的科学家后，赫德说：“与惠普实验室的科学家交谈有时可能是令人沮丧的事，因为他们发明了伟大的新东西，却不知道怎么利用。”83

赫德将“D”（开发）工作视为阶段性进展。第一阶段，“进步”，从R端切换过来。第二阶段是“演化”，就是技术或服务开始展示其市场可行性。第三阶段是“成熟”，准备好进入黄金时间。第四阶段是“收获”，吸引或贡献收入。“我们试图对发展工作进行演化（通过可衡量的、客观的演化阶段），”赫德说，“（从制度上来看，）要想在高级发展阶段后砍掉项目是很难的。（现在的惠普，想要跨越这个发展阶段）必须证明正在开发的技术是能够商业化的。”84

可以看出，赫德将和对待其他部门一样来评估惠普的研发部门：

我们把每个业务背景下的研发作为收入的一部分。我们将5%的业务收入用于基础或扩展的基础研究（大“R”）。这项研究的70%可能最终毫无意义，但你需要这样做，以开拓发展渠道。研发预算的其余部分用于开发。这远远超过大多数公司的研发投入，几乎所有公司的研发其实只是在开发。85

从战略视角看削减研发

在赫德任职期间，惠普的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从5.5%以上，下降到2.5%左右。一位知情人士说，很多人批评赫德，因为在他的任期内研发支出下降，但人们不理解这个时期的惠普其实降低了硬件业务的投入比例，因此惠普释放了数以百万的R&D投资，这是因为惠普的硬件研发比软件研发更加昂贵。

赫德回顾几年来在惠普任职期间的观点，说道：“研发是公司的生命线”。对于他削减研发支出的批评，赫德表示：

这就好像说销售费用下降了，所以你不喜欢销售。我不同意那个说法。谁把研发支出神圣化了？惠普研发效率低下（像其他地方一样）。研发有开销，研发有维护，研发有创新，你要做的就是将创新碎片拼起来，把开销和维护费用降下来。任何人说：“采取一个坏的模式，并继续在研发进行投入，你就会得到更多的产品。”真的吗？如果这真的奏效，那就让我们继续往研发上砸钱吧。86

赫德解释说：

宝洁公司有3条线：销售和市场营销，研发，以及G&A［一般和行政］。当我来惠普的时候，我们有120亿美元的G&A，115亿美元的销售和营销开销，研发……例如，我们有43亿美元投入IT建设。其中约20%投入研发，为8亿美元。当IT从43亿美元下降到24亿美元，你节省了近20亿美元。因此，研发线变成了7亿美元。看起来研发下降了，实际上，数据中心整体支出也下降了。87

赫德继续说：

现在，有人抱怨研发比例的下降。研发比例最大的变化在于两个因素：服务业务的增加，因为服务业务不涉及研发。所以如果你在收购之前进入EDS，所有的研发高于毛利率线。关键就在于服务成本。所以结果是，它没有研发。根据定义，研发比例下降。我认为这某种程度上更像民间的传说，我真的不知道。88

真正削减的是成像和打印

赫德列举了一个不同的例子，他在印刷业务中真正削减了研发支出：

有两个方面进行了研发削减：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构的。在2006年，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比苹果更多。我一直跟维奥梅什·乔希（Vyomesh Joshi）说，我的iPod在哪里？在现实中，它在IPG，我们在SKU（库存单位）管理上花了很多的钱，这不是研发，它基本上是一个产品的繁殖。我们精简了这些成本。收入的95%投入到30%的SKU是常有的事情。SKU的停滞是在浪费我们的精力。因此，让我们把钱投资到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市场份额的地方，推动油墨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这样做了，我相信乔希。他那样做了且成功了。打印业的最佳年份——2007～2010年，这是大势所趋的几年，我给了乔希很多信任。尽管他说了很多废话，但是成功了。

因此，我们降低了研发，可能是1亿美元或1.2亿美元，再投资到抢夺市场份额……当时有大约3.2亿惠普打印机（在世界上使用）……当然，现在没有多少人购买新的打印机，所以你必须努力保持安装基，以出售油墨给他们。

我不知道公司里除了打印业务以外还有什么真正的研发成果。89

惠普确实在赫德任职期间失去了激光打印机的市场份额。股票的最大损失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让人们对削减研发支出的指责变得复杂起来。惠普并没有失去喷墨打印机的份额，在赫德任期中后期，公司仍然是打印整体市场的领导者。

移动计算的挑战

理查德·兰普曼是惠普实验室的主任，于2007年退休。在赫德任期内待了两年，兰普曼同情赫德面临的创新挑战，特别是在移动这个领域。兰普曼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欧洲的研究人员已经警告我们可能要失去转移到移动计算的机会了。因为他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由欧洲的GSM手机与数据能力的掀起的移动创新浪潮，他们在很久之前，在机会未明亮之前已经看到了希望。”90

但惠普进入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并不容易。兰普曼说，“移动对于惠普来说就像完美风暴：它迫使我们与一些大客户竞争；需要精益化高容量业务的研发结构；需要开设一个用专业软件投资的领导职位。”91

克服大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是需要远见的。据兰普曼说：

我认为公司不得不投注的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移动计算的业务。惠普是一家大型公司，包含大型复杂的业务，市场竞争激烈。每个企业必须管理他们的产品、费用和利润。我自己的信念是，像移动计算创造的机会一样我们需要做三件事：及早认识机会，致力于投资机会，并有一个小团队重点致力于发展概念、产品和服务。团队可以从原有业务中抽取，但需要与现有的业务分开。不用说，如何管理与当前大客户竞争的风险使得这个过程更加困难。92

由于赫德任期内对奔迈的不良收购，加剧了惠普在移动计算方面面临的挑战，惠普的移动战略问题需要由赫德的继任者来解决。

总体评估

像许多大公司一样，企业研发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导致企业领导人之间产生摩擦，他们认为自己对企业研发成本的贡献像是一种赋税。这毫不奇怪，比如惠普实验室的情况，从约翰·杨以来，惠普的CEO都必须小心管理这些固有的摩擦。因此，赫德迟早会采取措施来调整惠普实验室。长期的研发支出激起了一些业务负责人的不满，尤其是那些认为他们没有从惠普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直接受益的人。

赫德对惠普实验室的战略领导方法存在争议。一位高管推测，如果赫德在公司待的时间更长，惠普实验室就不会长时间存在，因为赫德看到惠普的竞争对手没有这种模式，所有旧的企业实验室都进入了业务部门。另一位高管哈斯指出，削减研发支出产生太多的问题：“你必须相信，如果你要创新，你必须有聪明的人为创意而工作。”93

另一方面，还有一位前惠普高管认为，尽管赫德过于精简研发，赫德也消除了“业余爱好”，并找到了使研发更有效率的方法。根据这一消息来源，赫德推动了研发效率，塑造了惠普的投资组合。赫德把赌注押在企业系统上，例如，打印方面并没有得到他的关注。赫德有意识地塑造研发组合。另外一位高管支持赫德看待研发的方式，因为惠普拥有一个需要重新改造的研发机构。赫德降低了研发的绝对投入。根据这一消息来源，惠普所有的成像和印刷业务在研发上的花费超过了苹果。这位高管说惠普的研发机构中有很多“城堡”（即PET项目）。

总之，基于内部观测和客观证据，赫德在平衡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和演化性之间似乎仍然做得不够好。

悬而未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赫德削减成本的强硬手段是否能够持续

马克·赫德对惠普的业务能力有强大的掌控力，且在辨别和表达资源之间的定量关系上拥有卓越的能力。他对于结果驱动的敏锐和强硬，变成了一种战略性的领导方法，对于那些没有达到他的期望的高管来说是痛苦的，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恼人的。因此，一个合理的问题是，在士气达到临界点之前，赫德到底能把组织推向多远？在谈到这个迫在眉睫的难题时，一位前高管认为赫德继承了一家创业公司的基因，但却表现不佳。在这位执行官的话中，赫德是一个“业务狂人”（这一特性意在恭维），赫德使惠普运转起来，他要求人们履行职责，对工作负责。

赫德每隔一周的周末就会与关键副手进行交谈。这些高管可能会感觉到从菲奥莉娜的月度汇报到赫德的双周汇报的节奏变化。赫德要求每个人汇报成本和结果。在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一位内部人士说，“但是赫德不知道该停在哪里。”

此外，尽管股价上涨，许多人担心惠普无论是在新技术还是在新业务上都未能充分投资创新。高管们普遍观察到这个问题，这些人与赫德紧密合作，也看到了他对于成本的削减损伤了创新的热情。对一些人来说，赫德的战略就是：降低成本，提高自由现金流，拿现金，收购公司，接管公司，榨取现金，获得下一家公司。

收购EDS能否带来显著增长

在很多方面，赫德收购EDS与菲奥莉娜并购康柏的战略相当。EDS预计将帮助惠普扩大企业IT服务方面的规模和范围，并购康柏扩大了惠普在PC和服务器产品市场的规模和范围。赫德表示，EDS将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增长来源，但这并没有如他预计的一样成功运转。

意料之外的困难与挑战

一位经验丰富的康柏和EDS集成的内部人士认为，EDS集成一直受到困扰，因为它只是被成本削减驱动着，大量人才很快离开了公司。只有买了EDS后惠普才意识到EDS的系统是陈旧的和不良的，结果很难测量。惠普在EDS安排了一系列领导人，这些人也很快就离开了。在会议上，很明显能看到赫德受到的挫折。内部人士说，EDS是赫德的操作直觉出现故障的地方之一。这位高管认为赫德通过积极地处理一些糟糕的服务交易，加剧了他的问题，他认为他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这些业务有利可图，但同时也显示出赫德急于发展公司的想法。

另一位知情人士指出了另外一处出错的地方，在EDS被收购前18个月，事情如赫德计划的发展，EDS实现了盈利。但赫德决定尝试进一步提高EDS的盈利能力和效率，降低成本。据这位高管所言，这样做使得太多的人离开了EDS，因为惠普不明白服务业的战略逻辑。这位高管认为，惠普的问题是不听取被收购方的意见，尤其是当大公司收购较小的公司，以及当你试图改变你收购的公司。

金融危机与云计算的兴起

如果这是对业务的自我造成伤害，那么如前所述，由于坏时机和革命性的技术转移，这种伤害加剧了。一位知情人士评论称，收购EDS后不久，市场发生了变化。根据该高管的说法，服务业的特点是5～10年的合同，由于服务客户有前期成本，服务提供者在最初的18个月里是没有收入的。但是，客户被锁定在你的服务中，并在未来几年内发展，它就像一个年金业务。但随着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客户开始寻求更便宜的服务选择，比如基于需求的云服务。因此，服务项目的时间开始变得越来越短。这位高管表示，EDS的客户不会签署更长的合同，但EDS的整个业务模式，以及赫德对该业务的期望，早已根深蒂固。

2008～2009年，严重的金融危机突然到来，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云计算和SaaS作为一个全新的计算模式，对于惠普来说这肯定是坏事。但高管们不可能对坏运气负责，他们只能对其后果负责。94

赫德打算如何应对快速增长的云计算带来的模式挑战和机遇，在他担任CEO任期结束时这个问题仍然未知。收购EDS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甚至是好的事情，也值得怀疑。赫德离职后，EDS集团（自更名为惠普企业服务）的业绩继续滞后。惠普拿出来了80亿美元来冲销由于收购EDS产生的价值损失。95（还记得惠普在2008年支付139亿美元购买EDS时，）赫德也获得了许多软件业务，但没有及时过渡到SaaS模式，导致他离开以后，惠普软件业务增长率非常低。

错失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机会

除了缺少云计算，赫德也没能有力地解决其他两个主要战略领域的问题：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菲奥莉娜不想让惠普进入智能手机市场，因为担心需要重置惠普的大型电信客户。赫德的努力受到了阻碍，正如前面兰普曼提到的：它使惠普和其电信客户产生了对抗，这是一个高容量的业务，它需要大量的投资研发，特别是软件。因此惠普只做了半心半意的努力，最后在2010年的时候买了当时已经“一瘸一拐”的奔迈，而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移动操作系统生态系统。在平板电脑领域，惠普的平板电脑发售的也是太少太晚。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是惠普在消费业务领域错失的两个领域，许多高管认为这并未受到赫德持续强烈的关注。一位前高管表示，惠普早已在服务企业和消费者，但是一直沿着过去的企业客户带动PC销售和消费者的路径。在赫德时期，消费者驱动移动计算、服务和企业模式来了。这位知情人士称，赫德基本上从不为消费业务烦恼。

有趣的是，对消费者业务战略的忽视在赫德继任者的任期内更加普遍，最终在2014年10月，梅格·惠特曼决定分拆惠普为两家公司，一家专注于消费者和高容量的产品，另一家专注于企业解决方案等。

领导力的空白

个人战略的失败

马克·赫德在公司担任CEO的任期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短，结束其任期的消息迅速扩散。2010年6月，一位曾为惠普公司工作的承包商，对赫德提出了性骚扰指控。惠普调查了此事，并表示，“赫德没有违反惠普的性骚扰政策，但（被发现）违反惠普的业务行为标准。”96

2010年8月6日，惠普董事会罢免赫德的原因是“指控他的费用账户关联……营销顾问跟他有所谓亲密的私人关系”。97报告显示，在2010年6月，董事会了解指控之后“最初是支持赫德的……但是当他们发现赫德先生授权给该承包商超过75000美元的款项和开支的细节，包括头等舱旅行和豪华酒店后，董事会对赫德失去了信心。”98此外，赫德与承包商私下解决的金额不详。

继续没有CEO的战略决策

赫德下台之后普惠领导力空缺，确实给惠普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赫德离开惠普后，董事会继续进行收购和回购业务。在2010年，董事会授权100亿美元进行收购等业务。在该授权花费了41亿美元的时候，董事会批准额外的100亿美元用于购买惠普日益便宜的股票。99

在找到新的CEO之前，惠普进行了三轮收购，收购数据存储公司3Par、计算机软件公司Fortify，以及计算机安全管理公司ArcSight。在这些收购和股票回购之间，惠普董事会在短短60天内花费了近90亿美元。再加上赫德之前的收购和股票回购，惠普的现金储备迅速减少，债务负担显著增加，这必须由赫德的继任者来处理。

马克·赫德与董事会的互动

混乱的董事会

赫德离开之后的董事会是惠普和康柏董事会的混合体。一位曾在董事会工作的惠普高管说，“董事会有惠普和康柏的派别之分，康柏的派系是非常保护康柏公司高管和产品线的。”赫德自己认为惠普的董事会是“一片混乱”。他觉得，个别董事会成员能力很强，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会使得每一次会议都偏离主题。这种紧张关系表现在董事会审议信息的系统泄密。正如补充报道中详细解释的，董事会试图用托词找出泄密者的身份。

补充报道：托词——惠普董事会记录失效

一艘漏水的船

泄密事件始于2005年1月，在菲奥莉娜担任CEO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披露了关于董事会对她的领导缺乏信心的细节。菲奥莉娜希望在惠普长期外聘律师劳伦斯·桑西尼（Lawrence Sonsini）的帮助下，确定泄密源头。桑西尼的调查没有发现罪犯。

Kona计划

2005年2月7日，菲奥莉娜作为董事长兼CEO被解雇，邓恩接任董事长。邓恩对泄密事件展开了自己的调查，要求惠普公司法律团队努力展开调查。随后惠普聘请了与公司长期合作的私人调查人员。调查代号为“Kona计划”（Kona为邓恩的度假屋的位置）。私人侦探通过惠普或其代理人称被调查人的电话服务提供商和谎称服务代表是有问题的，人为地获得电话记录。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托词”。我们的目标是看看是否有嫌疑人打电话给记者。2005年4月，赫德加入惠普时，邓恩告诉他Kona计划。赫德警告他的高管，泄密者将被解雇。100

2005年7月，泄密问题似乎减弱了。但在2006年1月，科技媒体网站CNET发表了一篇关于惠普的长期战略文章，该文章涵盖了许多细节，据称是来自已经隐退的惠普前高层和董事会成员。邓恩因为此次泄露事件大为光火，决心让惠普法律部门继续调查，这段时间称为“Kona II”。

托词不违法，研究人员声称这是他们的商业惯例。如果托词不违法，那么当它被披露时公众自然不会谴责它。

2006年9月6日新闻报道说，邓恩曾下令，试图找出泄密的信息源。惠普的调查也迅速发现了惠普董事会董事和公司其他管理人员的个人电话记录，还有记者的电话记录，甚至包括菲奥莉娜在被解雇之后的私人电话记录。

审议小组调查

在“托词”公之于众之后，公司陷入了批评的漩涡。邓恩、赫德和惠普的一些雇员以及参与泄密调查的非惠普调查人员被要求在审议小组委员会调查此事之前发表声明。赫德作证说：“如果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今天还活着，他们会感到震惊……我多么希望我能多问几个问题（指关于调查战略的问题）……我对公司负责，这意味着我会负责‘修复’它。”101

后果

事件的细节解释如下。然而，直接的结果是，惠普董事会成员帕金斯，曾是惠普员工，并创立了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调查中退出了董事会；凯沃思是任职时间最长的董事会成员，也辞职了。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帕金斯和凯沃思都是技术专家，也是老朋友，他们不满邓恩的领导；邓恩对帕金斯对于董事会治理规则的漠视也同样不满。2006年9月，邓恩和另外两名员工因为丑闻也离开了公司。

纠正错误

为了确保未来更好的治理，2006年10月，惠普任命了前NCR总法律顾问为副总裁兼首席道德官。2007年12月，惠普与加利福尼亚总检察长达成协议，以解决因丑闻而引发的民事诉讼。惠普同意支付1450万美元，并实施一系列旨在确保其内部调查按照加利福尼亚法律进行的措施。在2007年5月，惠普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结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不法行为，最终并没有受到任何财务处罚。事已至此，惠普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了。

重组董事会

董事会泄密和托词向世界展示了惠普公司董事会功能的失效。不过，股市似乎已经做好了原谅和遗忘的准备，因为惠普股价在继续上涨的趋势之前只经历了很小的一次“打嗝”。托词丑闻迫使惠普董事会主席辞职后，赫德当选主席。据赫德称，他没有寻求董事会主席之位。当邓恩离开时，接替的话题转向了赫德。当董事会的目光转向CEO时，赫德说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试图不被注意）。”102

然而，只要惠普的表现依然强劲，投资者就不大可能提议CEO和董事长的分离。赫德说：“作为主席，我的工作是确保他们去协助CEO做事。我不想陷入董事长和CEO分离的问题，”103赫德补充道，“我们有一位非执行主席兼CEO。我们改为执行主席兼CEO。CEO为董事会制定议程。最大问题是如果没有CEO。我们就会有分离。今天，由于审查的增加，你还需要有强大的委员会领导。”104

赫德似乎对于从重点行业招募前CEO和首席财务官非常自豪。赫德说：“我重组董事会结构，把重点放在董事会应该关注的问题上。例如，我们有一个技术委员负责战略观点。我们有一个财务委员会，主要确保我们拥有正确的资本结构。我们的审计委员会也监督公司的道德规范。”105

董事会争论如何处理赫德的个人问题

当赫德的个人问题出现时，董事会面临着一个潜在的艰难和痛苦的决定。如上所述，赫德已经能够决定带来几个董事会成员。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观察到，这些董事会成员中有一些是赫德的热心支持者，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另一方面，该高管还指出，有一些董事会成员认为有责任按照他们所认为的法律来办事，对于托词丑闻依然很紧张，随着赫德报销费用的丑闻，那些员工不想继续支持他。在最后，经过激烈的辩论，董事会很快开除了赫德。赫德离任的消息使得惠普的股价下跌了10%。

有人认为解雇赫德是一次鲁莽的行为。劳伦斯·埃里森（Larry Ellison）是数据库公司甲骨文的创始人和CEO、惠普诸多业务的合伙人，他告诉记者，对于《纽约时报》来说，“这是继苹果董事会许多年前解雇了史蒂夫·乔布斯之后最糟糕的人事决策。”106赫德被惠普解雇几个月后，受聘成为甲骨文的总裁和董事会成员，直接向CEO埃里森报告。他目前是甲骨文公司的联合CEO。

这一时期，董事会任命24年的老员工、CFO凯西·莱斯加克（Cathie Lesjak）为临时CEO，就像在解雇菲奥莉娜之后让鲍勃·威曼担任临时CFO一样。107同时，惠普董事会开始撒网寻找赫德的永久继任者。正如惠普董事会此前所做的那样，惠普又一次向外界寻求其下一任领导人。这一次它的选择让许多人惊讶。

总结：马克·赫德对惠普成长的贡献

简要总结

对于局外人来说，赫德的离去似乎是鲁莽的。然而，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积累的问题，尽管他执行能力强大，但是他缺乏领导力。这些人指出，赫德已经远离惠普的大部分高管，关闭了高管访问渠道，只有最高级的高管才能和他进行交流。还有人注意到，随着这种隔离，赫德处理高管问题更加粗暴。一位高管评论说，赫德可能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因为他有很好的自然本能，投资者对他有很高的信任。然而，因为赫德的执行风格和过度的成本削减战略，许多惠普人不喜欢他。

就财务结果而言，赫德的表现毁誉参半。一方面，年收入以7.5%的复合平均利率增长，净收入为24亿美元，在2005年增长率为17%。同期惠普净利润率从2.8%上升至7.1%。另一方面，惠普的盈利能力和生产力未能跟上行业平均水平。一位分析师指出，“惠普的5年平均净利润率为6.2%，远远低于多元化的计算机系统行业9.4%的平均水平。惠普公司的5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6.6%，仅仅是行业平均水平30.9%的一半。”108同时惠普员工人均收入在28069美元以下，与行业平均水平32331.109美元相比明显低了很多。尤其是，在赫德任期内惠普长短期债务从34亿美元增加至140亿美元。然而，马克·赫德在投资者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惠普的股票价格在他的任期内翻了一番。

总体评估

总体而言，赫德的强大表现与帕卡德的三个关键原则（成功因素）相比，至少有两个是不符的，他非常注重效率和成本优化，帮助惠普实现公司战略的低成本维度。收购各种软件公司，如存储管理、数据管理、服务器管理、网络管理、安全等，帮助惠普在硬件基础上创建顶层软件。随着对EDS的收购，赫德在此基础上搭建服务业务。这些收购有力地支持了高技术层面的战略。总之，这些战略行动使得惠普继续做出重大贡献（帕卡德的第一原则）。尽管惠普在软硬文化上存在争议，但是这些内部竞争并没有阻碍惠普的能力，以及与竞争对手有效地对抗（帕卡德的第二原则）。股市对赫德的战略领导反应是相当有利的，惠普的市值从630亿美元增加至近1080亿美元。

但是，如何对赫德成功地找到新技术领域进行评分（帕卡德的第三原则）依旧不太清楚。一方面，他指出，惠普现有的竞争领域仍有巨大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他大大降低研发投入，而惠普没能在新的领域如移动计算领域、软件即服务（SaaS）或云计算等领域形成强大力量，他的削减研发对于未来惠普进行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总体而言，赫德的战略领导力为惠普做出了诸多贡献。首先，赫德认为，EDS是一个很好的收购对象，他有信心可以使它成功运转。而有趣的是，他自己也表示，这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收购只能由他的下一任管理者来回答，这要取决于惠普和EDS是否能成功定义IT市场的IT服务。在写本书时，EDS没有按照原计划那样顺利运行。EDS从低增长变成了无增长，低利润，并实行大规模裁员。赫德还收购了网络公司3Com，以期扩大自身的ProCurve网络业务的战略范围。这看起来像一个胜利者，尽管组织结构有所改变，该业务似乎已经汲取了一些创业的能量。然而，收购奔迈却是一场失败，而赫德是否要为此负责，这值得怀疑吗？

赫德的任期有三个弱点。第一，惠普的业绩取决于他自己卓越的分析能力、敏锐的商业头脑、驱动力和坚韧精神，以及对内部的专注。第二，虽然他也创造了一个内部选择环境，更清晰地反映了外部环境的压力，选择把资源配置到赢家，远离输家，但是这种方式也使得他的高管们陷入了短期导向的困境中。

第三，与之相关的对赫德的争议主要是因为他带来了更严格的方法来管理惠普实验室，研发预算削减无疑是有意义的，值得怀疑的是，他跟菲奥莉娜是否真正了解和欣赏的惠普创新过程的本质。赫德战略行动似乎与惠普的规模和范围战略相一致，它也可能进一步压缩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过程，这通常是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源泉。赫德在2010年8月的突然离开留下了巨大的战略领导真空期，这将是继任者很难填补的。




        

第8章 李艾科试图变革惠普

初始条件

外部环境

2010年，李艾科加入惠普，当时信息技术产业似乎进入了“后PC时代”。在这个新世界中，无数的服务通过互联网传送到人们随身携带的设备上，或嵌入汽车或家庭中。新兴的计算、电信、音频和视频，以及其他以前独立的行业，由于内容数字化和无线宽带的可用性而紧密结合形成大规模的生态系统，服务即从这个生态系统中而来。此外，集中式信息存储和交付模式，包括云计算和SaaS，从根本上改变了客户-服务器的计算范式，这个模式已经统治了商业计算几十年。隐约可见的“物联网”（IoT），其中的数十亿传感器和设备连接在一起，进行信息交换，可能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这样的世界不再强调家庭和企业PC的首要位置；市场增长将来自日益庞大的云数据中心服务器、存储、网络硬件和软件管理。（核心服务器和它们所包含及分布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设备的数据结合在一起通常被称为云。）你的产品可以加入物联网，如家庭恒温器、冰箱，甚至戴在手腕上的传感器，后PC时代允许用户以新的方式消耗数据。

一位知情人士总结了IT行业在职人员在这个新的后PC时代面临的挑战，指出了从“T”（技术）的重点转向“I”（信息）。如惠普这样的IT公司，已经有完善的商业模式，通过扩展设备，如服务器、存储、网络和其他物理产品，以提供T。然而到了2010年，最令人兴奋和有利可图的发展方向已经转向I，更有利可图的增长是服务和分析，从大量数据（称为“大数据”）中提取信息，并在非结构化数据，包括不断增长的海量的视频和音频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这种转变可能动摇惠普和其他IT公司建立其业务的基础，在此背景下，一组新的公司进入这个领域。有人认为，IT行业向分析业务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20世纪80～90年代PC革命。

同时，信息服务和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计算机硬件业务的迅速商品化和消费打印市场在健康成长几十年后开始萎缩。（打印业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消费者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观看和保存照片及文件，而不是打印它们。）所有这些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对于惠普的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内部环境

面对外部环境的动荡变化，惠普再次向外寻找新当家人。2010年9月，惠普董事会选定李艾科为公司的第七任CEO。1李艾科在德国商业软件巨头SAP工作了20年，在该公司管理层变动前刚担任该公司CEO 7个月。有人批评惠普董事会聘请李艾科的决定，认为李艾科缺乏作为CEO的经验和硬件业务经验，而这些业务偏偏占据惠普的绝大部分收入。支持者则认为，李艾科在德国出生、受过以色列教育、精通5门语言，在SAP公司建立了成功的销售业绩，这有助于惠普在软件和相关服务业务方面的发展。

内部人士证实，公司董事会在决定解雇赫德之后形成了两个阵营，李艾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雇用的。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对任何一个接受这项工作的人来说这都是困难的。惠普仍然没有完全执行其软件战略，EDS也没有达到既定的水平。此外，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快速增长对惠普的PC和打印机业务产生了负面影响。惠普的服务器业务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定价压力，因为该业务不断受到使用英特尔芯片云数据中心的驱动。赫德收购奔迈希望为惠普在移动设备上提供更好的机会，但此时尚未将任何新的奔迈产品推向市场。最后，在给惠普把脉诊断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业务需要进行痛苦的裁员。

正如在第7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赫德制定了一个步调一致战略来压制冲突。一位惠普内部高级人士强调，赫德的继任者将面临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克有着非常强大的个性。他有一支高管团队。为了使他们保持一致，你必须敲别人的头，马克愿意这样做。此外，当马克离开惠普时，公司又面临着另一个成本削减的大浪潮，因为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变化，惠普需要得到正确的软件和服务资产，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很疲乏的组织。”

赫德离开惠普后，公司需要填补CEO和董事会主席的空缺。这次惠普董事会想把这些角色分离。为了填补董事长的职务空缺，惠普转向前甲骨文总裁兼硅谷执行官雷·兰恩（Ray Lane）。1999年惠普曾考虑聘请兰恩来取代普莱特，但在做最后决定之前做了一个性格测试，该测试使得董事会放弃了兰恩。2005年，兰恩再次被邀请担任惠普的CEO，但兰恩拒绝了。或许2010年更适合他，2010年兰恩加入了惠普董事会。李艾科在同一天成为惠普的CEO。

选择李艾科对于硅谷的惠普人包括兰恩来说是一个惊喜。兰恩说：“我认识李艾科已经很久了。我最初的反应是‘哇，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可能从来不会把他列入名单’。”3李艾科在智能软件方面的经验、战略思维给惠普的搜寻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惠普清楚地知道应该要进一步进入软件业，所以李艾科成为惠普的首选。

兰恩还说，“当然，我很了解他，他是个聪明人。惠普需要对其未来进行长期思考：是否要分拆某些部门，是否要购买软件公司等。李艾科可能是做这些事情的最佳人选。但开始我不会同意的，直到我花了半天时间和他讨论这份工作。我明白了。在那次会议结束时，我说：‘你可能是对的人。我会签署支持你的’。我们是从同一天开始工作的。”4

李艾科的战略领导力：短暂任期的概述

在马克·赫德的CEO任期结束时，惠普开启了一个新战略，以建立其软件和服务业务。这是某一个战略的延续，这个战略可以追溯到菲奥莉娜和她试图收购咨询公司普华永道时，虽然菲奥莉娜从来没有实现这一战略。菲奥莉娜指出，收购康柏极大地提高了惠普的服务足迹，即使大部分业务收益率仍然较低。菲奥莉娜还收购了规模较小的软件公司，明确了惠普软件业务发展的战略重要性。赫德购买服务巨头EDS、智能手机制造商奔迈、网络公司3Com，以及一系列的软件公司。在菲奥莉娜和赫德的任期内，惠普试图从以产品为基础的战略（该战略专注于在销售个人电脑、服务器和笔记本电脑），转变为以服务为基础的战略，基于该战略惠普能够投身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生态系统中。一位内部人士说，“董事会支持这一战略，惠普的主要管理人员也支持这个战略，但问题是惠普能跑多快，它是否能够进行足够的研发，这与过去所投入的精力是不同的。”

关于关键战略领导任务，李艾科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惠普的战略意图。他开始担心，尽管惠普规模庞大，仍有可观的营收能力，但是惠普的发展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在李艾科看来，惠普错过（或错失）了移动领域和云计算的机会，这两块是过去10年中IT领域最大的突破。惠普将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他担心惠普可能很快进入不再有活力的科技公司的长名单中。李艾科似乎要带领惠普进入企业软件业务，他花费超过110亿美元收购英国数据分析软件公司Autonomy，这展示了他的新战略意图。事实上，惠普花费那么多收购的这个公司，去年只有8.7亿美元的收入，这表明李艾科和他的前两任CEO一样愿意积极地进行收购。

李艾科瞄准移动计算，最初是在奔迈设备的基础上推出WebOS操作系统，他声称将在所有的惠普电脑上安装WebOS操作系统。然而，随着奔迈移动产品在市场上失利，他很快就放弃WebOS操作系统，称惠普将不再有奔迈的产品。在一个财务会议上，他还宣布，他正在考虑对惠普的个人电脑业务进行战略性替换，这无异于宣布出售该业务。李艾科在任期结束时也没有实现他所提出的全新企业战略。

首先，对于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来说，11个月对于一个新CEO来说太短暂了，且面对赫德遗留下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李艾科没能够发挥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能力。在李艾科短暂的CEO任期内，他的早期战略领导力体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随机的布朗运动。

其次，关于文化和战略之间的动态关系，11个月也太短暂了，不足以对软硬文化产生实际影响。李艾科为惠普指定的企业战略并不清晰，或者说大部分惠普高管和客户很难理解他所谓的战略。鉴于此，似乎有理由说，新的企业战略不符合良好战略的标准，也不引人注目。结果是，一个不吸引人的战略与不支持的企业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混乱的局面。

再次，关于在战略资源配置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平衡问题上，11个月太短暂了，无法对平衡产生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李艾科短暂CEO任期内，平均研发支出进一步下降，仅超过收入的2.5%。另外，适应性和可演化性之间的战略资源配置仍不平衡。

最后，关于与董事会的互动，董事会对李艾科选择的方向并不满意和信服。当大股东开始大声反对新的公司战略时，董事会失去了勇气。董事会与CEO的互动变成了恶性，因此李艾科很快退出了惠普。

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探究李艾科的战略领导力。

李艾科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李艾科重新评估惠普的战略形势

过度集权和成本削减

作为新的CEO，李艾科重新评估了惠普。他发现马克·赫德塑造了一个注重成本削减和集权的惠普，并且极度关注细节。李艾科说：

在我加入惠普时，它基本上是一个集中式持股公司。各业务独立运行，但资本分配和控制功能集中。正因为如此，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官僚的公司。

在没有法律、财务、人力资源或设施的情况下，你做不了任何事情。由于对成本过分关注，在我加入时有人告诉我，惠普缺了8万把椅子。我认为（那种）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人们不能自己做决定。5

他觉得赫德在削减成本上走得太远了：“当我加入的时候，我开始倾听。我只有一个假设。我周游世界，走出去，听取员工、合作伙伴、客户和竞争对手的声音。很明显，我需要专注于创新、振兴，并接受新观点。削减成本不是其中的观点。”6

士气低迷

由于李艾科是一个技术专家，他可能不会对惠普的战略和结构挑战感到惊讶。但他似乎被公司低迷的士气吓了一跳。李艾科说，“当我加入惠普时，惠普的文化是非常负面的。这是一种消极激进的文化。人们接受新的东西，然后低下他们的头，等待风暴的打击。”我在来到后不久就对惠普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李艾科来到惠普后的第一个财年，惠普的年度员工士气调查报告出台，这完全是一个灾难，员工士气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李艾科说，“没有士气，没有忠诚度。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中，并且这个组织不明白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艾科觉得惠普低迷的士气导致文化缺陷，除去公司的战略问题，这是惠普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你没有恰当的文化，就算你有战略，也不会发生什么。”果然，正如前几章所看到的，自从约翰·杨进入计算机系统转移了惠普的战略焦点之后，所有的惠普CEO都面临着文化正确的挑战。

回顾收购康柏的利弊

在菲奥莉娜收购康柏和赫德的收购热潮之后，惠普变得更大、更复杂，并担负了大量的长期债务。在李艾科看来，这些收购没有提高惠普的定位。李艾科说，“从收购康柏公司以来，特别是在马克接手后，我认为一些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的战略意义。其中的一些事情很有可能是任何时刻、任何人都不打算做的。”

他继续说：

我认为收购康柏影响了马克·赫德所做的许多决定，以及我所面临的情形。我试图将自己的推理融入公司的战略。惠普收购康柏不仅希望推动PC业务规模增长；而且希望在存储服务器以及维修服务业务获得规模优势，这些业务是康柏在过去的收购中继承下来的。11

李艾科如此强调康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菲奥莉娜一直坚持认为，合并不在于加强PC业务，而旨在加强惠普的服务器、存储和服务业务，从而更好地与IBM竞争。正如第7章所讲述的，合并康柏很快实现了惠普在行业标准服务器方面的目标，后期也实现了关键业务服务器目标。但是市场变了，到2010年左右，惠普关键业务UX服务器市场开始遭遇竞争，因为甲骨文公司收购太阳微系统（Sun）公司，与惠普发生了更加激烈的竞争，原本它们是该市场的老搭档。此外，英特尔似乎对继续开发Itanium失去了兴趣，Itanium是英特尔与惠普一起创造的昂贵平台。事实上，据报道称，惠普已经向英特尔支付超过5年（2009年和2014年）约4.4亿美元来支持Itanium芯片的生产，又不得不追加另一个2.5亿美元给英特尔支持2017年的芯片。12

李艾科承认，收购康柏给惠普的规模，尤其是计算机业务的规模带来了增长，但计算机业务迅速商品化。他说：“收购康柏所带来的个人电脑业务的规模优势最终得到的收益不能转化为底线利润，因为个人电脑的价格持续恶化。”事实上，李艾科到惠普公司的时候，计算机利润可能正在下降，这反映了整体PC市场的衰退和来自亚洲供应商的压力增加，比如联想，购买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愿意在利润率较低时持续运营。此外，惠普没有使用其在PC的指挥地位，创造新的类别。它确实在邻近地区进行了一些收购，尤其是奔迈，但惠普的创新，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收购的，并没有在PC或其他最终用户设备上保持持久的优势。

面临着这些困境，随着云计算时代的到来，惠普的存储业务在合并康柏之后并没有真的达到惠普的期望。

惠普存储业务的演进

惠普存储业务的演进与惠普冗长的网络业务非常相似（见第6～8章）。与打印、网络和其他系统组件一样，存储设备开始也是作为惠普计算机的附件之一。随着网络系统的出现，包括EMC、IBM、日立等公司开始将网络存储阵列和存储业务作为独立于服务器的业务。惠普在1998年首次响应这一趋势，成为EMC战略合作伙伴。惠普销售代表通过收取报酬将EMC销售代表带进系统销售中。当时EMC需要依靠惠普加速数据中心的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EMC越来越不需要惠普。惠普希望有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存储提供商。惠普将现有的存储产品合并成一个单一部门，并和日立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开发了附加产品。2000年，惠普告诉EMC，惠普现在将与它竞争存储市场。惠普在这场比赛中并不顺利：惠普的产品并没有比EMC的产品更有优势，惠普没有无法补贴足够多的存储销售代表与EMC竞争。更糟的是，EMC占据了存储市场的坚固领地，背后有太阳公司的支持。同时，IBM也有自己的存储系统。

在接下来的几年，惠普继续与EMC竞争，但从来没有抢占过EMC的市场份额。惠普确实收购了康柏的存储业务，但它与惠普和新操作系统的整合非常困难，这也是惠普在合并康柏后没有实现存储目标的主要原因。2014年，以云为基础的新存储进入者如Dropbox和Box，以及VM ware、Citrix等，在虚拟化服务业务上持续增长，意味着企业可以用更少的服务器或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做更多的事情。这些发展对惠普这种制造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的公司来说是个坏消息。

EDS和奔迈：缺乏创新且无效的收购

创新，无论是自主的还是从外部并购的，都可以避免利润下降，但李艾科说，他觉得惠普的创新暴露了许多问题：

赫德接手惠普时，他的战略是通过大幅削减公司的开销来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现在，每个公司都可以降低成本，我敢肯定他一开始就设法减少了很多开销，这是必要的。但在他任期的最后2～3年里，削减成本损害了创新和研发。14

李艾科也认为，赫德的收购太晚了，太微不足道了，“特别是收购EDS和奔迈是，那错误的选择，对于惠普来说可能成为致命的弱点：收购EDS和奔迈缺乏创新，缺乏市场关联性，因此缺乏高质量的收入。”15

他补充说：“至少在赫德的任期内，惠普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成本问题。惠普的问题是收入。”16

惠普公司战略的革命性重塑

李艾科知道他需要做一些和赫德所做的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手已经被捆住了，他将如何出牌？

保持相关性的战略要义

按李艾科的话来说，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惠普会面临变得与未来无关紧要的风险”。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诚然他离开公司两年后，但他担任CEO时采取的行动表明了这一点。当李艾科拿到公司的钥匙，他和他的团队开始评估惠普的战略。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多大成效，没有明确地提及戴维·帕卡德的第一原则（对客户做出重大贡献），但实际上与这一原则非常契合，李艾科说，“我们的结论是，公司面临重大危机，惠普可能会与其客户变得毫不相干。规模大不一定是一个杰出的属性，你可以是大且无关联的公司。”17

李艾科强调他的观点：“如果惠普明天早上就不存在了会发生什么？谁会面临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加强我们的创新重点，使惠普继续保持重要性，我们将继续给市场带来其他公司没有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客户才会投资于惠普，推动我们继续生存和成功。”18

依赖性增长，影响力降低

惠普和其他大多数计算机制造商一样，高度依赖软件制造商微软和微处理器制造商英特尔。李艾科说：

英特尔和微软做了90%的创新，进入个人电脑领域，它们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和价值，从而迫使个人电脑生产商惠普和其他PC厂商进行永久的价格战，并且必须应付永久向下的利润压力。这样看：我们是一个1250亿美元的巨兽，我们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一个第三方产品，即Windows 8，那么我们能否成功？19

李艾科到来后不久，惠普表现出了对于另一个关键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此之前，事实上在惠普的任期内，李艾科卷入了与数据库软件制造商甲骨文的法律战，甲骨文是惠普的关键合作伙伴，甲骨文起源于李艾科先前任职的SAP。甲骨文对惠普雇用李艾科非常不悦，李艾科说：“其中原因只有（甲骨文创始人兼CEO）劳伦斯·埃里森知道，在我加入惠普几个月后，甲骨文宣布将停止支持惠普UNIX服务器。”20

甲骨文此举对惠普伤害非常大。李艾科说，“我们的（动力）Itanium UNIX服务器业务崩溃。惠普的一大利润池一夜之间消失了。尽管惠普后来就此事胜诉了，但战略上而言这毫无关系。一整个部门完全依赖别人。”事实上，2013年的Itanium惠普UX服务器仅占惠普服务器收入的2%，其余的收入来自销售工业标准服务器。

由于这些变化，惠普对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依赖非常大，但是影响力很小，李艾科领导下的惠普必须面临成为其他公司的战略从属者的风险，并因此失去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22

对一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战略认知

2011年7月，李艾科在斯坦福商学院与一批集团高管进行了对话，李艾科提出了惠普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面临着工业时代以来最大的技术革命。今天的变化大于主机、PC、客户端、服务器（或之前其他模式）。23

他解释说：

最大的革命是云计算。这有许多后果：（客户的购买成为）经营支出，而不是资本支出。产品和服务必须极其稳定、安全。这些东西结合宽带导致非结构化数据爆炸。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视频、照片、文字等东西。它是快速移动而不是基于规则或与记录和名称相关联的。非结构化数据提供了巨大的数据挖掘机会。非结构化数据量每年都在翻倍。24

谈到世界蓬勃发展给公司带来的挑战时，李艾科说：“惠普必须经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基本上是一家跨国硬件公司。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在新的和不同的市场创造产品和服务。”25

从战略认知到战略行动：战略领导力的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李艾科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一个三条腿支撑战略。第一条腿，将云分割成公有、私有和混合领域。第二条腿，通过惠普自己的操作系统（WebOS）进行连接，以及机器对机器的连接。第三条腿，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服务加软件。

但惠普当时已过于分散，为了集中精力在他认为是最有前途的领域，李艾科已经准备好摆脱惠普PC业务，该业务在当时占据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份额。这在他2011年7月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并未声明。

为了在这个新的世界成长，惠普将不得不再次改变它做生意的方式。这对于一家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一位前惠普高管表示，“惠普努力应对商业模式的变化。这比产品和技术变革的难度更大。”如果收购康柏公司获得的资产不能帮助惠普应对环境的变化，这似乎也是因为该公司的战略战术已经过时。“这是一个事实，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惠普基本上已经错过了每一个主要的IT浪潮，”李艾科说，“惠普不是第一次网络革命的一部分。它错过了转移到Web 2的机会，惠普也不属于云计算的最早的一批。”他继续说，“惠普竭力想要保持相关性的原因是，一个公司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关注到所有的事情。惠普原有的扩张过于单薄，这使得惠普的毛利率太低而无法在同一时间投资别的业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27

这是李艾科战略决策的最终结果。李艾科觉得他继承了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的位置无法很好地应对未来快速变化的IT市场。

经过无数个夜晚的挑灯夜战，李艾科和他的团队提出了惠普战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惠普可以做的最聪明的事就是把重点放在企业端而不是消费者方面，”他说，“通过软件和服务建构增值能力，使得顾客更加具有黏性，且能够驱动潜在的硬件能力。这实质上是这个想法的核心。”28

惠普高管曾回忆，李艾科的战略基础与约翰·杨担任惠普CEO时的战略思考相呼应。约翰·杨以前就对惠普的PC业务很矛盾，因为大多数计算机的价值贡献来自英特尔和微软（Wintel）。普拉特考虑分拆PC和打印机，更好地专注于企业业务，但董事会反对这个决定，选择只分拆安捷伦，普拉特最终押注在Wintel，从而驱动惠普走向商品化业务方向。识别了商品化过程中规模和范围的重要性，菲奥莉娜决定通过收购康柏扩大个人电脑业务；马克·赫德继承菲奥莉娜的企业战略和相关资产，决定保留个人电脑业务，由于他们提供了降低组件成本的杠杆，他们与许多服务器共享内部组件，并积极降低支出，从而使公司的利润在短期内得到了提升。当然，惠普给企业和消费者都提供了打印机和个人电脑，所以确切的战略计划必须把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考虑进来。

宣告重大战略意图

李艾科认为必须要有快速的重大战略举措。在2011年8月，惠普做了一系列的公告，震撼了整个公司。

放弃WebOS

惠普表示，它将终止其最新推出的平板电脑惠普Touchpad，放弃WebOS操作系统，该操作系统是2010年惠普花费12亿美元从奔迈购买的。惠普平板电脑领域的失利使得李艾科坚信惠普正面临生存危机。他说：

惠普花了超过20亿美元收购奔迈，以便进入移动空间。我们花了4亿～5亿美元建立软件环境和硬件，尝试建设新一代基于WebOS系统的移动设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但是我们完全错过了它。我之所以不得不停止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业务，是因为连续几个星期的市场调查表明，销售数字不断降低，且没有表现出任何改善的迹象。这很令人崩溃。这表明惠普完全失去了与消费者所需之间的联系，它的分销渠道完全无法洞察市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29

李艾科总结说，“所以，面对这样的事实，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惠普是不是迫切需要改变商业模式？你做了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惠普侧重于企业端会比侧重于消费者端更好。”30

收购Autonomy

惠普还透露，它将收购英国信息管理公司Autonomy，该收购最终耗资117亿美元。此次收购与李艾科的观点一致，云计算结合宽带产生的非结构化数据将产生爆炸性增长，包括视频、照片、文字和其他的东西，复杂的数据分析中将诞生增长和赚钱的机会。他认为收购Autonomy作为一个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将有助于惠普利用巨大的数据挖掘机会实现发展。

分拆PC业务？

李艾科还宣布，惠普正在考虑对其个人电脑业务进行战略选择（PSG）“可能需要剥离该业务或进行其他交易”。这个公告加剧了混乱。员工、客户、投资者和公众听闻后均大吃一惊。后来李艾科说：“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我们不以更清楚的方式宣布它，我们将放弃PC业务，其他人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宣布（我们正在考虑）剥离PC业务。你必须记住，大公司存在信息泄露，惠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2

他继续说：

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你本来想做关于分拆的所有工作，包括所有的非协同分析和补救措施，并宣布一个完整的最终交易——你会推出什么，你将如何推出所有其他的事情。

问题是，为了做协同损失分析，并找到减轻方法以尽量减少损失，你需要涉及约200人。至少在惠普和其他许多公司都没有办法实现。因此，鉴于董事会会议，以及其他一切，我们将一批合适的人放在一起进行内部讨论，以我们的方式决定公开我们的意图。33

根据一些消息来源，李艾科是在一个财报会议上首次透露惠普正在考虑将PC业务进行分拆的。惠普个人电脑和打印机的领导布拉德利一直都被蒙在鼓里，他是与同样吃惊的员工、客户、分析师和股东一起得到的消息。布拉德利和他的团队已经尽他们所能马不停蹄地上路安抚客户，希望惠普不会仓促行事。尽管如此，这一消息还是让惠普的客户和投资者感到不安，公司股价在通话后的第二天就损失了20%，并花了两年半时间恢复。

兰恩事后评价说：“后来我们说我们要看PC集团的战略选择。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市场。媒体马上就报道说惠普要卖掉PC业务。（公告）所有这些事情，（李艾科）的想法是做战略上正确的事情，但是这不是对的事情”。34

也许李艾科和兰恩对这个问题的评估是正确的。2014年10月，惠普宣布分拆其计算机和打印机业务，惠普股价第二天就上涨。许多惠普股东在2010年不可想象的事情在2014年变得有吸引力。时代或者更具体的技术已经从根本上再次发生了改变。

业务梳理过程中的困难与应对

一些内外部观察家推测惠普的业务过于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李艾科想要梳理清楚可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例如，惠普许多业务共享销售力量和支持性机构、供应链和IT系统。事实上，在赫德的经营下，这些资产的跨业务共享增加了经营效率。李艾科说：“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有多严重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发现减少协同将是非常易于管理的。”35

他解释说：

如果你系统地看这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在供应方面，这是行业标准服务器和PC沿整个价值链的捆绑购买力。可以通过创建一个联合采购公司来减轻，即使不能减轻所有的影响，也能减轻大部分影响。下一个问题是内部系统，惠普的内部系统很糟糕。这可以通过一个服务合同来减轻，通过惠普服务业务与新公司签订3～4年的合同，便可以使得内部系统更加清爽。这种缓解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它会尽量减少影响。

我认为，在组件上买方力量的损失将介于3亿～4亿美元，但你会创造新的能源和能力，可以很容易补偿这部分损失。36

一些评论家认为分拆惠普PC可能会使得惠普为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的能力打折扣，李艾科说：

我完全不同意PC业务能够与企业客户建立联系的论点。那是错误的。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了，我了解这个：许多CIO对个人电脑进行逆向拍卖。电脑是真正的商品。通过出售个人电脑到IT部门无法产生任何联系和黏性。早在2000年会有可能，但现在肯定不再是真的了。37

但是惠普的PC客户不能接受这个公告，因此惠普在PC市场的份额遭到重创。

有计划的组织变革

李艾科没有公布改变惠普组织结构这一计划。2012年，李艾科回忆说：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泛惠普企业销售团队，将通过一个高管直接向我报告，这个团队有能力把惠普所有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出售给主要客户。该团队将负责以交易为基础的业务渠道和较小的客户。

我们还想集中营销，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重燃品牌，因为惠普目前没有更多的品牌资产，并建立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营销业务。我们想创建一个面向行业的解决方案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想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软件业务，负责的不仅仅是目前的软件堆栈。38

这将是惠普CEO第五次试图为惠普所有的产品创造一个单一的销售队伍。在以前的尝试中，由于惠普提供的广泛产品和多种商业模式，它的工作效果并不好，尽管分拆个人电脑可能会简化这个问题。

改进服务业务

不为人知的是，在这些公告之后，李艾科和董事会把目光投向了惠普的服务业务。业内人士说，李艾科和董事会计划放弃一些占服务收入三分之一的价值260亿美元的业务线，进入其他服务业务线。业内人士说，李艾科想立即行动，并把这传达给销售人员和客户。这是一步险棋，因为在这些业务上客户很依赖惠普，这些业务的任何变化通常都是提前多年和客户沟通，给客户时间准备。此时李艾科正面临剥离PC业务产生的巨大压力。快速行动的必要性可能是促成他匆忙改变惠普服务业务的原因。

董事会和股东的耐心耗尽

制定公司战略并有效执行是两件全然不同的事。回首过去，兰恩对李艾科制定战略的能力表示认可。兰恩说，“（由于李艾科的任期不长所以无法言之确凿，）但我认为他判断的方向是对的。”39

另一方面，兰恩也发现李艾科的问题使他无法成为惠普应对外部环境的有效领导者。兰恩说：

惠普不是SAP，也不是甲骨文。惠普比它们大得多。所以你（在惠普）采取行动必须更好地进行考虑。惠普也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导向的股东群体。这些股东并不希望你战略性地思考。他们真的不想，他们想把钱放回口袋。惠普是一个伟大的现金机。如果你能得到2%的增长，1%的增长，实现现金供应，他们会很高兴，75%的现金用来回购股票或分红，如果你想做一个小收购，现金流只保持一点点。40

李艾科与惠普的沟通显然是失败的。许多业内人士报告说，没有人真正知道他是什么，他在公司内不太有存在感。李艾科没有在公司高管和董事会之间建立亲善关系，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位有见识的人士在惠普业务分拆（在2014年年底公布）前观察说，“梅格·惠特曼在惠普的战略上与李艾科的战略并没有什么差异”。这一点下一章将展示，然而，她的沟通方式和实施战略却有很大的不同。

投资者的愤怒加剧

李艾科的战略受到了惠普投资者的批评，其股价下降了20%，达到6年来的最低水平。李艾科说：

作为董事会讨论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考虑了股价会发生什么变化。董事会意识到，一些现有的惠普投资者，其中许多是价值或深值投资者，将会对这些公告不满。因为PC业务虽然是一个利润非常低的业务，但是它确实产生了现金流。最重要的是，惠普有一个政策，在任何给定的一年中，90%～95%的可用现金流可通过股票回购和分红回到股东手中。

因此，在宣布该消息后，你可以轻易想象这些价值投资者的反应。他们认为一段时间内我们会减少现金流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41

他进一步叙述：“董事会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董事会将有意识地吸引新类型的投资者，希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类型实现投资者增长。”42但是这个计划没有付诸表决：“首席财务官和我去前线解释我们做了什么。一些惠普的价值投资者变得非常直接，他们反对我们的战略，三四个星期后，董事会做出了让步，要求我离开，扭转了（分拆PC业务的）决定。”43

不愉快的结局

面对大股东的不满，在聘用李艾科还不到一年之际，董事会决定开除他。

回顾

离开惠普一年多后，李艾科谈论了在经营惠普时吸取的战略领导力教训：

我想说我犯了错误。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沮丧的教训。你如何改造一个大型的上市公司？答案可能是“只有困难”。你可能有一个存在危机，只有几周的时间氧气就用完了。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

我认为惠普的生存快到期了。它可能不会死亡，但为什么要等到像IBM一样处于深渊的边缘，为什么不在从悬崖上掉下去之前改变？44

李艾科认为他一直在试图帮助惠普恢复其对命运的战略控制。他说：“我相信惠普有大量进行大规模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分析的机会。我们认为有机会把惠普推入这些新的市场，提供新的服务和硬件销售机会，这一次是由技术拉动的，我们对技术有控制权，我们可以提供附加值。”45

但回想起来，他意识到他的行动速度太快：“不幸的是，它是真的，真的很难改变一个上市公司。没有大量的交流沟通是无法改变它的。因此，你必须慢慢做。我的错误是我做得太快。你必须慢慢地、渐进地做，这是我认为梅格·惠特曼正在尝试做的。当然，惠普对于面临的挑战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做吗？这仍有待观察。”46

李艾科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正如已经注意到的，11个月对于一个新CEO来说是一个短暂的任期，要想显著改变公司的战略领导力体制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在李艾科短暂的任期内提供了一些关于战略领导力体制的洞见。

作为一个比惠普小得多的企业软件公司的前CEO，李艾科没有运营硬件公司的经验，李艾科不得不对这家业务不断下滑的巨型硬件公司进行控制。他还面临着由马克·赫德意外离职留下的战略领导真空。马克·赫德有一支高管团队，已经习惯了强硬的运营方式。赫德愿意和那些能够让他敲头的副手保持一致性。

李艾科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战略头脑的非常聪明的高管，而且似乎对待别人有点冷淡，有点远离运营细节，这一点几乎与赫德相反。一位惠普高管说：“李艾科认为自己更像战略家。但他并没有让任何人去管理运营。”另据内部人士透露，李艾科未能赢得惠普高管的信任或支持。在他短暂的任期内，李艾科无法激发高管的信任甚至是耐心，来实施自己的战略。结果是，赫德强硬的步调一致的战略领导力体制迅速瓦解。看起来惠普失去了运营准则。这毫不奇怪，失去了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体制，结合赫德遗留下来的微弱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导致李艾科的短暂担任CEO期间的战略体制更像是布朗运动。

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

自帕卡德以来，寻找合适的文化已经成为惠普CEO面临的一大挑战。约翰·杨把惠普变成了一家计算机系统公司，紧随其后的是普拉特用真诚努力带领惠普回到原来简单快乐的日子，菲奥莉娜努力盘活惠普，最终马克·赫德通过努力实现了惠普软硬文化的变革。

李艾科早期为惠普制定了新的企业战略，包括剥离PC业务，这对于大部分惠普高管来说都很难理解。特别是，既然打印机和个人电脑都是卖给商家和消费者的，但他似乎并不想剥离打印机业务，也不清楚他是否只想退出计算机业务的商品化部分。鉴于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新的企业战略不符合良好战略的三个标准，也不吸引人。

另外，李艾科匆忙宣布打算放弃个人电脑业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相信惠普现有的保密文化，该工作必然需要进行较大范围的准备。用李艾科的话来说，惠普已经成为一个“漏水的地方”。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随着赫德的离开，潜在的冲突变得明显，原先这些冲突是由赫德的步调一致战略领导所压制的。换句话说，李艾科并不认为惠普文化能够支持他的新企业战略。

最后，一个不吸引人的战略与一个不兼容的企业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混乱的局面。

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

在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平衡问题上，李艾科从根本上质疑惠普现有的企业战略。如前所述，他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帕卡德无疑会赞赏）：我们有成为市场不相关者的危险吗？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有计划地基于新的SaaS、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范式将惠普变成一家企业软件公司，在这些领域惠普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鉴于他的任期较短，他不能完全制定和执行一个新的企业战略，除了迅速收购有争议的Autonomy，或者是推动惠普在新的快速发展（融合和碰撞）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产生更强的适应性。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收购Autonomy推动了李艾科的企业战略，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惠普沿着新的生长载体演化。另一方面，虽然普拉特、菲奥莉娜和赫德都削减了惠普实验室的战略资源分配，但是惠普的创新传统主要来源于内部。在李艾科短暂的CEO任职期间，惠普的平均研发支出持续下降。最后，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仍不平衡。

悬而未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分拆公司

显然，对于惠普来说，最大的战略领导力挑战是保持企业导向、个人客户、PC业务同时进行，还是将公司分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惠普分出安捷伦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它必须由惠普的下一任CEO和董事会来解决（在下一章讨论）。

如何开发一个可行的软件战略

一直以来，惠普是硬件产品和相关系统的提供者，尽管软件已经成为创造客户价值的关键。正如第5章讨论的重点那样，1992年普拉特在担任惠普CEO时强调硬件应该继续成为惠普的焦点，然而，随着李艾科的任命，软件的战略重要性被放置在首位。事实上，如果李艾科继续担任CEO，把惠普的重点转向企业软件公司，软件将成为惠普的焦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把惠普变成一家企业软件公司所面临的挑战，简要地回顾一下惠普开展软件业务的历史是非常有用的（见方框内容）。

惠普的软件业务历史

当惠普的测量仪器开始使用数字技术，特别是当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复杂时，软件开始变得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惠普的研发工程师中有很大一部分正在编写软件来控制仪器或仪器系统。

在约翰·杨担任CEO的前期和中期，惠普进入了计算机业务，惠普不得不开发操作系统、编译器、网络软件，以及一系列各种系统所需的软件。惠普也开始开发应用软件供自己使用，包括管理制造、财务职能、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工程，甚至办公自动化的软件。当客户访问时，惠普向他们展示惠普如何使用计算机来运行自己的业务，因此许多客户询问惠普是否可以访问惠普的软件应用程序。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惠普已经形成了几个应用软件部门，每个部门都负责向市场提供特定的应用程序。

这些软件产品是由销售惠普计算机系统的销售人员一起销售的，这些软件产品设计时就不打算在非惠普计算机上运行。因此，惠普的战略意图是利用应用软件来推动计算机硬件的销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惠普开发了卓越的软件，但是惠普并没有真正的软件业务。惠普的软件部门没有专门的销售人员，软件部门没有得到任何服务或系统的利润。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软件部门无法盈利。这造成了财务紧张。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立软件供应商（ISV）社区变得比惠普小型机和工作站更重要，而惠普的应用软件与ISV的应用软件的竞争产生了争议。惠普在应用软件方面的努力使得ISV开始支持太阳公司、DEC和其他没有软件产品的公司。领先的ISV对于客户而言更具战略性，也更强大，惠普最终退出该应用软件业务。

尽管如此，惠普仍然雇用了数千名软件工程师，负责操作系统、编译器、用户界面和网络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惠普又尝试了各种软件产品和一系列的中间产品，包括惠普新浪潮（New Wave）和惠普开放视图OpenView（网络和系统管理）。惠普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是OpenView，但依旧无法在市场上建立领先地位。

从卡莉开始，每一位CEO都表示，惠普不断增长的软件业务是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李艾科说他将使惠普成为一家企业软件公司。在这些CEO的领导下，惠普选择收购各种软件公司，帮助惠普为日益商品化的计算机硬件打造差异性。虽然惠普已经收购了一些强大的软件资产，但它们尚未能够以预期的速度实现软件业务的增长。一些不足之处是由于软件业务发生了重大转变（SaaS）。惠普一直把软件理解为一项技术，但却未能掌握作为一个成功的软件企业的关键。

马克·赫德在离开惠普后成为甲骨文的联合主席，接受采访时他说，惠普是不能迅速变成像甲骨文（或SAP）一样的企业软件公司的，惠普公司有几十年的行业经验，已经与世界上几千家大中型公司建立了持久的关系。制定企业软件战略这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李艾科的继任者来解决。

如何应对收购Autonomy后的“溃败”

不过，李艾科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启动一些相应的行动，这些行动塑造了下一任继任者将面临的初始条件。毫无疑问，最重要行动是决定收购Autonomy。在李艾科离开了CEO的职位很久之后，他的继任者仍将背负着这个备受争议的战略行动的后果。

惠普对Autonomy的收购与整合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2011年8月，惠普透露将收购Autonomy，最终花费了117亿美元。然而，来自Autonomy的消息不断恶化。Autonomy专注于非结构化数据，如电子邮件、在线视频或互联网搜索等，当发布收购公告后，人们对于惠普为这家业务模糊的公司支付的金额感到不解。

惠普对购买价格后悔的感觉很快就被更糟糕的东西取代了。收购Autonomy不到一年，该公司的业绩开始动摇。在2012年5月，惠普派出高管进行调查，Autonomy的高级财务官员对惠普会计的准确性提出质疑。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惠普声称Autonomy有“严重的会计不正当行为”，Autonomy在惠普收购之前夸大了销售数据，当时惠普的审计人员忽视了这个问题。472012年11月，惠普将Autonomy的账面价值降低到了88亿美元，意味着资产价值比大约一年前惠普收购时支付的降低了80%。据惠普称，5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与严重的会计不当行为、虚假陈述和披露的失败相关。

Autonomy的创始人兼前CEO迈克·林奇（Mike Lynch）否认欺诈指控。惠普和林奇之间跨越大西洋的口角由此开始。惠普声称在林奇的带领下，Autonomy从事虚拟交易，预订销售从未发生，并且将低毛利率的硬件销售歪曲成更有价值的软件交易。林奇则说，他没有从事任何不正当行为，惠普因自己的失误导致Autonomy表现不佳。在随后的几年里，惠普和Autonomy的前领导人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对彼此提起诉讼（欺诈和诽谤）。两国的监管机构也调查了这笔交易。英国当局在2015年年初发现起诉缺乏证据，放弃了该案件。美国当局继续调查。受害的股东由于惠普改写了Autonomy的账面价值对惠普发起了集体诉讼。惠普最终以1亿美元的赔款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法院的案件慢慢地通过各种法律制度在解决。

处理赫德收购EDS、WebOS/奔迈后的不利局面

关于Autonomy的那些内容是与惠普80亿美元的冲销同时进行的。惠普拿出了80亿美元来冲销由于收购EDS产生的价值损失，而收购EDS是马克·赫德在4年前完成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使得惠普更容易消减在关闭WebOS设备这一块业务时产生的17亿美元的冲销。WebOS设备业务同样是赫德在一年前花费12亿美元收购手机制造商奔迈时获得的。

仍然缺乏移动端战略

当李艾科放弃了WebOS和奔迈，打算将惠普打造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软件公司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惠普公司对于发展移动端的战略需求是非常紧迫的。在发展个人系统这一副产品时，将这一产品的价值最大化需要依赖一个强劲的战略，但当时惠普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一点需要李艾科的继任者去发现。

李艾科与董事会的互动

对于李艾科而言，相较于处理惠普的文化和制定惠普在融合信息技术行业中技术革新方面的战略地位，与董事会的交涉是最具挑战性的。一名与李艾科密切工作过的惠普高层认为惠普的新任CEO仍习惯于欧洲那种更多监管更少干预的董事会。

可以确定的是惠普的董事会在赫德离开之后严重分裂了，其中有一部分董事会成员对于辞退赫德非常抗拒。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了解李艾科，甚至在他受聘之前都没有对他进行面试。令人惊讶的是，在突然辞退了两名CEO之后，并不是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想要面试这位被选来超越赫德的人。兰恩作为董事会主席时，他对于这些事件的看法是：“当我加入董事会并出任主席之前，我和每一位董事会成员都进行了两次谈话，绝大多数还是面对面的谈话。我意识到董事会对于如何看待赫德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有的董事会成员支持赫德，有的则反对他。有些董事会成员曾公开发表言论，说‘我无法忍受一些（董事会）成员’，这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一名新的董事会主席（兰恩）和一名新的CEO（李艾科），也给予了兰恩整顿董事会的机会。4名董事会成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了。在替换的董事会成员中有eBay前CEO和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长竞选落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梅格·惠特曼。兰恩说：“李艾科来了之后，我们将5名候选人选入了提名委员会。董事会积极努力将这5名人士吸纳进来。这是一个新的非常愉快的董事会。功能紊乱的情况已成为过去。”

在董事会的功能提升之后，董事会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新的CEO身上，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李艾科的第一个政策明显要将惠普打造成一个有竞争力的软件服务公司。然而，尽管新打造的惠普董事会具有企业软件丰富经验的成员（包括新的主席兰恩），这个董事会对于李艾科的新战略还未做好准备，对他选择的方向也不够确信。同时，在理解了李艾科的想法之后，大股东开始明确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以及对于新的公司战略的不满意。尤其是关于李艾科想要打造惠普的个人系统业务的计划。李艾科说他已经向董事会分享了他关于惠普的个人电脑业务的看法，他确保董事会在每一步都能参与进来：

“在地球上，没有一个CEO会想要在没有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下做这样的事。你不会在夜幕遮掩下吐出420亿美元。这根本不可能。相反，事实上我们不仅仅让董事会得到我们的信息，我们还审慎地、反复地在每一次关键进程上让董事会参与进来，向董事会寻求建议，并就一系列的阶段寻求董事会的同意。”

尽管如此，在李艾科的智力和战略头脑之外，董事会也开始寻找他的领导力的缺陷。兰恩说，“我在董事会上请求他们辞退李艾科。我认为他是错误的（领导惠普的）人选……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我的理由是：李艾科是个聪明的、富有战略头脑的人，（但）同时他也非常自私。他总会觉得单独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更加舒适，而不愿意出去领导员工，赢得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理解。”

很明显，董事会与新CEO的互动很快就变得具有破坏性。在2011年9月，惠普董事会辞退了李艾科，使他成为公司6年内第三个被辞退的CEO。

总结：李艾科对惠普成长的贡献

李艾科的CEO任期结束时，许多战略领导问题都是他前任CEO任期内遗留下来的。但是在他的任期内，消费者对惠普的PC和移动端设备领域的信心进一步减少，惠普的股价由于股东信心的丧失而下跌，负债大量增加。公司员工较之前更加疲惫，并对未来充满疑虑。在惠普步履蹒跚的发展中，大家却普遍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进步。2011年8月的惠普就像翻腾大洋中的一艘没有舵的巨轮。

有限的时间

在李艾科任期中，股票市场反应并不友好，惠普的市值从954亿美元跌到了473亿美元。由于李艾科的任期很短，所以这样的市值下跌主要是由于赫德在他CEO任期快结束时为惠普发展预期而大量增长债务引起的，至少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由赫德引起的。

11个月的短暂任期很难公正地通过帕卡德三原则来评价李艾科的表现，但是他的战略领导推动了惠普的发展。可以确信的是，这位新CEO并没有看到惠普如何显著发展常规业务领域（原则一），并开发进入新的技术领域（原则三）。当失去了赫德那种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战略领导方式后，惠普内部斗争和疑虑不断增长，竞争实力也减弱了（原则二）。

战略领导力的时机十分重要

基于对惠普面临的战略态势的客观分析，李艾科的企业战略在当时不能让惠普高管和员工信服，因为李艾科的战略与惠普的技术和产品导向的经验与能力是不符合的。他似乎无法深入了解惠普的能力和经验，就好像他试图强迫惠普穿一套不合身的西装，而惠普并不喜欢这样。迅速将惠普转变为企业软件公司也意味着，李艾科不太理解惠普在如此艰巨的转变中实现真正有效的运转需要多久。同样的转变对于SAP和甲骨文这样的公司需要几十年。

然而，作为一个天才的战略家，李艾科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所有想确保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公司行业价值，并维持企业成长的CEO都很重要。坦率地说，客户和股东需要关心公司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生存吗？如果惠普已经处在行业的边缘，那将只能由李艾科的继任者来确保惠普是否拥有未来，这也正是李艾科所担心的。




[1] 1英亩=4046.856平方米。

[2] 指1969年8月15～18日在美国纽约州北方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举办的一场“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伍德斯托克”已成为某类文化现象的代名词。“伍德斯托克”指向的是弥漫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的狂欢、纵欲及享乐主义。——译者注

[3] 罗伯特·威曼（Robert Wayman），也即鲍勃·威曼。






        

第三部分 企业成长与战略领导力：驾驭过去与推动未来

“如果你让人们做的事情是根植于企业基因的，那么它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梅格·惠特曼，2014年7月




        

第9章 梅格·惠特曼解决惠普的战略整合挑战：从“在一起更好”走向“一分为二”

初始条件

外部环境

基于IT技术的消费者业务战略演化

直到2011年9月，惠普业务所涉及的行业一直处于不利于其发展的状态，这种趋势对于惠普来说可谓是一个严重挑战。移动通信产业正处于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转型的高速发展阶段。首先是智能手机行业的变化，2007年年中，苹果推出了iPhone，不久之后，三星和其他基于安卓系统的竞争者也相继推出智能手机产品。这种跨界突破直接的结果是移动通信行业的重新洗牌，1像诺基亚和黑莓这样曾经的行业主导企业，面临着市场份额的快速流失以及市值的急剧下跌。紧接着，2010年4月，苹果发布了iPad平板电脑，其他基于安卓系统的竞争对手紧跟步伐，笔记本电脑的高增长市场增速放缓，除了手机或平板电脑，其他形式的个人计算设备销售额均出现下降趋势。

2007年，由于并购康柏以及马克·赫德对成本结构的优化，惠普成为全球第一大PC供应商。宏碁和联想不断追赶，到2010年，首次在PC市场占取一定份额。亚洲的供应商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更低的成本结构，二是愿意以低于惠普的利润率交易。因此，当PC市场整体增速显著放缓而其他竞争者不断进入市场时，惠普在PC市场的份额逐渐流失。在马克·赫德的领导下，惠普做了一项决定——收购奔迈从而进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但其下一任CEO李艾科在第一个产品推出失败后就停止了此项决定。

令惠普雪上加霜的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增长导致打印业务需求减少。由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兴起，人们喜欢通过电子邮件、Facebook或其他社交媒体网络分享图片，而不选择直接打印。这一趋势直接导致打印业务市场的增速开始大幅降低，惠普增速也因此放缓。据前惠普高管所知，惠普也因此逐渐流失打印业务市场的份额，即最盈利的业务正面临着市场萎缩。来自打印业务的利润，尤其是打印耗材，长期以来用以支撑惠普其他业务的发展，因此打印业务增长匮乏对惠普的投资业务的增长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效应。

基于IT技术的企业业务战略演化

表面上，行业未来向软件即服务（SaaS）和云计算转变的趋势以及对大数据中心（data center）的需求，为惠普的企业服务器、存储、网络、软件和服务业务带来巨大的机遇。然而，这些业务的高增长部分已经转向了互联网和云服务提供商，如谷歌和亚马逊。一方面，这些公司的数据中心比惠普原来的客户数据中心大了整整一个数量级，这将直接导致惠普为数不多的大客户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从而降低了惠普的议价能力；另外，一些基于云服务的大供应商也决定从“白盒”供应商处购买框架、电路板和电源等硬件，绕过如惠普、戴尔、IBM等销售行业标准系统的品牌企业，自己组装系统；同时，这些巨头互联网公司通常会使用开源软件，提供自有服务或从小公司购买服务，以实现产品差异化和降低运营成本；最后，服务器行业市场的标准化，直接导致这些大客户不愿意向惠普支付标准部件的费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行业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是企业数据中心的硬件一直是处于未充分利用的状态。服务提供商为确保满足客户的差异化的服务需求，数据中心会采购充足的硬件，以满足数据处理高峰期所需的处理和存储能力；此外，虚拟化软件（特别是VMware）的出现，增强了服务器、存储器和网络硬件在数据中心中的数据交换能力。所有这些趋势都意味着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硬件、软件和服务市场将面临越来越高的价格压力，其增速将不及基于互联网和云计算的服务市场。此外，所有这些技术的发展，首席信息官（CIO）在大公司中的作用开始发生转变，这给惠普带来了新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其一，员工将以“带自己的设备”形式完成工作，从而导致首席信息官逐渐丧失对员工的控制权。其二，首席信息官有望担任首席技术官（CTO）的角色，首席技术官需要不断创新，推动业务的不断改进，以及构建以新产品和能力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然而，他们只能在满足当前的IT需求后才能更多地关注新想法，并且常常会遇到低效的遗留问题。另外，由于资源限制，他们还须以更少的资源发挥其全部潜力。从好的方面来看，许多首席信息官被认为是高管团队中的一员。成功的首席信息官积极参与制定战略，具有灵活性和变通能力，能够解决包括IT问题在内的各种业务问题。2

内部环境

越来越明显的是，在IT产业融合迅速变化的同时，惠普也在不断调整其战略，以便更好地抓住机遇。如第8章所述，李艾科曾试图将惠普打造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软件帝国，为企业提供软件和相关服务。在此战略引导下，李艾科完成了几项收购，比如收购Autonomy、EDS以及奔迈。不过，他在离开惠普之前还未曾全面实施该转型战略。李艾科向外界宣称，惠普正在考虑剥离现有的PC业务，此举使得客户、员工、股东和商业伙伴非常不满。虽然PC业务产生的利润不高（仅占营业利润的3%），但它们产生的收入占惠普年收入的30%，3比惠普其他任何业务多3倍，且为惠普实现所有业务的低成本架构的提供了容量。

鉴于此，当梅格·惠特曼被任命为惠普第八任CEO时，她必须尽快判断分拆PC业务是否正确：若正确，则快速实现分拆；反之，则做好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安抚工作，并使PC业务尽快回到正轨。此外，惠普对外宣布将要出售奔迈，此项交易需要有效和高效地完成。同时，惠特曼必须确保惠普公司以117亿美元收购软件公司Autonomy。但惠普在收购不久后发现，Autonomy在惠普收购之前高估了市值，就有了随后的诉讼案。除了李艾科在任期收购的奔迈公司，前任CEO马克·赫德在任期间为加强惠普的服务业务，收购了EDS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目的是增强惠普的竞争力，但此项收购并未使惠普的经营状况出现明显的好转。由于EDS以提供设备为主，因此，有内部人士指出，EDS是一家运营公司，而不是一家服务公司。该知情人士还指出，在惠普收购后不久，EDS逐渐流失老员工。随后，为了业务整合，马克·赫德又解雇了其中的2万名员工，其中许多是第二线、第三线经理。近几年，惠普相继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软件收购项目，但这并未使它成功转型为SaaS模式——目前软件市场增长最快的模式，反而一定程度上导致惠普软件业务增长不明显。因此，惠特曼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快速扭转这种局面。

此外，惠特曼还面临着重要的企业战略问题，自马可·赫德离任后，惠普一直处于盈利不佳的状态，股价也因此受到影响，从2010年（马可·赫德任职期间）的每股超过53美元，下降到惠特曼上任时每股不到23美元。惠普的长期债务，在马克·赫德任期初期增长率一直很低（截至2006年年底为25亿美元），但在完成对EDS、Autonomy、奔迈、3COM的收购以及发行以提高股价为目的的股票回购计划后，惠普的债务危机爆发，2010年年底债务数值飙升至150亿美元。

梅格·惠特曼的战略领导力：概述

在2011年1月加入惠普董事会之前，梅格·惠特曼一直是eBay的CEO（直到2007年11月）。在其任职期间，eBay的年收入接近80亿美元。随后，2010年，她参与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惠特曼是一个有能力、有原则的领导者。与之前对李艾科的任命不同，有人质疑她是否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管理惠普，毕竟这是一家市值超1000亿美元，业务涵盖计算机硬件、服务和软件的大公司，尤其是惠特曼当时正面临着许多战略挑战。

惠特曼在eBay公司10年的独立运营经验以及其间经历的各种大小的竞赛使得这位职业经理人知道如何进行期望管理，达到预期期望。惠普的一位高管曾表示，在赫德担任CEO期间，惠普已经变得专注于满足华尔街每季度的盈利预期，而梅格·惠特曼上任后已明确表示，将会调整公司重心以解决目前面临的战略问题，最终实现公司扭亏为盈。另外，这位高管还表示，惠特曼将继续满足华尔街的要求。同时，他也认为，惠特曼未来将会面临一些艰难的决定：相同的业务，其中有营收好与不好的业务，若想要扭转当前的状况，必须进行更多的重组工作，这势必会增加由业务重组带来的员工疲倦感。惠特曼领导惠普的首要问题是她可否制定一个企业战略，以保持公司业务的完整性，以及给出此项战略产生效用所需的时间，以上问题已于2014年10月有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因此，梅格·惠特曼任职惠普CEO期间执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年9～10月，强调“在一起更好”；第二阶段为此后至2014年10月，强调“分拆公司”。在第一阶段，惠特曼明确表示，她要保留惠普的个人系统项目（PSG），以及将会推出平板电脑（tablet computer）替代李艾科任期内推出的触摸板（TouchPad），回归市场。此外，尽管收购Autonomy过程中有一些法律纠纷，但惠特曼仍证明了此项收购对惠普来说是利大于弊（她以董事会成员的身份赞成此项决议）。同时，惠特曼还对外宣称惠普的企业战略重点将会放在三个业务领域：企业云计算、安全以及信息优化。惠特曼致力于重新定义惠普，并力图通过对产品市场的重新定位以及在三个重点业务上的独特能力提升惠普的行业竞争优势。她还介绍了此项战略的关键指标，以更好地适应战略调整和相应的战略行动。

惠特曼任期内两个阶段划分的决定性事件是惠普在2014年10月5日宣布，惠普将分拆为专注于个人电脑和打印机业务的惠普公司（HP Inc.），和专注于服务器、数据存储设备、软件和服务业务的惠普企业（HP Enterprise）。2015年年末，惠普公司的总净收入为1034亿美元，雇员人数达301000人。

2014年10月，新成立的惠普公司（HP Inc.）总收入为575亿美元，包括PC业务的收入314.7亿美元以及打印业务的收入212亿美元。在完成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方面，新惠普公司高管将致力于现金流的最大化。4

2014年10月，分拆后的惠普企业（HP Enterprise）总收入为584亿美元。其中企业集团（Group）收入达280亿美元，企业服务收入达228亿美元，软件收入40亿美元，金融服务收入为35亿美元。惠特曼将继续担任惠普企业的CEO，并继续担任新惠普公司（HP Inc.）董事会主席。这里的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定义为创建强大的集成而又灵活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客户基于云计算创造价值，同时帮助他们进行以IT技术为基础的设施的总成本管理。

惠普战略领导力下的四个关键指标，在惠特曼任期的第一阶段似乎取得了很好的进展。首先，在战略领导力体制方面，惠特曼显然已经加强了自上而下的领导，同时也在努力加强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将惠普的战略领导力体制从赫德领导阶段的绝对性压倒一切（抑制冲突）向建设性对抗的方向发展。其次，在文化和战略互动方面，惠特曼显著地提高了士气，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高管人员走出办公室，消除行政停车场，以及提供更透明的沟通，受到了员工的极大欢迎。2014年10月关于分拆惠普的重大决定表明，由于消费者导向的企业业务的适应性要求以及企业业务的迅速分化，惠普的公司战略从反脆弱（“在一起更好”战略的潜在的好处大于坏处）向脆弱性转变，最终导致“在一起更好”战略（仍然基于规模和范围）不符合良好战略的标准。惠普的分拆，缓解了赫德时期文化与战略间的激烈冲突以及李艾科任期内的混乱局面。在保持原惠普的部分DNA的同时，每个新公司都有机会制定出具有吸引力的公司战略以及相应的运营模式（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从而使两家公司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再次，关于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惠特曼认为，允许两家新公司自行制定企业战略，明确各自的产品-市场领域，便于提高产品-市场的适应度。同时，她也希望分拆后的新公司能够继续延续原惠普的创新传统。截至2015年年初，虽然公司研发资源配置并没有显示出与赫德阶段相比的巨大变化，但惠特曼意识到为了更好地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之间的战略资源配置，惠普企业将需要增加研发投入。

最后，就与董事会成员的互动而言，在其任期的第一阶段，惠特曼似乎已经能够将此事项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推进。此后，随着总公司分拆进行的董事会分拆以及为子公司招募有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员工，都将进一步加强这一建设性方向趋势。

惠特曼如何执行战略领导力下的关键任务，以及第一阶段为建立惠普的战略领导能力所做的各项努力，将在下文有更详细的描述。在完成本章之前（2016年1月），惠特曼如何执行战略领导力任务，分裂后的新公司将如何发展新的战略领导能力均还处于进行中，但已有的可观察迹象将在下文详细介绍。

梅格·惠特曼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在一起更好”阶段

执掌惠普

梅格·惠特曼表示，在2015年1月，即她被任命为惠普CEO之际，5作为董事会成员，她对当时惠普所面临的挑战有所认识，但远不够深入。她说：

那时候我只明白问题的20%，还处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发现问题的阶段。诊断识别挑战任重道远，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当时处于发展瓶颈期的PC业务该何去何从？

惠特曼进一步阐述，她已经意识到：

员工、客户、合作伙伴和股东都有信任危机。2012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下降，我们的竞争产品出现漏洞和空白。2012年第一季度的问题是，我们近期应该怎么办？

为了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惠特曼表示她也会问：

“我们还算是做得好的吗？答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寻找：创新、合作、客户的支持。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成果均加倍了，关键是要降低复杂性。我们必须在2012年3月之前收回更多的成本，以符合业绩走势。而对于个人电脑业务，我们决定在审查分拆的可行性之前，必须解决该问题，因为这样一来转型会变得更简单。”

惠特曼执行第一批战略的行动之一是在外部环境中争取时间，让她可以专心解决惠普当前面对的问题。一位惠普内部人士指出，惠特曼在2011年的证券分析师会议上下了指示，导致惠普股价跌至12美元，为她赢得了一定的操作空间。

解决个人系统集团（PSG）的问题

消费者业务和企业业务之间的紧张关系，横跨了多个CEO的任期。如果增加的规模和范围对公司整体有利，那么该情况下的不同利润率、商业模式和上市路线对战略领导力又是一个重大挑战。李艾科曾试图缓解企业计算业务方面的紧张局势。惠普相关的高管表示，他们就消费者导向业务的重要性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同时李艾科会质问在佳能（惠普激光打印机引擎的制造商）方面所投入的时间是否有意义。该高管认为，李艾科并未明白剃刀和刀片的关系以及惠普激光打印机仍然主宰市场的事实。事实上，李艾科会问这些问题表明董事会也在关注这些问题。

在2011年10月前，惠特曼解决了PSG问题。她引进两个专业咨询公司来分析分离PSG部门的利弊。分析表明，个人电脑业务的分离将会导致数十亿美元的负面协同效应，其中一些是一次性成本，但持续的成本也非常高。在某种程度上，这证实了卡莉·菲奥莉娜和马克·赫德的战略，惠普的成本结构确实比PC业务要低得多，这使得公司整体受益。随后，惠特曼和PSG负责人托德·布拉德利（Todd Bradley）开始说服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惠普是认真对待个人电脑业务的，不会分离这项业务。惠特曼还认为李艾科完成的自主收购（一项在她作为董事会成员时完成的交易）是正确的事情。

迈出公司战略前进的第一步

到2012年年初，惠特曼已经决定惠普未来的战略重点将放在四个领域：“云计算、安全、大数据和移动，”她已经开始制定惠普公司的投资组合战略：“我们是一家拥有五大业务部门的大公司。我的信念是，我们在这每一个领域都可以是优秀的，我已经给这些业务的负责人做出指示，要求对这些业务部门做出必要的改变。”6

战略行动：重组与削减成本

惠特曼重组公司。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将托德·布拉德利领导下的个人系统集团（PSG）和成像产品集团（IPG）合并到打印与个人系统（PPS）中。此项决策的动机是通过采用最佳实践做法和消除冗余来降低这两个业务的成本结构，甚至产品营销功能都集中化了。

此外，惠普的大部分业务都处于缓慢增长以及细分市场缩减的状态，公司难以实现同地区其他公司的增长率。然而，惠普的一些投资者对于惠普这种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相匹配的增长趋势（过去30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3.1%，且越来越难预测7）表示满意。惠特曼意识到，只要惠普能从这种缓慢的增长中获得利润，相比风险性的增长，这些投资者会选择股息分红。因此，惠特曼大幅削减开支，调整公司的成本结构使之与短期负增长相协调。自2012年1月以来，惠普解雇员工数达34000名。

公司战略的进一步阐述

战略制定：在一起更好

截至2013年10月，惠特曼已为惠普制定了全面的企业战略。在一次证券分析师会议上她说道：

在全新的IT时代，只有惠普能提供从设备到云端交付所需的所有系统和服务。这也是我们与别人的差异。我们在一起（不分拆）将更强更好。8

惠特曼宣布，惠普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云计算、安全、大数据和移动，同时加强惠普在融合式基础架构（服务器、存储、网络、软件和服务）产品的市场定位。在云计算方面，惠特曼将它分为“消费”市场和“建立/运营”市场，且预计两者都会继续增长。在服务器端，她表示HP-UX和Itanium的营收将持续下降（现在只有4%的收入），并预计存储和网络业务将会继续增长。关于企业服务，她指出，惠普的新重点在于“建议、改造和管理”，即所谓的“新型IT”。在软件方面，她看到了惠普各类软件产品（包括Autonomy）在实现“新型IT”中所起的作用。

惠特曼的上述说辞似乎都意味着未来惠普将会优先考虑商业市场。同时，惠特曼也表示想要探索惠普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惠普是独一无二的。她希望打印和个人系统（PPS）的设备能让企业终端用户满意，将打印机视为云端的“输入/输出设备”，希望惠普专注于设备的可管理性和安全性。

总之，惠特曼看到了惠普的很多机会：“一体机”（All in one）产品、墨水业务（打印）、工作站、“瘦客户机”（thin clients）产品、商业化平板电脑、混合（Chrome，Android）产品、服务，计划在这些领域增加投入。惠特曼还强调，新的IT范式正在推动一切进行服务化转变。

战略执行

在战略执行方面，惠特曼认识到良好的运营需要加倍地努力，惠普的市场化战略仍任重道远。她表示惠普将采取分段方式进行战略执行。她还指出，如果公司进一步削减债务，惠普将能够再次进行并购重组。然而，她并不想要进行大型的并购举措，而是要进行如战略领域所言的有利可图的“收购”。她的战略关注点似乎主要是优化由前任CEO们重组的非常强大的资产组合。

在改善惠普与甲骨文的关系方面，媒体置评不多。惠普和甲骨文一直是友好合作伙伴，但在2009年甲骨文收购了工作站制造商Sun微系统后，两者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当时，Sun处于靠老本维持经营的状态，但被收购后仍然会使得惠普和甲骨文成为竞争对手。随后，由于李艾科任职SAP期间与甲骨文发生过法律纠纷，所以当惠普任命李艾科后，两者关系进一步恶化。而当马克·赫德离开惠普入职甲骨文后，这场口水战进一步升级。

两家公司之间关系恶化导致的结果是，甲骨文公司表示要撤销对惠普的基于UNIX的Autonomy系统的支持。如第8章所述，虽然大部分市场正向基于IA系统的行业标准转变，缺乏甲骨文的操作系统支持将会给惠普带来严重创伤。不过有惠普的内部人士表示，惠特曼试图改善两者的关系，因为这之中没有私人的利益冲突，她有效地修复了与甲骨文高管的关系。

财务目标

2013年10月，惠特曼正处于惠普五年转型计划的第二年，战略执行慢慢进入正轨。惠特曼汇报说，截至2013年，欧洲地区的公共部门和消费者领域的销售情况并不乐观，同年惠普收入下降了8%。造成企业销售额下降的主要业务是传统存储，个人PC和打印业务，商业咨询服务（BCS）和软件许可（与软件即服务SaaS相反）。另外，截至2013年，惠普已将减少了80亿美元的债务，按照现有发展趋势将在2014年年中之前实现零债务。

惠特曼认为，2014年对惠普来说是关键的一年，收入下降比率低于2013年，营业利润持平，预计2016年将有较好的增长，并声称惠普在2016年增长要超越美国GDP的增长率，希望达到10%～11%的营业利润水平，并承诺通过回购和股息向股东返还50%的自由现金流。

支持型怀疑论者的观点

当谈到惠特曼在2013年10月证券分析师会议上阐述的企业战略和财务目标时，一位曾长期任职惠普的前高管表示，惠特曼的目标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规模大如惠普的企业，和GDP同步增长可能是大家都可接受的增长水平，9自由现金流50%返还股东的提议听起来也很合理。这一切可能会让惠普的年利润足以支持股东所希望的投资组合。该高管还认为，惠特曼可能特意压低了承诺预期，因为谁也不知道她还有什么招数。

另一方面，这位高管担心，假设许多新的举措取得成功，惠特曼的计划将会非常复杂，而实际的操作证明也是如此。但是他又指出，由于惠特曼不是技术专家，她担心惠普是否真的知道路在何方，因为如果她不知道，她的计划将不可行。

在2013年10月公布战略计划之前，另一位在惠普的几家业务部门工作的高管也对该公司的发展前景表示怀疑，即能否在其2013年的业务结构基础上重新开始增长。这位高管指出。打印业务的盈利能力正处于历史最高点，但惠特曼正在不断地将这项业务的资金投入其他业务。总的来说，在这位高管看来，惠普的增长将是非常困难的，公司可能需要缩小规模，才能出现盈利增长。这位具有远见的高管表示，相比“在一起更好”战略，分拆惠普可能更有意义，且会产生更多的股东价值。

惠特曼在2014年7月的观点

回顾2014年7月惠特曼在斯坦福高级经理人培训课程上的发言，惠特曼说包括惠普旗下四家入围《财富》100强的公司都需要转型。10她回忆道，截至2012年9月，她已经制定好为期5年的转型计划，以重新定位惠普，同时也希望规划惠普未来的75年。尽管惠普的股价已经从每股28美元降至每股11美元，在她坚持转型计划之后，惠普股价已经上涨到每股35美元。

然而，尽管取得了进展，惠特曼表示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进一步减少公司债务，提高员工的士气（赢得他们的心），并提高惠普在网络服务和移动方面的战略地位，同时继续有效管理传统业务。她指出，5年转型计划的执行需要明确的定量和定性指标以及相关的里程碑。惠特曼特别关注如现金的产生和转换、库存和应收账款等指标。马克·赫德在任职期间对业务支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惠特曼对资本支出的审查更为严格。同时，她补充道，“是审查，而不只是预期。”她还介绍使用了“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NPS）指标，并仔细听取惠普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的意见。最后，她强调战略执行的关键是保持战略与选定指标的一致性。

惠特曼还明确了惠普未来更具体的增长领域：①加强云计算产品；②增加软件业务；③安全；④大数据分析；⑤战略性企业服务。在阐述云计算带来何种机会时，惠特曼了解到顶级公司都是自己做云计算，大多数公司需要合作伙伴，惠普则希望与后者合作，并为它们提供基于开源栈（open stack）技术的“混合云”。她指出，惠普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拥有数据中心，并且在公共云（public cloud）领域中拥有重要的合作伙伴。她说，所有这一切都将颠覆惠普的现有业务，但惠特曼借用著名冰球运动员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的话说，“我们必须去冰球所在的地方。”2014年7月，当被问及当前的首要任务时，惠特曼答道：“企业的创新。”

纠缠不休的相关性与增长问题

2014年7月，惠特曼在斯坦福大学高级经理人培训课程上演讲时提到，惠普正处于她5年计划的第三年，为实现最终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尚未解决的战略挑战任务最重的仍是惠普业务的相关性问题。惠普仍然是打印业的全球领导者，但其他业务前景不一。一名知情人士称，惠普面临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来自中国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原先增值的UNIX业务受到来自更低成本并且满足行业标准的服务器的竞争压力。她认为惠普必须开发新产品来寻找新出路，但惠普现有的部门没有一个能做到。

直到2014年夏天，惠特曼已经完成了5年计划的一部分，但要完全实现还任重道远。11虽然到2015年公司的增长预期将会加速，但惠普所有的主要市场几乎都在萎缩，所以现在讨论惠普5年计划有多成功似乎还为时过早。另外，如果惠普无法实现所承诺的利率增长，市场将会如何反应也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强大的声音迫使惠普再次缩小规模，以回到可持续发展利润的增长轨迹。

惠特曼似乎有意利用目前尚盈利、低增长的打印业务的利润，投资新机遇。然而，这一公司战略尚未得到证实。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惠普的业务仍然是分散的，除了对战略性的云服务、大数据以及安全业务的结构支持外，惠普的服务业务也将继续充满挑战。

在企业市场以外的投资方面，惠特曼宣布要更有力地进军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市场。惠普现在正在推出基于安卓和微软系统的平板电脑，目前尚不清楚这项业务是否获得了显著的市场份额，或为公司带来利润。同时，惠特曼还暗示惠普将重返3D打印市场。

梅格·惠特曼面临新的战略整合挑战

公司分拆问题再现

在2014年7月，我们明确的是惠普必须继续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但是，惠普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公司呢？是继续保持1100亿美元的多元化业务，在未来几年缓慢增长；还是成为一家业务专注、保留具有竞争优势的业务的企业，再次以超过美国GDP年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呢？

2014年之后的战略整合挑战

2014年10月，惠普的分拆决策为上述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企业分拆可以理解为多业务公司在面对战略整合挑战时的一种解决方案，这涉及跨业务部门的资源和能力的组合，以及指导这些部门拓展企业战略，并更充分地利用公司潜力发展新的业务机会。战略整合是多元化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潜在动力。

如第2章所述，本书作者伯格曼教授提出了一个战略整合的综合性框架，该框架从规模（reach）和范围（scope）两个维度来描述公司的多业务情况。12规模维度反映了当新的商业机会出现时现有的企业战略所必须改变或扩展的程度。范围维度反映了业务部门追求新业务机会时在既定企业战略的背景下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合作。

惠特曼决定将惠普公司分拆为两个独立的多元企业，一个专注于消费者导向的业务，另一个则专注于企业导向业务13，直到2014年惠普发现自身存在过度战略整合问题，高管团队难以有效地应对目前的战略整合的广度和深度。

如第2章所述，惠特曼的标志性战略决策可以从惠普核心业务的演化来进一步阐明：①这些业务之间互联互通；②业务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企业业务。

到2014年，消费者业务和企业业务之间的互补性已经明显降低。如第7章所述，马克·赫德（在任职期间）意识到80%的服务器产品会用到PC组件，这一指标在存储产品上则是34%，网络产品上为10%。由于移动计算发展势头良好，以及PC市场迅速萎缩，到2014年，这种产品之间的互补性已大不如前。此外，一些业内人士指出，惠普已经发现想要从供应商获得最低供货成本很难实现，而且不同业务之间互通互联使得公司增速出现放缓趋势。142014年，因为需要满足企业客户对综合解决方案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与企业业务的加速变化，惠普以企业客户为导向的业务本身的复杂度由此大大提升。因此，惠普高层管理层意识到速度比业务互补性作用更重要。

由于业务间互补性降低而复杂度增加，惠普急需进行战略调整，迫使惠特曼将消费者业务从企业业务中分离出来，以期实现缩小惠普公司业务的覆盖面和范围的目的。她计划通过分拆形成两家独立公司，每个新公司的规模会更小，有着显著较窄的企业战略覆盖面，并且能够采取更明确的形式来进行相关的跨业务合作。图9-1总结了惠普高管面临的不断演变的战略整合挑战。



图9-1　惠普高层管理面临的战略整合挑战

资料来源：罗伯特A. 伯格曼演讲材料，斯坦福商学院，2015。

按照这些规则分拆公司后，惠普将有可能避免其企业适应能力变得脆弱（环境冲击带来的潜在正面不足以抵消其负面性），让两家新成立的公司都有机会开发反脆弱的环境自适应能力（当环境冲击的潜在正面大于负面时）。

本章的其余部分主要聚焦于战略整合的挑战和惠普分拆的必要性。虽然本章的本意不是深入讨论两家新公司的未来的战略，但以下部分仍将详细介绍新惠普企业（HP Enterprise）的创建以及2016年高层管理人员将会面临的战略领导力挑战。

梅格·惠特曼如何开展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一分为二”阶段

消费者业务和企业业务的适应性需求逐渐背离

在2015年1月的采访中，惠特曼谈到，已经到了5年计划的第三年年末，她希望加速惠普的转型。此时，她已经意识到IT技术市场的变化速度之快，企业客户市场的变化速度比消费市场更快。她也知道惠普内部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业务：PC和打印业务，以及企业业务。惠特曼谈道：

这两大业务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消费者的业务（PC＋打印）是交易导向的，而企业业务则是以提供解决方案为主。不同业务针对的客户群不同，不同竞争对手也拥有不同的客户群、产品以及成本结构。

惠特曼进一步解释说：

企业战略急剧变化。惠普意识到他们的IT基础设施是脆弱和昂贵的。IT预算大幅下降以及以云端为基础的新型IT的出现，使得首席信息官（CIO）的工作变得充满挑战。如今，需要能推动业务发展的“解决方案”。虽然成本竞争很重要，但只有低成本战略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惠普通过将其服务、基础设施和软件业务结合在一起，帮助客户提升其基础架构的灵活性，降低成本。

惠特曼以一家欧洲主要银行为例：

这家银行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降低IT成本以增加其灵活性，并且越快越好！惠普对其基础设施进行诊断后推出了融合私有、混合和公共云的新基础设施。

此外，她还表示：“企业领导者想要的移动客户端需要从外部获取，但是这又会涉及安全问题。”

关于分拆的进一步打算，惠特曼表示：

分拆公司的宗旨不是要摆脱PC业务，相反，是要拆分成两个新公司。分拆后的新公司将会有不同的投资者（例如有些投资者会偏爱盈利良好的打印业务）和不同的资本结构。

惠特曼指出，两家新公司的DNA非常相似，都非常注重创新。对于为何选择留下企业业务，她表示自己喜欢该业务的快速变化和突破式创新，而且她聘请了迪昂·韦斯勒（Dion Weisler）负责运营新惠普公司（HP Inc.）（韦斯勒来自外部，在惠普已工作3年）。

一位惠普企业（HPE）高管的观点

自1995以来，安东尼奥·内里（Antonio Neri）一直是惠普的员工，目前是惠普企业（HPE）的企业集团（Enterprise Group，EG）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如前所述，2015年HPE的企业集团部门总收入达280亿美元，整个惠普企业的总收入为520亿美元，这也直接证明了惠特曼对行业动态的分析。他说：“惠普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所有的业务和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梅格过去常说，‘看！企业客户市场根本没有变啊！’但很快，她意识到它比消费者市场变化得还要快。”

他表示：“竞争对手正进行着巨大的改变。对于PC业务和成像打印业务，有联想、利盟、佳能、力科、施乐、三星等这些竞争对手，其中每一个竞争都需要采取具体的方法来应对。思科、IBM、联想、戴尔、EMC等竞争对手之间的联盟已经形成，而应对这些需要完全不同的经营战略、创新战略和市场战略。因此，当你以一致的方式看待它时，必须能够将这些战略进行，从而赢得竞争。这也是为什么两家公司专注于各自的市场是正确的选择。”

内里进一步解释分拆公司的原因，他说：“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进步迫使公司向解决云端对流动性、安全性要求所产生的大数据问题而转型。实际上，我们的业务组合要与每个人竞争，因此像惠普这种大规模公司其实很难做到同时与每一个人竞争。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和胜利，我们必须更加集中精力。”

内里补充道：“允许两家新公司自行分配资本用于各自的研发，有利于它们‘做专做深’，这是至关重要的。之所以分拆公司，主要是因为追求更高的灵活性、更快的决策，推动更多的创新、更加明智的资本配置，以及能够驱动更多的客户关系。而选择现在这个时间点分拆公司是因为从金融架构来看公司现在的情况更适合分拆。此外，公司的分拆将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因为当我们分拆后，应聘的人终于可以说，‘好吧，我不会去一家市值1000亿美元的超大公司，但我会去一家市值500亿美元的公司。’而且，它依旧是一家行业领先的大公司，只是业务更加集中。再往前看，如果再看惠普企业，它将不会再被视为PC巨头。”

从战略反脆弱性到脆弱再到反脆弱的转变

惠特曼和内里的评论表明，到2014年，惠普正处于适应能力的转变阶段，从潜在优势大于劣势的战略反脆弱性，向以消费者需求多变和高层管理人员战略领导能力日益薄弱为特征的战略脆弱性转变。

为了再回到战略反脆弱，新惠普企业（HPE）在四个转型领域进行战略部署。首先，建立一个结合云服务可随需而变的信息系统平台。其次，做好客户资产的保护，其中安全是很大的组成部分。再次，是建立工作场所的超高速联结，提高连接性和移动性。最后，针对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数据驱动的企业，分析数据帮助决策，帮助客户实现盈利增长。

安东尼奥·内里表示：“我们将所有的解决方案与这四个方面转变保持一致，其中大部分从服务开始。意思是，我们有一套专业的咨询服务，使客户能够集中于这些特定的转型领域。一旦客户给出自身在这些领域中的定位，我们将能够因地制宜给出相应的咨询服务，然后帮助它们在这些领域进行转型，当然也包括技术方面的支持。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销售技术。所以，这就是惠普企业进行业务协调的过程，但是就如何转变研发和进军市场我们还要建立企业文化，以便在这些领域保持一贯性。”

战略分拆的启示

关于企业业务进一步的战略意义，梅格·惠特曼说：

我们必须在打印业务没有现金流的情况下生存——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规范我们的现金流。

同时，我们也必须用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完成向新型IT的转变。

关于第二个挑战，她指出：

当涉及员工时，我们看中年轻一代员工的“早期职业经历”。除了在竞争激烈的硅谷，我们也将重点放在其他技术中心，如得克萨斯州、爱达荷州和中国。我们也在逐渐开始销售解决方案，这需要额外培训我们的销售人员。

关于EDS在HPE战略中的作用，惠特曼说道：

我们的企业服务团队习惯于较长的销售周期，对此我们必须改变一些基本的设定。通常，我们重点关注使用服务的“账户”，这将会使我们变得僵化。惠普所提供的企业服务无法共享交互服务，也不能根据客户要求的服务量快速进行人员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变迁，需要涉及人员规划。

当被问及希望惠普企业在5年内业务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时，惠特曼回答说：

我们将会履行我们的承诺：战略、技术、财务承诺。其中，财务承诺的兑现是关键，是兑现其他承诺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创造更高的市场价值。同时，我们也从“思想领导”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我们比竞争对手领先了3年，因为我们处于困境，而这是转型的催化剂。在某种程度上，惠普算是幸运的。

战略执行的必要性：增加跨业务合作

现今，范围驱动的战略整合变得越来越重要，惠特曼指出新企业业务面临的关键战略挑战是如何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能够汇集先进技术，同时减少企业客户IT成本。接着，她举例说明了惠普如何努力将SAP的HANA（一种创新的数据库方法）推广给客户：

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向客户询问他们想要完成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降低总成本。在这一点上，惠普和SAP之间的良好合作，实际上已经表明惠普领先于主要竞争对手。

然而，这又将取决于惠普企业（HPE）的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合作，这涉及风险以及每个业务的市场战略的维持，重要的是避免人们浪费太多时间抱怨合作困难。对此，惠特曼说：

这也是转型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以往擅长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分开销售。但是实践发现，将惠普企业（HPE）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市场对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来说是极为正确的。

范围相关的战略整合点案例：惠普企业对企业集团战略的执行

惠普企业（HPE）的企业集团（EG）员工数量为惠普企业的四分之一，收入占一半。利润方面也是有差距的，它的边际收益高于惠普企业整体的平均边际收益。例如，惠普企业的企业服务集团会涉及更多利润较低的IT外包业务，而企业集团（EG）则拥有利润率更高的技术服务。安东尼奥·内里指出，企业集团所在的市场容量超过2000亿美元。他说事实是，“我们的大多数客户都还是运行传统的IT技术。然而，随着新型IT的普及，市场将会经历巨大的转变。因为首席信息官（CIO）自身存在痛点，新型IT技术服务需要结合解决方案……这就是惠普所具有的独特观点，进一步引导他们进行转型。”

HPE的企业集团由5个全球业务单位构成：行业标准服务器（占了EG集团收入的49%）、技术服务（占收入的27%）、存储（占收入的11%）、网络（占收入的10%）、业务关键系统（占收入的3%）。除了全球业务部门之外，HPE企业集团还有另外三个地理区域（美洲、欧洲和中东，以及亚太地区），每季度有销售和服务团队提供财务业绩。销售人员中有客户经理、业务部门专家、内部销售和售前服务等多种角色。因此，如何更好地组织和部署这一销售力量来获得最佳回报，是HPE企业集团的一个重要议题。金融、人力资源、供应链、营销等典型功能模块发展的同时，企业集团还具有业务运作和转型的非典型功能。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主要是协调全球和区域的业务部，并提供相应的支持。

企业集团曾采用过以业务为单位的运营模式。全球业务单位制定长期战略、产品和服务战略，每年的销售目标，即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的销售由各区域和销售队伍完成。

在2015年年初，内里表示说，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企业集团优先考虑的是：“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有很多机会，那么相较于工程方面，我比较担心每项业务的前线部分，因为最终，我们需要和每一个客户对话，掌握客户的真实需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待客户的方式，可能还得去尝试以前不曾有过的方式和节奏。另外，工程的建设需要更长的周期，所以领导者必须在工程和前线两部分之间进行利益权衡，实现效益最大化。”

内里补充道，HPE企业集团一直需要找到能够加速增长的领域，如何简化流程，变得更加以客户为中心，降低成本。“因为我们每天都处于激烈的竞争中，总会有新事物的出现，适者生存，几乎没有多少企业能按照传统的方式实现基业长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吸纳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能带来新思想和新思维。”

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速度对惠普来说也非常重要。内里说：“由于市场的巨大变化，分拆是能够实现提升灵活性以快速决策的方式。另外，我们具备能满足客户需求所必需的资产和要素，但我们缺乏有效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因此客户可见的价值有限。”

目前，HPE企业集团为了提升帮助客户有效地进行大规模转型的能力，创造了一个内部新能力，以帮助执行关键战略变革举措，他们称之为“点燃”（EG Ignite）。

一种战略执行的新能力：EG Ignite的作用

2015年春天，安东尼奥·内里和阿伦·钱德拉（现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主要负责惠普企业（HPE）的企业集团的业务运作和转型）审查了该集团为期18个月的内部转型计划——EG Ignite的进展情况。15早在2013年秋季，惠普CEO梅格·惠特曼就曾向EG高层领导表示，该集团需要在几个关键领域进行转型，而对于一个营业额约280亿美元和拥有5万名员工的集团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快速转型。

EG Ignite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为大部分的转型举措提供了问责制和解决方案。Ignite的小团队（在2015年6月只有10人）成为这些关键举措的不同功能、业务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联结点，实时监督变化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由此，该团队能够管理大范围的日常事务。Ignite还负责辅助众多转型举措中的市场战略的调整，内里将市场战略的调整视为公司最大的机遇。他认为，虽然惠普积累了世界上最好的工程技术，但它缺乏销售经验以及良好的市场战略，这将严重阻碍惠普更具竞争力的前进。内里和钱德拉希望Ignite能帮助公司成功实现这一点。

Ignite关注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关键领域，同时消除较不重要的因素，并且相信20%的活动会带动80%的业绩。钱德拉将EG Ignite定义为能够改变议程的总体管理方法，具有变更业务优先次序、排序和整合的功能。

对于九大战略举措中的每一项，公司进行每周例会，会上进行财务审查，保持对每一事项的关注。

Ignite也是一个让全员参与的平台，但又不增加其额外的行政负担，这不是一个复杂的传统的轻量级项目管理办公室，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地方。

他还强调，Ignite必须对损益表的影响进行100%的量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以跟踪资金流的去向。当我们面对CEO梅格·惠特曼时，我们可以说，‘Ignite可以带来数亿美元的利润改善。’这在组织内将产生巨大的杠杆作用，改善的资金可为自下而上的战略调整提供支持。”

除了促进分拆期间HPE企业集团进行的大规模转型措施之外，EG Ignite是否仅仅是惠普暂时地解决转型相关问题的一种能力？或者它是否有潜力变成持续支持组织层面战略变革的能力，帮助HPE企业集团（EG）诊断和执行不同的全球业务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职能部门的战略举措，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梅格·惠特曼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战略领导力

在上任后，惠特曼迅速采取了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战略，将惠普的企业战略重点放在三个领域：云计算、安全与信息优化。公司拥有5大业务，并且深信每个业务都有成为优秀业务的潜力。然而，如之前指出的那样，惠特曼的战略聚焦决策，即将PSG和IPG放在一个执行机构下，导致打印机业务的部门主管维奥梅什·乔希离职。

当被问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领导力战略时，惠特曼表示说，她必须从“指挥和控制的方法”开始。例如，实验室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现在很多想法很可能来源于底层。基本上，她专注于在正确的时间以适当的态度为每个工作岗位安排最适合的人才：“当你找到合适的领导人时，组织会更安全，更具创新力，各种想法就会流动起来。”

关于自身战略领导力的优势和劣势，惠特曼说她擅长激励机制和战略，但需要非常细化的运营和财务管理人员来协助她创建相应的强制功能（针对后续的执行）。16

最近，一位外部的高管人员对惠特曼的战略技能给予了高度评价。17他说：“我认为这是她最好的战术之一，并且惠特曼很有战略性。一个非常有战略的人有理解细节的热情，这是难能可贵的。例如，在最近的一次审查中，展示的幻灯片多达76张，她会指着其中的一幅图上的一个点说，‘你说我们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下面的标志……但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迹象。我敢打赌，我们在这里（图上前面的一点）。’我们整个领导团队都觉得她说得有道理，这也间接显示了她敏锐的战略洞察力。”

加强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

惠特曼似乎想通过对5家业务集团的负责人进行必要的调整来打造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在2013年10月的分析师会议上，她提到她创建了一个介于在高级副总裁级和直接下属之间的新领导团队，同时基层员工中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前文中提到的外聘高管对此评价说，“我觉得她建立的这个团队是优秀的……他们不怕一起工作……我不是说他们不自我，没有利己主义……总之，他们是一群准备好进行互动的优秀的高管人员。”

2015年年初，在整合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问题上，执行副总裁安东尼奥·内里表示说：“这对我来说很正常的。我不是一个非常拥有共识的人，因此需要一个明确的引导。我喜欢大家在一起讨论，然后制定决策，共同前进。如果我觉得我们不能做出决策，那么我会及时喊停，因而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最终，作为领导者，我想营造一种能让人们做出决定和继续前进的环境。我经营着市值达280亿美元的业务，底下拥有5万名员工，所以我不可能无处不在。我来自分拆前的惠普，在康柏合并之前，我们用一种等级化的方式来进行快速决策，那时员工之间会有积极的对话，然后最终有权做出决策。”

最后，他总结说：“现在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公司，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每个CEO都有自己的举措和方法。普拉特是以共识为导向的，卡莉·菲奥莉娜也相对来说比较具有共识意识，但实际上她是一个营销驱动的人。马克·赫德是一流的，惠特曼则两者兼具。这是一个战略平衡问题，因为在当前，你必须快速行动，以速度制胜。”

总而言之，惠特曼似乎试图在新惠普企业中重新建立建设性对抗基础上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

“在一起更好”阶段的文化与战略

在企业文化方面，惠特曼已经指出，将个人系统业务（PSG）和成像与打印业务（IPG）合并为打印和个人系统（PPS）以及中央集权式营销功能的建立，将会改变惠普的运营模式。另外，她还介绍了一套衡量资本支出的新指标，认为这是与马克·赫德仅关注经营支出指标相比的一个重要变化，能够较好地保持战略和战略执行间的一致性。

关于企业软文化方面，惠特曼很快地集中精力，提升员工士气，对惠普的情况和她的计划更加开放和透明。另外，她还撤掉了行政办公室，取而代之的是员工之间的小隔间，并明令她的直接下属们在小隔间里办公，以改善沟通和加强团队合作。同时，她取消了特殊行政停车场，让行政人员与普通员工一样，使用公共停车场。这些变化成了惠普员工间的大新闻，提升了外人对惠普的好感度，并逐步提升了员工的士气。一位惠普内部人士说，“我觉得高管人员最终都留下来了。因为擅长细节以及善于沟通，惠特曼能够和一流的员工融洽相处。”此外，员工还谈道，虽然惠特曼同样拥有巨额的个人财富，但与前几任CEO相比，她更加平易近人。与惠特曼合作过的人指出，她是一个公开透明、会与员工频繁交流的领导者。

一位惠普的内部人士还表示，惠特曼已经明确表示过，她计划重新从内部提拔人员，并返聘了一些曾在赫德任期内离开的前惠普高管。除此之外，她还引进了新的成员。惠特曼上任后，一部分在赫德和李艾科任期内任命的部门领导人不久就离职了，剩下的人员在工作表现不达标后也相继选择离开。

2013年10月，惠特曼表示，接下来不会再有大规模的裁员计划，若想要每一项业务都能获得更高的预期效率，只能减少员工总数。员工调查结果也显示员工士气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让惠普再次成为一个很酷的地方

2014年7月，惠普曼在斯坦福大学的发言中强调，重要的是让惠普成为一个很“酷”的地方。18她指出，惠普70%的开发活动都是硬件设备，而之前李艾科试图将惠普转型成为软件公司，这一战略措施给惠普的业务系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她表示，恢复惠普的创新机制对于改变员工对公司的潜在印象至关重要。她也指出，在领导力方面，eBay等公司（在其创立初期）与像惠普这样的大公司相比要求大不相同。在eBay，所有的领导重心都在创新创造，但在惠普，这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沟通。

惠特曼从员工喜爱的方面改变惠普的企业文化，因而很好地提升了员工士气。当然，最能提高士气的事情当属经营上的改善，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惠特曼在2013年年末提出的新企业战略到底是有多好以及为何值得关注？

尚不是一个好的企业战略

2014年10月，虽然做了大量的努力，但“在一起更好”战略最终可能仍不符合良好战略的三个标准（见第1章）。第一，“在一起更好”的企业战略没有充分简化当下惠普所面临的战略形势上的复杂性，仍然不能界定当前困境的关键层面。第二，分拆决定也表明，“在一起更好”企业战略存在的潜在障碍如何处理还未有明确的指导方针战略。因而，第三，随后的政策执行行动如何设计尚未有清晰的方案。事实上，“在一起更好”战略之所以无法成为一个良好的企业战略，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导致消费者业务的环境自适应要求与企业业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从而使得惠普以规模和范围为基础的企业战略和相关的适应能力从反脆弱（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关的上升与缺点相关）变为脆弱（优势小于劣势的情况）。

仍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企业战略

惠特曼、高管团队以及董事会成员认为“在一起更好”战略还未足够令人信服，不足以激发大多数惠普高管人员（关键领导人）的强力执行。因此，为了使该战略更具有吸引力，惠特曼认为关键领导层必须觉得，该战略从长期来看对公司是正确的，能使公司更加敏捷灵活，以符合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最后，以上种种必将导致惠特曼和董事会决定分拆公司。

总体而言，在“在一起更好”战略阶段，惠特曼所做的努力缓解了赫德和李艾科时期遗留下来的冲突和混乱。同时，虽然战略转型执行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这些改进可能会使公司和它所承诺的方向背道而驰，这些行动尚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其承诺。

分拆后惠普企业（HPE）的文化和战略

如前所述，惠特曼之所以选择留在惠普企业（HPE），是因为她喜欢IT行业的特点。她还总结说，对于HPE未来的成功，最关键的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产品。正如企业集团（EG）负责人安东尼奥·内里早前宣布的，执行基于解决方案的战略将需要改变惠普文化中困难的部分——其运营模式——如何由以研发为主向以提供解决方案为主转变，以及进入市场后如何提供持续的创新解决方案。这将需要销售人员在接近客户方面做出改变，也需要开发一个更强大的绩效导向的管理模式。

改变销售队伍的运作模式

2014年年初，企业集团全球销售战略与规划高级副总裁托德·麦克劳克林（Todd McLaughlin）正式加入惠普，面临来自领导层的诸多考验：销售团队虽然不错但并不算优秀；团队设计过于以业务单位为中心；全球业务部门太过垂直和孤立；HPE企业集团的销售团队未曾进行过行业最佳实践；IT系统也在强调这一方面的改进。对此，麦克劳克林回应表示将与企业集团营销负责人吉姆·杰克逊（Jim Jackson）进行合作，并制定相应的战略议程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全球业务部门的销售团队将侧重客户效益。惠普的客户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此时企业集团对销售人员的要求发生改变，要求他们可以向客户介绍本公司将会如何帮助它们实现以下4个领域的转型：①搭建混合基础设施；②保护客户的数字化财产；③赋能数据驱动型组织；④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能够进行这些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销售代表必须能够以商业化的语言和行业通用的方式与客户交谈，而不再仅仅依赖于惠普产品的技术优势。

另外，麦克劳克林还关注在技术行业中所谓的公司永恒模式：如何完成从提供极具竞争力的高效产品到以技术解决方案为主的转变？同时，他补充道，企业集团点燃（EG Ignite）能力（见前面的方框内容）有助于推动该战略议程。其中一项是，EG Ignite为如何管理整个组织大规模变革出现的棘手问题提供了帮助。例如，销售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如何优化现有的产品组合。最后，麦克劳克林表示，作为一个整体，企业集团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对此EG Ignite进行了许多组织内和跨组织的讨论：

发展绩效管理导向

2014年，当乔纳森·休恩梅克（Jonathan Schoonmaker）成为企业集团人力资源负责人时，他深知推行人力资源指标的重要性，这是企业集团和惠普转变的关键所在。然而，他很快发现，虽然以往企业集团业务演化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他们仍会被赋予某些指标。同时，他也看到通过更加规范的绩效管理架构来发展高绩效文化的可能性。现今，最主要的挑战是管理者将绩效管理仅视为一种针对他们的人力资源实践，而没有看到它的价值和发挥主人翁精神。休恩梅克认为领导者和管理者确实需要转变企业的文化思维，但这一过程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休恩梅克也遇到了强烈抵触绩效曲线的情况，管理者不想去区分自己手下的员工，“他们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在绩效基础上拉开差距？我不能这样做。在这里的每个人表现都是最好的。’只要我们还在进行这些根本性的讨论，我们就不可能进一步推动高性能文化的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共识：“普通员工”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员工表现不佳，一旦员工被称为普通员工，意味着他将不会获得激励或升职的机会。现在公司大多数员工属于普通员工，而且他们对企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表现很好，我们需要他们。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人们真的认为这是不好的称号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门槛太低。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员工的这种想法，让员工觉得所有人都很重要，而且在推动高绩效的文化的过程中，普通员工也可以得到升职机会。此外，企业集团将会不断优化和提高其绩效评估体系结构的严谨性。

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EG Ignite能力，休恩梅克说：“Ignite助力我们聚焦于想要的关键人力资源指标和举措。同时，对执行过程以及执行经验的总结的纪律性审查也是难以想象的。”他补充说，“可能我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来理解这一点，因为我的第一反应是，‘关于这一内容，为什么我要与钱德拉会面？’它确实需要两三次会议来了解这一切的重点部分。现今，它也已经有了自己的轨迹。”钱德拉进一步解释了Ignite与人力资源部门的合作为何会非常关键，“人力资源是一个普遍的功能模块——一种横跨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的横向功能模块。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体系都会与人力资源有交叉。”将人力资源绩效指标整合到Ignite流程中有助于推动问责制。

休恩梅克和他的团队在下一绩效周期之前向所有领导人推出了一项名为“管理增长”的计划，包括一系列在线培训，旨在帮助管理人员更好地为推动高绩效文化提供资源和指导。该计划将指导领导者如何建立建设性的绩效机制，如何使用奖励机制，以及如何将绩效管理变成一个连续的过程。

人力资源管理也与麦克劳克林和销售业务紧密相连，他们合作培训销售人员讨论业务成果的思维方式，而不只是卖产品。休恩梅克和麦克劳克林也会一起参与招聘工作——与人事部门沟通，确保能找到所需的销售人才。

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

2014年7月，惠特曼在斯坦福大学高级经理人培训课程上表示，不断演化和颠覆式创新对于惠普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在研发上，这两家分拆后的公司都在衰退。她指出，研发是惠普的DNA。她给出了最新的创新案例——水冷式服务器，旨在提高客户的成本效益，创新之处在于将硬件移植到应用程序，并开发出效果与激光打印相同的墨水打印器，以期将墨水打印引入企业。她提出，“如果让人们做本能上的事情，它们就会自主发生”。她还表示，希望惠普实验室成为一个专注于颠覆式创新的团队。19

在2015年1月，当被问及惠普的研发实验室时，惠特曼表示，每个新公司都会有自己的研发实验室，惠普公司（HP Inc.）也将会有自己的研发部门，因此将会更注重企业自身的创新；

“我去研发实验室，看到他们在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这是非常神奇的。如果我拥有1美元，我就会想把它花在研发上。”

安东尼奥·内里证明了拥有30年资历的技术员工马丁·芬克（Martin Fink）在设计和创新议程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的研发重点是12个为期18个月的循环以及高端研发。马丁从事的是高端研发（18～36个月），然后也有可能为3～10年……每当我们一起旅行时，包括与梅格一起时，我们就会讨论这些事项。”

另外，内里感受到了来自董事会成员的参与热情，包括一些非常强大的技术人员，雷·奥兹（Ray Ozzie）发明了世界领先的企业级通信互联网平台——Lotus Notes，著名的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k Andreesen），通用电气的前首席信息官（CIO）加里·雷纳（Gary Reiner）以及甲骨文前任总裁雷·兰恩（Ray Lane）。例如，内里说：“两周前，我做了一份关于未来产品的演示报告，这对董事会和技术委员会来说是非常酷的。当你带领着两位领导每天围绕该产品热情工作时，你会发现这非常有趣，你将会为惠普拥有这些人而感到高兴，因为你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这将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量。”在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方面，虽然惠特曼加大了各方面的投入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但其平均研发支出在她任职期间仍然只占总收入的4.5%左右。另一方面，虽然有相关惠普企业（HPE）的人员声称业界对革命性技术的关注已有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惠普企业真正开辟了以变革创新为基础的新商机。

梅格·惠特曼与董事会的互动

对李艾科快速聘任和解雇的棘手后果

当惠特曼在一次会议上被问及董事会在李艾科任职期间有何过失时，惠特曼说：

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一样优秀。CEO必须决定董事会真正该介入的内容，董事会能做的主要事情是他们是否愿意支持CEO，还是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新的CEO。李艾科在惠普任期已达9个月，期间他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计划，所以得到了董事会的支持。但当计划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董事会发现也许这项计划并没有那么切实可行。我认为这对董事会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就惠普的前进战略而言，我认为他们做了一项开明的决定。20

惠特曼阐述：

“我不是在说董事会不应该因为惠普近年来发生的事情受到指责。管理公司不是董事会的职责，它是管理层的工作职责。董事会的工作首先是选择CEO，确保该职位在正确的时间获得合适的人选。最后是监督已决议战略的执行。”21

收购Autonomy的惨痛后果

可以肯定地说，收购Autonomy以及随后出现的问题再次对惠普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惠普公司在支付了110多亿美元后，起诉Autonomy，声称他们在被收购时伪造了相关财务数据以夸大其价值，因而董事会招来一片骂声。惠特曼捍卫了董事会，所有董事会成员都被随后的股东投票通过。不过，雷·兰恩作为董事会主席决定辞职，另外两名董事会成员也一并离开。随后，董事会成员拉尔夫·怀特沃斯（Ralph Whitworth）被任命为临时董事长。

到2013年有所改善

在2013年重组之前，董事会似乎在领导力发展方面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所以任命第五任CEO时，惠普不一定需要外招人员。凭借董事会的支持，惠特曼在其高层行政人员中组织变革，旨在发展下一代领导人。一位董事会成员说：“董事会翘首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下一代管理层。”22

在2015年1月，当被问及与董事会的关系时，惠特曼回忆起她在eBay与董事会的相处经历。她说：“董事会需要的是有方向和规则的企业发展之路，而寻找这条道路是一个优秀的CEO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看来，惠普董事会与其CEO之间的互动已具建设性。将惠普分拆为两家独立公司的战略决策，即每个子公司都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将对这种建设性互动的稳健性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总结：梅格·惠特曼对惠普成长的贡献

2014年10月以前：主张“在一起更好”战略

截至2014年10月，惠普股价已回升至每股约32美元，仍然远低于在马克·赫德阶段的最高值（每股54美元），但高于刚换届时的价格（每股23美元）。与此对应的是，在惠特曼任职期间，惠普的市值已经从466亿美元提升到了613亿美元。投资者似乎对惠特曼接管后公司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惠普的发展渐渐步入正轨。

展望2014年，并不是所有的进展都顺利，消费者导向和企业导向业务的收入和利润均下降。根据帕卡德三大原则，这些负面的定量结果似乎表明，惠普为客户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力正在减少（第一原则）。另一方面，公司的竞争似乎更侧重于外部，而不是内部（第二原则）。最重要的是，惠普必须更加清晰有力地将重点放在技术创新领域，以确保正在进行的技术创新在未来能做出重大贡献，而企业导向业务与消费者导向业务相比在这些重点领域有很大的差别（第三原则）。高管人员和董事会对这一点的认识必将大力推动公司进行分拆。

所以总体来说，对于“在一起更好”阶段，惠特曼为了巩固惠普的发展所进行的各项举措，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惠特曼的任职经历无疑将载入惠普发展史册，因为她见证了一个大公司一分为二的过程。

在2015年1月，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惠普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惠特曼回应说：“惠普仍然有一个工程文化，依然是一家专注于技术创新的公司。两个子公司也将继续延续这种工程文化。”而在2014年10月，惠特曼又被问到分拆后的两家新公司是否会继续保持原惠普的发展宗旨。

2014年10月以后：一分为二

那么，在实施“在一起更好”的战略长达3年后，为什么梅格·惠特曼和惠普董事会拆分惠普的决定是正确的？本章中的分析表明，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新框架，来研究在高度动态环境下运营的多业务公司的战略领导力面临的战略整合挑战。

惠特曼初到惠普时，作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业务的大规模企业，惠普各业务均面临着不同的行业变化。例如，在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业务中，客户越来越多地利用数码技术来分享图片，而不是直接打印出来，同时PC（惠普的优势业务）的使用量也减少了，增加了对移动设备的使用（这方面惠普不具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越来越多地将需求转向IT服务（云计算），并且更加需要IT供应商为其提供集成的解决方案。这些行业层面的变化大大降低了惠普这两大业务之间的互补性，同时企业业务的复杂性增加。

因此，截至2014年10月，李艾科的战略分析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这意味着两大业务之间的积极协同作用变得更小，而且公司分拆的负面协同效应远低于预期。因此，到2014年，惠普面临的战略整合的挑战已经超越了战略领导力的问题，该公司现在过于追求战略整合，无法将其引向脆弱的适应能力。

此外，到2014年，惠特曼的战略行动已经使这两大业务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均表现得比3年前要好。在2015年期间，惠特曼继续保持变革，在10月份宣布将裁掉28000～33000名员工。因此，分拆后的新公司能够更好地独立追求盈利增长，即使其规模缩减对于企业创业仍然是艰巨的。在某些方面，惠特曼的战略举措证实了本书作者伯格曼教授的观点，即公司的规模本身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一定是评估其业绩和前景的最佳方式；相反，公司规模对于评估企业在其成长轨迹中某一时刻的战略和相关战略领导力的有效性比较具有解释力。这种见解，若放到惠普的案例中或许能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公司规模的减小可能会比扩大更有益于公司的长久发展。

此外，两家公司的分拆似乎与股市保持一致，股市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循环周期，在这个周期中，战略聚焦的公司受益相对较多。这有助于解释许多公司分拆现象，例如，PayPal从eBay中分拆出来，以及投资者在思科分拆云计算和解决方案业务所面临的压力。鉴于此，赛门铁克（Symantec）剥离安全业务以及EMC剥离VMware业务的举措，23看起来也许并不奇怪。对于分拆惠普，与2011年李艾科时期的负面反应相反，惠普股价在2014年10月发布分拆声明后反而上涨了5%以上。

然而，到了2015年，惠普的总收入持续下降（2016年约为8%）。由于新闻报道和分析师对分拆的战略与财务影响的重点关注，惠普股价已从2015年1～2月的41美元下降到10月底的约27.50美元。那么，分拆战略对于未来惠普成长有何作用？展望未来，人们重点关注分拆后的新公司是否处于更加健康的状态，以及能否像普拉特那样在完成测试测量业务分拆后成功创立安捷伦公司，惠特曼通过将惠普分拆开来，将释放出两家新公司的创新潜力，将两位创始人的传奇创业与创新精神重新注入惠普，并且被世界各地的业内人士和观察家所铭记。

2015年年底的尾声与新的序幕：继续成长过程，惠普可否王者归来

2015年11月1日，蓄势已久的惠普分拆战略生效了。惠普公司连续在各大报纸发布公告宣布“史上最大的公司业务分拆”，分拆成新惠普公司（HP Inc.，主营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和惠普企业（HPE，主营面向企业客户的业务）。广告展示了戴维·帕卡德标志性车库的全页彩色图像，以及同具标志性的帕洛阿尔托的蓝色天空。大开的车库门展示了两位创始人开发其第一款产品的工作室。公告中宣布，“曾经开创硅谷的公司又要重新创造历史了。”

惠普公司（HP Inc.）

惠普公司继续使用原惠普的公司Logo，并宣布“将创造个人系统和打印技术，旨在为每个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在上一财年中，新惠普创造了约530亿美元的收入，雇员数为5万多人，带来了大量的自由现金。据预计，惠普公司的投资者将会得到足够数量的股息分红，但其CEO迪昂·韦斯勒计划在研发上加大资金投入，以提升公司的创新能力。

创新仍是关键，惠普公司的打印业务（其高利润几乎完全依赖于其特有的墨盒产品）能否避免像柯达那样的灾难性衰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柯达此前的收入主要依赖于电影而不是照相机，没能及时估计数字摄影时代的到来（1972年就已经发明照相机）。

为消除疑虑，迪昂·韦斯勒在网站<re/code>上发表的题为“领导力改变我们的未来”的机密备忘录中，指出惠普创始人解释了为何决定为3D打印上建立独立的业务部门：“随着我们的第一个3D打印产品满足了商业可用性，我打算创建一个新的3D打印业务部门和卓越中心，就像比尔和戴维在需要创新和捕获惠普新市场机遇时所做的一样。然而，除了3D打印，惠普公司将需大力提升其在移动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以便在全球不断变化和成长的行业中迅速占据产品-市场地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惠普成长过程的重要性看，尽管许多人曾经批评卡莉·菲奥莉娜收购康柏（见第6章），但现在必须清楚的一点是，这次收购为惠普公司在PC行业奠定了强大的产品-市场地位，否则按照它原先的规模是无法与联想、戴尔、宏碁等在全球市场中竞争的。事实上，在2016年，惠普公司的PC业务在全球范围内名列第二，仅次于联想。PC业务面临的挑战也是创新的快速迭代，创造差异化的客户感知价值的同时严格控制创新投入成本。

总体而言，惠普员工创造的人均利润接近100万美元，如果惠普有能力推出创新产品与服务来维持和重新获得行业领先地位，那么可以说明无论行业如何变化无常，惠普公司似乎都能处于潜在的强势地位。

惠普企业（HPE）

惠普企业创建了一个新的公司Logo，并宣称“通过提供世界上最全面的企业IT解决方案帮助各种规模的企业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上一财年中，惠普企业创造了约530亿美元的收入，雇用员工数达到252000人。与新惠普公司不同，惠普企业无法带来大量的现金流，惠普企业投资者的股息可能会少一些，但新公司的增长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为实现卓越的增长水平，惠特曼和惠普企业的高管团队已经开始为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新型IT做准备。

有时，外部观点有助于突显公司所面临的战略挑战。一位曾参与新型IT开发的惠普企业高层为此提出了重要的见解。24

云计算：自下而上的发展

在2015年年初，这位执行官指出，惠普正面临重大的技术转变，这些转变颇具意义。在传统企业的IT方法中，单片系统是基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但在云端，微服务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模式上。例如，奈飞（Netflix）建立了很多小型服务，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系统，很多决策发生在较低层次。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IT方法转变需要相应地转变个人和组织行为。例如，试图销售这种新类型系统的销售人员必须认识到，为了达到2亿美元的交易，他们可能得先从一个5000美元的交易开始，这是一个概念性证明的过程。换句话说，云技术需要以更小规模运行的能力，较小的产品演化速度更快，项目更小，要求的实验次数更多。这就是奈飞、亚马逊、微软的工作原理。

应用程序设计接口（API）激发创新

这位高管还观察到，一种被称为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的创新开放平台，允许人们在开放式硬件架构和开源软件之上自由创新，开发系统、产品和服务。例如，优步增长之所以如此之快，是因为它使用清晰的API组装小部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搭建具有预定义API的微服务器。因此，它可以做到快速连接和断开服务，并且不需要集成，预定义的API可以非常有效地提供以上服务。

总之，这位高管说，正如惠普在客户端服务器转型期成功变成微软系产品的供应商一样，现在它必须进入云端行列，学习微服务器、自下而上系统机制、小粒度，通过API构建一切，从不同的模块组合快速组装系统。而且，在云业务单元搭建好的那一刻，该单元就应该不存在了，因为一切都将是云计算，最终将不需要云业务单元，但这需要组织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转型。

2015年下半年出现新的战略挑战

在2015年10月下旬，惠普企业（HPE）决定放弃其在2012年推出的公共云产品——Helion。25据报道，惠普已经意识到，在私有云技术并帮助企业客户将公共云服务融入其IT基础设施方面将有更大的机会。26有意思的是，惠普企业的高管将管理重点放在了公司的硬件业务上，这一举措凸显了惠普企业首先是一家硬件公司。随着各主要竞争对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新战略举措，如IBM越来越多地关注高端咨询服务，戴尔最近收购了超过650亿美元的存储器巨头EMC，惠普企业未来将会面临各种新的战略挑战。

如本章前面所述，惠普企业的高管人员已经意识到企业业务的复杂度将会不断提高，对此，公司已经为解决相关的战略挑战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推动惠普企业持续成长的基因

一位外聘的惠普前高管对此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即为何惠普能够再次有效地引导目前正在进行的企业转型。

更好地聆听客户

他说道：“我曾经问过一个顾客，‘你为什么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位客户毫不迟疑地说，‘你听我说……’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惠普是一个能真正倾听客户需求的企业，惠普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吸引顾客的方式……惠普的核心产品品质值得信赖，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质量偏差。如果你是惠普的客户，你知道它生产的是优质产品，即使有时并不是第一，但它的产品是好的。”

惠普企业（HPE）与主要客户一起共同成长

根据这位高管的说法，惠普成长基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惠普需要与主要的大客户共同成长。“如果你是那些大客户的其中之一，你能做什么？你能对惠普说我已经不再喜欢你了，我们现在打算从一些创业公司购买吗？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惠普和这些客户基本上可以说是绑定的。你一旦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会觉得惠普高管和客户方高管之间的意见一致是非常正常的。客户可能会说我们会投诉你，但是我们不会放弃你。只要惠普尽力而为，我们就会和你合作，也知道你会尽全力，因此这就形成了业务的可持续。”

惠普企业（HPE）能否快速行动以维持共演

根据惠普企业前主管的说法：“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说是我们竞争的动力。我不知道惠普是否要在一年内来完成，也有可能是3年或5年。我们在前进，但竞争对手同样在前进，而且我认为我们不会比竞争对手更快。对时间的敏感性分析在这里至关重要。”

他说：“当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会面临破产，但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主要客户的需求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客户会说，‘我们需要马上进入云计算市场，我们已经为提供云服务支持做好准备。’但是，接着客户又会说：‘不，我们想从小规模的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POC）开始，然后再尝试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可能持续两三年才能真正实现实际意义上的推进，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产品。”

延伸公司分拆的战略逻辑

2010年5月，梅格·惠特曼和原惠普企业董事会决定分拆惠普企业（HPE）中大部分与2008年收购EDS相关的技术服务业务，并计划将其与计算机科学公司（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合并，由此新惠普企业的员工数量瞬间减少了大约10万人。另外，新惠普企业的业务将会主要集中在软件、服务器系统、网络和存储硬件上。同时，该公司将保留一些技术服务业务，为其软硬件产品提供技术支持。27

显然，惠特曼还在继续努力将惠普企业（HPE）的战略变得更加聚焦，减小公司规模，以提高其适应能力，并将它引入一个新的、更有前途的方向。与还在以收购存储器巨头EMC来扩大企业规模的戴尔相反，惠普企业的战略目标是缩小企业规模。最近，公司股价对惠特曼最新的战略举措似乎有了正面的回应，在惠特曼发布最新企业战略公告后其股价上涨了近11%，收盘价为每股18美元。28

尾声：一个好消息

与竞争对手相比，更善于聆听客户的需求，与主要客户共同努力，并且以比当前技术发展所需的速度更快地发展，一定仍是继续确保惠普公司（HP Inc.）及惠普企业（HPE）满足戴维·帕卡德成功的第一条原则（做出重大贡献）和第三条原则（为发现新的技术领域做出贡献）的重要基础。

如果两家新公司的高管人员也都能够维持帕卡德的第二条原则，即维持更专注于外部而非内部竞争的战略领导力文化，两家新公司都可能继续成长。这三大原则曾指引了惠普创始人成功完成了多次企业转型，相信它们还将有效指引新惠普的成长。

本章是基于罗伯特·伯格曼于2016年3月发表的《解决多业务企业战略整合挑战：从‘在一起更好’走向‘一分为二’》，研究论文系列第3397期。




        

第10章 公司成长：为什么战略领导力重要

从这里走向永恒？

很少有公司能够成功地自我转型哪怕一次。正如我们在第2章到第9章中所看到的，惠普在77年的历史中已经进行了6次转型，目前正在经历第七次。

在卢·普拉特、卡莉·菲奥莉娜和马克·赫德担任CEO的任期结束之后，惠普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公司——“新惠普”，与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最初成立的、约翰·杨带领进行第一次变革时大不相同。测试测量业务（T&M）已经从惠普剥离（由普拉特剥离）。在企业计算系统市场中，惠普特有的硬件（PA-RISC）和软件（HP-UNIX）能力也几乎消失（在约翰·杨领导的阶段开发，在普拉特任期内由于英特尔32位架构的推进而成功，成为行业标准服务器和操作系统）。基于Wintel的PC和服务器业务（在普拉特支持下，菲奥莉娜主导收购了康柏，在赫德任期中进一步优化）得到了扩张，从而影响了IT服务业务的显著扩大（在菲奥莉娜支持下通过并购康柏/DEC得以实现）和增长（由赫德收购EDS）。成像和打印业务（由杨发起，得到普拉特、菲奥莉娜和赫德支持）继续盈利增长，尽管近年来市场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惠普的网络业务得到极大扩展（赫德支持惠普的自有网络业务，并收购了网络巨头3Com）。

2014年10月，在梅格·惠特曼担任CEO的第三年里，她将公司分拆为两部分，完全改变了惠普。其中惠普企业（HPE）专注于面向企业的技术和市场，继续由梅格·惠特曼掌舵；惠普公司（HP Inc.）则专注于面向消费者的技术和市场，由迪昂·韦斯勒担任CEO，梅格·惠特曼担任董事会主席。

随着惠普收购或剥离业务，其人员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拆出安捷伦公司后（在普拉特阶段），数千位秉承公司原有价值观的长期员工也因此离开了惠普。同时，各项重大收购（在菲奥莉娜和赫德阶段）也使惠普多了超过20万名新员工。新的惠普必须面对动态的外部环境——不同的客户、竞争对手、供应商、互补者、分销渠道等，这些都与过去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在2016年年初分拆成两部分后，惠普企业（HPE）和惠普公司（HP.Inc）将会借助第七次转型延续惠普成长的卓越历程。

问题是什么

令人困惑的是，新的“新惠普”（New New HP）是否仍然是原来的惠普？或者，创始人的惠普仍然是新的“新惠普”的一部分吗？而且，惠普现任CEO梅格·惠特曼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创始人的惠普之道推动公司前进？这类问题大多是被怀旧情怀所激发的。

公司已经自我转型了六次，整合了包括康柏（康柏已经合并了Tandem和DEC）、3Com和EDS（仅列出最大的）等不同企业文化背景下的20多万名员工，却计划在2015年剥离上万人员，因而将惠普的今天与过去联系起来似乎没什么意义。

更有趣并且深入的问题是：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据豪斯和普赖斯记载，比尔·休利特曾抵制三次转型，戴维·帕卡德则某种程度上反对几乎所有这几次转型，这又是为什么呢？1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开始关注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即惠普的组织适应能力在第二个阶段（从1957年开始）形成之后，就超出了单个创始人的控制范围，即使CEO任期延续也是如此，这与本书（第1章和第2章）提到的战略制定视角的内部生态相符。与此同时，第3～9章也阐明了惠普历任CEO在塑造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条件以及利用成长机会获利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鉴于此，惠普不断演变的战略制定内部生态与CEO所发挥的战略领导力相结合，被视为“惠普之道”中最持久的一部分。这种组合形成了反脆弱的适应能力，使公司能够在半个多世纪内继续利用环境动态性。然而，在两个关键阶段上，内外部动态环境的威胁致使惠普多业务组合面临战略整合挑战，超出了公司战略领导力和CEO（卢·普拉特和梅格·惠特曼）的掌控范围，于是他们选择将公司分成两部分。

历任CEO在惠普成长中的作用：同理心研究方法

建立CEO绩效评价的基准：资本市场中的表现

上市公司股东对于组织独立性的支持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反之，这种支持取决于高管人员持续保障股东获得足够回报的能力。如第2章所述，股票市场的强劲表现主要来自帕卡德、休利特、杨、普拉特和赫德任职期间，相对不足的情形则出现在菲奥莉娜和李艾科任职期间，尽管仍高于保持惠普独立性的临界值。2016年分拆后，梅格·惠特曼（惠普企业CEO）和迪昂·韦斯勒（惠普公司CEO）面临着延续资本市场良好绩效的挑战，以维持两家新公司的独立性，确保持续成长。股票市场的绩效取决于内外部环境动态性的相互影响，以及历任CEO所采取的战略行动。更重要的是，上一位CEO采取的战略行动对他／她的继任者所经历的股票市场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例如，在卢·普拉特担任CEO之初，他从计算机和打印业务的战略投资中受益匪浅（约翰·杨在任期间的决策），马克·赫德则充分利用了卡莉·菲奥莉娜制定的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企业战略。所以，尽管资本市场绩效可以作为一个基准评价CEO对惠普成长所做的贡献，但是还需要全面地评估和比较其履行战略领导力关键任务的方式及其任职期间公司战略领导能力的发展。

评价历任CEO战略领导力的绩效

第3～9章突出了惠普历任CEO在任职期间面临的内外部动态背景带来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CEO试图在这些环境动态性允许的范围内运营。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得很有效率，带领公司转型，创造一系列新的关系使之在任职期间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保持。其他人则跌破了这些底线，最终转型失败，致使任期提前结束。然而，他们都竭尽全力履行公司领导的责任，有效地灌输大多数员工，使他们相信惠普比想象中更厉害。正如卡莉·菲奥莉娜指出的那样，一个尊重其下属和机构的领导者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绩效能在其卸任后持续2。硅谷的一位杰出执行官较好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惠普是“硅谷真正的符号，不知道为什么担任惠普CEO的工作就像是在做公共服务”。

通过执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开发惠普战略领导能力，CEO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戴维·帕卡德提出的三大成功原则：（1）致力于做对客户有价值的重大贡献；（2）与外部对手开展有效的竞争，而不是搞内部竞争；（3）持续搜索可以做出重要贡献的新技术领域。这些原则能够减轻帕卡德对“单马车”陷阱的忧虑——即使一辆能够使用百年之久的马车（单马车）也会在瞬间骤然瓦解。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历任CEO和管理团队已经满足惠普持续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能够持续地做出客户所重视的重要贡献，为股东创造充分的价值，这样他们便愿意继续支持公司的独立性。

目前，在梅格·惠特曼和迪昂·韦斯勒的领导下，新的高管团队正在努力应对动态、信息化的行业环境，在加速融合的浪潮中努力保持领先。如第2章所述，面对这种动态环境，公司的适应能力可能会从反脆弱（潜在优势大于潜在劣势）转变为脆弱（潜在劣势大于潜在优势），从而引发规模和成长问题。如第1章所述，公司规模被视为成长过程的副产品，并在公司制定最佳战略和调整最优组织结构的过程中重新定义合适的企业规模。这可能使公司在其增长轨迹的特定时刻选择减小公司规模，以维持适应能力，并在不同战略方向上发展新的增长途径。战略目标则是维持公司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力，实现持续成长。这些因素促使惠特曼在2015年决定将惠普分成两部分，并且在2016年通过剥离大部分的技术服务业务来缩小惠普企业（HPE）的规模。如果两家新公司能够继续满足支持企业成长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想必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从天堂回来时一定会非常高兴。

通过同理心比较的方法，前面章节阐述了历任CEO如何领导惠普获得持续成长。面对前者留下的路径依赖，这些非创始CEO还是完成了工作。虽然这并不新鲜，但战略领导力文献中却对该问题关注甚少。因此，由于CEO是塑造公司未来的代理人，他必须设法理解公司的过去对未来的限制，并在任职期间采取战略行动减轻这些限制，保持反脆弱的适应能力。

最后章节的目的

在阐述战略领导力对公司成长的重要性时，为了尽可能避免过于武断的结论和同义反复，最后一章首先回顾了公司成长的悖论及其条件，以及CEO面临的形势。随着问题的解决，本章再次强调CEO的关键作用及其驾驭过去和推动未来的能力，并简要概括历任CEO如何开展战略领导任务、发展公司战略领导能力的四大要素以维持惠普的形成过程。

鉴于此，最后一章结合了惠普的成长历史（第2章）和历任CEO对该过程（第3～9章）做出的不同贡献，由此发展出一个公司成长和CEO战略领导力的演化框架。这个概念框架基于同理心的方法，说明了长青公司的战略领导力需要跨CEO的社会学习过程。这为新创公司以及打算创造、经营或管理长青公司的CEO和董事会提供了实用的工具。结论部分强调了本书对战略领导力研究产生的一些独特见解与启示。

再述公司成长的悖论

第3～9章提及的数据强烈支持着这样一种观点：惠普的成长历史是一个有些凌乱的过程，它可以被缩短，或者可能存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指引公司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些数据也证实了第2章所讲的“公司成长的悖论”；也就是说，惠普的成长进程将继续下去，因为它从未被锁定在其产品-市场环境中，并且能够避免戴维·帕卡德非常担心的“单马车”陷阱。同时，在惠普发展成长的这个复杂多变的过程中，它必须保持对客户有重要的贡献，并为股东提供足够的价值以保持独立。

既无偶然也无必然

第3～9章中描述的惠普发展过程也为解决第1章提出的两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提供了基础。4第一个问题是，惠普77年来作为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其存在是一个成长过程抑或仅仅是随机发展的结果？5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惠普是在成长过程中得以生存，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历任CEO优秀的战略领导力，抑或是得益于优势累积的过程？6

关于第一个问题，惠普的长期形成过程很可能不是随机过程的结果。假设惠普的6次企业变革是独立事件，每次企业转型成功的可能性为50%，那么连续6次成功转型的先验概率只有1.5%左右。当然，也可能是惠普连续六次都很幸运。然而，强有力的数据表明惠普一系列的成功转型很可能不是独立事件；相反，每个转型至少为其持续成长创造了一些积极条件。同时，也没有必要接受目的论假设，即鲜有证据表明惠普的成就是一个事前愿景和宏大战略驱动的过程。相反，每个CEO及其管理团队都谨记帕卡德关于战略领导力的三项原则，在满足惠普股东要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保持公司独立性，不要让其被收购。

此外，未来的CEO未必能够保证惠普今后的成功。事实上，对公司77年历史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后，就难免担心普拉特期间对突破式创新投入的大幅减少可能会导致内部生态中的创新能力萎缩，两家新公司可能会经历很长的研发周期才能产生突破式创新，尽管两位现任CEO都明确表示要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资源。

关于第二个问题，尽管并不能否认惠普凭借产品-市场地位累积了一定的优势，但这些累积优势尚不能控制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动态环境（例如，得益于投资回报率、网络效应、胜者为王的战略动态）。在惠普众多业务中，即使是非常成功的打印机业务也无法达到与其他公司相同的主导地位，诸如福特（T型车）、柯达（化学摄影）、宝丽来（基于化学的即时摄影）、施乐（大型基于化学的复印机）、IBM（大型机）、DEC（小型计算机）、英特尔（PC微处理器）、微软（个人电脑桌面操作系统）、Blockbuster（视频零售商店）——正如公司形成悖论所表达的那样，这可能是其持续适应力的关键。（这也对诸如谷歌、Facebook、奈飞等当下的主导企业提出了有趣的问题。）

一方面，缺乏对外部动态环境的主导性使公司高管敏锐地感知战略需求，对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保持警觉，并在其现有产品市场上大力竞争，即不断追求产品-市场地位与核心能力之间的匹配，提高环境适应力并有效竞争。另一方面，公司的创业文化以及它广阔的技术基础也促进了新的商业机会的出现，促进了新能力的发展，使公司有可能不断发展。

影响企业成长悖论的条件

惠普的成长过程取决于三个互补条件。第一，惠普大部分时间在所谓的混沌边缘（edge of chaos）运行（见第1章附录二、第2章）。这意味着公司在其历史上运行过程中，面对很多外部环境的压力有助于保持自组织的活力，但过多的压力可能会招致混乱。就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而言，惠普尽可能避免形成过于专业化的独特能力和太过主导的产品-市场地位，以免囿于能力陷阱或位势陷阱（并导致共演锁定）7。正如豪斯和普赖斯指出的那样，惠普“很少会被一个中心产品所定义”。8反之也表明，历任CEO避免分配太多的资源去最大限度地适应现有的产品市场，这会使其冻结在短暂的最佳状态下，而对于未来的变化应对能力不足，同时也避免将太多的资源分配给可演变的能力，因为相关的混乱可能已被证实会对公司造成致命的伤害。9

第二，与此相关的是，豪斯和普赖斯报告指出，戴维·帕卡德抵制了惠普所有的转型方案，休利特只积极地推动了一个变革。他们会问：“公司如何能做到经常变革？”他们的答案是：“秘密就是，如果那些标新立异的人能够论证出积极的结果，他们将会给予巨大的力量来推动变革的成功。”10正如第2章所述，这证实了惠普战略领导力的运作方式与企业转型的基本理论相一致：在公司高管全面支持转型之前，需要在内部生态中进行试验和筛选（参见第1章中介绍的计算机、打印机和网络业务发展的故事，并在后续章节中的进一步阐述）。11

第三，历任CEO能够基本保持惠普的反脆弱适应能力：面对环境的改变，惠普在大部分时间里潜在上升空间（积极变化）大于潜在下降（消极变化）。12产品-市场机会增加，潜在的优势也随之增加，这可以从各种核心业务之间的战略互补性（例如，他们对供应商议价能力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的复杂性（例如，惠普与主要客户建立了相互依赖关系的特殊的方式）等方面来解释。关于战略互补性的一个例子是，尽管PC业务的利润空间很小，但马克·赫德维持了这部分业务，因为他认为PC业务是高端服务器、存储和网络业务的副产品。马克·赫德理解了业务部件之间的战略互补性。他认识到服务器产品、存储产品和网络产品分别占PC零部件比例的80%、34%和10%。在需求激增时，惠普与零部件供应商的强大议价能力可以抑制零部件价格的上升，而当需求放缓时，惠普的议价能力又为其获得较低的零部件价格提供基础。关于企业内部的复杂性，惠普固有的传统是倾听客户的声音，拥有提供优质产品的能力，由此造就了惠普与客户之间长期依存的信任。

另一方面，在梅格·惠特曼的CEO任职期间，当惠普需要面对不同核心业务之间巨大差异性的要求，它险些失去强大的适应能力。降低的业务之间互补性（降低了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和高度增加的企业内部的复杂性（由需要高度集成解决方案的企业客户驱动）为企业战略领导力创造了可能过大的战略整合挑战。有鉴于此，惠特曼决定在2015年将惠普分成两部分，并在2016年进一步分拆惠普企业（HPE）。

再述CEO面临的现有环境

第3～9章表明，惠普继任各位CEO的表现受到机会和情况（不可避免地与连续性相交的偶然事件），以及其前任留下的东西与相关路径依赖的显著影响。13揭示这些CEO面临的外部环境，并展示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突出了战略领导力的重要性。记录路径依赖关系的顺序以及后续CEO是如何解决路径依赖问题，减轻了对于过度确定和重复性的担忧，战略领导力在维持企业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路径依赖的挑战

创始人之后，惠普CEO中的每一位CEO都没有从头开始，相反，他们必须准备好处理他们前任遗留的东西——未解决的战略领导力挑战，反过来又为他们的继任者留下一些未解决的挑战。此外，前任的战略行动往往限制了此任CEO最初采取的战略行动。

需要重申的是，约翰·杨从创始人那里继承了一个运作模式，并没有为惠普在计算机行业内起到战略推动的作用。卢·普拉特从杨那里继承了复杂的操作模式，并从创始人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压力，使其更接近传统的做法，尽管对于已成为惠普主流的计算机系统业务来说，这并不奏效。卡莉·菲奥莉娜从普拉特那里继承了一个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运作模式不成熟，以及掺杂了核心价值观文化的复杂公司。马克·赫德继承了菲奥莉娜的运营模式，这个模式需要在商业化计算机产业中提升纪律和记录准确性。李艾科从赫德继承了一个具有很多压制性冲突的、分裂的组织。在赫德被迫退出后，李艾科对公司未来的战略方向提出怀疑时，组织的冲突可谓愈演愈烈。梅格·惠特曼继承了这样一家公司，很多观察者诸如李艾科，都感觉到公司处于失去了相关性的边缘，或者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其相关性，而且她迄今为止的努力一直专注于为惠普做出显著贡献提供新的基础，承诺维持公司成长的过程，即使这需要将公司分成两部分。

战略领导力利用路径依赖

然而，惠普每一位CEO都试图利用他或她的战略领导敏锐度来利用路径依赖：减轻其中的某些限制，并将其他方面转变为企业转型的力量乘数。

再次重申，约翰·杨能够克服惠普分散的计算机开发的历史，从而使公司转为一家主要的计算机公司的进程。普拉特利用微软英特尔的历史动力，将惠普转向基于行业标准的计算方向。卡莉·菲奥莉娜克服了创始人家庭的巨大阻力，创造了惠普在行业标准计算行业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规模和范围。马克·赫德接受了历史上被忽视的网络业务——他的前任实际上试图出售这项业务——并将其转变为惠普主要的新增长机会。李艾科通过彻底拒绝惠普过去的行为，过早地宣布分拆公司。梅格·惠特曼首先为惠普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带来了新的表现，然后才真正掌握了李艾科的战略眼光，并将公司分为两部分。

超越多元决定论和同义反复：战略领导力的重要性

虽然公司的成功，比如寿命长久，往往是多因素决定的（有许多变数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不清楚哪些是决定性的），第3～9章已经记录了战略领导力是如何应对前任CEO战略行动留下的路径依赖和未解决的战略领导挑战，以及它是如何引导惠普的公司变革以及帮助惠普平稳地连接不同的阶段的。这些章节记录了路径依赖的体现和利用战略领导力克服它们的时间顺序。虽然，这种不断的连续——遵循连续企业转型中战略领导力之后的适应——并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因为在本书所观察的范围内，没有由于战略领导力缺失导致适应力失效的情况发生，它为战略领导力是公司成长关键的解释因素而不是无谓的重复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

CEO的战略领导力：不可或缺的作用

鉴于企业成长的悖论和CEO永远面临的存在形势，CEO需要做什么才能更好地掌控企业的命运，以及他或她自己的职业命运？豪斯和普赖斯将CEO比作催化剂和反应物，并做了有趣的区分14。比喻是合适的，因为催化剂引起化学反应，但不被它消耗；反应物是被消耗的。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惠普的转型过程中显然是催化剂，马克·赫德也是这样（他也被消耗了，但是由于个人问题）；约翰·杨的例子是有争议的；卢·普拉特、卡莉·菲奥莉娜和李艾科最终成为反应物；梅格·惠特曼，到目前为止，已经能够被称为催化剂。尽管惠普每个CEO面临的环境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公司发展的命脉。如果对此没有信心，CEO就难以有效地运作公司。

为什么需要战略领导力

这本书提出，战略领导力有利于帮助历任CEO获得和维持对惠普命运的控制力，尽管并不能够总是控制好自己的职业命运。战略领导力与影响企业成长的力量和如何管理依赖、影响这些力量有关。15对领导责任的战略视角表明，为了克服路径依赖性，CEO必须要了解影响他或她对公司未来愿景的力量，还要回顾这些力量中哪些要素对于公司过去的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现在仍在运作，以及有可能会限制新愿景的实现。这件事做起来比听起来更困难，因为CEO自然倾向于展望未来，在企业背景中发展自己的职业，在高科技行业尤其是这样，并且会武断地认为这些都与企业的过去无关。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企业重新定位战略行动的自由度往往受到他们之前路径依赖的严重制约。

惠普在77年后仍然存在，并且还能够实现多次转型，这表明其历任CEO——作为一个集体——已经能够掌控公司的命运。虽然所有这些CEO都应该因能够成功维持公司成长过程而被祝贺，但很明显的是，这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本可以缩短或者驱使公司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而且，很明显地，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会让他们失望。鉴于此，似乎有理由认为，包括戴维·帕卡德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将从更仔细地审视“我们想成为谁”的逻辑，以及更彻底的反思、检查“我们（已经）是谁”的逻辑中受益。

这实际上也表明了与戴维·帕卡德在他最近的演讲中的一个重要分歧：“向后看没有意义。我们所有的挑战都在我们面前。我想我们应该专注于展望未来”。16对未来需求与过去遗产明确对峙，将会激发新CEO对于所面临的初始状况影响，以及对战略领导中关键任务的必要变化、有效地预测和应对与能够塑造环境动态性路径依赖相关的战略领导能力进行公开和敏锐地考虑。实际上，在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市1990年8月15日的同一篇讲话中，帕卡德还表示，关于消除在约翰·杨任职期间创造的官僚结构的必要性，“我们会找到一个可以在这个环境胜任的人”17，这向观众发出信号，即使杨将惠普历史模式与新阶段计算机运营模式有效结合，使得计算机战略获得成功，他也有可能被扫地出门。回想起来，如果真的有一场关于如何从过去到未来的辩论，杨和帕卡德都会更好。

长寿企业的战略领导力是一个学习过程

如果没有相关的讨论、高管和董事会之间的辩论，组织学习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辩论需要时间，数据收集、分析和准备都需要时间，时间总是稀缺的，数据往往很难得到。

然而，理所当然的是，新CEO通过展望未来和回顾过去来重新定义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和调整企业战略领导能力的关键要素获得的思想越清晰，他们就会更容易、花费更少的时间从辩论中得出结论，并且在一个新的公司战略背后重组组织。考虑到这一点，接下来的两节将简要概括和评估惠普的历任CEO如何实际履行战略领导的关键任务，以及他们在任期内如何根据对初始条件和内外部动态的了解，发展公司战略领导能力。

惠普历任CEO如何执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

从战略钻石模型得到的启发

第1章讨论的战略钻石框架有三个特征。18第一，它整合了战略管理文献中所谓的定位学派和资源观（有时会认为实现竞争优势会有不同的基础）；第二，它整合了战略的制定与执行（在战略管理中往往被视为单独的问题）；第三，它提出战略领导力描述了第1章所谓的内部选择环境（内部选择环境能够帮助组织应对外部选择环境）。战略钻石框架有助于界定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①制定公司战略，尤其是对于企业想要成为赢家的业务（并确定获胜手段）；②将公司定位在产品-市场环境中，使其独特的能力与该定位相匹配，反之亦然，以达到竞争优势；③使公司的战略行动与公司战略相协调。

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例如惠普在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环境，战略钻石变成“橡皮筋”（rubber band）模型框架，因为产品-市场地位与独特能力之间的关系（橡皮筋）以及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之间的关系开始在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压力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需要根据不断演化的动态环境重新定义关键的战略领导任务。

那么惠普历任CEO将关键任务执行得如何呢？

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

戴维·帕卡德（最强烈）和比尔·休利特作为创始人CEO从战略钻石模型角度为执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制定了卓越准则。受到斯坦福大学导师鼓励的惠普创始人战略性地将其初创公司定位为模拟测试和测量（T＆M）设备的领导者。惠普在产品开发中将真空管转换为晶体管，随着集成电路的应用，他们也将其公司定位为数字T＆M产品和系统的领导者。开发数字能力的结果就是惠普也（几乎不情愿地）成为计算机产品和系统的崛起的竞争者。然而，这导致了企业战略（创始者所理解的）和战略行动之间以及产品市场定位与独特能力（三种不兼容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之间的差异。

约翰·杨

约翰·杨通过发掘根植于计算机科学的新颖独特能力（例如招聘乔尔·伯恩鲍姆），以及将战略行动与战略相结合（例如支持PA-RISC的发展），在制定惠普的统一计算机战略和实现小型计算机的第三大产品-市场地位方面实现了较大的成就。然而，他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他改变惠普运营模式以适应计算机业务的发展而努力组织一个更大、更多样化和更复杂的公司，但这却遭到了创始人的抵制。杨还支持惠普早期开发的最终成功的打印机业务（由迪克·哈克本推动）。虽然杨在CEO任期内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财务业绩（尽管惠普股价在其任期结束时大幅下滑，导致了戴维·帕卡德的愤怒），但他的努力的成果主要是由他的继任者收获。总的来说，他应该在执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方面得到很好的评价。

卢·普拉特

卢·普拉特任CEO的早期部分受益于约翰·杨关于计算机和打印机的战略行动的滞后效应。普拉特是值得称赞的，他简化了惠普的组织结构以充分重视惠普的三大业务，包括简化PC和打印的战略执行方面，从而帮助惠普实现了强劲的财务业绩。然而，普拉特的主要战略缺点是：①当英特尔开始主宰HP-PA时，没能有效地制定服务器和工作站战略，并将英特尔作为开发64位架构（Itanium）的主要技术合作伙伴；②没有为服务器和系统业务制定获胜战略，从而使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在基于UNIX的部分业务中抢占先机；③没能有效地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和威胁。首要的问题是，普拉特认为惠普不应该有一个企业级的战略，而是试图用像通用电气那样的方式来管理惠普，但是并没有将惠普发展成为有像通用电气那样的企业战略领导能力，也无法保留惠普的企业投资组合中的测试测量业务。与此剥离有关的是放弃乔尔·伯恩鲍姆的有关测量、计算和通信（MC2）未来的企业战略意图。因此，尽管惠普在他任期内财务业绩表现强劲，但普拉特在执行公司战略领导力关键任务方面应该得到较低的评级。

卡莉·菲奥莉娜

卡莉·菲奥莉娜在普拉特放弃公司层面战略后，试图采用投资组合战略方式，以实现具有巨大差异性的众多惠普业务（87项业务，包括强有力的总经理和损益责任）的协同效应。她继续受益于惠普在打印机业务中强大的产品-市场地位，但面对日益商品化的PC业务和相对薄弱的企业产品-市场地位。

无法在高端企业咨询服务（收购普华永道的尝试不成功）中创造强劲的新增长绩效，她在Wintel的商业化PC和服务器业务中追求规模和范围的战略，收购了康柏。这大大加强了惠普在个人电脑中的产品-市场地位，并帮助公司在行业标准服务器（ISS）中达到了首屈一指的市场地位。然而，在执行这个战略时，她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她对公司施加的复杂的前端/后端组织结构没有奏效。此外，她无法强制实行成本控制，以满足商业化业务的严格的运营要求。再加上迅速恶化的财务业绩，对卡莉·菲奥莉娜执行战略领导力任务的评级是一般。

马克·赫德

马克·赫德建立在菲奥莉娜制定的企业战略的基础之上，并且执行得很好。较早意识到惠普的成本上升速度快于其收入，他非常专注于降低成本并增加管理问责制。在他任职期间，惠普在PC和基于行业标准的服务器业务方面都具有了排名第一的产品-市场地位，在支持惠普技术和产品的服务中获得了更强大的产品-市场地位，并（因为对3Com的收购）成为计算机网络的主要参与者。然而，对EDS和奔迈的并购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收益，而他硬朗和短期导向的管理方法在公司员工中分歧很大。此外，他并没有让惠普在云计算和移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大力削减研发支出。赫德在任期间的意外离职使得难以对其任职期间的绩效增长进行明确评估。不过，对于赫德任内的惠普短期业绩给予非常好的评级似乎是公平的，但是对于惠普的长期成功的评级是介于一般和好之间。

李艾科

李艾科担任惠普CEO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打算为惠普制定完全不同的公司战略；那就是他想把惠普变成一家领先的企业软件公司。这个企业战略与之前的战略如此不同，以至于股东完全不懂，在他担任CEO期间，惠普市值减少一半。李艾科推动惠普去收购英国软件公司Autonomy，结果价格出奇高，后来导致惠普在法庭上受到质疑，并产生了大量负面的新闻报道。鉴于此，他履行关键战略领导力任务的评级为低。

梅格·惠特曼（2011～2015年）

在李艾科引发短暂的混乱后，梅格·惠特曼在任职期间的前三年内稳定了公司。她坚信，惠普的业务组合通过提供全面的企业基础设施提供解决方案，为公司能区别于其他公司提供了基础。19因此，她不仅在PC、服务器、服务和软件业务方面坚持捍卫惠普的产品-市场地位，同时力争在云计算、安全及大数据方面赢得更多的产品-市场地位。

她还指出，惠普正在努力优化在她前任CEO任期中所获得的资产，包括处理分析公司Autonomy提供的非结构化数据的突出能力。20结合2014年年底之前大幅改善的财务业绩，她执行战略领导关键任务的评级值得被评为非常好。

惠特曼和韦斯勒（2015年以后）

由于惠普在2015年11月1日一分为二，两位惠普CEO现在面临着在各自公司履行战略领导关键任务的挑战。惠特曼和韦斯勒都面临战略领导力的挑战，重新定位各自的业务，以支持独特的能力赢得产品市场的地位，确保战略执行与战略制定相一致，并继续支持公司的创新能力，确保企业未来的长久发展。记住帕卡德的三个成功原则可能有助于他们做到这一点。

历任CEO战略领导力绩效之间的关联

综上可知，创始人之外的每位惠普CEO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领导力关键任务的遗留情况，同时还要根据他们面临的动态环境采取关键战略行动。这样一来，他们同时也为继任者留下悬而未决的挑战。表10-1提供了在CEO任期初始条件、关键的战略行动、变化的环境以及每位CEO（直到马赫·赫德）在任职期间面临的未解决的挑战方面的概述。

表10-1　CEO之间的初始条件、战略行动、变化的环境和未解决的挑战的相互影响的概述——同理心视角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Lecture Material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2013.

历任CEO如何开发惠普的战略领导能力

与每个CEO相关的未解决的挑战（见表10-1）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每个人在任职期间制定和使用了战略领导能力的4个关键要素：①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②管理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③平衡战略资源配置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④管理与董事会成员的动态互动。

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

一个足够强大的战略领导力体制，能够充分利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为高层管理人员及时处理即将到来的环境变化的信号，以及挑战当前企业战略的创新举措提供最佳机会，从而最终能够维持企业成长的进程。那么惠普CEO在任职期间采取和发展怎样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呢？数据和分析再次表明，创始人之后的每一位CEO都面临着历史遗留的问题，即他们的前任是如何塑造了惠普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在自己任期内发展他们自己的战略领导力体制之前，需要考虑到历史遗留体制。此外，虽然战略领导力体制框架确定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体制，但这仅仅是用于表征每位CEO引领公司的发展方向。如果有的话，这些不同的类型很少能够完全准确地描述现实。

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

帕卡德和休利特的惠普之道表明了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地位作为惠普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没有放弃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地位，这已经成为传奇。然而，尽管有许多陈词滥调试图表征它，但创始人的建设性对抗的战略领导力体制仍然不为人所理解。众所周知，豪斯和普赖斯称之为“一种好奇的领导风格”。21如上所述，他们指出，帕卡德（一位“脾气坏的人”）和休利特（“一个热心者”，但通常很少抛头露面引人注目）抵制了惠普最初的大部分变革。然而，他们最终支持这些大多数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豪斯和普赖斯还注意到，帕卡德和休利特是在“创业”这个词变得流行之前就创业的，他们经营而不是管理；他们主要以小的方式进行沟通（有时涉及象征性的行为，如在野餐中发放牛排）；而且他们是决定性的，很少重新做出决定。22因此，谦虚、创业精神和坚定的结合似乎最能体现他们的战略领导力体制。

约翰·杨

与创始人相比，我们从许多消息来源认识到，约翰·杨有些冷漠，不那么平易近人。杨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惠普新兴计算机业务的强势的自上而下领导者，他的战略领导体制显然是一个“步调一致”模式；但他将这与持续的建设性对抗相结合，允许在创新打印（迪克·哈克本）和网络（威姆·罗兰茨，直到被动员起来修复RISC项目）以及T＆M（比尔·特里）业务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总的来说，杨在任职期间很好地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结合起来。

卢·普拉特

卢·普拉特合群亲切，平易近人，性格更像惠普的两位创始人，深受员工的喜爱。然而，普拉特完全放弃了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地位，除了保留企业价值观和目标的管理者，并强烈依赖惠普各种业务的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他在任职期间创造了一个随波逐流型的战略领导力体制。一个有点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普拉特忽视自上而下的领导实际上让业务领导者几乎完全集中在短期业绩上，而牺牲了长期创新。总体而言，普拉特在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方面获得了相当低的分数。

卡莉·菲奥莉娜

作为惠普第一位来自外部的CEO，卡莉·菲奥莉娜来惠普前已经是个引人注目的名人了，她的个人风格与创始人在任职期间所体现的低调谦虚的生活方式并不相符。她也没有在创始人创立的战略领导力体制中成长。当她勇敢地尝试创造一种新的惠普之道时，她觉得在普拉特放弃企业战略后，她不得不采取更多的中央战略方向（她希望惠普“从一群独奏家转向真正的乐团”）。因此，她任职期间的战略领导力体制成为一个“步调一致”模式。然而，像网络业务中的约翰·布伦南这样聪明的高管也能够进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总体而言，菲奥莉娜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获得了一般的评价。

马克·赫德

同样来自外部的马克·赫德是一名相对不太知名的高管，有着在较小的NCR公司运营公司、实现财务目标的经历。他继承了一个具有相当明确的企业战略的惠普，但执行纪录不佳。他迅速采用了一个“步调一致”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就是要求业务高管控制成本。如果他们采用了有利可图的增长模式（例如个人系统集团负责人托德·布拉德利），但他也压制了不同声音，在他任职期间很多优秀的人才离开了公司。总体来说，赫德在整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方面表现一般。

李艾科

另一位外来高管李艾科，将带有布朗运动特色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带给了惠普。几位消息人士称李艾科非常明亮但非常冷漠，他非常偏爱自己的公司，却难以与他的高管沟通，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剧烈地改变公司战略感到前途无光，因此离开了企业。总体来说，李艾科在整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方面表现很差。

梅格·惠特曼

梅格·惠特曼在李艾科动荡的任期间担任董事会成员。为了稳定公司，她表现出了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将公司聚焦于企业云计算、安全和信息优化领域。她还看到惠普在其每一个主要业务领域都取得优异成果的机会，并要求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做出必要的改变。与此同时，由于消费者和企业业务的互补性下降，她面临着企业复杂性增加、企业战略整合挑战日益增长的状况。基于第9章对几位高管的评估，她在试图创造一个再次能够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地位的制度方面值得给予优秀的评级。

管理文化与战略的动态互动

设法使一个良好和令人信服的战略与相匹配的文化（运营模式和核心价值）结合，在整个公司创造有效执行战略的承诺，从而最终能够维持企业成长过程。那么惠普CEO们如何管理战略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呢？数据和分析显示，创始人之后的每位CEO都面临着一种传承的情况，影响了他们在自己任期内管理战略与文化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

在帕卡德与休利特担任CEO期间，惠普令人信服的推动仪器业务发展的战略，和高度兼容的运营模式及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相互作用，清晰地表明了公司高管和全体员工的承诺。这促使他们有力地执行惠普的企业战略。然而，随着公司进入计算机业务，创始人坚持维持原有的运营模式，导致新公司战略与现有惠普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约翰·杨

虽然杨的新计算机战略基于目前公司面临的动态环境也颇具吸引力，但是惠普文化的难点——分区运营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强制执行新电脑所需的业务战略不符。杨因此面临着文化与战略之间的冲突，这要求他要利用作为CEO的权力去压制一些重要的高管越来越多的不满。与此同时，惠普的非计算机业务仍然运行着传统的惠普文化战略。这造成了不能放任不管的文化精神分裂症。随着不满的增长，帕卡德最终迫使杨任期内的各项业务回到了更接近惠普公司的传统经营模式。

卢·普拉特

在杨退休后，新CEO普拉特遵守戴维·帕卡德的规则，尽可能重新执行了惠普的分散运营模式。虽然普拉特有效地执行了杨制定的计算机和打印机业务战略，但我们也看到他不愿意明确企业战略而留下了太多的争议空间：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威姆·罗兰茨和贝卢佐）在确定公司战略方向时出现了不健康的内部竞争程度。讽刺的是，帕卡德的干预破坏了他三个关键原则中的第二个（避免内部竞争）。在普拉特的任期结束时，惠普剥离了其传统的T＆M业务，这些业务最能体现传统的惠普之道，而成为一个随波逐流的组织。

卡莉·菲奥莉娜

在历史上第一次从外部招聘CEO，对卡莉·菲奥莉娜的任命震撼了惠普留下的传统文化。她努力恢复和振兴“车库”的精神，但讽刺的是，她的不协调的个人风格与这种勇敢的努力形成了严重的冲突。收购康柏后，她还试图将惠普从一个面向高端企业服务的初始新企业战略转向了专注于商品化PC和服务器业务规模和规模的企业。菲奥莉娜因此引起了创始人家属的愤慨，并且给惠普带来了一群与公司有很大不同的心态和行为康柏高管。虽然基于规模和范围的企业战略根本是健全的（考虑到惠普正试图取得成功的商品化背景），该组织的很大一部分并不被广泛认为是引人注目的，菲奥莉娜任职期间的文化相互影响在组织中产生了混乱。

马克·赫德

另外一个来自外部的CEO马克·赫德也接受了菲奥莉娜的规模和范围化的企业战略，并进行了强有力的执行。赫德的咒语——伟大的公司可以同时保持增长和削减成本——对惠普的员工施加了无情的绩效压力。它将员工分成可以接受赫德绩效模型的人员，以及那些不愿意或不想这样做的人员。许多新员工被带入与赫德类似的会员级别，以代替长期的惠普经理（惠普老员工称之为“迷你标记”23）。马克·赫德改变了运营模式和传统的惠普核心价值观，由此产生的战略文化相互作用造成冲突，与杨担任CEO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不同，但以更为显著的方式发生，也涉及核心价值观、运营模式的变化。

李艾科

另外一个外部聘请的CEO李艾科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惠普的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我们的数据表明，他的激进新颖但让人不明白的企业战略，加上他不确定怎样的运营模式支持该执行怎样的战略，导致了公司的混乱。

梅格·惠特曼

梅格·惠特曼在“在一起更好”期间，似乎为公司带来了新的战略和文化和谐，重新帮助公司建立了信用体系。现在，她和迪昂·韦斯勒必须分别在惠普企业和惠普公司维持这种状态。

平衡适应性与可演化性的战略资源分配

在战略上平衡公司资源配置，优化与现有产品市场环境的配合，同时通过进入新的产品市场环境来保持其发展的潜力是战略领导能力的第三要素。那么惠普CEO如何管理这些平衡工作呢？数据表明，创始人之后的每一位CEO都面临着需要遵守的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遗留情况，才能制定自己平衡这两个主要战略增长力的方法。

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

在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任职期间，惠普的资源配置在适应性和可演化性方面都是平衡的。这在某些方面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原始的T＆M仪器产品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并且在竞争对手不得不面对的产品市场环境中创造出独特的优势，公司的财务成功使其能够维持惠普将大约10%的收入用于研发（没有过少是避免竞争对手赶上，没有过多是为了让营销、销售和制造跟上）。在这10%中，9%用于适应相关活动（6%用于维护现有产品，3%用于产品扩展），1%用于可演化性相关活动，例如调查潜在的突破性贡献。24

约翰·杨

约翰·杨新面向计算机的企业战略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因为惠普进入这个快速增长的产品市场是相对较晚的，并且面临着强大的根基深厚的竞争对手，特别是IBM和DEC。然而，与此同时，杨在各计算机部门重新分配了研发资源，但并没有减少T＆M企业的研发费用，从而保持了可扩展性的能力。他还能够在惠普的水平上为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维持重要的研发分配，最重要的是持续投资于快速增长的创新激光和喷墨打印机业务。

卢·普拉特

然而，在普拉特担任CEO阶段，我们却看到了适应性和可演化性的潜在损失。适应性更成问题，因为普拉特遵循瑞克·贝卢佐的建议，将惠普越来越多地推向基于Wintel的商业化PC和服务器产品市场环境，面对来自戴尔、康柏等企业的激烈竞争，通过与英特尔合作（Itanium），降低了对于公司的专有PA-RISC/UNIX等公司专有的计算产品的依赖。此外，他还开始减少研发费用占惠普收入的百分比，这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演变能力。事实上，除了打印机业务和网络业务是在杨的任期内开始的，惠普没有开创出具有突破性的新业务。

卡莉·菲奥莉娜

面对普拉特留下的较弱的PC和服务器产品市场环境，卡莉·菲奥莉娜主要针对惠普的大部分资源配置来改善配合，特别是对康柏的收购。她持续削减惠普的研发投入在销售收入中的占比。

马克·赫德

希望利用菲奥莉娜实现的PC和服务器产品市场环境中的改进的资产，同时也面临着她相对较差的执行状况，赫德重新进行资源分配，以求最大化地适应。利用网络业务过去的创新，赫德通过投资（如收购3Com）来提升惠普的网络业务，提升了惠普的可演化性，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赫德还将持续减少研发投入在销售收入中的占比。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削减大部分涉及管理费用，对以服务为导向的EDS的收购，使得分母（收入）大大增加，但这些减少可能会对可扩展性产生负面影响。

李艾科

李艾科作为CEO的任期太短，没有直接影响到适应性或可演化性；然而，自主权获取可能会推动公司的演化性发展。

梅格·惠特曼和迪昂·韦斯勒

在将惠普分成两部分之前，惠特曼似乎决定采取长期的观点，并且正在追求一种战略资源配置模式，似乎意图重新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她指出，她本来并不是想在本季度或者是今年才搞定公司，而是试图用从容的方式把这个公司重新打造成未来几十年的卓越公司。她看到了惠普在工程和创新方面的实力，因此，她开始增加研发支出，尤其是在企业业务方面。尽管花费相对较少的金钱，但她希望能够赢得竞争对手。25在拆分公司的时候，CEO迪昂·韦斯勒表示，他将利用惠普公司的现金产生能力来增加收入的百分比，达到老惠普在上一年度的3.1%的水平。26

管理与董事会的动态互动

第1章提出了一个框架，表明CEO追求良好和令人信服的企业战略，与正常运作的董事会进行互动，为维持企业成长过程提供了最佳的支持体系。那么惠普CEO如何管理这些动态互动呢？数据显示，创始人之后的每位CEO都面临着前任管理董事会关系的遗留情况，而这种遗留的状况影响了自己任期内的动态互动。

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持续到约翰·杨和卢·普拉特的任期）

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创建了一个典型的创始人董事会，动态互动是建设性的。毫无疑问，这些创始人主导了与董事会的互动，而且持续到约翰·杨担任CEO的阶段。当时的董事会主席帕卡德最终成为主要的决策者，与CEO建立了破坏性的关系，CEO面临着为惠普计算机业务定义和实施新的运营模式的挑战，并管理了在惠普的计算机战略的10年转型期。帕卡德最终强迫杨再次遵循更传统的惠普路线，并且没有要求杨退休时留在董事会。

普拉特任期早年，帕卡德仍然担任惠普董事会主席。随着帕卡德和休利特的退休，创始人的董事会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普拉特时代，CEO和董事会之间的互动已经从纠正中演变而来，董事会试图帮助普拉特将惠普的投资组合（安捷伦的分拆）重组，更具破坏性的是，随着董事会对CEO失去信心，他们强迫普拉特退休。

卡莉·菲奥莉娜

与功能障碍董事会的破坏性相互作用成为菲奥莉娜任职期间的规则。她因康柏收购相关事宜而与创始人家属的挫败战斗，她的任期内惠普财务状况疲软，以及她拒绝任命首席运营官，都加剧了董事会对于她非惠普的名人风格的反感，并导致她被解雇。

马克·赫德

在马克·赫德担任CEO的首年，董事会的持续功能障碍变得清晰，这种借口的丑闻干扰了他引人注目的企业战略并产生了破坏性的互动。在看似转向的情况之后，不幸的是，互动再次变成破坏性的，这一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赫德的个人可疑行为导致了他被解雇。

李艾科

面对他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惠普的企业战略和自豪的领导风格，新CEO李艾科和董事会之间迅速出现类似的破坏性互动。

梅格·惠特曼

自2011年年底以来，前惠普董事会成员和现任CEO梅格·惠特曼似乎已经能够使她和董事会之间的互动正常化，并使其再次具有建设性。

表10-2提供了惠普CEO制定的战略领导能力的关键要素的总结。

战略领导力如何推动企业的成长过程：一个演化框架

结合惠普在连续时代和企业转型方面的历史的整体过程概述，在第2章中有介绍，由于惠普CEO对该流程的不同贡献，在第3～9章中记录，并在本文中概述，为提出企业成长过程的演变框架和历任CEO的战略领导力提供了基础。

提出的框架反映了在惠普历史上第2章首次引入的混乱的演化过程中，理论上的努力可以看出的系统模式（见图2-1）。这表明，企业成为一个依赖于历任CEO能力和意愿来维护和利用公司内部生态战略的过程，履行战略领导的关键任务，发展战略领导能力，帮助公司保持领先于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动态，并继续满足企业成就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要重复一点：公司成长需要做出基本贡献的能力，这些贡献是由公司不断发展的客户群所重视的，为股东创造足够的价值，从而为公司的持续独立提供支持。如果在遵循全面战略规划的规则和CEO模式作为最高理性的参与者过程中有战略领导力的话，也是很少。相反，该框架表明，激发企业成长过程的战略领导力涉及跨CEO任期的社会学习过程，而且隐含的CEO所面临的存在形势也是本书所采用的同理心的方法。

公司成长过程的演化框架

诸如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等，公司的创始人通常首先确定与自己独特能力直接相关的商业机会，并确定他们认为可以开始服务或服务更好的新的或不适当的现有产品市场，而不是制定公司战略（记得比尔·休利特的音频振荡器，一个可以卖55美元，而竞争对手的设备每个成本为200～600美元）。但是最终，他们至少要制定一个初步的企业战略来执行战略领导的关键任务。这样做决定了公司的未来，将其定位在其独特能力支撑的目标产品市场环境中。这创造了连续性：外部的（例如与主要客户建立关系）和内部的（例如，开发支持产品开发的具体工程能力）。随着公司的发展和成熟，创始人也为公司的战略领导能力的关键要素创造了连续性。例如，在他们担任CEO期间，休利特和帕卡德成立了公司的战略领导力体制，公司文化的硬的和软的部分，适应性与可演化性之间的资源分配规则——都包含在惠普之道中——还有董事会的组成和运作的规则。27

创造战略决策的内部生态

企业家型创始人能够超越自己原有的产品-市场定位和独特能力的时空限制，创建一个长寿的公司，并通过创建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带来他们的初步成功（当然他们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旨在利用创始人创造的创业机会，并与现有的公司战略相关联，而且还可以追求与非创始人的员工相关的新的可行的创业计划，如果成功，将会需要修改现有的公司战略。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的种子，使得历任CEO的战略领导力能够延续公司成长的过程。这是由豪斯和普赖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叙述独立证实的，其中详细记录了截至2008年的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合作的，但也有时是竞争性的、创业性的、战略性的举措以及组织中多层次的领导力活动。

公司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随着成长与发展，公司经历了一系列阶段：很多时候行业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则只是渐进变化，系统各方保持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外部环境动态的微小变化可能仅需要对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进行调整，并且在特定阶段对战略领导能力进行调整，但重大转变将驱使一个阶段最终结束，并引发企业的转型需求，从而转变为新的阶段。每个阶段跨越的长短、经历的困难可能有所不同，也许涉及不止一个CEO。28

企业变革与战略领导力

创始人和历任CEO不能完全预测公司在其外部生态系统中将面临的由于环境动态性引发的偶然性。例如，集成电路的出现使得惠普的测试测量产品（从阶段2开始并在阶段3继续）成为可能的仪器控制器。随后，集成电路的进一步发展使惠普的仪器控制器变成计算机而最终需要企业进行一个更加戏剧化的企业变革（在阶段4）。这种企业变革对CEO来说构成了艰难的战略领导力挑战。重要的是，豪斯和普赖斯表示，休利特（三次）和帕卡德（每次）最初都反对惠普的转型，再次独立地证实了企业变革的根本论点。也就是说，成功的变革可能已经在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中经历了实验和选择的过程。

惠普的历任CEO如何执行关键的战略领导力任务，开发公司在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动态方面的战略领导能力，为提出企业成长的演化框架奠定了基础（见图10-1）。

图10-1中呈现的企业演化框架显示了外部环境动态性（公司不断发展的行业生态系统）以及内部环境动态性（公司不断演变的战略制定内部生态），以及它们如何通过CEO的战略领导力（通过重叠战略钻石框架代表）。更具体地说，CEO制定的企业战略和执行这些战略的战略行动，将塑造公司在外部环境下产品-市场地位的演变，在内部背景下的独特能力的演变，以及他们是如何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的。以战略领导力为中介的内外部环境动态的这些相互作用构成了大多数看不见（对于外部观察者）的底层和会产生覆盖大多数可见（对于外部观察者）时代的混乱过程，以及企业成长的变革。

企业成长过程的这一演化框架意味着，一方面，没有CEO能够完全预想到超越自己任期的公司的未来，同时他们也在努力为未来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历任CEO意图维持公司的成长过程，不可避免地是由他或她的前辈遗留下的资产和相关的路径依赖性开始的，然后有机会将公司的未来塑造成新的方式——创造与新的偶然事件相交的新连续性——这将成为他或她的继任者的遗产。面对动态的内外部环境，公司在将其过去变成未来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仍然是持续关注的问题，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公司所有CEO所面临的一部分。

CEO的战略领导力推动公司成长过程

企业成长过程的演化框架如图10-1所示，是开放式的，只要历任CEO执行关键战略领导力任务，并符合三个成功原则（戴维·帕卡德阶段提出）的方式发展战略领导能力以及CEO应该帮助维持该公司超越自己任期的能力的意图（从卡莉·菲奥莉娜阶段采用）。

对战略领导力关键任务的启示

为了维持成功的成长过程，每个新CEO对公司未来的期待和愿景至关重要。然而，图10-1中的重叠战略钻石表明，创始人之外的CEO进入职位的初步状态主要取决于与公司不断演进的外部生态系统相关的动态环境——环境的动态性与不断演变的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及其前任者的战略行动（或不作为）紧密相关。（正如梅格·惠特曼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她曾经是惠普的董事会成员，2011年10月她担任CEO职位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诊断和了解到惠普所面临的战略状况的20%左右。）因此，为了能够将公司封闭的过去和开放的未来联系起来，历任CEO必须努力了解与上任遗留情况相关的路径依赖，并寻找将其中仍有价值的部分转化为他们新设想的公司未来的力量倍增器的方法，同时设法消除其他人所强加的潜在约束。29

这些对公司过去和可见未来的见解有助于历任CEO执行关键的战略领导力任务。第一要制定符合良好战略标准的新企业战略（见第1章），能够充分引导公司在理性和情感上与公司的关键高级领导层面进行合作，强化执行力。这样的企业战略决定了公司希望继续保持的业务，以及如何定义公司的胜利——在未来仍然与客户和股东相关。不过要注意的是，制定这样一个新的公司战略几乎总是需要大量的时间（请记住，梅格·惠特曼经过3年努力工作，才将惠普2015年后的未来战略整理清楚），同时公司必须继续充分满足客户需求，维护股东价值。

第二个相关的是，公司战略的制定决定了公司如何在产品-市场环境中进一步定位或重新定位，以及打算如何将其独特能力与该定位相一致或重新调整，反之亦然，以便实现竞争优势。即使这些变化涉及公司转型，但是很少会作为严格离散或不连续的变化被公布在基业长青的公司中。相反，正如豪斯和普赖斯所看到的那样，对惠普来说（见第2章），他们通常主要是重新界定术语；例如并购康柏，他们指出，允许将计算重新定义为比以前更清楚的个人术语（请记住，约翰·杨对PC业务的热情不足，因为技术价值主要是由英特尔和微软而不是惠普创建的）。同样，不同特点的能力可能在某些时候被看作阻碍，在其他时候也可以看作优势（例如，当与戴尔在美国的直销模式竞争时，惠普在分销渠道管理方面的独特能力有时被视为劣势，但当与戴尔在主要国际市场上竞争时，又被视为优势）。

第三，CEO最终负责将公司的战略行动与公司战略相协调。然而，历任CEO在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中具有不同的实力。在惠普的例子中，约翰·杨在两者中都很强；卢·普拉特的战略制定能力薄弱，执行力较强；卡莉·菲奥莉娜战略制定能力强，执行力相对较弱；马克·赫德的战略执行力比战略制定能力更强；李艾科的任期短，但在这两个方面都很薄弱；梅格·惠特曼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两方面都展现了不错的实力。有鉴于此，提出维持公司成长过程并不存在于寻求在制定和执行中具有卓越优势的天才级CEO，而是始终如一地寻找这样的CEO——他们的优势能够弥补上一任的弱点，这突出了董事会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此外，随着CEO们在任期内的进展，不断变化的环境动态性可能需要进行战略变革。然而，强大的惯性力量往往使得他们难以及时认识和采取这些改变。如第1章所述，这种变化将在高层领导团队中产生战略冲突。应对惯性力量，解决战略冲突，根据环境动态性重新定义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是CEO和高管们要面对的。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被新的高层领导取代，他们会做什么不同的事？而且他们也必须有道义上的毅力来贯彻必要的战略行动。这进一步强调了考虑公司战略领导能力的关键要素，以支持CEO执行关键战略领导力任务的重要性。

对开发公司战略领导能力的意义

作为一个新CEO设想公司的未来，重要的是要明确公司战略领导能力的促进和阻碍因素，进一步发展或改变四个关键要素，为落实战略领导关键任务提供有力的支持，以克服路径依赖。这意味着，第一，需要确定前任CEO的战略领导力体制是如何将自下而上的战略领导力与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相结合的，以确保它能够提供关于领导层认为的真实状况的有效信息，在组织中进一步下沉，更接近业务前线。在更深层次上，制定一个有效整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地位的制度更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包容性的制度，不仅在理性上而且情感上（见证了许多惠普员工对初始惠普之道的长期情感依恋和怀旧回忆）发挥关键领导力的作用。

第二，回顾理解公司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的起源以及过去兼容和相互支持的方式也很重要。只要公司战略保持不变，企业文化可以成为战略行动的主要驱动力——就像自动驾驶技术那样。然而，内外部环境的动态性需要企业战略的变化，从而需要对企业文化的硬的、软的部分进行调整。不变的是，硬的部分（营运模式）和软的部分（核心价值观）将有一个落后的倾向，可能成为进一步适应的障碍。这是因为文化体现了公司为什么得以生存和繁荣的信念，而且是最保守和最难改变组织力量的。预测执行新公司战略所需的企业文化的各种调整将有助于避免或减轻本书中记录的文化与战略之间曲折的相互作用（见证约翰·杨在尝试调和惠普原始营运模式及其试图将其转换为计算机公司的变革中的困难）。在更深层次上，创造一种如何在公司中分配经济利益的包容性文化也至关重要。如果福利分配过于偏向组织的顶端，则会降低高层以下员工有效执行企业战略的承诺和积极性（见证了许多员工对放弃惠普利润分享计划的不满）。32因此，更具包容性的奖励制度也可能有助于防止管理大师令人遗憾的预测——“文化把（新）战略当作早餐吃掉”，从而避免CEO的战略领导失败。

第三，新的CEO需要评估与现有产品市场相适应以及致力于维持公司进化和避免共同进化锁定的能力之间的战略资源分配的平衡。33如第1章所述，这一评估的一部分应该涉及确定公司的实际战略领导力资源与被感知的战略领导资源之间是否存在差距，如果是，该如何弥补它。这可能有助于改变随着时间推移的适应性和可演变性之间的战略资源分配的平衡，以应对内外部动态环境。特别地，公司内部的战略生态可能会产生新的商业机会（通过自主战略过程），其发展和商业化可能跨越多个CEO任期（例如惠普的计算机、打印机和网络）。历任CEO都应该能够在自己的任期内解释现有的平衡逻辑。再次，在更深层次上，这可能是CEO意图维持公司超越自己的任期（菲奥莉娜的格言）的意图的最终考验，并提供了保持领先于可怕的季度盈利压力的理由。

第四，本书中记录的惠普成长过程表明，尽管董事会在很大一部分历史上都以功能失调的方式运作，但公司有可能长期存在。但这也表明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方式。因此，新任CEO应该非常关心理解CEO、董事会关系的现实情况，并努力创造和维持建设性关系，以避免分散注意力和浪费生产资源。一个运作良好的董事会不仅要负责招聘和解雇CEO，坚持严格的继任规划过程，而且要切实关注CEO如何执行战略领导力的关键任务，发展公司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例如，如果董事会要求CEO定期展示有希望的领导才能来，则可以提高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导力的整合。要求CEO安排对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在必要的战略变革的情况下相互支持的情况进行审查，有助于预测潜在的摩擦。要求CEO定期向董事会提供具有创业精神的员工并且非正式地讨论他们的项目，将支持平衡适应性和可演化性。

鉴于此，再次从更深层次思考，随着股东越来越活跃和知情，建议一个长期存在的公司的董事会应该愿意定期任命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特设审查委员会似乎不无道理，包括主要股东代表，准备一份报告卡，以评估和咨询董事会在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方面的运作，以帮助维持公司的成长过程。

解决公司成长的悖论

本概念框架还为解决公司成长的矛盾提供了指导。首先，历任CEO必须设法使公司具有足够的外部环境压力，以保持其自组织的能力，但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以防止混乱。让混乱统治局面，然后再治理混乱，对维持公司成长过程至关重要。34可以肯定的是，建立太小和太多压力的确切阈值超出了目前关于在混乱边缘管理的知识，并且可能永远无法做到准确地量化。这是一种没有已知教科书解决方案的问题，但必须由历任CEO解决。实现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历任CEO来改变适应性和可演化性之间的战略资源分配的平衡：在高度稳定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适应性；在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是可演化性。

其次，如果一位CEO认为企业变革是必要的，重新定义重要的战略领导任务，以及新的战略方向是明智的，鉴于公司内部生态战略的内部实验和选择过程产生的新业务机会，并将其全面支持放在新的战略方向之上。35这有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进行内部的实验和选择过程，但这将表明适应和可演化之间资源配置的平衡偏向太大，而难以适应，并且需要适当的纠正措施，但还剩下足够的时间，这再次指出了董事会的重要作用。

最后，历任CEO需要保持警惕，公司的适应能力是否仍然是反脆弱性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意料之外的环境变化中，潜在的上升（积极的变化）都会继续大于潜在的下降（负变化）。多业务公司战略一体化的框架以及战略整合挑战（不断变化的业务互补性和企业间复杂性）的驱动因素的框架可能有助于诊断公司的适应能力有没有变得脆弱，因为不同业务的适应性要求不同，业务投资组合也会存在着分歧。这种类型的分析可能提供战略性的理由，进行比最初设想的更激进的企业转型。梅格·惠特曼在2014年10月宣布将惠普分为两个部分，并于2015年11月执行，即使她在2011年就担任CEO，希望“在一起更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战略领导力与公司成长：跨CEO任期的学习过程

以前的研究表明，与现有公司的新业务发展相关的战略制定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垂直”的社会学习过程，涉及行动认知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较高层次的管理层可以从下级采取的创新举措（行动）中学习（认知），将这些举措变成可行的新战略重点。37同样，企业成长中的战略领导也可以被看作一个“横向”（跨越CEO任期）的社会学习过程。换句话说，维持企业成长的过程取决于CEO对他们上任的遗留情况（战略行动）的不断学习（认知），以更好地告知自己如何履行战略领导的关键任务，以及如何发展战略领导，确保公司未来的能力。

然而，以前的研究还表明，低于公司高层领导者的企业家领导者有时最终成为惨烈的英雄：也就是说，他们采取行动，在企业风险中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对自己的事业有破坏性。同样，豪斯和普赖斯在对CEO作为催化剂（未消耗）或反应物（消耗）中引起的变化进行了有意义的区别。虽然这些作者对不同的惠普CEO的结论略有不同，但是本书的研究证实，催化剂和反应物的区别在2009年以后仍然是相关的。这是采用同理心方式记录和评估CEO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战略领导作用的主要原因。企业成长的演化框架可能会导致CEO最终成为一个悲剧英雄，尽管他或她通常会遭受这种逆转的财富，得到相当好的补偿。本章提出的战略领导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概念框架，应该有助于确定和阐明CEO更有可能成为催化剂，而不是作为反应物的条件。

演化框架的不足和优势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演化框架最重要的限制在于公司层面的分析，因为它基于单一的案例研究，固有地限制了其可推广性。在公司内部的分析层面，如对惠普过去成长过程中历任CEO的作用的比较分析，一个重要的局限在于数据的主要来源有时候是很久以前的关键行动参与者的访谈。他们的回忆可能是粗略或错误的，或受到各种潜在的认知和情绪偏见，甚至仔细的三角测量不能完全中和。然而，由于访谈的广泛覆盖和进行的彻底性，这一局限性得到缓解，由于纵向数据收集（1999年开始），以及豪斯和普赖斯全面详细叙述的可获得性，以此作为背景，可以测试访谈产生的许多见解。鉴于此，对于演化框架内部效力的相当强烈的诉求似乎是有道理的。

提出的框架的主要优点在于限制了公司的成长现象，以及历任CEO在这一过程中的战略领导地位的作用，仍然接近于惠普案例的特别的、具体的和基于经验的历史叙述（如豪斯和普赖斯的书），但提供了将分析和讨论提升到概念层面的具体的、实质性的和暗示性的基础（见第1章附录一）。这样做也为未来系统地比较战略领导在类似公司成长企业和不同类型公司中的作用研究提供了基础。

结论：总结发现和启示

这本书从记录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的思想实验开始，他们从爱丽舍菲尔德回来，重新认识他们创立的公司。虽然创始人不能预测他们的公司将在2016年如何发展，他们很高兴看到它的后代——安捷伦及其拆分出的公司是德科技（Keysight）和两家新公司仍然存在，并将在未来蓬勃发展。因此，这本书的前提，企业成长可以被视为不依赖于事前技术视野，似乎是合理的。有鉴于此，本书已经解决了一个基本的战略研究问题：什么决定了公司的寿命？为什么有的公司像惠普这样的会持续存在，而大多数是被收购或最终失败？

解决这个问题涉及研究惠普77年的历史，就其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基于CEO的战略领导力的适应能力。这有助于确定惠普成长过程中的7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描述为战略制定的内部生态与公司的外部行业生态系统塑造公司业务组合的不断演化。它还帮助记录了公司变革，以及通过历任CEO的战略领导力如何使不同的时代连接起来。这一整体过程概述有助于发现企业成长悖论，适应能力的抵御能力，以及确定历任CEO所面临的形势和跨CEO的权属依赖关系。

关于惠普的整体发展过程的见解成为审查CEO对该过程的不同贡献的阶段。随着研究的进展，越来越明显的是，除了创始人之外，所有的CEO都进入职位的初始条件主要由其前任的战略行为（或不作为）决定。为了有效地维持公司的成长过程，历任CEO必须能够作为连接公司的封闭式过去和开放式未来的未来代理人。这样做导致了对董事会以及对企业成长进程的贡献的评估方式采用同理心方法；评估CEO表现只是考虑在公司任职期间的股票市场表现是一种狭隘的观点。

认识到跨CEO的职权依存关系，揭示了CEO在履行关键战略领导任务和发展战略领导能力的四个关键要素方面面临的战略领导挑战。最重要的是，综合从整体过程概述得出的见解以及对差异化的个人CEO贡献的考察，为构建企业成长和历任CEO战略领导力的演变框架奠定了基础。这又反映了战略领导能力如何应对企业成长的悖论。

企业成长的演化框架，起于戴维·帕卡德的三项成功原则，他对单一组合设计陷阱的警告，以及卡莉·菲奥莉娜关于CEO的道义的定义，致力于帮助公司取得成功超越自己的任期的基础，反映了无限期维持公司成长过程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确定了对维持战略领导地位的规范性影响。

有趣的是，强调战略领导力在维持公司成长进程方面的作用，也使公司的工具和制度观点之间的紧张关系带来了新观点。这种紧张局势，本书一开始就归类为公司创立中，源自一个现实：一个公司创立时就想要成为一个长寿的公司的话，取决于其历任CEO能否维持企业的反脆弱适应能力，确保其在未来能够从外部的动态环境中存活下来。因此，有力的工具性导向是支持持久的制度导向的必要条件。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都清楚地认识到，采用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观点让惠普在艰难的业务中保持成功的战略重要性。在继续指导其CEO继承人的程度上，这将是他们对惠普成功进程的持久贡献（见图10-1、表10-2）。



图10-1　公司成长的过程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Lecture Material，Stanford Business School，2014.

表10-2　惠普CEO战略领导能力总结



资料来源：Robert A. Burgelman，Lecture Material，Stanford Business School，2013.

本书提出的演化框架的规范性影响可以帮助CEO意图建立长期的公司，以新颖深入的方式思考战略领导的关键任务，发展公司的战略领导能力。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公司CEO的关键任务（也许就是这些关键任务）能够创造一种战略领导力文化：也就是说，所有关键领导者（那些提供了大量公司宝贵资源的领导者）一直在问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信心回答他们，要勇于采取答案所需的战略行动。

最后，虽然这些规范性影响的主要目的是帮助CEO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司成长的机会，但也有助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发展。毫无疑问，董事会总是设法任命聪明和善意的CEO，但对惠普成长历史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聪明和善意的CEO所经历的专业危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不仅在招聘过程中，而且在整个CEO任期内，保持战略领导力的规范性影响，会为在支持公司成长过程中维护与CEO的建设性关系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即使这个过程的逻辑会迫使他或她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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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rlance of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for making microprocessors are
called “fabs,” short for fabrication plant.

Foundries are semiconductor fabrication plants (“fabs”) that make chips for third parties.
Foundries that produce higher volumes of chips than smaller fabs enjoy economies of scale
compared to those fabs. Interview with John Young.

Interview with John Young.

Interview with John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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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See, for instance, D. A. Gioia, “From Individual to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n: D.
A. Whetten and P. C. Godfrey (eds.), Identity in Organizations. Building Theor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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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lin Watts, 1989) shows how even in the most repressive socioeconomic systems it was
not possible to entirely eliminate the entrepreneurial drive. Eugene Lewis, in his book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documentshowautonomou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helped shape major government agencies. Edith Penrose, in her
book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9) was amo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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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ank Bill Brownell for the elucidation of the speed-scale trade-offs (reviewer notes,
August 2015).

These challenges were identified by Burgelman and Sayles thirty years ago. They wrote:

“The challenge for established firms, we believe, is not either to be well organized and
act in unison or to be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he real challenge, it would seem, is
to be able to live with the tensions generated by both modes of action. This will require
top management’s exploitation of existing opportunities to the fullest (because only
relatively few will be available), the generation of entirely new opportunities (because
today’s success is no guarantee for tomorrow), and the balancing of exploitation
and generation over time (because resources are limited). Strategic management
approaches will have to accomplish all three concerns simultaneously and virtually

continuously.”

See R. A. Burgelman and L. R. Sayles, Inside Corporate Innov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191, emphasis added. This quote from the epilogue anticipated large streams
of important academic research that has built on James March’s distinction between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1991) and on the revival
and elaboration of the idea of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 by Michael Tushman and
Charles O'Reilly (1997). See J. G. March,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 no. 1 (1991): 71-87; and M. L. Tushman and C. A.
O'’Reilly, Winning Through Innova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Edith Penrose was the first to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and examine the managerial constraints
that limit the rate of growth of a firm. See E. T. Penrose,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Oxford: Blackwell, 1959).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possibilities frontier can be related to a typology of firms
identified and defined by Raymond E. Miles and Charles C. Snow in their 1978 book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McGraw-Hill). High fit/low evolvability
seems to correspond to their “defender” type; low fit/high evolvability seems to
correspond to their “prospector” type; high fit/high evolvability seems to correspond to
their “analyzer” type; and low fit/low evolvability seems to correspond to their “reactor”
type, who operates inside the frontier. On balance, HP would seem to be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analyzer” type.

Strong concern for fit and weak concern for evolvability is the strategic posture of highly
specialized firms that are usually also dominant in their market. Intel Corporation, with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microprocessors for PCs, is an example. Such dominant specialists
face great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significant radically new growth opportunities. Weak
concern with fit and strong concern about evolvability is the strategic posture of firms
that are highly innovative and able to move into new niches when competitive pressures
in an existing one become intense. Maxim Integrated, an analog/digital microprocessor
company, is an example. Such firms may face strategic difficulties if scale and scope
(through consolidation) increase in importance. We expect that unsuccessful compan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weak concern for fit and weak concern for evolvability.

J. J. Rotemberg and G. Saloner, “The Benefits of Narrow Business Strateg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no. 5 (1994): 1330-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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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s chapter (reviewer notes,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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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separation from H.P, Agilent investors have seen a 27 percent return on their
investment, while investors in its former owner have seen about 30 percent of their value
vaporize.” Robert Cyran, “Lessons for H. P. From Its Offspring,” New York Times, Dealbook,
September 19,2013.

R. A. Burgelman and A. S. Grove, “Let Chaos Reign, Then Rein In Chaos—Repeatedly:
Managing Strategic Dynamics for Corporate Longevit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no. 10 (2007): 965-979.

Stacy Perman, “Centuries-Old Family Businesses Share Their Secrets,” BusinessWeek,
May 14, 2008.

Social scientis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longevity. Economists, who view companies as instruments for organizing

economic transactions that cannot be performed with market mechanisms or for

maximizing financial benefits for their owners, do not consider company longevity a goal

per se. Sociologists, who view companies as institutions that inherently seek to survive

study why and how they do so, primarily in terms of legitimacy as a determinant of
longevity. Strategy scholars combin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by focusing on the determinants of a company’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viewing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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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Michael Nevens.

Interview with Michael Nevens.

Interview with Michael Ne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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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Young in an interview in 2005.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589, note 3.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380-381.

Interview with Robert Wa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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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Theory and Field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2, no. 3 (1991): 239-262.
N. N. Taleb, 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While stridently dismissiv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culture, this book provides
glimpses of a remarkably lucid and perspective-shifting description of the role of strategy in
coping with a disorderly world.

See for instance J. Sommer, “Trying to See Apple From a Different Angl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014.

HP CEO Lew Platt commissioned a study about the growth “stall points” that companies,
such as HP, seemed to systematically encounter once they reached a certain size; see M. S.
Olson and D. Van Bever, Stall Poin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however, that great companies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proceed
on a sustained quantitative growth trajectory. For instance, HP under Lew Platt decided to
spin off its Test & Measurement business in 1999 (renamed Agilent), and thereby reduced
its size. In September 2013 Agilent announced it would split off its electronic measurement
business from its life sciences and diagnostics businesses creating two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The life sciences and diagnostics buinesses would retain the Agilent name. See
“Agilent Technologies to Separate into Two Industry-Leading Public Companies,” Agilent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9, 2013. Earlier examples include the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 which sold off its heavy construction equipment business and it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business in the 1980s to focus on its heavy truck engines business only and
renamed itself Navistar. Several years ago IBM sold off its PC business to Lenovo, and in
2014 was planning to also sell off its low-end server business to Lenovo. In October 2015,
Meg Whitman announced the decision to split HP in two. Chapter 2 of this book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helps explai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makes strategic
sense to split off businesses and to reduce the size of the firm.

The reference to Packard’s speech is based on a recollection of Webb McKinney, who was
an employee of the company at the time. The poe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1858, in Holmes’s regular “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 Table”
column for that magazine.

C. Fiorina, Tough Choices: A Memoir (New York: Portfolio, 2007),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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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SG, 2011), 205.

Taleb, Antifrag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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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Microsoft took an impairment charge of $7.6 billion, nearly the entire anount it paid
to buy Nokia.

Robert A. Burgelman and Philip E. Meza, “The New HP Way,”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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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and later prominently stepping in as chairman of aircraft giant Boeing dur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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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BPS/Images/image00292.jpeg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s.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S.
106.
107.

108.

%E2980%98unpopular-staff%E29%80%99.

Interview with Mark Hurd.

Hurd presentation, July 26, 2007.

Hurd presentation, July 26, 2007.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Robert A. Burgelman and Philip E. Meza, “Innovation at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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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futur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take shape.
Again, in the case of President Nixon,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Watergate affair, an example
of the internal context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domestic social-political system, was
not anticipated and had enormous implications for his continued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external geopolitical context that he helped shape.

R. A. Burgelman, “Concept of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In M. Augier and
D. J. Teece (eds.), The Palgrave Encyclopedia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8. In well-structured situations, in contrast to ill-structured ones,
all the competing players are known and each player is a rational actor whose strategic
moves are drawn from a predetermined set. Particular combinations of players’ strategic
moves have clearly defined, if sometimes probabilistic, payoffs. Such strategic situations
lend themselves well to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decision theory and game theory.
See, for instance, G. Saloner, “Game Theory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Contributions,
Ap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in R. P. Rumelt, D. E. Schendel, and D. J. Teece (eds.),
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4), 155-194.
Burgelman and Grove, “Let Chaos Reign.”

R. A. Burgelman, “Bridging History and Reductionism: A Key Role for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2 (2011): 591-601.

Here I draw strategic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becoming” offered by G. W.
Allport, Becoming: Basic Considerations for a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28.

R. A. Burgelman, Strategy Is Destiny: How Strategy-Making Shapes a Company’s Fu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There exist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on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the field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See, for instance, D. J. Teece, “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no. 13 (2007): 1319.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explication of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It is important, however, to emphasize
here that capabilitities are only potentially consequential to the extent that strategic actors
actually deploy them. See R. A. Burgelman, “A Process Model of Strategic Business Exit:
Implications for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Strateg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ummer Special Issue 17, 1996): 193-214.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607-615.

Carlos Brito's remark on “critical leadership,” registered during a videoconference
presentation to the Stanford Executive Program in summer 2012, could be fruitfully
related to “upper echelon” and “top management team” concepts on which there exists an
extensive research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See, for instance, M. A.
Carpenter, M. A. Geletkanyca, and W. H. Sanders, “Upper Echelons Research Revisited:
Antecedents, Elem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Composi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30, no. 6 (2004): 749-778; and also S. Finkelstein, D. C. Hambrick,
and A. A. Cannella, Strategic Leadership: Theory and Research on Executives, Top Management
Teams, and Boa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ursuing this further here,
however,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book.

See D. Schifrin and R. A. Burgelman, “LVMH in 2013: Sustaining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Luxury Industry,”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case SM-197 (2013): 2.

“Corporate becoming” could be fruitful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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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cess Study,” Management Science 29, no. 12 (1983): 1349-1364.

R. A. Burgelman, “A Process Model of Internal Corporate Venturing in the Diversified
Major Fi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 (1983): 223-244.

See for instance J. L. Denis, L. Lamothe, and A. Langley,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Change in Pluralistic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 no. 4 (2001): 809-837.

A.S.Grove and R. A. Burgelman, “Modeling Nation-Level Strategic Chan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pril 2009.

This framework is called the “strategy diamond.” See R. A. Burgelman, “Fading Memories:
A Process Theory of Strategic Business Exit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9 (1994): 24-56. Also see R. A. Burgelman and R. E. Siegel, “Cutting
the Strategy Diamond in High-Technology Venture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S0,
no. 3 (2008): 140-167.

1 agree with Bill Brownell that “drifting” can occasionally be useful in situations “where a
company experiments and evolves ‘amoeba like’ by multiplying cells in the domains where
it works and then vectoring of that” (reviewer notes, August 2015). This is how the internal
ecology of strategy-making actually works. But we would both also agree,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time limit within which strategic leadership must start doing the vectoring.

Max Weber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its routinization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A.H. Henderson and T. Parsons
(translation)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47). It has been reported, for instance, that
Apple has hired business historians to create case studies of Steve Jobs’s strategic leadership
approaches, but for internal use only. In view of the process of corporate becoming
examined in this book, however, Apple’s approach can be problematic if it assumes that
what was adaptive in the past will also be adaptive in the future.

See A. S. Grove, “Breaking the Chain of Command,” Newsweek, October 3, 1983.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at Stanford, July 2013.

At Intel today, for instance, the preferred terminology is “candor” rather than 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

Alan Mulally, former CEO of Ford Motor Company and famous for executing one of the
greatest corporate turnarounds in recent history, introduced a “working together” strategic
leadership regime that required all senior executives in weekly leadership meetings to list
the key strategic plan implementation issues that they were facing in their area (functional,
geographic, product group) and to characterize these by a traffic light system of green (all
fine), orange (some issues), and red (major problems). Mulally also expected all members
of the leadership team to help each other. B. G. See Hoffman, American Icon: Alan Mulally
and the Fight to Save Ford Motor Compan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The traffic
light system can of course be abused by middle level executives turning the lights from red
to green to hide problems. In the case of one major European company, for instance, the
CEO threatened to fire on the spot any executive caught doing such a thing.

R. A. Burgelman and A. S. Grove, “Strategic Dissonance,”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8, no. 2 (Winter 1996): 8-27.

This phrase is popularly but perhaps inaccurately attributed to management theorist Peter
Drucker. In any event, it has taken on a life of its own.

See R. P. Rumelt, 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 The Difference and Why It Matters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1), 77 (emphasis in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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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 groups: Product generation (“back” or product-facing) and go-to-market (“front” or
customer-facing). All of the groups had worldwide scope. Business groups that handled sales
and marketing—front or customer-facing groups—we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customer
typ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lements of manufacturing—back- or product-facing
groups—were organized by product or technology type. This created a large distraction
for the company, except ProCurve, which was exempt from the reorganization for reasons
discuss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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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y Fiorina’s Revisionist Chronicles,” Joe Nocer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6.
See Fiorina, “Tough Choices,”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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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ic example of how lat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operating model and the core values
can become manifest in the face of contextual change is offered by the Johnson & Johnson
(J&J) company. J&J's top core value always was to do what is best for the customers; its
operating model, on the other hand, was based on very high decentralization, with the
many division presidents being the company’s key executives. During the 1980s, in the
face of great consolidation among hospital companies, J&]J’s key customers increasingly
wanted to deal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J&]J sales representatives, rather than with the sale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ozens of different J&J divisions. Corporate management created a
Hospital Services Group, with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single sales interface for the
customers, but this was strenuously resisted for many years by the division presidents.
Brownell, reviewer notes, August 2015.

Intel Corporation’s problem with the so-called “Pentium flaw” in 1994 powerfully
illustrates how the latent conflict between a changed corporate strategy and the company’s
core values can become manifest. One of Intel’s core values is “discipline,” as defined by
engineers. Intel engineers in their disciplined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new chip discovered that the Pentium (like all new chips) had a flaw: it sometimes
produced an error in so-called “floating point” calculations. But they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the error was extremely small (approximately 1 in 7 billion). As was
their custom, they produced a white paper explaining this and shared it with their OEM
customers. A non-Intel mathematician somehow got news of the flaw and used the Internet
to widely broadcast it. This created a furor, especially after IBM recalculated the potential
error and claimed that its probability of occurr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ough still
extremely low) than the estimate provided by Intel. Eventually, Intel had to offer to recall
the flawed Pentiums and replace them with nonflawed ones at the cost of some $475
million, even though only the smallest number of users would ever have ha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Intel’s fundamental error? They did not fully appreciate that after having entered
into consumer space with their extremely successful “Intel Inside” marketing campaign,
they now faced a context in which “Reality = Perception,”” and their core value of discipline
as defined by engineers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OEM customers did no longer apply. See
Burgelman, Strategy Is Destiny.

T am grateful to Bill Brownell for suggesting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hunkering down”
as way in which conflict may remain latent, yet hinder strategy execution (reviewer notes,
August 2015).

R. A. Burgelman, “Intraorganizational Ecology of Strategy Making and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Theory and Field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2, no. 3 (1991): 239-262.
This statement applies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 insight of recent research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at integrates neuroscience, meditation and philosophy related to the
brain, mind and self-consciousness. See E. Thompson, Waking, Dreaming, Being: Self and
Consciousness in Neuroscience, Meditatio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ter 10 (325).

Interview with Joel Birnbaum.

Interview with Wim Roelandts.

Interview with Wim Roelandts.

‘This form of diversification has been called “related constrained,” and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st economic performance among types of diversified firms.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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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them potentially vulnerable to new, fitter competitors attacking their strategic 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mpanies that rely heavily on distinctive competence to compete vigorously
with similar others may be able to sharply hone these competencies and become best in class.
However, such efforts potentially create a “competence trap”: the relentless efforts to hone
existing distinctive competence may make the company vulnerable to new competitors with
different distinctive competencies as competitive dynamics in the industry change, or they
may simply fail to appreciate the competitive importance of achieving a dominant strategic
position. See R. A. Burgelman and R. E. Siegel, “Cutting the Strategy Diamond in High-
Technology Venture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50, no. 3 (2008): 140-167.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33.

. Paraphrasing Stephen J. Gould in his 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73-1274. See also chapter 1 in this book, appendix 2.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33.

R. A. Burgelman, “Intraorganizational Ecology of Strategy Making and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Theory and Field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2, no. 3 (1991): 239-262.
N. N. Taleb, 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While stridently dismissiv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culture, this book provides
glimpses of a remarkably lucid and perspective-shifting description of the role of strategy in
coping with a disorderly world.

D. Kha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SG, 2011); ]. L.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S14.

R. A. Burgelman, Strategy is Destiny: How Strategy-Making Shapes a Company’s Fu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355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531.

R. A. Burgelman, “Fading Memories: A Process Theory of Strategic Business Exit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9 (1994): 24-56. Also see R. A. Burgelman
and R. E. Siegel, “Cutting the Strategy Diamond in High-Technology Venture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S0, no. 3 (2008): 140-167.

Interview of Meg Whitman with Toni Sacconaghi of Sanford C. Bernstein & Co.,
LLC, 2014.

‘Whitman interview, 2014.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S07-508.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S07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Webb McKinney.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90.

‘Whitman interview,2014

R. Mc Millan, 2”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1,2015.

Entrepreneurial founders leaving a legacy i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how founders establish formal policies, structures,
positions, routines, and other lasting elements of an organization that may remain relatively
unchanged long beyond their tenure and in spite of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xternal context
dynamics. There exists a fairly extensive literature related to imprinting. See, for instance, J.
Baron, M. D. Burton, and M. T. Hannan, “Engineering Bureaucracy: The Genesis of Formal
Policies, Positions, and Structures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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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hp/histnfacts/museum/earlyinstruments/0001/index.html www.hp.com/h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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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by, “Interview with Barney Oliver,” 16.”

Crosby, “Interview with Barney Oliver,” 16.

Hewlett Packard Annual Report, 1967.

Hewlett Packard Annual Report, 1968.

The ad appeared in the October 4, 1968 issue of Science Magazine,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Yale Law School Librarian Fred Shapiro. See Aaron Clark, “The First PC,” Wired Magazine
8, no. 12 (December 2000), http://archive.wired.com/wired/archive/8.12/mustread.
html?pg=11%2520-%2520First%2520PC.

Interview with Thomas J. Per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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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reports that this became the basis for the 2000 line of comp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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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rd, The HP Way, 104.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165-166.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66.

House and Price, The HP Phenomenon, 86.

Interview with Wim Roelandts’

Interview with Chris Christopher.

Interview with Chris Christopher.

Dave Packard’s Speech, 1974. Transcript from Cortlandt Van Rensselaer’s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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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s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to become a microprocessor company in the face of the
rapid commoditization of the semiconductor memory industry in the early 1980s remains
a canonical example of a difficult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It involved several difficult
years coping with intense strategic dissonance. See Burgelman, “Fading Memories,” 34-64.
A canonical example of a mostly smooth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concerns the German
publishing company Axel Springer. Whil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any companies have
great difficulty dealing with so-called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change, Axel Springer has
been able to turn a highly disruptive technology (digitization of content) fairly smoothly
into a sustainable one. See J. Luther, R. A. Burgelman, and R. E. Siegel, “Axel Springer in
2014: Strategic Leadership of the Digital Media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Case B-522.

In the case of Intel’s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by 1985 top management had begun to
realize that in spite of the company’s legacy as a semiconductor memory company, its most
important new distinctive competences were the embodiment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s
into microprocessor chips, while its legacy process technology competences related to
linewidth reduction of microchips also remained crucially important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1985 Intel had already become a microprocessor company (microprocessors
revenues had surpassed semiconductor memory revenues in 1981-1982). Also realizing
the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the rapidly expanding PC industry, top management was now
ready to ratify the ongoing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and thereby continue its process of
becoming. In the case of Axel Springer, the CEO realized that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was
the company’s most important legacy. By building a new digital printing capability and
then merging it with the traditional printing capability and making the lead editors of the
traditional printing media responsible for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the new capability with the
old one, the company gained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its process of becoming.

Andy Grove raised that question with CEO Gordon Moore, which helped Intel make the
difficult decision to exit from its core, but losing, dynamic random exit memory (DRAM)
business in 1985 and recognize that it had already become a microprocessor company
(interview of R. A. Burgelman with Andy Grove, February 1989).

See D. Acemoglu and R.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These authors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failure of nations in terms of inclusive or
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are
major causes of failure. It seems useful to consider that this logic also applies at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s—hence the view expressed here that an inclusive strategic leadership
regime is likely to contribute to continued company survival.

Ibid.; hence the view that a corporate culture that rests on an inclusive system of economic
rewards is likely to contribute to continued company survival.

R. A. Burgelman, “Strategy as Vector and the Inertia of Co-Evolutionary Lock-I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2): 325-357.

Burgelman and Grove, “Let Chaos Reign””

R. A. Burgelman, “Intraorganizational Ecology of Strategy Making and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Theory and Field Research,” Organization Science 2, no. 3 (1991): 239-262.
For a discussion of these frameworks see Burgelman, “Built to Become.”

R. A. Burgelman, ““Strategy Making as a Social Learning Process: The Case of Internal
Corporate Venturing,”” Interfaces, May—Jun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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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Form 8-K, November 23, 2009, Item 8.01, 2.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ttps://www.sec.gov/edgar/searchedgar/webuse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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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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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servers would feature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that enabled a single serv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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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d a dedicated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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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Nocera, “Carly Fiorina’s Revisionist Chronicl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6.
The concept of economizing and its juxtaposition to strategizing was developed by
Oliver E. Williamson,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See his “Strategizing, Economizing,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R. P. Rumelt, D. E. Schendel, and D. J. Teece (eds.),
Fundamental Issues in Strateg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4): 361-401.
See also R. A. Burgelman, “Strategic Management,” Elsevier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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